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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２００２ 年，为应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传统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丧失、农业生态系统功能下降、农业环境污染严重等

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ＦＡＯ） 发起了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ＧＩＡＨＳ）”，旨在发掘、保护、利用、传承传统农业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体系，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经过 ２０ ａ 的发展，ＧＩＡＨＳ 的价值和保护重要性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２３ 个国家和地

区的 ６７ 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 ＧＩＡＨＳ 名录。 为纪念 ＧＡＩＨＳ 倡议提出 ２０ 周年，“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专题”选择了 ９ 篇论

文，涉及生物多样性、景观特征、资源评价、农户生计、食物系统转型和产业发展、灾害风险监测等方面，以及稻作梯田、草原游

牧、传统茶园、山地林果、特种作物种植等类型。 这些文章丰富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成果，可为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

保护实践提供参考。 本刊将分期刊载该专题的优秀文章。

自然保护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经验与优化：
来自武夷山国家公园茶产业的启示

王博杰１，２， 何思源１①， 闵庆文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 我国自然保护地内具有诸多独特且延续至今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依托这些系统所形成的传统产业既扮

演着当地的可持续生计和文化传承角色，也影响着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护成效。 然而，当前从产业

角度解析这些传统产业与自然保护关系的研究较少，对传统产业发展的研究也缺乏对自然保护地管理背景和特

征的考量。 笔者以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传统茶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其近 ２０ ａ 来发展的主导理

念、路径、结果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研究发现，武夷山茶产业长期以来是社区生计与自然保护管理互动的核心体

现，但其转型发展历程尚未能很好地与自然保护管理需求形成良性互动。 虽然传统茶产业在生态化、标准化和规

模化，茶叶品牌效应提升和茶旅融合发展这 ３ 个主导方向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多重历史制度问题的影响和国家

公园体制建设新需求的交织中，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在生态价值的科学评判与实现、文化价值的识别与传承以及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与共识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 基于此，研究提出传统产业应立足本土生态知识，形成科学

管理标准，联动差异化生产经营者，寻求多种增值服务机会，进而促进自然保护地传统产业的特色生态化和自然

生态价值的实现，落实“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理念。
关键词： 国家公园； 传统产业； 产业生态化； 产业多功能； 利益共同体； 社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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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ｓ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ａｌ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ｕ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ｓ ａ ｂａｓ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ｕｎｉ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ｏｆ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ｆｉ⁃
ｎ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生计与保护目标协同发

展是“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的目标和路径［１］。 生

计是人们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上的谋生方

式，而社区居民从事的产业活动是实现社区生计的

重要路径［２］。 从世界范围内自然保护地规划和建

设的地理位置来看，其周边社区一般都是乡村社

区，其居民的生计活动长期以来依托区域自然环境

条件，依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形成了较为系统

的农、林、牧、渔等为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并
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资源管理体系和本

地文化，并以其系统性为乡村产业发展和产业融合

提供了基础［３］。
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往往因限制林

业、渔业资源收获和经营，种养殖业的范围、方式、
强度等原因降低周边居民资源利用可能性及其收

入和工作机会［４－７］；同时，也会因面向保护的基础设

施建设、社区能力建设而联动政府、非政府组织、企
业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土地多功能与价值，
如提供生态管护岗位、生态体验服务供给机会、通
过生态农业提升产品附加值等，从而深化或拓宽产

业［８－１２］。 因此，在与自然保护管理的互动中，如何发

挥传统产业的多元价值，促进传统产业适应于生态

保护目标并保障社区福祉，是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

传统产业保护和利用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当前，从产业角度解析自然保护与传统产业发

展的研究较少。 一方面，在自然保护地与社区关系

的研究中一般将产业发展作为替代生计或生计多

样化的策略提出［１１，１３－１４］，鲜有研究深入探讨产业组

织模式和发展路径［１５－１６］；另一方面，以乡村地区为

研究对象的产业研究［１１，１７－１８］ 主要聚焦产业本身来

研究三产融合、发展的原理、路径和结果，缺乏对具

有自然保护地管理背景地区的研究。 自然保护地

社区的产业发展不能脱离区域经济背景存在，是地

方政府管理的一部分，受制也得益于区域经济发展

规划；同时，自然保护地的社区管理也是自然保护

管理的一部分，自然保护实践既对传统产业中不符

合自然保护目标的发展路径予以限制，也为传统产

业优化、转型提供机会［１９－２０］。
自然保护地内及其周边的传统产业的延续往

往建立在其生态经营理念之上，充分体现农业生产

系统中的自然生态系统与农、林系统的互惠互利。
例如，在斯洛文尼亚国家公园内传统土地利用与自

然生态系统衔接，在实现产业发展功能的同时也为

捕食性鸟类和昆虫提供自然栖息地［２１］。 法国国家

公园建立国家公园品牌管理制度，以严格的生态标

准将国家公园内农产品生态稀缺性转化为品牌和

经济附加值［２２］。 传统产业也开始充分对接市场需

求。 在农业普遍倡导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和面

向世界市场的背景下，以小农为主体经营的产业能

够以特色产品服务地区市场［２３］，通过增强稀缺性和

品牌效应来吸引外来者；同时，也通过互联网、新媒

体、电子商务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经营主体在销售

过程中增加产品附加值［２４］。 此外，自然保护地为实

现保护目标，会指导和联动企业将当地社区纳入良

性的生态农业产业链，促进生产、加工和零售业发

展，并将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相融合，发挥土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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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物质价值，实现传统农业系统和自然保护地社

区的可持续管理［２５］。
可见，自然保护地周边的传统产业政策目标需

要与保护目标一致，需要以自然保护管理者、地方

政府、社区为主的利益相关方协同非政府组织、企
业和大众共同维持和促进传统产业的生态化和产

业拓展与融合。 如何践行以人为本的自然保护理

念，并通过发挥传统产业的多元价值以促进产业转

型发展，对于长期与多类型自然保护地共存，同时

又富有社会、经济、生态和景观等价值的自然保护

地尤为重要。
武夷山国家公园建立在原有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等多类型自然保护地空间整合的基

础上，旨在保护同纬度面积最大和最具代表性的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 武夷山地区的的茶叶种植历史

久远，至明末清初茶叶生产日渐繁荣，声名远播。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武夷山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武夷

山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游客，同时也助推了武夷山地

区的茶叶产品及品牌快速走向全国及世界，带动了

传统茶产业的繁荣发展。 因此，笔者以典型的茶文

化系统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为案例地，以茶产业

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近 ２０ ａ 来产业发展的主导理

念、路径、结果并提出对策。 武夷山茶文化系统历

史久远，茶产业作为生计支柱产业是社区发展与自

然保护关系的载体，通过对其产业发展与转型历程

与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理顺自然保护目标、
理念与区域经济政策的关系，以及透视自然保护管

理与地方政府决策间的博弈，进而为其他自然保护

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数据收集

首先采用历史视角，以武夷山地区的社区生计

发展与自然保护实践关系为背景，分析作为重要生

计支柱产业和地方经济发展组成部分的传统茶产

业如何协同自然保护需求。 再通过现实视角，以当

前国家公园管理空间范围和需求为对象，分析传统

茶产业发展协同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问题和路径。
研究区为广义的武夷山市行政区划范围与其多类

型自然保护地的并集，从历史沿革看涉及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森林公园及其统筹整合

后的国家公园等多类型保护地，在行政区域上则以

武夷山市为主。
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针对历史和现实视

角，分别采用文献收集和半结构访谈方式进行原始

数据收集。 文献来源主要分为武夷山地区产业发

展研究、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研究的学术文章，政
府规章和政策文件以及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和数据。
访谈问题针对国家公园管理局、政府相关部门、村
集体与村民分别设计并以不同语言表述，但集中在

３ 个方面：（１）茶产业系统特征；（２）茶产业的优势

与不足；（３） 茶产业的机遇和挑战。 实地调研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３—７ 日进行，分别与武夷山国家公园

管理局，地方产业管理部门、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局

等部门的人员开展座谈活动 ２ 次，访谈人数共 １８
人；研究人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内不同地区的茶产

业发展典型村落进行走访，与乡镇、村委管理人员

及农户开展访谈活动 １１ 次，访谈人数 ２２ 人，每场访

谈时间为 １～２ ｈ。 座谈与访谈都在获得访谈对象同

意后进行录音，并及时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的信息

编码。 在对个人访谈进行到第 ７～８ 次时，通过原始

数据分析发现不再出现新的内容，因此认为现有访

谈数据量已达到饱和。
１􀆰 ２　 数据分析

主要运用扎根理论作为研究方法，指导对文献

资料和访谈文本进行质性分析，通过对文本数据不

断进行比较来归纳形成研究的理论范式。 研究遵

循扎根理论的分析路径，在确定访谈主题与进行实

地调研后，对数据进行扎根编码［２６］。 具体通过开放

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３ 个步骤进行分析：
（１）开放编码：对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进行文字整理，
从原始的文本及访谈资料中逐步识别并筛选出与

武夷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发展与转型相关的表述，
并将其进行初步概念化；（２）主轴编码：在初步概念

化所获得的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范围之间

的内在逻辑关系，提炼归纳出相应的主范畴；（３）选
择性编码：在主轴编码的结果基础上，选择核心范

畴，并将其与研究问题相结合来阐释系统关系，同
时再次筛选文献资料与访谈文本数据，对尚未完备

的概念化范畴进行补充，并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

整合重组和维度抽取，不断循环“资料分析—概念

形成—整合重组—理论提取”的过程［２７］。
１􀆰 ２􀆰 １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通过将文本资料分解、比较、概念

与范畴化，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并操作编码的过

程［２８］。 通过将文本资料中发现的相同或相近的类

型进行归总并命名，进而确定相应的概念和维度。
研究人员通过将收集的文献资料和访谈数据进行

编码，将资料不断对比提炼，得到可以反映武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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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初步概念化分析（表
１），为主轴编码奠定基础。
１􀆰 ２􀆰 ２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的主要目的是发现和建立概念之间

的各种关系，用以表征各个范畴之间的有机关

联［２９］。 进一步反复比较开放编码中初始范畴中的

现象、内容以及各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于产

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主要影响因素，充分考虑武夷

山地区茶产业的转型与发展路径及其与自然保护

管理目标之间的逻辑关系，结合目前已有研究成

果，最终将文本初始概念聚敛为 ８ 个主范畴（表 ２）。
１􀆰 ２􀆰 ３　 选择性编码

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选择性编码结合主轴编

码获得的结果以及原始文本数据中所反映的现实

问题，以产业发展的“条件与现状－内在问题－应对

策略”为逻辑提取核心范畴，筛选出在自然保护地

管理目标背景下与社区产业转型与发展关系最为

紧密的编码，结合调研和研究主题，以“近 ２０ ａ 来茶

产业发展路径”“茶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成效”和
“茶产业转型发展的典型问题与国家公园管理下的

协同困境”这一逻辑主线来涵盖上述编码所得到的

范畴。 研究人员通过对比原始访谈文本及编码数

据，发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出现新的概念及

关系，因此判断关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茶产业转型

与发展”的编码已达到理论饱和状态。 基于上述编

码结果，通过呈现原始资料与数据的编译过程，对
武夷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经验

进行回顾演绎，并结合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现实需

求提出传统产业未来的优化方向。

表 １　 武夷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转型发展初步概念化分析结果示例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原始资料 初步概念化

目前针对茶叶质量只做农残的检测，没有其他的检测指标 农残检测

生态茶园要看效果的话，必须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监测手段；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茶叶加工方式，
我们比的就是不同的茶味；好多人都不在村里了，现在我们茶叶采摘和加工的人工成本很高

生态茶园、茶味、人工成本

有些游客对茶园十分感兴趣，我们也试着把茶园开放给游客旅游；武夷山地区的文化很深厚，但
怎么把这个和旅游结合，其实我们也不太明白；村子里好多茶农都做民宿和旅游，现在做的人多
了，也不太好做了；我们试着搞了些科普教育，吸引了一大批香港的小朋友过来，效果还不错

茶旅融合、文旅融合、同质化竞争、科普
研学

保护区建立了这么多年，当时的管理措施对茶叶品质的提升是有好处的 保护区建设

我希望把房子拆掉，一楼做厂房，二楼来办公，三楼来接待 基础设施建设

我相信国家公园是个好事，但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它的价值；世界遗产这块牌子含金量非常高，
也给我们武夷山对外宣传推广带来了品牌效益

国家公园价值、世界遗产价值

小种茶熏制做的就是口碑，我们想做的就是维护好我们自己的回头客；那些大企业只来我们这收
茶青，加工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政府出了一套标准加工流程，但各家设备不一样，出来的茶叶质
量差别挺大

小种茶熏制、松散买卖关系、产品质量
不稳定

我们申请了地理标志产品，顾客比较认可 地理标志产品

为了茶叶质量我们不怎么用化肥，现在也不让客土了，这对土壤肥力影响比较大；为了防松材线
虫病，现在禁止外面的松木进来，我们只能从外面拉液化气进来，对茶味影响很大

限制客土、限制外来松木

现在合作社是政府比较鼓励的趋势，大家都抱团组成合作社 合作社

有些人在外省收劣质茶叶，在这个地方挂牌子生产，其实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假冒伪劣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近 ２０ ａ 来茶产业发展路径

作为典型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茶产业被武夷

山政府列为农业主导产业。 近 ２０ ａ 来，其主要发展

方向包括茶产业生态化、标准化和规模化，茶叶品

牌效应提升以及茶旅融合发展（图 １）。
地方政府带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产业

发展。 在文献研阅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研究将其

总结为以下 ４ 个方面：首先，通过正负两方面举措推

动全产业链的生态化和标准化管理。 在正面提升

方面，进行生态茶园建设、改造和茶园科学管护，改
良茶叶品种，使用生物农药、农家肥和有机肥，开展

生产技术、质量安全管理培训和生产技术交流活

动，以此引导茶农保持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在负面

管控方面，持续开展茶山整治专项行动，打击违规

非法开茶山和违规改扩建厂房的行为，对违规使用

农药及农残超标进行监管和处罚。 其次，推动龙头

企业带动散户茶农建立“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提
高茶产业规模化经营；鼓励产业链延伸，推进茶叶

加工区、精加工区建设，发展食品、工艺品、保健品

等深加工企业，并引进包装、设计等生产配套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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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发展。 第三，进行区域尺度的茶叶品牌创

建、宣传和维护。 在品牌创建方面，武夷山市政府

于 ２００１ 年开始统一规范岩茶商标、生产管理和产业

转型方向；在品牌宣传方面，地方政府始终致力于

以展会、多媒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种方式进行

茶文化推广和市场营销；在品牌维护方面，进行茶

叶质量管控，实行茶叶质量可追溯体系建设，规范

商标认证和地理标志的申报使用管理，组织民间开

展茶叶质量评比并开展农药市场管理和茶叶市场

专项整顿与品牌打假。 最后，以茶文化为内涵，促
进茶旅融合。 通过发挥武夷山“世界双遗产地”吸

引力， 并以茶企为主体，以体验、展示、销售等多种

方式发挥茶业的观光科普、研学体验、休闲度假等

多重功能，实现茶业跨界融合，协同转型发展。

表 ２　 武夷山国家公园传统产业转型发展主轴编码范畴提取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编号 主范畴 初步概念化提取的范畴

Ｃ１ 产业发展 标准化建设、规模化建设、专业化水平、专业分工、合作社、基础设施建设、集体经营、扩大工厂规模、深加工、同质化
竞争、龙头企业带动、松散买卖关系

Ｃ２ 生产管理 农残检测、茶青、家庭生产、茶味、资质、质量管控、生态监测、有机肥、科学管护、限制开垦、限制客土、茶叶生产培
训、人工成本、小种茶熏制、限制外来松木、残留检测、地方标准、产品质量不稳定、茶叶安全

Ｃ３ 产业生态化 生态品牌打假、生态化技术、生态茶园、生态价值、保护区建设、生态技术规范、品牌生态化、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产
品生态化、林业产业发展

Ｃ４ 品牌建设 商标、推介会、驰名商标、茶叶宣传、品牌知名度、品牌竞争力、品牌利用、茶叶评比、假冒伪劣、以次充好、品牌维护、
茶叶宣传、武夷岩茶、地理标志产品、世界遗产价值、国家公园价值、生态价值、生态附加值

Ｃ５ 市场管理 茶山整治专项行动、工商管理、注册茶企、监管处罚、指导意见、综合整治、黑名单

Ｃ６ 政策扶持 挂牌上市、信贷优惠、公益林奖补、专项资金、生态补偿、金融服务、茶叶电商平台、茶叶拍卖中心、物流服务网络、产
业扶贫

Ｃ７ 文化底蕴 历史文化、文化景观、世界遗产价值、农业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

Ｃ８ 旅游发展 茶园体验、生态旅游、自然观光、文化体验、旅游接待、科普研学、手工业文创产品、景区、旅游收入、茶旅融合、文旅
融合、民宿

图 １　 武夷山茶产业发展路径

Ｆｉｇ􀆰 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 ２　 茶产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成效

为推动传统茶产业和茶农生计的转型发展，地
方政府提供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图 ２）。 研究将保障措施总结为政策、资金和服务

３ 个方面。 在政策引导方面，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茶产业转型升级指导意见和各类管理措施。 ２００８
年武夷山在全国率先制订了一系列规范性管控文

件指导茶山综合整治，严控茶山开垦行为，并于

２０１３ 年起明确规定全面禁止开垦茶山，较早在国内

实现了茶山的规模管控。 为规范传统茶叶生产转

型方向，２０１６ 年后武夷山市政府发出多项指导意见

推进武夷山茶产业转型升级，以传统茶叶生产系统

为基础，促进茶业由传统生产为主向传统与现代生

产兼容转变。 同时借力于武夷山自然与文化双遗

产地、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和非遗项目武夷岩茶

（大红袍）制作技艺的文化禀赋，持续挖掘传统茶叶

生产系统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单一茶叶营销向茶

文化、茶旅游观光综合营销转变，单一茶叶产品加

工向多元产品精细深加工提高附加值转变。 在资

金支持方面，地方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保障政策

实施。 自 ２０１６ 年起，武夷山市财政每年安排茶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 ５００ 万元，支持生态茶园建

设和茶旅项目。 相应地，金融机构也推出一系列优

惠信贷措施解决茶农茶企资金周转。 在服务支持

方面，地方政府强化现代茶业科技服务和产业链社

会化服务体系，进行种质资源研究，加强对茶叶病

虫害的预测预报，搭建茶叶电商平台和物流服务

网络。
近 ２０ ａ 来茶产业转型升级在生态化、标准化和

多元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产生了明显的经

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图 ２）。 在经济效益方面，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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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现代化、品牌化、经营规模化明显提升，不同规模

茶业生产加工者逐步在产业链上进行分工合作，传
统茶农的市场意识逐渐提升，收入显著提高。 在生

态效益方面，茶山整治直接改善了生态环境，间接

促进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 随着生态茶

园面积不断扩大，茶业生态化的理念深入人心，在
社会效益方面，茶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大批就业岗

位，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取得一定成效；茶叶生产

制作等传统工艺逐渐形成传承人制度，促进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
２􀆰 ３　 茶产业转型发展的典型问题与国家公园管理

下的协同困境

　 　 传统茶产业在经历了近 ２０ ａ 的发展和转型后，
尽管各类效益具有明显提升，但产业整体还存在一

些典型问题，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过程中所呈现的

突出问题，分别从其 ３ 个转型方向对典型问题予以

分析（表 ３）。

图 ２　 武夷山茶产业制度保障及发展成效

Ｆｉｇ􀆰 ２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表 ３　 武夷山茶产业转型发展典型问题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典型问题 外在表现

产业规模小而分散 专业化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生产标准难以执行，产品质量不稳定；品牌分散，规模优势不强；产业链短，附加值低

品牌策略缺乏生态视域 品牌定位偏差，重文化，轻生态；品牌价值错位，重人力资本，轻自然资本；品牌营销文化浅表化，市场行为缺乏理性

茶旅融合定位偏差 旅游资源定位单一，文化开发流于表面；缺乏专业文旅参与，投资建设较为盲目

　 　 产业从业者以中小规模、分散经营的茶农为

主，家庭式加工厂广泛而密集分布，带来几类突出

问题。 武夷山地区的茶农家庭集种茶、制茶、卖茶

于一身，难有余力发挥茶业多功能，使得单一产业

抗风险能力较低。 茶农分散生产，管理水平存在差

异，难以执行和监督生产设备、加工条件、技术水

平、操作规程、质量安全管控等标准，这使得茶叶质

量不稳定。 同时，龙头企业与茶农的关系大多限于

松散的买卖关系，不同规模从业者尚未形成利益共

同体，品牌合力不足，龙头和梯队效应不明显。
茶产业品牌提升策略存在对生态内涵理解的

偏差和品牌定位与区域生态保护的脱节。 武夷山

地区历来重视饮茶文化，这也使得对茶叶的品牌定

位和宣传偏重产品及文化内涵，茶叶生产侧重人力

资本价值（如制作工艺等技艺和文化传承），轻自然

资本价值（如茶山森林生态系统的多重功能和服务

价值），传统茶叶生产系统中的资源管理及其生态

知识价值被忽视，由此导致在市场营销时茶叶宣传

缺乏理性，过分强调产品与消费者身价品味的关

系，引起价格哄抬和虚高。 一方面茶山的传统生态

种植受到市场经济冲击，造成现代茶园的生态理念

缺失和生态破坏；另一方面市场假冒伪劣、以次充

好产品较多，口碑受到影响，茶农的市场风险增大。
部分规模性茶企尝试从茶旅融合层面进行突

破来降低单一产业风险，但目前的发展存在定位偏

差。 在旅游资源价值定位上，缺乏对自然资源与文

化资源的整合，旅游产品和项目较为单调，在文化

展示上流于表面，缺乏生态底蕴、科学性和由此而

来的高附加值产品。 同时，缺乏与专业文旅机构的

协作，在进行旅游产品和服务开发时无论是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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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企还是小规模茶农均在管理资金、人才和理念方

面存在不足，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
上述传统茶产业发展的典型问题在国家公园

建设与管理时期持续存在，呈现为经济发展与自然

保护的协同困境（图 ３）。 首先，茶叶生产与国家公

园管理尚未融合。 一方面，与传统知识未能融合。
例如，国家公园管理严禁“客土”更新土壤肥力；为
控制松材线虫病，国家公园禁止松木进入，但上述 ２
种传统生产所必备的条件尚未找到合适的可持续

替代措施。 另一方面，适度规模化受到制约。 例

如，茶叶生产加工设施更新维修阻力较大。 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茶农的基本生计以及对

维系传统农业系统的信心。 其次，茶叶生产与生态

理念尚未协同。 一方面，茶叶生产科技支撑不足。

例如，对茶叶品质主要依赖主观评价，缺乏科学检

测、分等定级以及生态监测与评估。 另一方面，缺
乏市场规范，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滥用地理标志等

现象屡禁不止，生态稀缺性难以体现，生态附加值

难以真正实现。 再次，茶产业旅游化拓展尚未融入

国家公园建设。 国家公园的生态游憩规划尚未落

地，国家公园管理局生态保护和游憩管理被割裂，
茶农及其社区的旅游服务参与机制仍不明确。

研究发现，在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完善进程中，
地方政府与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在协调生态保护与

社区传统产业提升、转型和发展联动不足。 社区发

展本身是地方事权，但随着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推

进，产业发展方向受限，地方政府对国家公园多元

管理目标存在疑虑。

图 ３　 武夷山茶产业转型发展与自然保护在国家公园建设管理时期的协同困境

Ｆｉｇ􀆰 ３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　 讨论与建议

历史视角下的武夷山地区传统茶产业转型研

究表明，生态本底虽然是茶叶种植的基础和保障，
但在茶产业转型过程中，仅有茶产业的生态化这一

途径来保障当地的生态资源基础，以地域品牌进行

产品价值的提升以及以茶带旅的发展方式来拓展

茶产业，都未能充分认识和发挥生态保护的重要作

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产业实现生态价值

向经济价值的转变。 经济发展作为地方政府事权，
在产业发展上总体还是体现了对于产业化、规模化

和经济效益的追求，对于不同规模经营者的分工、

联动形成利益共同体和一致对外的品牌效应重视

不够，在尊重产品差异化的基础上形成整个产业链

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上认知不足，对茶旅产业间的规

划联动、自然保护的社会经济效益理解不深，从而

导致生态价值难以体现，文化价值流于表面，自然

保护和乡村发展在区域尺度上尚未形成相互支持

与协作。
研究也发现，虽然茶农散户经营为主的局面长

期以来并未有明显改变，但产业组织形式出现了变

化，产业链上的专业分工、标准化管理和产品生态

价值的实现呈现出一些自下而上的探索。 茶业合

作社的作用在产业前端体现在整合散户茶山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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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管理和购买化服务上，如以争取有机生产补

贴、生产资料折扣、统一完善生产设备设施等方式

降低生产成本，在后端则体现在对不同茶农的初制

毛茶进行统一分等定级、细分产品市场、开拓不同

经销渠道并使用合作社统一商标售卖上。 同时，对
于生态理念的科学阐释也在逐步增强，出现了对于

茶园生态的长期监测活动。
在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下推动传统产业转型，需

要进一步认识传统产业中丰富的经济、生物多样

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多功

能和复合价值，理解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变迁中的

区域产业兴衰历程，从匹配国家公园管理理念和对

标国家公园管理目标的角度，在茶产业和茶旅融合

发展中融入更多的生态观念和科学理念。 为此，研
究提出武夷山国家公园茶产业经营理念的转变方

向和以茶带旅的产业功能拓展的主要目标。
首先，以建立国家公园品牌为目标，强化从茶

叶种植到产品的基于科学指标的管理体系，以客观

指标体现稀缺生态资源对茶叶品质的贡献，全面提

升茶产业生态化水平。 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为契

机，在尊重茶叶生产传统知识和文化的基础上，加
强科学指标体系的建设和管理，适当弱化茶叶地域

差异，强化生态特质，以国家公园绿色品牌一致

对外。
其次，从不同生产规模茶业从业者经营差异出

发，构建茶农之间、茶农与茶企间的利益共同体关

系，推进区域上的规模化管理和后端产品规模化经

营。 由于分散经营、中小规模的茶农在武夷山地区

占主导地位，因此，在武夷山地区进行空间上的集

约化规模生产既不符合生态保护需求，也违背茶叶

种植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不过，差异化经营规模可

以与完善的产业链专业分工进行匹配，以合作社促

进茶山整合的规模化管理和提升社会化服务程度，
让龙头企业的收购和加工成为拓展茶农销售渠道，
稳定收入来源，提高品质标准的保障，也有利于确

保龙头企业获得足够生产资料开展精深加工，从而

促进茶业产业链的延伸。
第三，以提升自然体验质量与推进文化传承相

结合为目标，拓展茶产业在国家公园生态体验与游

憩管理中的功能。 茶农对茶山生态特征的认知和

对茶园的管理能够为自然景观和茶园景观的体验

提供导赏；茶叶生产过程能够提供季节性的农事观

摩、体验等。 通过进行村庄规划并与国家公园生态

游憩规划对接和落实，创新资源有偿利用机制、探
索特许经营制度。 通过特许经营项目的进一步细

化和规范化，使不同经营规模的茶产业从业者能够

面向不同目标群体提供细分的、差异化的服务，包
括一般游线上的大众交通、食宿，茶艺修行和茶俗

体验，生态体验路线上的补给点等，同时引导管理

者、社区居民、特许经营者以及访客等多元利益相

关者践行负责任的、生态友好的行为。

４　 结论

研究从历史视角出发，分析了近 ２０ ａ 来武夷山

基于茶文化系统的传统茶产业转型发展理念、方
向、路径、措施和成效。 研究发现，茶产业转型发展

还未能很好地与自然保护管理需求形成高层次的

良性互动。 传统茶产业生态化、标准化和规模化，
茶叶品牌效应提升和茶旅融合发展这 ３ 个主导方向

在具体路径实施、制度保障下取得了相应成效，但
在自然保护地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需要立足国家公

园建立理念和管理目标来重新思考其实现方式。
武夷山传统茶产业在继承历史问题和满足现

实需求时产生的典型问题集中体现在产品生态价

值的科学评判与实现、文化价值的识别与传承以及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与共识上。 在我国现实国

情下，自然保护与乡村发展不能是互相独立的 ２ 个

事业，乡村社区生计发展所依赖的土地利用和资源

使用也不能与自然保护地在空间上完全割裂，这就

要求在宏观层面上产业政策与生态保护政策互不

矛盾，在微观层面上社区生计活动与生态保护互相

兼容，在区域空间规划和管理中地方政府与自然保

护地管理机构就自然保护管理涉及的社区产业发

展上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因此，自然保护地内传

统产业的转型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立足本土

生态知识，形成科学管理标准，联动差异化生产经

营者，寻求多种增值服务机会，从而促进茶产业形

成有特色的生态化体系和发挥多功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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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ｅｃｔｓ［ Ｊ］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ｎｔｏｍ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５６：４６５－４８５．

［１０］ ＧÖＳＳＬＩＮＧ Ｓ．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９９，２９（２）：
３０３－３２０．

［１１］ 陈秧分，刘玉，李裕瑞．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

与产业兴旺途径［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８（３）：６３２－６４２．［ＣＨＥＮ
Ｙａｎｇ⁃ｆｅｎ，ＬＩＵ Ｙｕ，ＬＩ Ｙｕ⁃ｒｕ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Ｐａｔｈ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３８ （ ３ ）：
６３２－６４２．］

［１２］ 徐网谷，高军，夏欣，等．中国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分布现状及

其影响［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６，３２（ １）：１９－ ２３． ［ ＸＵ
Ｗａｎｇ⁃ｇｕ，ＧＡＯ Ｊｕｎ，ＸＩＡ Ｘｉｎ，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
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３２ （ １）：
１９－２３．］

［１３］ 杨悦，员学锋，马超群，等．秦巴山区农户生计与乡村发展耦合

协调分析：以陕西省洛南县为例［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１，３７（４）：４４８－４５５． ［ＹＡＮＧ Ｙｕｅ，ＹＵＮ Ｘｕｅ⁃ｆｅｎｇ，ＭＡ Ｃｈａｏ⁃
ｑｕｎ，ｅｔ ａｌ．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ｌｉｎｇ⁃Ｄａ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ｕｏｎａｎ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４）：４４８－４５５．］

［１４］ 王瑾，张玉钧，石玲．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 Ｊ］ ．生态学

报，２０１４，３４（９）：２３８８－２４００．［ＷＡＮＧ Ｊｉｎ，ＺＨＡＮＧ Ｙｕ⁃ｊｕｎ，ＳＨＩ
Ｌ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ｎｇｊｉａｚｈａ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Ｂａｉｙａｎｇｄｉａ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Ｈｅｂｅｉ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４（９）：２３８８－２４００．］

［１５］ 王真，王谋．自然保护区周边环境友好型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演

进分析：以朱鹮保护区为例［Ｊ］ ．生态经济，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１９２－

１９７．［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ＷＡＮＧ Ｍｏ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Ｔａｋｉｎｇ Ｃｒｅｓｔｅｄ Ｉｂ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１９２－１９７．］

［１６］ 韦惠兰，赵松松．自然保护区中的生态产业链系统模型构建：
基于自然保护区发展转型期的市场保护分析［ Ｊ］ ．生态经济，
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３８－４１，８６．［ＷＥＩ Ｈｕｉ⁃ｌａｎ，ＺＨＡＯ Ｓｏｎｇ⁃ｓｏｎｇ．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４，３０（１０）：３８－

４１，８６．］
［１７］ 杨建利，邢娇阳．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Ｊ］ ．中国农业资

源与区划，２０１７，３８（９）：７２－７８．［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ＸＩＮＧ Ｊｉａｏ⁃ｙ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８（９）：７２－７８．］

［１８］ 何思源，王博杰，王国萍，等．自然保护地社区生计转型与产业

发展［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２３）：９２０７－ ９２１５． ［ ＨＥ Ｓｉ⁃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Ｂｏ⁃ｊｉｅ，ＷＡＮＧ 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Ｒｕｒ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
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２３）：９２０７－９２１５．］

［１９］ ŠＴＲＡＵＳ Ｓ，ＢＡＶＥＣ Ｆ，ＢＡＶＥＣ Ｍ．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ｌｏｖ⁃
ｅ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５１（１）：１５１－１６８．

［２０］ 肖书文，詹晨，王梦桥，等．国家公园资源利用体系优化策略：
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为例［Ｊ］ ．北京林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０ （ ２）：３５ － ４３． ［ ＸＩＡＯ Ｓｈｕ⁃ｗｅｎ，
ＺＨＡＮ Ｃｈｅｎ，ＷＡＮＧ Ｍｅｎｇ⁃ｑｉａｏ，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ｗａｎ⁃
ｇｌ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ｉｎａ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ｏｒ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２０（２）：３５－４３．］

［２１］ 陈叙图，金筱霆，苏杨．法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动因、经验及

启示［Ｊ］ ．环境保护，２０１７，４５（１９）：５６－ ６３． ［ ＣＨＥＮ Ｘｕ⁃ｔｕ，ＪＩＮ
Ｘｉａｏ⁃ｔｉｎｇ，ＳＵ Ｙａｎｇ．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５（１９）：５６－６３．］

［２２］ 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ＩＮＤＴ Ｈ Ｊ，ＳＷＡＲＴ Ｊ Ａ Ａ．Ａｌｉｇｎ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Ｊ］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６：Ｓ５４－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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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熊爱华，张涵．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条件分析及政

策建议 ［ Ｊ］ ． 理论学刊， ２０１９ （ １）： ７２ － ７９． ［ ＸＩＯＮＧ Ａｉ⁃ｈｕａ，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 ．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９（１）：７２－７９．］

［２４］ ＬＥＬＥ Ｓ，ＷＩＬＳＨＵＳＥＮ Ｐ，ＢＲＯＣＫＩＮＧＴＯＮ Ｄ，ｅｔ ａｌ．Ｂｅｙｏｎｄ Ｅｘｃｌｕ⁃
ｓｉ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ｒｏｐｉｃｓ［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０，２（１ ／ ２）：９４－１００．

［２５］ 李辛怡，陈旭兵，陈恒毅．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旅游发

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Ｊ］ ．武夷学院学报，２０１９，３８（１０）：３７－４１．
［ＬＩ Ｘｉｎ⁃ｙｉ，ＣＨＥＮ Ｘｕ⁃ｂｉｎｇ，ＣＨＥＮ Ｈｅｎｇ⁃ｙ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ｕｙｉｓｈ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Ａｒｅ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ｙ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９，３８（１０）：３７－４１．］

［２６］ 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Ｊ］ ．教育研究与实验，１９９９
（４）：５８－ ６３，７３．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Ｉｔｓ Ｔ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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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
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赖格英１，２①， 邓名明１， 马云梦１， 赖怡恬３ 　 （１􀆰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２􀆰 鄱阳湖湿地

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２； ３􀆰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江西 共青城　 ３３２０２０）

摘要： 作为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农业文化遗产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相结合，不仅能充分

发挥农业文化遗产诸多功能中的生产功能，而且还能在结合过程中实现传承与保护优秀农耕文化的作用，促进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和提取影响耦合因素方面的研

究不多。 该研究选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农业文

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协调程度、耦合影响因素，以期通过评估遗产系统在入选前及入选后经过多年保护与发展的状况，为后续的

优化策略和研究提供参考。 结果表明：（１）在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层面，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作为全

球农业文化遗产整体发展情况较好，呈持续上升趋势；（２）在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析层面，茶文化系统

与旅游产业处于高耦合水平，但存在低程度的波动；（３）在测算影响两者耦合发展的驱动因素和障碍因素分析层

面，灰色关联分析法测算影响因素的关联度普遍大于 ０􀆰 ６，表明耦合关联度较高。
关键词： 农业文化遗产； 旅游产业；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耦合协调；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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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２０，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２）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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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ｔ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 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
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ｂｏｖｅ ０．６，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ｉｓ ｈｉｇ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农业文化遗产与一般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

所不同，它是农村与其周围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

态适应下形成的独特土地利用系统、农业景观和农

业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活态遗产［１］。 如何促进农业

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并在传承保护过程中充分

挖掘与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近年来得

到政府、学界、业界的高度关注。 第 ３ 个“文化遗产

日”提出发展旅游是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传承

的有效途径［２］；此外，大众旅游需求从物质消费向

文化多样性体验过渡，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提供了良好契机［３］。
在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意义、旅游开发模

式、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影响及社区参与等方面，我
国学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讨［４－１７］，方法多以定性

分析为主，定量研究较为缺乏；旅游产业作为农业

文化遗产活化发展最有效的途径，是当前的研究热

点，有关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耦合研究领域，尤其

在探析遗产系统与旅游系统各组织之间的内在演

变过程、机制方面，我国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初

步探讨，如李伯华等［１８］ 在自组织理论的框架下，将
湖南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新化紫鹊界梯田作为研

究对象，揭示了其与当地旅游产业之间的依托关

系，阐述了内部融合、外部延伸以及空间系统拓展

等多种融合发展途径，同时从政府、企业和社区居

民等多个角度出发，指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产业

融合所需要的基础条件。 然而，目前关于农业文化

遗产与旅游产业两者耦合发展的研究多以中国农

业文化遗产总体情况为对象［１９－２０］，尽管存在一定的

通用性，却忽略了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得出的结论

大多是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有较高的耦合发

展前景，却未对影响耦合的因素进行提取分析。 因

此，着眼于多层次且更微观因素的研究，以易于发

现农业文化遗产耦合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仍是值得

探讨的领域。
笔者以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间的耦合发

展为研究目标，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２０１３ 年

入选第 １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福州茉莉花

与茶文化系统为对象，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农业文化

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评测

两者耦合度的基础上尝试引入最优模型分析影响

因素，定量分析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

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耦合影响因素，
以期通过多层次的定量分析，评估遗产系统在入选

前及入选后经过多年保护与发展的状况，为后续的

优化策略提供支撑，为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耦合发

展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遗产地福州市位于

我国福建省闽江河口（图 １），全市辖鼓楼、仓山、晋
安等 ６ 区 ６ 县，国土面积 １１ ９６８ ｋｍ２；截至 ２０２１ 年，
常住人口为 ８４２ 万。 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区，年均气温 ２０ ～ ２５ ℃，年均降水 ９００ ～ ２ １００ ｍｍ，
年均日照时数为 １ ７００～１ ９８０ ｈ，无霜期达 ３２６ ｄ；土
壤以偏酸性的红壤、赤红壤、黄壤为主，垂直分布特

征明显，土壤质地疏松、土层深厚、通气排水性能

好。 这为喜湿怕涝、喜酸性土壤的茶树和茉莉的生

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
遗产地主要分布在福州市境内的晋安区、仓山

区、闽侯县、连江县、长乐市和永泰县 ６ 个县（市、
区），遗产地总面积 ３ ２９１ ｋｍ２（图 ２），其中连江县与

长乐市主要为茉莉花茶综合发展区，永泰县、闽侯

县和晋安区主要为茶种植发展区，仓山区主要为茉

莉花种植区与遗产保护区（图 ３）。

２　 数据与方法

２􀆰 １　 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耦合分析理论构建的福州茉莉花与茶文

化系统指标体系使用主要词频统计法，利用 ＣＮＫＩ
数据库关于“农业文化遗产” “旅游发展”的相关研

究成果作为支撑，参考《福建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

系统》 ［２１］，以专家意见为补充，通过研究茉莉花茶农

业文化遗产综合发展现状，对其景观、文化、生态、
生产进行梳理，并在参考前人研究［１９］ 的基础上，构
建福州茉莉花茶农业文化遗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 １）。 旅游产业系统指标体系在借鉴已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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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２２－２３］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确定旅游产业评价体

系，包括旅游效应、旅游收入、旅游服务、旅游设施、
旅游就业 ５ 个维度。 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值采

用熵值法确定。 熵值法可根据指标的变异程度，客
观计算出指标权重，并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

依据［２４］。

图 １　 研究区概况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 ２　 福州茉莉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范围

Ｆｉｇ􀆰 ２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图 ３　 福州茉莉与茶文化系统农业文化遗产地功能分区

Ｆｉｇ􀆰 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２􀆰 ２　 数据来源

研究所涉及的福州地区 ３５ 个指标 １３ ａ 的时间

序列数据（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主要来源于以下 ３ 条途

径：（１）统计年鉴及公报，包括《福州统计年鉴》 《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文化和旅游

年鉴》等；（２）研究报告，包括《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

究》 ［２５］和《乡村振兴与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

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２０１９）》 ［２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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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政府官网，包括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和福州市人民政府网等。 此外，由于时间跨

度大，数据均以最新版本为准，部分缺失数据根据

其他年份的数值和增长率经科学计算得出。 福州

市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

心网站。

表 １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系统耦合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目标层 Ⅰ级指标（权重） Ⅱ级指标 Ⅱ级指标单位 正、逆向 权重

Ａ 福州茉莉 Ａ１ 资源要素（０􀆰 ２０２） Ａ１１ 核心保护区数 个 正 ０􀆰 ０５２
花与茶文化 Ａ１２ 品种资源 种 正 ０􀆰 ０５１
系统 Ａ１３ 生物多样性 种 正 ０􀆰 ０４４

Ａ１４ 茶园面积 ｈｍ２ 正 ０􀆰 ０５５

Ａ２ 文化传承（０􀆰 １９４） Ａ２１ 工艺传承人 人 正 ０􀆰 ０４３
Ａ２２ 博物馆 座 正 ０􀆰 ０８６
Ａ２３ 地理标志 个 正 ０􀆰 ０６５

Ａ３ 生产发展（０􀆰 ２９７） Ａ３１ 茶叶总产量 万 ｔ 正 ０􀆰 ０５３
Ａ３２ 茶叶综合产值 亿元 正 ０􀆰 ０４６
Ａ３３ 品牌价值 亿元 正 ０􀆰 ０４５
Ａ３４ 茶厂数量 个 正 ０􀆰 ０４８
Ａ３５ 茶叶出口均价 美元·ｋｇ－１ 正 ０􀆰 ０３７
Ａ３６ 茉莉花茶当年均价 元·ｋｇ－１ 正 ０􀆰 ０３２
Ａ３７ 茶农人均收入 元 正 ０􀆰 ０３６

Ａ４ 科研效应（０􀆰 ０９４） Ａ４１ 申请专利数 个 正 ０􀆰 ０４３
Ａ４２ 研究报告 部（篇） 正 ０􀆰 ０５１

Ａ５ 政策保护（０􀆰 ０８７） Ａ５１ 政策法规建设 条 正 ０􀆰 ０４３
Ａ５２ 财政补贴 元·（６６７ ｍ２） －１ 正 ０􀆰 ０４４

Ａ６ 生态环境（０􀆰 １２４） Ａ６１ 闽江流域福州段Ⅱ类以上水质水体占比 ％ 正 ０􀆰 ０１７
Ａ６２ 大气质量优良率 ％ 正 ０􀆰 ０２６
Ａ６３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逆 ０􀆰 ０３４
Ａ６４ 绿化覆盖率 ％ 正 ０􀆰 ０２７
Ａ６５ 森林覆盖率 ％ 正 ０􀆰 ０２０

Ｂ 旅游产业 Ｂ１ 旅游效应（０􀆰 ２１３） Ｂ１１ 国内旅游人次 万人次 正 ０􀆰 １１６
系统 Ｂ１２ 入境旅游人次 万人次 正 ０􀆰 ０９７

Ｂ２ 旅游收入（０􀆰 ２１０） Ｂ２１ 国内旅游收入 亿元 正 ０􀆰 １４８
Ｂ２２ 国际旅游收入 万美元 正 ０􀆰 ０６２

Ｂ３ 旅游服务（０􀆰 ２１６） Ｂ３１ 旅游饭店数 家 正 ０􀆰 ０７４
Ｂ３２ 星级酒店数１） 家 正 ０􀆰 ０７９
Ｂ３３ 医疗床位数 张 正 ０􀆰 ０６３

Ｂ４ 旅游设施（０􀆰 １６６） Ｂ４１ 旅行社数 家 正 ０􀆰 ０８７
Ｂ４２ 旅游景区数 个 正 ０􀆰 ０７９

Ｂ５ 旅游就业（０􀆰 １９５） Ｂ５１ 旅行社从业人员 人 正 ０􀆰 ０４８
Ｂ５２ 旅游饭店人员 人 正 ０􀆰 ０６５
Ｂ５３ 旅游景区人员 人 正 ０􀆰 ０８２

１）星级酒店指二星以上的酒店。

２􀆰 ３　 数据分析方法

２􀆰 ３􀆰 １　 指标权重的熵值确定方法

在构建的耦合指标中原始数据的各项指标之

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包括差异化的量纲和单

位。 在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前对数据标准化，将数据

转化为相对量；在分析时以无量纲化做极值化的方

式进行，并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加 ０􀆰 ０１，防止出现

统计结果无意义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Ｚ ｉｊ ＝
Ａｉｊ － Ａｍｉｎ

Ａｍａｘ － Ａｍｉｎ

＋ ０􀆰 ０１。 （１）

式（１）中，Ｚ ｉｊ为经过数据标准化后的指标计算结果；
Ａｉｊ为第 ｉ 个指标的第 ｊ 个原始指标数据；Ａｍｉｎ为此项

指标的最小值；Ａｍａｘ为此项指标的最大值。 评价体

系中有些指标的数据方向不一致，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

件中进行数据正向化处理。
用熵值法计算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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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权重，以增加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并减弱人

为主观因素干扰［２４］。

Ｓｉｊ ＝ Ｚ ｉｊ ∑
ｍ

ｉ ＝ １
Ｚ ｉｊ 。 （２）

式（２）中，Ｓｉｊ为信息熵，表示在第 ｊ 项指标下第 ｉ 个
年份所占该项指标的比重。

Ｖ ｊ ＝
１

ｌｎ ｍ∑
ｍ

ｊ ＝ １
Ｓｉｊ ｌｎ Ｓｉｊ 。 （３）

式（３）中，Ｖ ｊ为 ｊ 项指标的熵值，其中 ｍ 是统计得到

的年数。

Ｗ ｊ ＝ （１ － Ｖ ｊ） ∑
ｍ

ｉ ＝ １
（１ － Ｖ ｊ） 。 （４）

式（４）中，Ｗ ｊ为第 ｊ 项指标的权重。
２􀆰 ３􀆰 ２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线性加权计算

方法

利用线性加权法计算 ２ 个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

水平，采用 Ｕ１ 表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综合评价指

数，Ｕ２表示旅游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Ｕｉ ＝ ∑
ｍ

ｊ ＝ １
Ｗ ｊＺ ｉｊ， ｉ ＝ １，２。 （５）

式（５）中，Ｕ１和 Ｕ２数值大小表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和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情况的好坏，取值为［０，１］。
２􀆰 ３􀆰 ３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可以体现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 ２ 个

系统的关联程度，直观表达 ２ 个系统之间的和谐程

度。 通过搭建耦合度函数来计算农业文化遗产与

旅游产业的耦合度，设耦合度为 Ｃ［２７］。

Ｃ ＝
Ｕ１Ｕ２

Ｕ１ ＋ Ｕ２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 （６）

式（６）中，耦合度 Ｃ 值取值范围为［０，１］，Ｃ 值越小，
表明系统间耦合性越低；Ｃ 值越大，表明系统间耦合

性越高。
Ｔ ＝ αＵ１ ＋ βＵ２， （７）
α ＋ β ＝ １。 （８）

式（７） ～ （８）中，Ｔ 为综合协调指数；α、β 为待定权

数。 考虑到旅游产业发展要素有多种，而农业文化

遗产只属于其中一种，因此 α 取 ０􀆰 ３，β 取 ０􀆰 ７。

Ｄ ＝ Ｔ × Ｃ 。 （９）
式（９）中，Ｄ 为协调度指数，取值为［０，１］，用以衡量

２ 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
通过协调细分的方式可直观反映不同年份农

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协调情况，目前针对两者

的协调度水平标准细分尚未有统一的结论，参照文

献［２８］，将耦合协调等级划分为 １０ 级（表 ２）。

表 ２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耦合状态 范围 耦合协调等级

萌芽　 　 　 ０􀆰 ００～０􀆰 １０ 极度失调

＞０􀆰 １０～０􀆰 ２０ 严重失调

＞０􀆰 ２０～０􀆰 ２９ 中度失调

磨合　 　 　 ０􀆰 ３０～０􀆰 ４０ 轻度失调

＞０􀆰 ４０～０􀆰 ４９ 濒临失调

稳定　 　 　 ０􀆰 ５０～０􀆰 ６０ 勉强协调

＞０􀆰 ６０～０􀆰 ７０ 初级协调

＞０􀆰 ７０～０􀆰 ７９ 中级协调

高水平耦合 ０􀆰 ８０～０􀆰 ９０ 良好协调

＞０􀆰 ９０～１􀆰 ００ 优质协调

２􀆰 ３􀆰 ４　 影响因素筛选的灰色关联分析法

基于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发

展现状，研究耦合协调度 Ｄ 的影响因素，将 Ｄ 值作

为参考数列，并将两者耦合发展的一、二级指标作

为比较数列的影响因素。
设参考序列为

Ｍ ＝ Ｍ（ｋ），ｋ ＝ １，２，３，…，ｎ{ } 。 （１０）
比较序列为

Ｋ ｉ ＝ {Ｋ ｉ ｋ( ) ，ｉ ＝ １，２，３，…，ｎ；ｋ ＝ １，２，３，…，
ｍ } 。 （１１）

依据灰色系统理论［２９］，计算第 ｋ 年与第 ｉ 个指

标对应的参考指标的关联系数 ζｉ。

ζｉ ｋ( ) ＝
Δｍｉｎ ＋ ρΔｍａｘ

Δｏｉ（ｋ） ＋ ρΔｍａｘ
。 （１２）

式（１２）中，Δｍａｘ为参考数列 Ｍ 与比较数列的 Ｋ ｉ 最大

差值；Δｍｉｎ 为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最小差值；
Δｏｉ（ｋ）为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差值的数列；分辨率

系数 ρ 反映相关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一般取值

０～１，当 ρ≤０􀆰 ５４６ 时，分辨率较好，该研究取 ０􀆰 ５。

Ｒ ｉ ＝
１
ｎ∑

ｎ

ｋ ＝ １
ζｉ ｋ( ) 。 （１３）

式（１３）中，Ｒ ｉ为灰色关联度，Ｒ ｉ的取值为［０，１］，越
接近 １，表明 Ｍ 与 Ｋ ｉ之间的关联度越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表 ３ 和图 ４ 分别给出了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

统综合指数（Ｕ１）及旅游产业综合指数（Ｕ２）、耦合协

调度及其等级。
Ｕ１与 Ｕ２的最小值均在研究的起点年份 ２００８ 年

取得，之后均连年增长。 其中， Ｕ１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０􀆰 ０２７ 递增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００２，增长了约 ３７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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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年 Ｕ１处于较低水平，这是由于早期农业

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低和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
２０１２ 年后 Ｕ１呈现较好走势，这与政策的引导密不

可分。 ２０１４ 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入选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自 ２０１６ 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多

次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出意见。 Ｕ２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０􀆰 ０１４ ９ 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９１３ ２，增长

了约 ６１ 倍，其间未出现下降，表明旅游产业呈现持

续发展的态势。 从 Ｕ１和 Ｕ２的大小来看，Ｕ１总体高

于 Ｕ２；从发展速度来看，Ｕ１发展速度慢于 Ｕ２。

表 ３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数值及等级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ｒａｎｋ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年份 Ｕ１ Ｕ２ Ｔ Ｃ Ｄ 耦合协调等级

２００８ ０􀆰 ０２７ ３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１８ 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０１８ ７ 极度失调

２００９ ０􀆰 ０５１ 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 ０６９ ４ ０􀆰 ９２２ ０ ０􀆰 ０６３ ９ 极度失调

２０１０ ０􀆰 １１２ ７ ０􀆰 １０２ ６ ０􀆰 １０５ ７ ０􀆰 ９９９ ０ ０􀆰 １０５ ６ 严重失调

２０１１ ０􀆰 １７０ ３ ０􀆰 １３２ ８ ０􀆰 １４４ １ ０􀆰 ９９９ ０ ０􀆰 １４３ ９ 严重失调

２０１２ ０􀆰 ２８９ ０ ０􀆰 ２３２ ２ ０􀆰 ２４９ ２ ０􀆰 ９９９０ ０􀆰 ２４９ ０ 中度失调

２０１３ ０􀆰 ３７７ ４ ０􀆰 ２９３ １ ０􀆰 ３１８ ４ ０􀆰 ９９７ ０ ０􀆰 ３１７ ４ 轻度失调

２０１４ ０􀆰 ５５６ ２ ０􀆰 ３７２ ８ ０􀆰 ４２７ ８ ０􀆰 ９８９ ０ ０􀆰 ４２３ １ 濒临失调

２０１５ ０􀆰 ６３５ ９ ０􀆰 ４２９ ４ ０􀆰 ４９１ ３ ０􀆰 ９８９ ０ ０􀆰 ４８５ ９ 濒临失调

２０１６ ０􀆰 ７０２ ０ ０􀆰 ４９６ ０ ０􀆰 ５５７ ８ ０􀆰 ９９２ ０ ０􀆰 ５５３ ４ 勉强协调

２０１７ ０􀆰 ７８９ ５ ０􀆰 ５８０ ４ ０􀆰 ６４３ ２ ０􀆰 ９９４ ０ ０􀆰 ６３９ ３ 初级协调

２０１８ ０􀆰 ８６２ ２ ０􀆰 ７１７ ５ ０􀆰 ７６０ ９ ０􀆰 ９９９ ０ ０􀆰 ７６０ ２ 中级协调

２０１９ ０􀆰 ９３０ ４ ０􀆰 ８２８ ０ ０􀆰 ８５８ 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８５８ ７ 良好协调

２０２０ １􀆰 ００１ ７ ０􀆰 ９１３ ２ ０􀆰 ９３９ ７ １􀆰 ０００ ０ ０􀆰 ９３９ ７ 优质协调

Ｕ１ 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综合评价指数，Ｕ２ 为旅游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Ｔ 为综合协调指数，Ｃ 为耦合度指数，Ｄ 为协调度指数。

图 ４　 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及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Ｆｉｇ􀆰 ４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３􀆰 ２　 耦合协调度分析

从图 ５ 可知，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度

Ｃ 呈现较小波动，总体在 ０􀆰 ９００ 以上，表明茶文化系

统与旅游产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较高，但
由于两者的发展速度差异较大，因此耦合度值存在

波动。 此外，２ 个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Ｔ 从 ２００８ 年

的 ０􀆰 ０１０ 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０􀆰 ９９０，增长了 ９９ 倍，表明 ２
个系统的协调程度在逐渐提高，相互影响的程度逐

步加深并呈现更加协调的态势。
从表 ３ 的耦合协调度和图 ５ 的耦合发展情况走

势来看，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及旅游产业的耦

合协调度在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３ ａ 间均呈上升趋

势，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０􀆰 ０１８ ７ 上升到 ２０２０ 的 ０􀆰 ９３９ ７，耦
合协调度等级也从 ２００８ 年的极度失调上升到 ２０２０
年的优质协调，表明 １３ ａ 间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

的融合程度逐步提高。 ２０１４ 年入选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上升到了新高度，耦
合协调速度加快并呈现出逐渐协调的趋势。

图 ５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及

旅游产业耦合发展情况

Ｆｉｇ􀆰 ５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ｕｚｈｏｕ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２０

从研究的时序来看，茉莉花茶农业文化遗产及

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 ３ 个阶

段，第 １ 阶段为失调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耦合协

调等级从极度失调发展为濒临失调，耦合协调度 Ｄ
值从 ０􀆰 ０１８ ７ 上升到 ０􀆰 ４８５ ９。 可能是因为“农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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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概念提出较晚，由于政策作用的滞后性效

应导致农业文化遗产休闲旅游模式尚未成型。
第 ２ 阶段为低级协调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耦

合协调度 Ｄ 值从 ０􀆰 ５５３ ４ 上升到 ０􀆰 ７６０ ２，耦合协调

等级从勉强协调发展到中级协调，农业文化遗产旅

游也由此得到初步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逐渐兴起，呈现了协调发展的趋势。 这一

时期相关推动政策成为农业文化遗产耦合发展的

重要动力。
第 ３ 阶段为高级协调阶段（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耦

合协调度等级从良好协调发展到优质协调，耦合协

调度 Ｄ 值从 ０􀆰 ８５８ ７ 上升到 ０􀆰 ９３９ ７，农业文化遗产

与旅游产业形成较好的融合态势。 该阶段政府高

度重视农遗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推动 ２ 个系统之间

更深层次的融合。
３􀆰 ３　 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 ３􀆰 １　 耦合发展的一级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耦合发展指标

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可知两者的耦合发展水平与资

源要素、政策保护和生产发展等 １１ 个一级影响因素

有较高的关联，整体关联度大于 ０􀆰 ６，平均关联度达

０􀆰 ８０４（图 ６）。

图 ６　 耦合发展的一级影响因素关联度

Ｆｉｇ􀆰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ｌｅｖｅ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对灰 色 关 联 度 排 序 从 大 到 小 依 次 为 Ａ１
（０􀆰 ８９５）＞Ａ５（０􀆰 ８８０） ＞Ａ３（０􀆰 ８７７） ＞Ｂ４（０􀆰 ８２６） ＞Ｂ１
（０􀆰 ８１３）＞Ｂ５（０􀆰 ８０９） ＞Ｂ３（０􀆰 ８０６） ＞Ａ２（０􀆰 ７９３） ＞Ａ４
（０􀆰 ７６５）＞Ｂ２（０􀆰 ７４１） ＞Ａ６（０􀆰 ６４４） （表 ４）。 一般而

言，关联度大于 ０􀆰 ６ 表明两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
此认为上述 １１ 个影响因素在两者耦合协调发展中

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 同时，通过对灰色关联系数

的分析可知，茉莉花茶农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系

统内部各要素均对两者的耦合发展做出了中等及

以上程度的贡献值。
资源要素（Ａ１）是促进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

统及旅游产业耦合协调的关键，意味着以农业文化

遗产完整性保护为核心，合理地将农业文化遗产系

统的现实特征与休闲旅游结合能够助推两者的发

展。 政策保护（Ａ５）是促进两者耦合协调的重要因

素，表明市政府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如财政的基金

补贴，可为两者耦合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农

业文化遗产相关生产发展（Ａ３）对促进两者耦合发

展具有推动作用，表明建设以茉莉花茶（农业文化

遗产中的特色产品）为核心的旅游产品体系有助于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合。 生态环境

（Ａ６）和旅游收入（Ｂ２）的关联度排名后 ２ 位，表明

生态环境和旅游收入在耦合发展中并未发挥充分

作用。
３􀆰 ３􀆰 ２　 耦合发展的二级影响因素分析

由图 ７ 可以看出，二级影响因素都有较高的关

联，平均关联度达到 ０􀆰 ８０１。 ３５ 个二级指标因素的

灰色关联度最低为 ０􀆰 ６０３，最高为 ０􀆰 ９００。 同时，通
过对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灰色关联系数的分析可知，２０２０
年国内旅游收入（Ｂ２１）关联系数最低（０􀆰 ３３３），可能

是因为旅游行业受疫情冲击，市场处于低迷态势。
此外，３５ 个影响因素均对两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做出

了中等及以上程度的贡献值。
通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

业耦合体系指标发现，３５ 个二级指标影响因素的灰

色关联度分布在 ０􀆰 ６０３～ ０􀆰 ９００ 之间，其中茶叶综合

产值（Ａ３２）、茶叶总产量（Ａ３１）、茶园面积（Ａ１４）的
关联度皆在 ０􀆰 ９ 左右，茶园的面积产量和产值是农

业文化遗产系统的基本，稳定的茶园面积不仅可以

吸引游客观光，有利于实现集约化种植和产品现代

化，更能促进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

博物馆 （Ａ２２）、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值 （ Ａ６３） 仅有

０􀆰 ６６５ 和 ０􀆰 ６０３，成为表现力最弱的影响因素。
财政补贴（Ａ５２）是保护茉莉花与茶种植面积指

标变量，证明目前福州市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投

入处于较高的水平，对福州茉莉花茶文化系统可持

续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茶农人均收入（Ａ３７）表
明，福州市茉莉花茶种植收入并不低，２０１８ 年企业

每卖出 １００ 元茶叶中有 ６５ 元是农民的收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ｒｎｅｗｓ．ｎｅｔ ／ ），这提高了茶农种植积极性，有助

于遗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国际旅游收入（Ｂ２２）、
茶厂数量（Ａ３４）、旅游饭店数（Ｂ３１）、旅游景区数

（Ｂ４２）、星级饭店数（Ｂ３２）在两者耦合协调影响因

素中为中上程度，表明 １３ ａ 间福州政府颇为重视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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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产业。 农业文化遗产博物馆（Ａ２２）和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值（Ａ６３）仅有 ０􀆰 ６６５ 和 ０􀆰 ６０３，在耦合协调影

响因素中表现力最弱，影响了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

业耦合协调发展。

表 ４　 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度及排序

Ｔａｂｌｅ ４　 Ｇｒｅ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Ⅰ级影响因素 Ⅱ级影响因素 灰色关联度 排序 关联度 排序

Ａ１ 资源要素 Ａ１１ 核心保护区数 ０􀆰 ７３９ ２９ ０􀆰 ８９５ １
Ａ１２ 品种资源 ０􀆰 ７８３ ２３
Ａ１３ 生物多样性 ０􀆰 ８１１ ２０
Ａ１４ 茶园面积 ０􀆰 ８９６ ３

Ａ２ 文化传承 Ａ２１ 工艺传承人 ０􀆰 ８１０ ２１ ０􀆰 ７９３ ８
Ａ２２ 博物馆 ０􀆰 ６６５ ３４
Ａ２３ 地理标志 ０􀆰 ７３６ ３１

Ａ３ 生产发展 Ａ３１ 茶叶总产量 ０􀆰 ８９７ ２ ０􀆰 ８７７ ３
Ａ３２ 茶叶综合产值 ０􀆰 ９００ １
Ａ３３ 品牌价值 ０􀆰 ８６０ ７
Ａ３４ 茶厂数量 ０􀆰 ８４０ ８
Ａ３５ 茶叶出口均价 ０􀆰 ８２７ １４
Ａ３６ 茉莉花茶当年均价 ０􀆰 ７３９ ２８
Ａ３７ 茶农人均收入 ０􀆰 ８８０ ５

Ａ４ 科研效应 Ａ４１ 申请专利数 ０􀆰 ８２０ １６ ０􀆰 ７６５ ９
Ａ４２ 研究报告 ０􀆰 ７６０ ２５

Ａ５ 政策保护 Ａ５１ 政策法规建设 ０􀆰 ８２８ １３ ０􀆰 ８８０ ２
Ａ５２ 财政补贴 ０􀆰 ８８１ ４

Ａ６ 生态环境 Ａ６１ 闽江流域福州段Ⅱ类以上水质水体占比 ０􀆰 ７３５ ３２ ０􀆰 ６４４ １１
Ａ６２ 大气质量优良率 ０􀆰 ７３４ ３３
Ａ６３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０􀆰 ６０３ ３５
Ａ６４ 绿化覆盖率 ０􀆰 ７５９ ２６
Ａ６５ 森林覆盖率 ０􀆰 ７３８ ３０

Ｂ１ 旅游效应 Ｂ１１ 国内旅游人次 ０􀆰 ８１３ １９ ０􀆰 ８１３ ５
Ｂ１２ 入境旅游人次 ０􀆰 ８１３ １８

Ｂ２ 旅游收入 Ｂ２１ 国内旅游收入 ０􀆰 ７４１ ２７ ０􀆰 ７４１ １０
Ｂ２２ 国际旅游收入 ０􀆰 ８７４ ６

Ｂ３ 旅游服务 Ｂ３１ 旅游饭店数 ０􀆰 ８４０ ９ ０􀆰 ８０６ ７
Ｂ３２ 星级酒店数 ０􀆰 ８３２ １１
Ｂ３３ 医疗床位数 ０􀆰 ８０８ ２２

Ｂ４ 旅游设施 Ｂ４１ 旅行社数 ０􀆰 ８２５ １５ ０􀆰 ８２６ ４
Ｂ４２ 旅游景区数 ０􀆰 ８４０ １０

Ｂ５ 旅游就业 Ｂ５１ 旅行社从业人员 ０􀆰 ８１４ １７ ０􀆰 ８０９ ６
Ｂ５２ 旅游饭店人员 ０􀆰 ７７０ ２４
Ｂ５３ 旅游景区人员 ０􀆰 ８３２ １２

４　 结论

选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福州茉莉花与

茶文化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耦合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数据对茶文化系统与旅

游产业的耦合发展进行测度，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

分析了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 分析结果表明：
（１）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整体

情况较好，呈持续上升趋势，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福州茉莉

花与茶文化系统和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分别

从 ０􀆰 ０２７ ３ 和 ０􀆰 ０１４ ９ 上升至 １􀆰 ００１ ７ 和 ０􀆰 ９１３ ２。
（２）在茶文化系统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水

平分析层面，２ 个系统处于高水平耦合，相关系数达

０􀆰 ９８１，但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出现低程度波动。
（３）在测算影响两者耦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层

面，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年一、二级指标灰色关联系数普遍

处于 ０􀆰 ６ 以上，与耦合有较高的关联度。 一级指标

影响因素中资源要素、政策保护、生产发展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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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影响因素，生态环境为障碍影响因素；二级指

标影响因素中茶叶综合产值、茶叶总产量、茶园面

积为最主要驱动影响因素，博物馆数量和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成为排序较低的障碍因素。

各影响因素的含义见表 １。

图 ７　 耦合发展的二级影响因素关联度

Ｆｉｇ􀆰 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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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４０（２０）：
１０４９０－１０４９３，１０６０２．］

［７］ 　 韦妮妮．景观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探究：以广西龙

胜龙脊梯田为例［ Ｊ］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３）：７３－７８．［ＷＥＩ Ｎｉ⁃ｎ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９（３）：７３－７８．］

［８］ 　 ＳＵＮ Ｙ Ｈ，ＣＲＵＺ Ｍ Ｊ Ｄ，ＭＩＮ Ｑ Ｗ，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１０
（６）：９６２－９７５．

［９］ 　 ＳＵＮ Ｙ，ＴＩＭＯＴＨＹ Ｄ Ｊ，Ｗ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１５（３）：３５９－３７８．

［１０］ 刘芝，唐英，史承勇．遗产价值导向下紫阳古茶园生态旅游开

发模式与对策［Ｊ］ ．茶叶通讯，２０２０，４７（２）：３３９－３４３．［ＬＩＵ Ｚｈｉ，
Ｔ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ＳＨＩ Ｃｈｅｎｇ⁃ｙｏ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ｉｎ Ｚｉ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７（２）：３３９－３４３．］

［１１］ 刘镜茹，沈世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保

护与旅游发展研究［ Ｊ］ ．现代化农业，２０２０（１１）：５７－ ６０． ［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ｒｕ，ＳＨＥＮ Ｓｈｉ⁃ｗｅｉ．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ａｎｇｊｉ Ｆｉｓｈ Ｐｏ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ｕｚｈｏｕ，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２０
（１１）：５７－６０．］

［１２］ 苏莹莹，孙业红，闵庆文，等．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地村落旅游经

营模式探析［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１９，４０（５）：１９５－２０１．
［ＳＵ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ＳＵＮ Ｙｅ⁃ｈｏｎｇ，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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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９，４０（５）：１９５－２０１．］

［１３］ 张灿强，闵庆文，张红榛，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

计状况分析［ 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２７（１）：１６９－

１７６．［ ＺＨＡＮＧ Ｃａｎ⁃ｑｉａｎｇ，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ｚｈｅｎ，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Ａｉｍ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２７（１）：１６９－１７６．］

［１４］ 于帅．福州茉莉花茶文化旅游开发对策探讨［Ｊ］ ．长江大学学报

（自科版）， ２０１５， １２ （ ９）： ３２ － ３５． ［ ＹＵ Ｓｈｕａ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Ｔｅａ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
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２（９）：３２－３５．］

［１５］ 林铃静，曾芳芳．福州茉莉花农业文化遗产地休闲农业开发策

略研究［Ｊ］ ．农村经济与科技，２０１６，２７ （ ２３）：１１０ － １１２． ［ ＬＩＮ
Ｌｉｎｇ⁃ｊｉｎｇ，ＺＥＮＧ Ｆａｎｇ⁃ｆａ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 Ｊ］ ． Ｒ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７
（２３）：１１０－１１２．］

［１６］ 郭莉．保护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共创美丽福建［ Ｊ］ ．中外

企业家，２０１６（２５）：５０－ ５２． ［ ＧＵＯ Ｌｉ．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Ｆｕｊｉａｎ［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２０１６（２５）：５０－５２．］

［１７］ 侯玉婷．福州茉莉花茶旅游业发展的 ＳＷＯＴ 分析［ Ｊ］ ．农业考

古，２０１９（２）：９４－９７．［ＨＯＵ Ｙｕ⁃ｔｉｎｇ．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Ｔｅａ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
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２）：９４－９７．］

［１８］ 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湖南省新化县紫鹊界梯田为例

［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９（６）：６０－

６６．［ＬＩ Ｂｏ⁃ｈｕａ，ＬＩＵ Ｐｅｉ⁃ｌｉｎ，ＤＯＵ Ｙｉｎ⁃ｄ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ｉｑｕｅｊｉｅ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Ｘｉｎｈｕａ Ｃｏｕｎｔｙ，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９（６）：
６０－６６．］

［１９］ 张琳，贺浩浩，杨毅．农业文化遗产与乡村旅游产业耦合协调

发展研究：以我国西南地区 １３ 地为例［ Ｊ］ ．资源开发与市场，
２０２１，３７（７）：８９１ － ８９６． ［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ＨＥ Ｈａｏ⁃ｈａｏ，ＹＡＮＧ Ｙ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３
Ｐｌａｃ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Ｍａｒｋｅｔ，
２０２１，３７（７）：８９１－８９６．］

［２０］ 刘进，冷志明，刘建平，等．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

旅游响应［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２１，４１（ １２）：２０５ － ２１２． ［ ＬＩＵ Ｊｉｎ，
ＬＥ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ｇ，ＬＩＵ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１， ４１ （ １２ ）：
２０５－２１２．］

［２１］ 闵庆文，张永勋．福建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Ｍ］．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１５：３－４０．［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ｘｕｎ．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ｅ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３－４０．］
［２２］ 舒小林，高应蓓，张元霞，等．旅游产业与生态文明城市耦合关

系及协调发展研究［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５（３）：
８２－ ９０． ［ ＳＨＵ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ＡＯ Ｙｉｎｇ⁃ｂｅｉ，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ｘｉ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ｔｙ ［ Ｊ ］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２５（３）：８２－９０．］

［２３］ 孙剑锋，李世泰，纪晓萌，等．山东省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协调

发展评价与优化［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８）：２０７－２１５． ［ Ｓ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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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受益目标下食物系统转型研究： 基于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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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当前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自然受益角度出发，分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作为富有

传统智慧和随着现代技术而发展的食物生产体系在推动全球食物系统根本性变革中的可能性，从自然受益的食

物系统转型的需求与挑战提出 ＧＩＡＨＳ 研究和治理的需求。 研究表明，ＧＩＡＨＳ 作为活态系统运作所依据的整体观

是当下自然受益观念的具体体现，可以系统推动农业和食物系统走上生态农业发展方向，并能够提供基于自然解

决方案的 ３ 条有效路径：（１）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免于退化和转化；（２）更可持续地管理现有生产系统来支持（农
业）生态系统健康和维持景观层面的恢复力；（３）恢复退化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面对

ＧＩＡＨＳ 面临的困境，要通过强化研究和完善治理体系促进其帮助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
关键词： 自然受益； 农业文化遗产； 生物多样性； 自然受益食物系统； 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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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Ｉ⁃
ＡＨＳ ａｓ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ｃａ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ｔｏ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ｏｕｔｅｓ ａｓ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１）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 ｔｏ ｓｕｓｔ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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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３）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为应对全球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及其对地

球、人类和其他生命体健康的严重影响，２０２０ 年联

合国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峰会召开伊始，一个由 １４ 位

国际知名的科学研究、生态保护和企业联盟机构的

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提出了 “自然受益全球目标”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的行动倡议，
旨在实现自然的整体保护和恢复，使其融入包括全

球气候目标、联合国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其他全

球目标来创造一个“公平、碳中和与自然受益的世

界” ［１］。 为了实现自然受益目标，应采取的具体措

施既包括停止物种损失、保护关键生物多样性区

域、维护完好的自然系统等保护措施，又包括恢复

受人类影响的地景与海景的修复措施，还包括减少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消费与生产驱动力的遏制措施。
其中，在农业、渔业、林业等关键经济部门实现变革

性转型被认为是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驱动力的根

本方式［２］。
过去数十年陆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丧失

最重要而直接的驱动力是土地利用变化，即森林、
草原、红树林等自然生境转变为半自然生境的农

田［２］。 此外，过度捕捞是导致海洋资源耗竭的关键

驱动力［２］，淡水渔业生产则导致淡水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丧失增加了 ５０％［３］。 另外，农业生产消耗了

全球 ７０％的淡水［４］，世界上一些大河流和淡水湖的

近乎消失都与过度灌溉有关［５－６］。 农业生产还因为

将农用化学品、有机物、药物残留等排入水体而造

成水污染［７］。 大量使用农用化学品导致昆虫物种

灭绝，危及以昆虫为基础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

给［８］，导致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丧失。 由于农业和食

物生产系统强烈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其
对土壤肥力、养分循环、传粉、生物虫害控制、气候

调节、水体净化等的负面影响最终都会对农业和食

物生产造成不利影响［９］。 因此，对全球食物生产系

统进行根本性变革不仅关系到生态安全，而且关系

到食物安全与人类健康，成为实现全球自然受益目

标的关键途径之一。
在推动实现自然受益的食物生产时，国际社会

十分重视传统食物生产系统（如日本的里山和中国

的稻鱼共生［１０－１１］ ）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

早在 ２００２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就启动

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ＩＡＨＳ）”保护项目，作为对

现代常规农业生产中食物安全、生态失衡、环境污

染等负面问题的反思，ＦＡＯ 将 ＧＩＡＨＳ 定义为“农村

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

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些系统与景

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满足当地社会经

济与文化发展需求，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

展” ［１２］。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底，全球共有 ２２ 个国家

的 ６２ 个传统食物生产系统被 ＦＡＯ 列入 ＧＩＡＨＳ 保

护名录。 ＧＩＡＨＳ 不仅具有可持续的生产功能，还具

有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社会维系等多样化的非生

产功能，表现出经济与生计、生态与环境、社会与文

化等多重价值，对保障食品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
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文化多样性等人类面临的重大

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 ＧＩＡＨＳ 的多功能性与多

重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共识，但其作为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的潜力还未被充分认识，其助力自然受

益的食物系统转型的解决方案也尚未建立。
该研究从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自然受

益角度出发，首先阐述自然受益目标下全球食物系

统转型的需求和路径，然后分析 ＧＩＡＨＳ 在推动全球

食物系统根本性变革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并提出

ＧＩＡＨＳ 所能提供的多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最后

讨论 ＧＩＡＨＳ 在助力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中所

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和治理需求。 一方

面通过挖掘 ＧＩＡＨＳ 提供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潜力，
进一步加深人们对 ＧＩＡＨＳ 功能与价值的理解与认

识；另一方面，通过助力自然受益目标下食物系统

转型，也将进一步促进 ＧＩＡＨＳ 的保护与管理以及所

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１　 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需求和路径

１􀆰 １　 观念转变下的自然受益食物系统转型需求

自然受益全球目标提出 ３ 个可量化的分段目

标：从 ２０２０ 年起实现自然净零损失（ｚｅｒｏ ｎｅｔ ｌｏｓｓ），
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自然的净正值（ｎ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自然全面恢复（ｆｕｌ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１３］，实现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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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 ２０５０ 愿景：“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 自然受益包含生物多样性的不同层级：遗传

多样性；物种分布、丰富度、功能特征、种群规模趋

势；生态系统和生物群区的无损性和完整性。 此

外，自然受益也涵盖全球生态过程，如水文、降水、
迁徙等生态过程，因为这些功能 ／过程的实现支持

生物多样性，并能维持饮用水供给、农业生产和气

候稳定性。 只有上述自然的各个方面都受益，才能

确保地球拥有足够的恢复力来应对冲击和压力而

不至于崩溃。
为实现自然受益目标，人类经济活动不仅要将

对自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而且要力求改善生态

系统，通过丰富生物多样性、固碳、净化水、降低疾

病大流行风险等措施增强地球与社会的恢复力［１４］。
这是一个观念上的转变，即认识到自然、社会和经

济呈现为由低到高的层级结构：自然不是人类生存

的外在条件，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内在

背景；人类社会是所有人类活动的背景；经济活动

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活动。 实现自然受益目标不

再是寻求自然、社会和经济相互竞争的利益平衡

点，而是对自然这个基本层级进行改善。
在这一观念转变指导下，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食物系

统峰会（ＵＮＦＳＳ）提出了“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指
出全球需要围绕食物生产、分配、消费进行国际合

作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即为全人类提供健康和

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在食物系统中创造生计机会

并减轻其负面的环境、气候和健康影响。 国际通称

的食物系统（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也被称为农业与食物系

统（ａｇｒｉ⁃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农食系统），是指农业与食物价

值链上的所有活动和要素及其交互关系的总和［１５］。
现有食物系统转向“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也是一

个多领域全方位的转型，最终需要能够：（１）确保提

供安全和营养的食物； （ ２） 鼓励可持续性消费；
（３）实现自然受益的生产；（４） 促进公平的生计；
（５）建立抵御冲击和胁迫的能力［１６］。 自然受益的

食物系统的本质是以系统性思维设计支持粮食安

全和地球健康的协同方案，推动食物系统转型，这
一思维方式考虑到食物系统的整体结构、相互联系

和反馈循环。 食物系统被视为“生态－农业－食物”
系统，从生态系统到农场，从中间商到加工商，再到

零售商和消费者，所有活动在食物价值链条上进入

一个系统［１７］，帮助人们重新界定食物系统的外部

性，激励自然受益行为（图 １）。 因此，自然受益的食

物系统转型需求是彻底改变食物系统内各个环节

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食物、饲料和纤维生产必须

要支持生物多样性、恢复土壤、保护淡水供给、增强

水资源安全、促进生态系统固碳；要创造就业机会，
增加粮食安全，增强气候适应性和社会稳定［１８］。

图 １　 实现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的行动［１６］

Ｆｉｇ􀆰 １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从与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生产环节看，ＵＮＦＳＳ
提出“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以“对自然资源的再

生式、非枯竭和非破坏性的利用为特征”，通过对环

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负责任管理，促进食物系统强化

固碳功能，维持土壤、水和气候调节等关键生态系

统服务。 在 ２０１９ 年，ＦＡＯ 也提出以生态农业（ａｇｒｏ⁃
ｅｃｏｌｏｇｙ）向可持续农业和食物系统转型。 生态农业

是一种着眼于整体的综合性方法，将生态学和社会

学的概念和原则同时应用于可持续农业和食物系

统的设计和管理，其目的是改善植物、动物、人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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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促进粮食体系的社会公平

性。 在过去几十年来其概念外延不断扩大，现在是

一个跨学科领域，包含食物系统生产到消费的各个

环节，涉及生态、社会文化、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

面。 可见，鉴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与直接因

素，转向“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自

然受益的食物生产来同时满足食物需求并保护和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 因此，该研究将以自然受益

的食物生产系统转型为核心，兼顾健康膳食、生计

公平和食物－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韧性。
１􀆰 ２　 实现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的基于自然的

解决方案路径

　 　 实现多尺度的自然受益目标越来越多地依赖

于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ｂＳ）。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世界银行、欧盟

等都对 ＮｂＳ 进行了解释，其相同之处都在于通过有

效利用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来应对重大的社会挑战，
同时重视 ＮｂＳ 所能带来的一系列环境、社会、经济

等协同效益［１９－２１］。 通过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可以建立以下 ３ 种转型路径。

第 １ 条路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已有自然保

护地，使其不因新的食物需求而转化为生产用地。
要直接抑制土地利用变化，不能继续通过将自然生

态系统和未受干扰的栖息地转化为食物生产用地

来增加食品供给［２２－２４］。 除了保护原生自然生态系

统外，也有必要确保一些具有高生物多样性的农业

边缘土地处于自然状态，如陡坡、湿地等［２５］，并通过

在一些低产并引发生态退化的农业用地上进行提

质增效，确保农业边缘用地保持自然状态。
第 ２ 条路径是可持续地管理现有食物生产系

统，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获得更多的产出。 自然受

益的食物生产以生物多样性为基础，利用多种生态

系统服务，特别是土壤、水和气候调节服务，结合农

民外部投入和人力或机械力，最终得到物质产

出［２６］。 因此，必须保持土壤健康、水源清洁、传粉者

丰富来获得安全的产品，最终实现生态系统净效

益。 达到自然受益的生产既需要技术创新，又需要

社会支持。 在技术创新上，要积极探索和实践生

态－经济－社会多赢的农业系统，推广环境友好的耕

作方法。 在社会支持上，则需要争取消费者支持减

少食物浪费和减少生物质能源作物生产，认同膳食

结构转型来降低对以谷物为基础的肉类和奶制品

的依赖。
第 ３ 条路径是恢复和重建退化生态系统以实现

可持续的食物生产和生态系统服务。 全球 １ ／ ３ 到

３ ／ ４ 的土地已经退化，面对这一现状，恢复或修复退

化生态系统的潜力巨大。 一方面，需要通过“再野

化”实践从景观层面恢复土壤健康、增强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提高整个生态系统恢复力［２７］；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采用因地制宜、符合当地生物

物理、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具体措施，结合现代

科学和传统开展合作生产，逐步恢复农业生产力，
并鼓励农业边缘用地回归自然。

这 ３ 条路径因其目标生态系统特征、对生态系

统干预程度和干预目标的差异，对于实现自然受益

的食物生产系统作用不同。 保护路径是根本，恢复

路径是补充，管理路径是核心。 可持续的资源管理

使恢复退化农田成为可能，避免更多自然生态系统

衰退并有利于更多土地回归自然。

２　 ＧＩＡＨＳ 在推动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
中的作用

２􀆰 １　 ＧＩＡＨＳ 有利于实现食物系统转型下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

　 　 ＧＩＡＨＳ 作为经济活动的生产性土地利用仅是

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整个系统中还存在着社会与

文化活动，而由多种活动形塑的农业景观形成的根

本是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 这一定义显示出生

计保障、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层级关系。 这是自

然受益理念在农业的体现：ＧＩＡＨＳ 内的农业生产及

其相关活动不是寻找利益平衡点，而是以自然环境

为基础的整体发展。
ＦＡＯ 提出的 ＧＩＡＨＳ 的 ５ 个认定标准也反映出

ＧＩＡＨＳ 以实现食物系统转型目标———为全人类提

供健康和营养丰富的食物，同时在食物系统中创造

生计机会并减轻负面的环境、气候和健康影响，来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特征、功能和路径（图 ２）。
具体而言，维持 ＧＩＡＨＳ 可以确保食物数量和质量，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提供生产之外的生态系统服务，
保有丰富的生态知识来实现生计和生态双重目标，
也充分尊重和发挥人力资本力量，其定义中所强调

的环境协同和动态适应也体现了 ＧＩＡＨＳ 的气候适

应能力。
２􀆰 ２　 ＧＩＡＨＳ 有助于推动食物系统向生态农业发展

方向转型

　 　 ＧＩＡＨＳ 的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有利于促进食物

生产系统以生态农业路径向自然受益方向转型，保
护 ＧＩＡＨＳ 能够强化 ＦＡＯ 所提出的生态农业关键要

素及其关联（图 ３）。
实现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时，生态农业框



　 第 １０ 期 　 何思源等： 自然受益目标下食物系统转型研究： 基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的解决方案 ·１２５３　 ·

架下的多样性（１）、协同作用（２）、效率（３）、循环利

用（４）和恢复力（５）是核心要素［２８］。 其中，维持多

样性是关键，它确保食物安全和营养，同时保护和

强化自然资源。 多样性与其他 ４ 个要素之间也相互

关联。 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提升系统的资源使

用效率，不同组分间的协同作用可以支持生产和增

强多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而提升系统恢复力，既包

括生态系统抵御病虫害、极端天气事件等以维持生

产和生态功能的能力，又包括社会恢复力，即生产

者个人及其组织降低生计脆弱性等能力，如减少单

一产品下的生计风险，因此多样性是实现自然受益

的食物系统转型的核心，它联接了生态与社会。 相

应的，ＧＩＡＨＳ 最突出的特征便是多样性。 首先，
ＧＩＡＨＳ 有丰富的生物资源，既确保了居民的营养充

足和食物安全［２９－３０］，又提供了丰富的物种和品种多

样性［３１］，也通过对孤儿作物，即被人类驯化而现在

没有被充分利用的作物的保护利用，为健康饮食和

种质资源保护提供了基础。 其次，ＧＩＡＨＳ 保留了轮

作、间作、套种等多样化种植方式，不仅能够充分利

用光、热、水、土资源，而且能通过不同生物间相互

作用减少病虫害发生 （ ２， ３） ［３２－３３］。 再者， 很多

ＧＩＡＨＳ 采取复合种养模式，如中国的青田稻鱼共生

系统，利用生物间复杂的营养关系产生相互制约，
加强资源循环利用，减轻环境负外部性，提高系统

的生态稳定性（２，３，４，５） ［３４－３６］。 最后，ＧＩＡＨＳ 的景

观结构具有多样性。 例如，中国的哈尼稻作梯田通

过协调自然森林与人工稻田可有效应对资源时空

分布的动态性，提高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性［３７］；匈
牙利的传统农林复合系统中，高大的果树稀疏分布

在割草或放牧草场上，在提供经济产品的同时，林
上和林下成为多种生物的良好栖息地（２，４） ［３８］。

ＳＤＧ１—消除贫困，ＳＤＧ２—零饥饿，ＳＤＧ３—良好的健康与福祉，ＳＤＧ５—性别平等，ＳＤＧ６—清洁饮用水和环境卫生，

ＳＤＧ８—体面工作的经济增长，ＳＤＧ１２—负责任的生产和消费，ＳＤＧ１３—气候行动，ＳＤＧ１４—水下生命，ＳＤＧ１５—陆地生物。

ＧＩＡＨＳ ５ 个标准与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同种颜色表示。

图 ２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推动食物系统转型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ｎａ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ＩＡＨ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图 ３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ＧＩＡＨＳ）强化生态农业 １０ 项要素及其相互关系［２８－４９］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ＩＡＨ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ｅ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１２５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为保障上述 ５ 个要素能够在区域和地方通过有

效实践得以实现，ＦＡＯ 提出了另外 ５ 个要素：知识

共创和分享（６）、人类和社会价值观（７）、文化和饮

食传统（８）、负责任治理（９）以及循环和互助经济

（１０） ［２８］。 向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需要从局地

到全球建立负责任和有效的治理机制，为理念传

播、技术研发推广、激励机制设计与应用等提供良

好的环境；通过结合现代科学与传统知识、推动多

方参与、对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为符合自然受益标

准的产品创造价值转化渠道，因地制宜地推动建立

可持续农业和食物系统应对全球挑战，也可以服务

本地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 ＧＩＡＨＳ 的保护和传承正

在践行上述要素。 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和

交流，不仅帮助当地人实现了作物品种保护、水土

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农业的持续发展［３９－４１］，而且通过

现代生态技术的优化，在更广泛的地域得到应用和

推广（６） ［４２］。 传统文化与价值体系的约束以及文

化牵引力有效地吸引部分当地人留在遗产地内按

照传统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巩固有效的资源管理体

系，增强乡村凝聚力和社会稳定性［４３］，增强女性参

与和赋权（７）。 通过价值转化、生态补偿、多方参与

等机制的建立，ＧＩＡＨＳ 保护与传承正在成为乡村生

计改善的重要手段。 遗产地产品增值体系在一些

地区成为有效的增收方式，在无法进行规模化的小

农经济形态下连结了生产者和消费者（８，１０） ［４４－４５］，
也可以形成具有适宜性、可持续性的基于本地生产

和消费的膳食结构。 为鼓励农民继续使用传统的

或激励其采用更加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方式，通过

现金补偿、价格补贴、项目资助等方式来构建有效

的生态补偿机制（８，１０） ［４６－４７］。 为应对劳动力流失、
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文化传承不利等问题，遗产地

探索建立多方参与机制，通过利益共享、能力提升、
知识合作等方式推动 ＧＩＡＨＳ 保护（９） ［４８－４９］。
２􀆰 ３　 ＧＩＡＨＳ 能够提供多路径的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

　 　 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与社会可持续机制本质

就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传

承集中体现了其作为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的

管理路径的潜在可能，以及协助保护路径、支持恢

复路径的可能方式。
管理路径：大量研究已经揭示了农业文化遗产

的生态可持续机制，其多样的农业系统类型、种植

方式、种养模式和景观结构为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

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建立自然受益的食物生产

规范提供了参考范式；对其社会可持续机制的解读

和传承能够为建立更有效的多方参与治理体系提

供借鉴；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的食物生产系统

能够促进现代科技与传统知识结合，进一步推动生

态高效、经济可行、社会包容的食物系统转型。
保护路径：许多农业文化遗产地在空间分布上

与自然生态系统部分重叠，其生产活动的高效进行

有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传统知识与技术

体系对农业生产实践、水土资源管理等的支持与指

导以及传统文化与价值体系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关系的规范与约束可以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系

统和已有保护地；通过生产性景观促进连结自然保

护地和景观尺度上保护地网络的形成，也作为其他

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地（ＯＥＡＭｓ）直接贡献于生

物多样性保护［５０］。
恢复路径：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可持续机制也

为应对土地退化、恢复农业生产力提供了多种多样

的考虑到自然、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技术与模式，通
过与现代生态科学结合提供技术适宜、经济科学和

社会可接受的生态修复和重建方式。

３　 ＧＩＡＨＳ 在推进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
中的挑战与应对

３􀆰 １　 ＧＩＡＨＳ 在推动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中的

挑战

　 　 研究指出，向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目前面

临着包括农艺、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也
存在知识体系的不足［１９］。 从传统农业系统保护与

发展来看，其面临的诸多威胁与挑战既是当前食物

系统转型挑战的典型表现，也制约了其长期有效地

发挥生态－农业－食物综合理念与实践。 因此，解决

这些挑战本身是各国在推动食物系统转型中必须

应对的。
在现代化背景下，传统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性

高、机械化程度有限、比较效益低，劳动力成本高和

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低导致生产收入不能满足农民

预期，容易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生产方式改变、土
地利用变化，导致自然受益的生产方式弱化、无人

继承，生产系统的生态与社会可持续性受损。
农业文化遗产因其较高的系统多样性能够带

来多类型产品，但每种产品产量有限，难以带来规

模经济效益和深加工机会；小农户与市场关联松

散，经营知识和经济风险应对能力有限；乡村凝聚

力弱化，社会组织松散，不利于开展集体合作。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态、社会和文化价值所

具体展现的健康、安全和持续产出的食物和其他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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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品虽然在理论上得到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的普

遍认可，但系统所蕴含的多重价值在生产、加工、贸
易和消费这一系列价值链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生产者难以获利，而消费者在价格驱动下仍倾向于

选择低成本规模化生产的产品。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主要部门和政策

制定者集中于农业部门，推动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

转型不只是生产部门的行动，还包括农业、环境、卫
生、贸易、科教等多领域开展政策协作；同时，农业

部门本身也处于生物多样性主流化进程中，其生产

激励措施还需要以自然受益为导向。
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可持续机制、价值和功能

还未能得到食物系统各环节上的参与者和利益相

关方的广泛了解，其所代表的自然受益的观念转变

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必要与可行性，还没能充

分融入教育体系、科普宣传、专业咨询、商业投资等

领域。
３􀆰 ２　 强化 ＧＩＡＨＳ 科学研究与实践以促进向自然

受益食物系统转型

　 　 从促进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变角度开展农

业文化遗产管理，以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促进其保

护，提出推动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向的农业文化

遗产研究和治理需求。
在研究方面，自然受益的食物系统建立在可持

续的生产系统上，其中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可持续

性建立在其独特的水土资源管理体系上，应进一步

研究多地域、多类型的传统生产系统的物种选择、
种植模式、种养模式、景观管理的生态学机制，评估

其综合成效，如固氮、固碳、水土保持能力、资源利

用效率、系统抗干扰（如气候变化）能力等，为模式

推广、结合现代技术进行精细管理打下基础。
农业生产决策复杂，权衡生态与经济充满不确

定性，应进一步研究传统农业生产决策机制，识别

对开展自然受益的生产具有关键作用的社会、经
济、心理因素，分析当前政策对推动农业文化遗产

保护的有效性，为政策制定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在保护实践方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应

完善治理体系。 进一步践行多方共治，形成不同参

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知识合作生产，推动不同

群体间对自然受益理念达成一致，形成管理规则，
开展管理实践。 建立农民与科学家、消费者、政府、
投资者之间的关联，刺激传统知识与技术创新之间

的互动，改变消费群体的观念认知，促进政府构建

更为聚焦的社会服务体系，吸引外部投资进入可持

续生产。

在政策层面，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确保传统食

物生产系统的经济可行性，完善包括现金补偿、价
格补贴、项目资助等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机制；对
于自然受益的生产系统所需要的密集劳动力和劳

动分工，政府需要留住劳动力并吸引劳动力返乡，
探索推进有限的规模化、合作生产经营来减轻劳动

力负担，并赋予女性更多参与生产决策的机会；进
一步通过绿色、有机产品认证体系等方式提高产品

附加值；为种类丰富但数量有限、难以规模化生产

的产品提供社会服务，包括并不限于加工设施和技

术培训、质量控制、存储和运输规划，帮助小农在生

产后端形成一定的规模化和市场进入渠道；引导社

会企业进入生态产品、文创产品开发，促进农业文

化遗产地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局地和区域整合形成

生产、消费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自然受益的食物

系统。
同时，在教育体系中，应进一步强化农业文化

遗产价值和功能及其与食物安全、营养和健康的关

联；在大众传媒中，应提供更全面和科学的信息指

导日常消费，推广农业文化遗产地产品，引导消费

行为发生改变。

４　 结论

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生态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机

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乡村生计、促进社会发

展方面有力地对抗着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地退

化、水资源短缺、温室气体加速排放的常规农业与

食物系统。 这些活态系统运作所依据的整体观是

“自然受益”观念在主流经济部门的具体体现，为农

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对话基础；其物种资

源保护、种养殖模式选择、水土资源与景观维持以

及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传承有利于保持食物系统的

生产力、可持续性和恢复力，已经并将继续促进自

然受益的食物系统转型。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传播其理念，研究其生态

机制，推广其系统管理技术，符合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要求，能够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免于退化和转

化，更可持续地管理现有生产系统来支持（农业）生
态系统健康和维持景观层面的恢复力，并恢复退化

生态系统的一定生产力，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面对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要充分认清其

在水土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生态学和循环

经济方面的机制和成效，为传统技术和现代科学结

合创造条件，通过政策、投资、激励和补贴等联合一

致改善农业文化遗产治理体制，将其内涵和实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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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传并纳入教育体系，构建多方参与的保护和利

用机制，进一步以农业文化遗产促进和巩固自然受

益的食物系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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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资源植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

张　 晴１，２， 程　 卓１，２， 刘　 博１，２， 杨　 珺３， 李建钦４， 张红榛５， 张昕勃２， 马丽娟２， 龙春林１，２，６，７① 　 〔１􀆰 民

族地区生态环境国家民委重点实验室（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 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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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

的生态功能。 在由森林、村寨、梯田、水系构成的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植物（特别是资源植物）是该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持这个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笔者采用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等方法，以云

南省红河州梯田最集中的 ４ 个县域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重要资源植物为对象，调查了其多样性状况及相关的传

统管理与利用知识，探讨了两者在支撑、保护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的作用。 结果表明，哈尼梯田生态系

统有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其中药用植物 ２５５ 种、食用植物 ２２６ 种；当地百姓拥有十分丰富的管理和利用

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木、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蓝种植以及薪柴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应用

类别涉及日常生产生活和梯田保护等诸多方面；资源的多用途、多功能特点明显，体现了当地深厚的植物利用文

化和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 当地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构筑了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的基础，居民对资源植物的长

期采集、管理和利用承载着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支撑着当地居民的生计，在维持整个哈尼梯

田农业生态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推动遗产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哈尼梯田； 农业文化遗产； 资源植物多样性； 民族植物学； 药用植物； 食用植物； 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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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ｆａｏ．ｏｒｇ ／ ｇｉａｈｓ ／ ）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介绍中

强调：“由于不断创新、世代相传以及与其他社区和

生态系统的交流，动态保护战略和进程能够维持生

物多样性和基本的生态系统服务。 资源管理和利

用方面积累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丰富而广博，是一项

具有重要全球意义的宝藏，应加以推广和养护，同
时使其能够继续发展演化。”可见，国际社会已充分

认识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在维持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方面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

性成为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ｂｄ．ｉｎｔ ／ ｍｅｅｔ⁃
ｉｎｇｓ ／ ＣＯＰ－１５－ＰＡＲＴ１），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

流化，包括加强对农耕系统中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

保护。
近年来，研究者对英国坎泊兰郡平原［１］、韩国

青山岛［２］、意大利南部佩拉杰群岛［３］ 等农业遗产地

开展了研究，揭示这些农业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状

况及其对作物品种、野生生物及传统知识的保护作

用，并发现生物多样性对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和当地

人们的生计有着重要影响。 其他拥有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地的国家和区域也纷纷研究其生物多

样性，如日本、摩洛哥、智利等［４－８］。 研究发现这些

传统农业生态系统还与当地丰富的传统知识和传

统文化紧密相关，有力维护了这些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最多的国家，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总数达到 １８ 个。 此外，还有 １３８ 处为我国农

业农村部认定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数量

众多的传统农耕系统。 我国对这些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地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但研究热

点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和产业化研究、农
业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体制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与

乡村振兴研究等方面，其中以针对浙江青田稻鱼共

生系统和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两大农业文

化遗产地的研究为多。 针对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

田系统的研究多围绕生态补偿、当地居民生计、土
地利用等内容［９］，鲜有涉及生物多样性的研究。 针

对学术界和广大公众长期关注的农业文化遗产内

涵及如何保护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保护中应注意

把握的 ８ 组关系” ［１０］，但作为农业文化遗产重要组

成单元的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却不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农业文化遗产

地的生物多样性及当地传统知识系统的重要性，其
中张丹等［１１］对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

业生物多样性进行了回顾，提出强化农业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的研究、建立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激励机制等建议，并对传统文化与农业生物

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传统文化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而农业生

物多样性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可以用来传达和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１２］。
久负盛名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云南红河

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所在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其生

态系统复杂多样，拥有我国最完整的热带山地森林

植被垂直带谱，分布有野生高等植物约 ６ ０００ 种、陆
栖脊椎野生动物 ６９０ 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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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种［１３］。 哈尼稻作梯田生态系统包含农业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具有生态、经济和

社会多方位价值［１４］。 对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的生物多样性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其中较为深入

的是梯田中传统栽培的水稻品种及其遗传多样性

以及稻鱼共作系统中的部分浮游动植物和底栖动

物［１４－１８］，而对系统中植物多样性的研究较为匮乏，
尤其没有资源植物方面的研究报道。 资源植物指

对人类有益和可以利用的植物［１９］，往往蕴含着丰富

的采集、利用和管理植物的传统知识，承载着人与

植物的互惠关系。 由于哈尼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独

特而复杂，植物物种多样性丰富，而且当地居民已

经发展和积累了许多传统的植物学知识［２０］，亟待总

结、梳理。 因此，十分有必要开展对哈尼梯田生态

系统中的资源植物多样性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研

究，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和持续利用当地植物资源，
也有利于深度了解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科学内涵

和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这对促进农业文化遗产的

保护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域

哈尼梯田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年均温度约为 １４ ℃，年均降水量达 １ ４００ ｍｍ；
所处地区河流众多，山势高大，立体气候明显。 在

多元化的气候条件作用下，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植

被类型多样，从热带雨林到山地苔藓林、从干热河

谷半萨王纳植被到暖温性竹林都有分布。 云南红

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主要分布在红河州的元阳县、
红河县、金平县和绿春县，总面积约 ６ ６６６ ｈｍ２，其中

元阳县的梯田处于红河哈尼梯田的中心地带。
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起，笔者先后 ４ 次对云南红河哈

尼稻作梯田系统中的资源植物进行了调查。 所调

查的区域涵盖 ４ 个县哈尼梯田的主要分布区，包括

元阳县的坝达、多依树、老虎嘴、牛角寨片区，红河

县的甲寅、撒玛坝片区，绿春县的腊姑、桐株片区，
金平县的阿得博、马鞍底片区。 除了这十大片区梯

田的稻作系统和梯田间残留的植被，调查范围也外

扩到梯田周边的环境，具体做法是从梯田边缘往外

延伸 １００ ｍ，包括旱地、天然林、人工林、神林、村庄、
水域、荒地等。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植物生态学方法

（１）样线法

从梯田上部沿直线往下部延伸，在坝达、甲寅、

撒玛坝、腊姑、阿得博 ５ 个片区各设置 ６ 条样线，每
条长度为 １０ ｍ。 记录各样线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
称、用途等。

（２）样方法

在 １０ 个梯田片区的稻田中各选择 ２ 个样方，分
别位于村寨下方约 １００ ｍ 和底部河沟上方约 １００ ｍ
的梯田中，每个样方大小为 ２ ｍ×２ ｍ，记录每个样方

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称、用途等。 在坝达、多依

树、甲寅、撒玛坝、腊姑、阿得博 ６ 个片区靠近梯田的

天然次生林各选 １ 个样方，在多依树、甲寅 ２ 个片区

的人工林各选 １ 个样方，８ 个样方大小均为 ２０ ｍ×２０
ｍ，记录每个样方内的植物物种数量、名称、用途等，
对胸径大于 １０ ｃｍ 的乔木树种，记录其数量、高度、
胸高直径、幼苗数量等。
１􀆰 ２􀆰 ２　 民族植物学方法

采用民族植物学方法调查哈尼梯田生态系统

的植物种类及相关民间利用知识，主要采用参与式

观察（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半结构式访谈（ ｓｅｍ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关键人物访谈 （ ｋｅ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等方法在野外、村社和集市进行调查。 运

用“ ５Ｗ ＋ １Ｈ” 提问法［２１］，即从原因 （Ｗｈｙ）、对象

（Ｗｈａｔ）、地点（Ｗｈｅｒｅ）、时间（Ｗｈｅｎ）、人员（Ｗｈｏ）、
数量（Ｈｏｗ ｍｕｃｈ ／ ｍａｎｙ） ６ 个方面，了解所调查植物

的当地名、食用 ／入药部位、用途、管理方式和制备

方法等，获得相关传统知识。 对当地使用的植物采

集凭证标本，保存于中央民族大学标本室。
１􀆰 ２􀆰 ３　 植物分类学方法

在当地专家的协助下，对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

植物物种多样性进行调查，并采集植物标本。 参照

《中国植物志》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和网络资源如植物

智（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ｌａｎｔ．ｃｎ ／ ）及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ｌｏｒ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ｆｌｏｒａ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等，对采集到的标本进行

鉴定并确定学名，整理形成哈尼梯田生态系统资源

植物名录。
以上所有方法均辅以访谈、记录（图片和音像）

等手段。 对于资源的归类，该研究未进行细分，仅
把植物资源分为食用类、药用类、生产实践类和其

他 ４ 个类别；对于多用途的物种，根据其最主要的用

途进行归类。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资源植物物种多样性

从广义上说，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包括

为梯田提供水源和部分养分的森林生态系统，该系

统拥有 ２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连山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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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水岭自然保护区）、２ 个省级自然保护区（观音

山自然保护区和阿姆山自然保护区）以及神林和天

然林、人工林等森林植被。 从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

所报道的数据来看，该系统拥有约 ６ ０００ 种高等植

物，包括苔藓、蕨类、裸子和被子植物［２２－２３］。
研究界定的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系统为梯

田本身及向周边延伸 １００ ｍ 的区域。 经实地考察、
统计，该系统拥有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附
件 １），包括食用植物 ８０ 科 ２２６ 种、药用植物 ８９ 科

２５５ 种，具有丰富的物种多样性。 在哈尼梯田生态

系统的 ６５１ 种资源植物中以豆科植物为多，共 ３２
种；其次为蔷薇科、菊科、樟科植物，分别有 ２８、２４、
２１ 种；此外，唇形科（１９）、禾本科（１８）、报春花科

（１６）、茜草科（１６）、五加科（１５）和杜鹃花科（１５）植
物也较多。
２􀆰 ２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植物的民间利用

当地哈尼族、彝族、汉族等都拥有十分丰富的

管理和利用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

木（特别是神林神树）、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

蓝种植、薪柴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 当地少数民族

对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用途可分为木材、薪柴、
观赏、药用、食用、固埂、玩具、染色、饲料、香料、毒
药 １１ 类。 资源利用的单一用途和多种用途并存，多
用途、多功能特点明显。 很多植物在当地既有食用

价值，又可以治疗疾病，具有药用价值。 药食两用

植物的知识多样且独特，兼具药用和食用价值的植

物有 ４２ 种。
２􀆰 ２􀆰 １　 食用植物

由于哀牢山区山高坡陡，各村寨缺乏平缓的园

地种植蔬菜，所以采集野菜是山区各民族最直接的

蔬菜来源。 滇橄榄（余甘子，Ｐｈｙｌｌａｎｔｈｕｓ ｅｍｂｌｉｃａ）是
云南及周边地区重要的野生药食两用植物，一般果

实食用，可生食、腌制或泡酒，哈尼族、彝族也用其

树皮制作菜肴；梯田生态系统中出产的毛胶薯蓣

（粘黏黏，Ｄｉｏｓｃｏｒｅａ ｓｕｂｃａｌｖａ）可用于制作美味的特色

食品“山药豆腐”；鱼腥草（Ｈｏｕｔｔｕｙｎｉ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是当

地各少数民族最喜欢食用的野菜和调味植物。 蘸

水是哈尼族等当地百姓的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

调味品，其所用的调味植物较多，除了鱼腥草，还有

３ 种木姜子、２ 种辣椒、３ 种唇形科和 ２ 种姜科植物。
来自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食材成就了世界

遗产地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如入选吉尼斯世界纪

录的长街宴等。
２􀆰 ２􀆰 ２　 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一般用于治疗跌打损伤以及消炎等，

如吊石苣苔（Ｌｙｓｉｏｎｏｔｕｓ ｐａｕｃｉｆｌｏｒｕｓ）用于舒经活血，
石柑子（Ｐｏｔｈｏｓ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用于治疗跌打损伤，山菅

（Ｄｉａｎｅｌｌａ ｅｎｓｉｆｏｌｉａ） 用于治疗肚子痛，多毛悬钩子

（Ｒｕｂｕｓ ｌａｓｉｏｔｒｉｃｈｏｓ）用于治疗乳腺炎等。 除了用于

治疗自身的疾病外，村民也采集经济价值较高的药

材到集市上摆摊出售或者卖给固定的草药收购者，
比如翠云草（ Ｓｅｌａｇｉｎｅｌｌａ ｕｎｃｉｎａｔａ）在当地被较多收

购，拥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草果（Ａｍｏｍｕｍ ｔｓａｏｋｏ）、
板蓝（Ｓｔｒｏｂｉｌａｎｔｈｅｓ ｃｕｓｉａ）是哈尼梯田传统农业生态

系统中栽培最多的 ２ 种植物，都具有多种用途，既可

作为日常生计被利用，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 草果

的嫩芽是当地人喜爱的菜肴，果实是著名的南药；
板蓝（马蓝、南板蓝根）一直以来都是当地各民族的

染料植物，也是用途广泛的药用植物。
２􀆰 ２􀆰 ３　 生产资料植物

生产资料植物主要用于编织、包装、制作工具

和用具等。 统计显示，当地有材用植物 ６６ 种，至少

４０ 种用于薪柴。 当地人用桂樱属的云南桂樱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ｉｉ） 和长叶桂樱 （ Ｌａｕｒｏｃｅｒａｓｕｓ
ｄｏｌｉｃｈｏｐｈｙｌｌａ）做刀柄，用酸藤子属的平叶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ｕｎｄｕｌａｔａ） 和肉果酸藤子 （Ｅｍｂｅｌｉａ ｃａｒｎｏ⁃
ｓｉｓｐｅｒｍａ） 的 藤 做 绳 子； 建 房 时 用 到 五 节 芒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ｆｌｏｒｉｄｕｌｕｓ）和白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ａ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
２􀆰 ２􀆰 ４　 其他资源植物

药用植物和食用植物是当地数量最多、不同民

族使用最广泛的 ２ 类植物。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植物

被用作饲料、染色、观赏、香料等，如生长在村寨周

边、林下、箐沟等旁的各类野生植物可作为饲料用

于喂养牲口，猪殃殃（Ｇａｌｉｕｍ ｓｐｕｒｉｕｍ）用于染制米饭

和节日使用的鸡蛋等。
此外，哈尼梯田中还有一些具有生态功能的植

物，主要用于水源涵养、防风、固田埂，对维持梯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 最著名的涵养水

源树种是水冬瓜树（尼泊尔桤木，Ａｌｎｕｓ 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
其在田间地头广泛分布，或与草果、板蓝等构成混

农林系统。 村民也在田埂边刻意种植和保留了柳

属的华西柳（Ｓａｌｉｘ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ｉｓｉｎｅｎｓｉｓ）用于固着田埂，
因为该种植物枝叶稀疏，种在田间不会遮挡其他

作物。

３　 讨论

作为文化景观遗产，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中的梯田和村落往往受到更多关注，而与梯田生

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联系的自然资源，特别是

野生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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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常被忽视。 梯田生态系统的稳定不仅有赖于

气候、地貌、植被和水文等地理要素，也与原住民和

自然资源的长期互动所形成的人地共生体系密不

可分［２４］。 当地丰富的植物多样性构筑了哈尼梯田

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对相关植物的长期采集、管
理和利用承载着独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传统知识

和文化，支撑着当地百姓生计，在维持整个哈尼梯

田复合型农业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推动

遗产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３􀆰 １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维系整体农业生态系统

稳定

　 　 在哈尼族“森林－村寨－梯田－水源”四位一体的

系统格局中，植物资源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要素，它
不仅提供了多样的产品，在民族社区生计发展和自

然资源可持续经营方面发挥着多重作用，同时在保

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安全方面产生了不可

替代的价值。 与此同时，健康稳定的复合型农业生

态系统也保证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丰富和稳定。
在哈尼村落的森林里生长有大量涵养水源能

力极强的阔叶树种，它们构成了复杂多样的生态系

统。 正是这些阔叶树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保证了

哈尼梯田在大旱之年依然能够水源长流。 但因遗

产地人口众多，人地、人林矛盾突出，私挖乱采、乱
砍滥伐等现象时有发生。 同时，因目前退耕还林补

偿少、经济效益较低，导致当地农民种树造林积极

性不高，部分农民甚至为追求经济效益在水冬瓜林

等水源林下套种草果等林下经济作物，或者用杉木

等速生经济林替代水冬瓜林。 还有一些梯田核心

区为发展林下种植，将小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都进

行了清理，仅保留部分高大乔木。 这些人为活动都

严重破坏了生物多样性，极大地影响了森林涵养水

源的能力，导致森林蓄水能力下降；而水源不足会

直接影响水稻种植，部分水田变成了旱地，用来种

植香蕉、除虫菊等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这有违哈

尼梯田可持续性发展的观念，使梯田生态环境保护

压力徒增。 此外，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问题，
以及紫茎泽兰 （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 ａｄｅｎｏｐｈｏｒｕｍ）、飞机草

（ Ｃｈｒｏｍｏｌａｅｎａ ｏｄｏｒａｔａ ）、 肿 柄 菊 （ Ｔｉｔｈｏｎｉ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ｏｌｉａ）、空心莲子草（Ａｌｔｅｒｎａｎｔｈ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ｘｅｒｏｉｄｅｓ）
等多种外来入侵植物也威胁着哈尼梯田生态系统

的安全。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关注植物多样

性的保护工作，强化梯田生态系统的森林植被保

护：可继续通过利用哈尼族崇拜树木和森林的传统

信仰有效地保存和维持森林资源；通过制定地方法

律法规或政策来稳定并扩大水源森林的保护区域；
重视并加强防止外来入侵物种，保护生态系统内部

健康稳定，从而实现梯田农业生态系统稳定运行、
良性循环。
３􀆰 ２　 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动态

保护

　 　 日常生产生活中，当地人对植物的利用方式主

要集中在药用、木材、食用、饲料等不同方面。 植物

与各民族的联系最早源于人们对植物资源的物质

性依赖，随着这种依赖关系的持续紧密发展，植物

对各民族的信仰、行为等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并从社会文化角度建立了认知、利用、保护的互动

体系，从而构成了整个人类生态系统中复杂的人与

植物的关系，影响着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哈尼梯

田生态系统中的植物多样性的管理和利用正是这

种关系的典型体现。 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长期

以农业生产这一核心经济活动动态保持其服务功

能和独特的生态、文化、审美价值［２５］。 而在居住和

耕作之外，野生植物的存在极大丰富了当地居民的

日常生活，为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强化

了遗产地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因此有利于和谐

人地关系的建立和保持，对遗产地聚落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促进作用。
由于受到现代文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植

物和生态知识及其维持体系受到了严重威胁。 目

前，对植物的传统认知和传统知识主要集中在老一

辈人手中，年轻人缺乏相关的知识传承的情况比较

严重。 在城镇化发展和利益需求的驱动下，很多村

寨的轻壮年劳力都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大多不愿像

父辈一样承受繁重而复杂的梯田劳作，因此使得这

些传统知识的传承面临困难。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既要保护梯田、民居、水系、

动植物资源等物质性要素，也要对地方性知识和传

统文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充分尊重当地传统习俗习

惯，保持村民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理解，并强化梯

田农耕文化传承，加强梯田人文环境塑造，尽力保

留紧密的人地互动关系，使村民劳作之余的生活更

丰富而生动。
３􀆰 ３　 民族植物学知识为遗产地乡村振兴提供契机

民族植物学知识源于当地百姓长年累月的实

践经验，常为植物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主要线

索。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长苞白珠（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ｏｌａｔａ）在民族植物学调查中被发现具有类

似冬绿油（ｗｉｎｔｅｒｇｒｅｅｎ ｏｉｌ）的芳香气味，且传统用法

也与消炎相关，故对其精油进行成分分析和抑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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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证实其为优良的天然冬绿油的替代原料植

物，拓宽了冬绿油资源［２６］。 此外，当地多种野菜已

成为人们喜爱的天然、绿色、生态食品，这些植物均

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潜力，有望成为当地产业发展

的灵感源泉，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力。
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传统梯田生态系统的运

行面临着诸多问题，资源、环境保护与村民生计发

展之间的博弈从未停止。 如随着城市里“品味自

然”观念的兴起，野菜需求量大增，当地社区群众在

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进入保护区采集野菜的人数逐

渐增多。 在调查中发现野生药材收购市场生意红

火，对重楼、黄精等 ３０ 多种野生植物资源的需求较

大，导致当地村民除在水源林、风景林采挖外，进入

保护区内采挖的现象愈演愈烈，这种掠夺式采挖是

直接导致保护区某些资源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村民有追求富裕生活的权利，只是在低水平的土地

价值、外来利益驱动和城镇化的现实背景下，边缘

民族地区传统的生计方式呈现出固有的脆弱性［２７］。
无论是从植物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来看，还

是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而言，挖
掘并认知梯田生态系统内植物资源的丰富性和重

要性，对其进行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从外部加

大技术、生产、市场、信息方面的投入，借助好梯田

生态农业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提高当地村民的

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不失为一个有效策略。
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必须重视民族植物学

知识线索，即重视并合理利用地方性知识，发掘具

有开发潜力的自然资源，在维持梯田生态系统的良

性运行的基础上探索地区产业发展新思路、新路

径，从而促进梯田聚落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４　 结论

通过植物分类学、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等

调查手段发现，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植物种

类丰富，达到 １５１ 科 ４４５ 属 ６５１ 种，包括食用植物 ８０
科 ２２６ 种、药用植物 ８９ 科 ２５５ 种，表现出高度的资

源植物物种多样性。 当地百姓拥有十分丰富的管

理和利用植物多样性的传统知识，包括森林和树

木、食用和药用植物、草果和板蓝种植以及薪柴等

方面的知识和文化，应用类别涉及日常生产生活和

梯田保护等诸多方面，资源的多用途、多功能特点

明显。 哈尼族、彝族等对各种植物资源的多种利用

和管理方式体现了当地深厚的植物利用文化和紧

密的人地互动关系。 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及对相关

植物采集利用的地方性知识在维持整个哈尼梯田

农业生态系统稳定、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推动当地

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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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３（２）：
１０２－１１０．］

［１１］ 张丹，闵庆文，何露，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

多样性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 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１６，２４
（４）：４５１－４５９．［ＺＨＡＮＧ Ｄａｎ，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ＨＥ Ｌｕ，ｅｔ ａｌ．Ａｇｒｏ⁃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
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６，２４（４）：４５１－４５９．］

［１２］ ＭＡ Ｎ，ＹＡＮＧ Ｌ，ＭＩＮ Ｑ Ｗ，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ＧＩＡＨ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２（４）：４５３－４６１．

［１３］ 洪正华．擦亮生物多样性红河名片［ Ｊ］ ．社会主义论坛，２０２１
（９）：４－６．［Ｈ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ｈｕａ．Ｐｏ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ｎｇｈｅ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Ｃａｒｄ［Ｊ］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１（９）：４－６．］

［１４］ ＬＩ Ｆ Ｆ，ＧＡＯ Ｊ Ｃ，ＸＵ Ｙ，ｅｔ ａｌ．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ｉｃｅ⁃Ｆｉｓ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２１，２０：１００７６３．

［１５］ 徐福荣，汤翠凤，余腾琼，等．中国云南元阳哈尼梯田种植的稻

作品种多样性［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３４６－３３５７． ［ＸＵ
Ｆｕ⁃ｒｏｎｇ，ＴＡＮＧ Ｃｕｉ⁃ｆｅｎｇ，ＹＵ Ｔｅｎｇ⁃ｑ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Ｒｉｃ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Ｈａｎｉ′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０，３０（１２）：３３４６－３３５７．］

［１６］ 徐福荣，董超，杨文毅，等．利用微卫星标记比较云南元阳哈尼

梯田两个不同时期种植的水稻地方品种的遗传多样性［ Ｊ］ ．中
国水稻科学，２０１１，２５（４）：３８１－３８６．［ＸＵ Ｆｕ⁃ｒｏｎｇ，ＤＯＮＧ Ｃ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ｉｎ Ｈａｎｉ′ 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ｉ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 ２５ （ ４ ）：
３８１－３８６．］

［１７］ 马孟莉，郑云，周晓梅，等．云南哈尼梯田红米地方品种遗传多

样性分析 ［ Ｊ］ ． 作物杂志， ２０１８ （ ５）： ２１ － ２６． ［ ＭＡ Ｍｅｎｇ⁃ｌｉ，
ＺＨＥＮＧ Ｙｕｎ，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ｍｅｉ，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ｉ′ｓ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ｒｏｐｓ，２０１８（５）：２１－２６．］

［１８］ 何柳，宋英杰，龙春林．哈尼梯田水稻农家品种遗传多样性的

原生境保护研究进展［ Ｊ］ ．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８７－

９４．［ＨＥ Ｌｉｕ，ＳＯＮＧ Ｙｉｎｇ⁃ｊｉｅ，ＬＯ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ｅｎｅｔ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ｃｅ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ｓ ｉｎ Ｙｕａｎｙａｎｇ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８７－９４．］

［１９］ 朱太平，刘亮，朱明．中国资源植物［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０．［ ＺＨＵ Ｔａｉ⁃ｐｉｎｇ，ＬＩＵ Ｌｉａｎｇ，ＺＨＵ Ｍ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１０．］

［２０］ ＬＵＯ Ｂ Ｓ，ＬＩＵ Ｂ，ＺＨＡＮＧ Ｈ Ｚ，ｅｔ ａｌ．Ｗｉｌｄ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ｎｉ ｆｒｏｍ Ｔｅｒｒａｃｅｄ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ｙ Ａｇ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ｏｎｇｈｅ Ｐｒｅ⁃
ｆｅｃｔｕｒｅ，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１５（１）：５６．

［２１］ 王洁如，龙春林．基诺族传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 Ｊ］ ．
云南植物研究，１９９５，１７（２）：１６１－ １６８． ［ＷＡＮＧ Ｊｉｅ⁃Ｒｕ，ＬＯＮＧ
Ｃｈｕｎ⁃Ｌｉｎ．Ｅｔｈｎｏ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ｉｂｌｅ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ｆ Ｊｉｎ⁃
ｕ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Ｊ ］ ． Ａｃｔａ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 Ｙｕｎｎａｎｉｃａ， １９９５， １７ （ ２ ）：
１６１－１６８．］

［２２］ 许建初．云南金平分水岭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报告集

［Ｍ］．昆明： 云 南 科 技 出 版 社， ２００２： ５ － ４４． ［ ＸＵ Ｊｉａｎ⁃ｃｈｕ．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Ｆｅｎｓｈｕｉｌ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Ｊｉｎｐ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 Ｍ］．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５－４４］

［２３］ 许建初．云南绿春黄连山自然保护区［Ｍ］．昆明：云南科技出版

社，２００３：１１９－２１３． ［ＸＵ Ｊｉａｎ⁃ｃｈｕ．Ｈｕａｎｇｌｉａｎｓｈ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ｆ Ｌüｃｈｕｎ，Ｙｕｎｎａｎ ［Ｍ］．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１１９－２１３．］

［２４］ 张新梅．世界遗产视野下哈尼梯田的多重价值与保护方法研

究［Ｄ］．昆明：云南师范大学，２０２１．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ｍ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１．］

［２５］ 闵庆文．哈尼梯田的农业文化遗产特征及其保护［ Ｊ］ ．学术探

索，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４，２３．
［２６］ ＬＵＯ Ｂ Ｓ，ＫＡＳＴＲＡＴ Ｅ，ＭＯＲＣＯＬ Ｔ，ｅｔ ａｌ．Ｇａｕｌｔｈｅｒｉａ Ｌｏｎｇｉｂｒａｃｔｅ⁃

ｏｌａｔａ，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Ｗｉｎｔｅｒｇｒｅｅｎ Ｏｉｌ ［ Ｊ ］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１，３４２：１２８２４４．

［２７］ 周宗俊，保继刚，翁时秀．梯田保护利用的演化逻辑及外力影

响因素：以元阳哈尼梯田为例［ Ｊ］ ．热带地理，２０２１，４１（ ２）：
３８８－ ３９７． ［ ＺＨＯＵ Ｚｏｎｇ⁃ｊｕｎ， ＢＡＯ Ｊｉ⁃ｇａｎｇ， ＷＥＮＧ Ｓｈｉ⁃ｘｉｕ．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ｓ［Ｊ］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２１，４１（２）：３８８－３９７．］

作者简介： 张晴（１９９７—），女，北京市人，主要从事民族植物

学研究。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ｌｓｅｙｚｑ＠ １６３．ｃｏｍ

（责任编辑： 陈　 昕）

附录

附件 １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中的主要资源植物编目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１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ｕｓｅｆｕｌ ｐｌ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ａｎｉ ｔｅｒｒａｃ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ｅ．ａｃ．ｃｎ ／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 ｆｉｌｅ ／ ２０２２１０１１ ／ ２０２２１０１１１６０４３．８０６．ｐｄｆ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２， ３８ （１０）： １２６５－１２７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６－１６
基金项目：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青年基金（ＣＢＡＳ２０２２ＤＦ００１）； 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项目（２０２１１１９）；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未来之星”人才计划项目（２０２０ＫＴＹＷＬＺＸ０８）
①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 ｙｅｈｃ＠ ａｉｒｃａｓ．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１９７４１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８３１．２０２２．０６００
孙忠祥，胡泽学，叶回春，等．ＭａｘＥｎｔ 与遥感技术在草原蝗虫灾害风险监测中的应用： 以东乌珠穆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为例［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

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１０）：１２６５－１２７２．
ＳＵＮ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 Ｚｅ⁃ｘｕｅ，ＹＥ Ｈｕｉ⁃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ｏｃｕｓ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０）：１２６５－１２７２．

ＭａｘＥｎｔ 与遥感技术在草原蝗虫灾害风险监测中的应用：
以东乌珠穆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为例

孙忠祥１， 胡泽学１， 叶回春２，３①， 黄文江２，３， 额尔登其木格４， 张 　 莹１ 　 （１􀆰 中国农业博物馆，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６；
２􀆰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３􀆰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４； ４􀆰 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草原工作站， 内蒙古 锡林郭勒　 ０２６０００）

摘要： 东乌珠穆沁旗游牧生产系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生态、经济、景观、技术和文化价值，
然而近年来当地饱受蝗虫灾害的影响，草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 该研究选取东乌珠穆沁旗为研究

区，以草原蝗虫为风险因子，结合草原蝗虫生长特性，基于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构建基于遥感、土壤、植被和地形

的草原蝗虫发生风险指标体系，分析不同生境因子对草原蝗虫发生的影响，对草原蝗虫发生风险区进行提取并分

级。 结果表明：模型模拟结果良好，平均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ＡＵＣ）为 ０􀆰 ８２６；草原蝗虫发生风险的主要

影响因子为孵化期地表温度、生长期地表温度和产卵期降水；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嘎达布其镇，面积为 ９２０ ｋｍ２。
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东乌珠穆沁旗游牧生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也可为其他草原类农业文化遗产灾害风险

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 农业文化遗产； 东乌珠穆沁旗游牧生产系统； 遥感； 草原蝗虫； 最大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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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 Ｂａｎｎｅｒ；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ｏｄｅｌ

　 　 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游牧生产

系统以东乌旗全境为遗产地范围，以蒙古族传统

“冬春－夏秋，逐水草而居”的四季游牧生产生活方

式为特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以牧民－牲
畜（五畜）－草原（河流）为主体的游牧生产系统，孕
育出辽阔淳朴的游牧文化。 东乌旗游牧生产系统

于 ２０２１ 年被认定为第 ６ 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１］，然而当地尚欠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

护重要性的认识，农业文化遗产在促进乡村振兴、
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潜在价值还未得到

充分发挥［２］。 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超载过牧等因

素的影响，蝗虫逐渐成为最频繁和最具破坏性的草

原灾害之一［３］，且蝗虫种群高度集中在东乌旗游牧

生产系统内。 据相关研究，东乌旗 ７０％以上的可利

用草场遭受了蝗虫灾害，这给畜牧业带来致命性的

打击［４］。 另外，由于长期存在的“重农轻草”思想，
当下关于农业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农

田方面，对草原及草原灾害的关注较少［５］。 因此，
亟须明确东乌旗草原的蝗虫发生风险区域，提出相

应的保护措施，保障东乌旗游牧生产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
目前关于蝗虫发生风险区域提取方法主要有 ２

类：一类是筛选与蝗虫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气候和

土壤等要素作为指标，划分不同的生态适生区［６－７］；
另一类是建立物种生态适宜性评估模型，依据蝗虫

实际分布点，结合其生境因子评估物种适宜性［８］。
相比前者，后者的结果更加客观，可避免因研究尺

度不同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 其中，基于最大熵原

理建立的最大熵模型（ＭａｘＥｎｔ）对已有分布样本数

据的数量要求低且预测精度高，已广泛用于物种分

布的预测研究［９－１０］。 目前我国仅少数研究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评价了蝗虫的气候和生态适宜性，这些

研究在选择生境因子时多考虑气候和土壤因

素［８，１１］，对蝗虫生态适宜性的研究多为小尺度。 因

此，有必要融合气候、植被、土壤和遥感等多源数据

高精度评估草原蝗虫的发生风险，为保护草原类农

业文化遗产提供支撑。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

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与助力，实地观测、遥感和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其成熟的监测手段为农业文化

遗产系统中景观要素的监测提供了技术方法

支撑［１２－１５］。

笔者以东乌旗游牧生产系统为研究区，收集并

整理地面调查数据，包括抽样样点的地理位置、蝗
虫发生面积和密度，探究草原蝗虫关键生境因子的

遥感可反演性，对蝗虫发生区的关键生境因子进行

遥感反演，结合植被类型、海拔、土壤类型和蝗虫地

面观测等数据，在地统计学等技术手段辅助下实现

星地多源数据的信息融合，获取满足高时空分辨率

的数据源；结合最大熵模型对东乌旗草原蝗虫发生

风险区进行提取，确定草原蝗虫发生的关键生境因

子；对东乌旗草原蝗虫发生风险分级并提取，探讨

不同风险区的保护对策。 研究结果有利于更好地

保护东乌旗游牧生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是生态草

原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为其他草原类农业文

化遗产灾害风险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东乌旗位于内蒙古正北方，东邻兴安盟、通辽

市和赤峰市，南接锡林浩特市，北与蒙古国接壤，国
境线长 ５２７􀆰 ６ ｋｍ，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冬季寒

冷风大，夏季水热同期，北部为低山丘陵，南部为盆

地，地处乌珠穆沁草原［１６］（图 １）。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与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

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９）３３３３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１　 东乌珠穆沁旗游牧生产系统地理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乌珠穆沁草原是亚洲东部草原亚区保存比较

完整的天然草甸草原，草原生物多样性突出，植被

类型多样，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生态环

境。 通过现场调研发现，东乌旗主要蝗虫成灾种包

括毛足棒角 蝗 （ Ｄａｓｙｈｉｐｐｕｓ ｂａｒｂｉｐｅｓ ）、 宽 须 蚁 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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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ｒｍｅｌｅｏｔｅｔｔｉｘ ｐａｌｐａｌｉｓ）、 鼓翅皱膝蝗 （ Ａｎｇａｒａｃｒｉｓ
ｂａｒａｂｅｎｓｉｓ）、白边痂蝗（Ｂｒｙｏｄｅｍａ ｌｕｃｔｕｏｓｕｍ）和亚洲

小车蝗（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ｄｅｃｏｒ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表 １）。 其中，亚
洲小车蝗占整个蝗虫种群的 ５０％ ～ ６０％，严重时达

９０％以上。 亚洲小车蝗趋光性强，其习性与飞蛾相

似，常爆发成灾［１７］。 东乌旗草原蝗虫在 ７—９ 月产

卵，冬季（１—２ 月）停留在土壤中，直到翌年 ４—５ 月

孵化， ６ 月生长成熟。 因此，将东乌旗草原蝗虫生

育期分为 ４ 个阶段：产卵期（７—９ 月）、越冬期（１—２
月）、孵化期（４—５ 月）和生长期（６ 月）。

表 １　 东乌旗草原主要蝗虫的生物学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物种 种类 孵化时间 成虫时间 分布 食性

毛足棒角蝗 早期种 ４ 月中下旬 ６ 月中下旬 羊草和大针茅草原 禾本科牧草

宽须蚁蝗 早期种 ５ 月中上旬 ６ 月下旬—７ 月下旬 典型草原 禾本科牧草、豆科、菊科等

鼓翅皱膝蝗 早期种 ５ 月上旬 ７ 月中下旬 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禾本科牧草、豆科、菊科等

白边痂蝗 早期种 ５ 月中上旬 ７ 月中上旬 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禾本科牧草、豆科、菊科等

亚洲小车蝗 中期种 ５ 月下旬 ７ 月中下旬 典型草原 禾本科牧草、豆科、菊科等

１􀆰 ２　 数据来源

研究所选取的草原类型数据来自 １ ∶ １００ 万中

国植被图，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科学数据中心

提供；土壤类型数据来自 １ ∶ １００ 万中国土壤图，由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提供；高程数据来自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３ 数据，该数据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 平台

获得。 蝗 虫 生 境 的 温 度 和 降 水 数 据 来 源 于

ＭＯＤ１１Ａ２ Ｖ６ 的 ８ ｄ 平均陆地表面温度 （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ＳＴ） 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ｆｒａＲｅｄ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ＣＨＩＲＰＳ）的

３０ 多 ａ 再分析降水数据。 蝗虫生境的植被状况数

据来源于 ＭＯＤ１３Ａ２ Ｖ６ 计算的归一化差异植被指

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各
生育期遥感数据从 Ｇｏｏｇｌ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 平台获得，
共计 ６ 种生境因子，详细参数见表 ２。

研究区地理信息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７ 年国家

１ ∶ １００ 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数据为矢量格式，由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东乌旗草原蝗虫发

生数据由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草原工作站提

供。 东乌旗草原蝗虫调查在 ２０２０ 年 ６—８ 月进行，
当草原蝗虫密度＞１５ 只·ｍ－２时，该地点被标记为蝗

虫分布点。 基于 ２０２０ 年草原蝗虫调查数据，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具体点位分布如

图 ２ 所示。

表 ２　 东乌旗草原蝗虫生境因子

Ｔａｂｌｅ 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数据类型 生境因子 缩写 分辨率 单位 数据来源

静态因子 土壤类型 ＳＴ １ ∶ １００ 万 中国土壤图

草原类型 ＧＴ １ ∶ １００ 万 中国植被图

海拔高度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３０ ｍ ｍ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Ｖ３

遥感因子 地表温度 ＬＳＴ １ ０００ ｍ ℃ ｈｔｔｐｓ：∥ｌ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ｏｄ１１ａ２ｖ００６ ／
降水　 　 ＲＰ ０．０５° ｍｍ·ｄ－１ ｈｔｔｐｓ：∥ｃｈｃ．ｕｃｓｂ．ｅｄｕ ／ ｄａｔａ ／ ｃｈｉｒｐｓ
植被长势 ＮＤＶＩ １ ００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ｌｐｄａａｃ．ｕｓｇｓ．ｇｏｖ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ｍｏｄ１３ａ２ｖ００６ ／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

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３􀆰 ４􀆰 １ 进行模拟，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的一

般公式为

Ｐｗ（ｙ ｜ ｘ） ＝ １
Ｚｗ（ｘ）

ｅｘｐ ∑
ｎ

ｉ ＝ １
ｗ ｉ ｆｉ（ｘ，ｙ）[ ] ， （１）

Ｚｗ（ｘ） ＝ ∑
ｙ

ｅｘｐ ∑
ｎ

ｉ ＝ １
ｗ ｉ ｆｉ（ｘ，ｙ）[ ] 。 （２）

式（１） ～ （２）中，ｘ 为输入环境变量；ｙ 为东乌旗蝗虫

发生区域的地理位置； ｆｉ（ｘ，ｙ） 为特征函数； ｗ ｉ 为特

征函数的权重；ｎ 为数据集的数量；Ｚｗ（ｘ）为环境变

量的权重函数； Ｐｗ（ｙ ｜ ｘ） 为东乌旗蝗虫的适宜

性［１８］。 采用子抽样复制运行的方式，随机抽取 ７０％
的样本点作为训练数据集，其余 ３０％作为测试数据

集。 收敛阈值被设定为 １０－５，当每次迭代的对数损

失低于收敛阈值时，训练将停止。 预测分布所选择

的输出格式为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其值为概率（在 ０ ～ １ 之间），
可以解释为相对适宜性［１９］。
１􀆰 ３􀆰 ２　 ＭａｘＥｎｔ 验证

为了确定最佳模型，使用测试数据的接受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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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ＡＵＣ）来评估模型的质量。
ＡＵＣ 值在 ０􀆰 ５ ～ １􀆰 ０ 之间，随机模型的 ＡＵＣ 值为

０􀆰 ５，完美模型的 ＡＵＣ 值为 １［８－９］。 根据 ＡＵＣ 值对

不同模型的表现进行分类：０􀆰 ５ ～ ０􀆰 ６，失败；＞０􀆰 ６ ～
０􀆰 ７，差；＞０􀆰 ７ ～ ０􀆰 ８，一般；＞０􀆰 ８ ～ ０􀆰 ９，良好；＞０􀆰 ９ ～
１􀆰 ０，极好。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与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９）３３３３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东乌旗各乡镇草原蝗虫发生点位

Ｆｉｇ􀆰 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ｕｓ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２０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ｅａｃｈ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１􀆰 ３􀆰 ３　 生境因子筛选

优先筛选合适的指标进行建模，土壤类型、草
原类型和海拔等静态生境因素会影响蝗虫生境的

时空分布特征［６］。 研究选取的遥感因子包括地表

温度、降水和植被长势，主要影响蝗虫发生的时间

变化［２０－２１］。 针对东乌旗草原蝗虫的不同生育期，计
算不同生育期的遥感因子。

初始模型构建过程中选择 ＭａｘＥｎｔ 软件中的刀

切法检验（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ｔｅｓｔ）来测定环境变量对模型预

测的贡献大小，以此剔除对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预测结果贡

献较 小 的 环 境 变 量， 对 贡 献 较 大 的 因 子 进 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减小因子自相关性，提高模型

模拟精度。 在此基础上重建草原蝗虫分布的最大

熵模型，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准确性评价［１１］。 刀切法

检验使用 ＭａｘＥｎｔ 软件，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使用 Ｒ
语言完成。
１􀆰 ３􀆰 ４　 发生风险分区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输出结果为草原蝗虫在研究区域

的存在概率，数据为 ＡＳＣⅡ格式，首先使用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的 ＡｒｃＴｏｏｌｂｏｘ 格式转换工具，将该数据转为

Ｒａｓｔｅｒ 格式，使该结果可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中显示，而
后使用“提取分析”功能得到蝗虫在研究区的存在

概率分布图［２２］。 ＭａｘＥｎｔ 软件模拟输出的结果值在

０～１ 之间，值越接近 １ 表示物种越可能存在。 参考

ＩＰＣＣ 报告关于评估可能性的划分方法［２３］，结合草

原蝗虫的实际情况，利用“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功能，划分分

布值等级及相应分布范围，并使用不同颜色表示，
存在概率划分标准为：＜ ０􀆰 ０５ 为低风险区；０􀆰 ０５～

＜０􀆰 ３３ 为中等偏低风险区；０􀆰 ３３～ ＜０􀆰 ６６ 为中等偏高

风险区；≥０􀆰 ６６ 为高风险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生境因子筛选

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法计算所有生境因子

间的相关性，以消除共线性对模型建模过程和结果

解释的影响，生境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０􀆰 ８，则认为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８］。 图 ３ 表明，
所有生境因子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未超过 ０􀆰 ８，因
此选定上述 ６ 种环境变量来对草原蝗虫的分布进行

模拟。
２􀆰 ２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精度测试

以 ＡＵＣ 为评价指标，选择具有最佳参数组合的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来预测东乌旗草原蝗虫的适生区。 红

色（训练）线表示模型对训练数据的拟合程度，蓝色

（测试）线表示模型对测试数据的拟合程度，是对模

型预测能力的真正测试。 每个参数组合的结果都

是 １０ 次重复的平均值。 评估结果显示，ＭａｘＥｎｔ 模
型 ＡＵＣ 值为 ０􀆰 ８２６，表明该模型很适合模拟东乌旗

草原蝗虫的潜在分布（图 ４）。
２􀆰 ３　 东乌旗草原发生风险分布

提取结果表明，东乌旗草原蝗虫的低风险区、
中等偏低风险区、中等偏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的面

积分别为 １０ ９８２、２０ ０９４、７ ４９４ 和 １ ４２６ ｋｍ２，分别占

全旗面积的 ３２􀆰 ４９％、３７􀆰 ０６％、２６􀆰 ７０％和 ３􀆰 ７５％。
其中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嘎达布其镇，面积为

９２０ ｋｍ２，占高风险区的 ６４􀆰 ５２％；中等偏高区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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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萨麦苏木、嘎达布其镇、阿拉坦合力苏木、额吉

淖尔 镇， 面 积 为 ６ ５３３ ｋｍ２， 占 中 等 偏 高 区 的

８７􀆰 １８％；中等偏低区主要分布在额吉淖尔镇、道特

淖尔镇、呼热图淖尔苏木、萨麦苏木和嘎海乐苏木，
面积为 １６ ０２３ ｋｍ２，占中等偏低区的 ７９􀆰 ７４％；低风

险区主要分布在哈拉盖图农场、贺斯格乌拉农牧

场、呼热图淖尔苏木和满都胡宝拉格镇，面积为

８ ０９５ ｋｍ２，占低风险区的 ７３􀆰 ７１％（图 ５）。

ＳＲＰ、ＳＬＳＴ 和 ＳＮＤＶＩ 分别代表产卵期的降水、地表温度和植被长势；

ＯＲＰ、ＯＬＳＴ 和 ＯＮＤＶＩ 分别代表越冬期的降水、地表温度和植被长势；

ＩＲＰ、ＩＬＳＴ 和 ＩＮＤＶＩ 分别代表孵化期的降水、地表温度和植被长势；

ＧＲＰ、ＧＬＳＴ 和 ＧＮＤＶＩ 分别代表生长期的降水、地表温度和植被长势；

ＶＴ、ＳＴ 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分别代表植被类型、土壤类型和海拔高度。

图 ３　 不同生境因子间的相关系数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图 ４　 东乌旗草原蝗虫生境适宜性模型的 ＡＵＣ 曲线

Ｆｉｇ􀆰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ＵＣ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 ４　 影响蝗虫分布的主要生境因子

贡献率是指每个生境因子对模型的贡献，数值

越大，该因子对模型的贡献就越大。 置换重要性是

指训练样本点生境因子的随机替换。 减少值越高，
替换百分比越高，模型对该变量的依赖性就越高。
根据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方法，各生境因子贡献率最高的是孵

化期地表温度（ ＩＬＳＴ，２３􀆰 ４％）、产卵期降水（ ＳＲＰ，
２３􀆰 １％）、生长期植被长势（ＧＮＤＶＩ，１４􀆰 ２％）、生长期

地表 温 度 （ ＧＬＳＴ， １０􀆰 ３％）、 生 长 期 降 水 （ ＧＲＰ，
８􀆰 ６％）和产卵期植被长势（ＳＮＤＶＩ，４􀆰 ４％）。 置换重

要性最高的是孵化期地表温度（ＩＬＳＴ，３９􀆰 ６％）、生长

期地表温度 （ ＧＬＳＴ，２２􀆰 ９％）、生长期降水 （ ＧＲＰ，
１１􀆰 ２％）、孵化期降水（ ＩＲＰ，７􀆰 ５％）、孵化期植被长

势 （ ＩＮＤＶＩ， ６􀆰 ７％） 和产卵期植被长势 （ ＳＮＤＶＩ，
４􀆰 ０％）（表 ３）。 综合考虑到贡献率和置换重要性，
ＩＬＳＴ、ＧＬＳＴ、ＳＲＰ、ＧＲＰ、ＧＮＤＶＩ 和 ＩＮＤＶＩ 这 ６ 个生

境因子被选为影响蝗虫分布的主要因素。

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与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ＧＳ（２０１９）３３３３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 ５　 东乌旗草原蝗虫发生风险分布

Ｆｉｇ􀆰 ５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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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影响东乌旗蝗虫分布的环境变量贡献百分率和置换

重要性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ｕｓｔ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Ｕｊｉｍ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变量 贡献率 ／ ％ 置换重要性 ／ ％

孵化期地表温度（ＩＬＳＴ） ２３􀆰 ４ ３９􀆰 ６
产卵期降水（ＳＲＰ） ２３􀆰 １ １􀆰 ４
生长期植被长势（ＧＮＤＶＩ） １４􀆰 ２ ０􀆰 ７
生长期地表温度（ＧＬＳＴ） １０􀆰 ３ ２２􀆰 ９
生长期降水（ＧＲＰ） ８􀆰 ６ １１􀆰 ２
孵化期植被长势（ＩＮＤＶＩ） ４􀆰 ４ ６􀆰 ７
产卵期植被长势（ＳＮＤＶＩ） ４􀆰 ３ ４􀆰 ０
海拔高度（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４􀆰 ０ １􀆰 ３
越冬期降水（ＯＲＰ） ３􀆰 ０ １􀆰 ０
孵化期降水（ＩＲＰ） １􀆰 ９ ７􀆰 ５
越冬期地表温度（ＯＬＳＴ） １􀆰 ０ ０􀆰 ３
产卵期地表温度（ＳＬＳＴ） ０􀆰 ９ ０􀆰 ２
植被类型（ＶＴ） ０􀆰 ５ ２􀆰 １
土壤类型（ＳＴ） ０􀆰 ３ １􀆰 １
越冬期植被长势（ＯＮＤＶＩ） ０􀆰 １ ０

２􀆰 ５　 主要生境因子响应分析

图 ６ 显示了 ６ 个主要生境因子的响应曲线。 在

孵化期和生长期，蝗虫发生风险随着地表温度的增

加而增加。 这是因为孵化期和生长期是蝗虫生长

最为迅速的阶段，此期气温每升高 １ ℃，蝗虫的生理

生化速率约提高 ９􀆰 ８％，采食量也有明显增加［２０］。
产卵期蝗虫发生风险与降水呈负相关，生长期降水

在 ３􀆰 ０ ｍｍ·ｄ－１时最适合蝗虫生长，超过这一范围

蝗虫发生风险与降水呈负相关，可能是因为蝗虫卵

长期浸泡在温暖潮湿的土壤中会发霉，从而降低蝗

虫的孵化率［２４］。 孵化期和生长期蝗虫发生风险随

植被指数的增加而减少，可能是因为当植被指数过

高时，植被覆盖度过大，地面温度较低，蝗虫取食、
活动受到限制［２５］。

３　 讨论

草原蝗虫的爆发成灾对东乌旗游牧生产系统

农业文化遗产的危害主要体现在 ３ 个方面：（１）生

态方面，东乌旗草原具有遗传资源与生物多样性、
水土保护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 草原蝗虫灾害使

草原生态环境发生不可逆转的恶化，对生态造成巨

大破坏。 近年草原蝗虫灾害此起彼伏，致使部分地

区寸草不留，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虫进人退”的现

象，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２）经济方面，草原

蝗虫持续大面积发生，近 ５ ａ 东乌旗年均蝗虫危害

面积达 １ １８１􀆰 ３３ ｋｍ２，牧草损失与大面积防控给农

牧业生产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加之财政补助和

地方自筹能力有限，使得草原虫害年均防治比例不

高，害虫残留基数和越冬基数较高，为翌年发生留

下隐患，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３）文化方面，东乌旗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草原丝绸之

路的重要枢纽之一。 近年来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

益，草原放牧强度较大，草原蝗虫频发加速了草地

的退化沙化，从而破坏了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核

心理念。

各生境因子的中文含义见表 ４。

图 ６　 模型预测中的主要生境因子的响应曲线

Ｆｉｇ􀆰 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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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研究综合土壤、 植被和遥感数据， 利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型预测东乌旗草原蝗虫的发生风险。 基

于以上研究，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以实现东乌珠穆

沁旗游牧生产系统的动态保护。
（１）由于草原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近年来政府

追求经济增长时容易造成生态、文化和社会价值的

缺失，而且对草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较缺

乏［２６］。 因此，在遗产保护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合理控制放牧强度，尤其是在草原蝗虫高风险区如

嘎达布其镇，需减少由放牧过度导致的草原退化。
（２）由于研究区地广人稀，基层保护人员紧缺，

在遥感等数据获取处理方面存在技术短板，因此应

建立基层与科技支撑部门的快速对接通道，通过遥

感数据对草原蝗虫关键生境因子实时监测，重点关

注草原蝗虫孵化期和生长期的温度变化，在温度较

高的年份加强防控力度。
（３）由于农业文化遗产本身的复杂性，遥感与

ＧＩＳ 技术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应用是一项长期

复杂的工作，需各相关行业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

努力，以充分发挥遥感与 ＧＩＳ 技术在农业文化遗产

开发、管理、保护、宣传和创新中的优势和使用

价值［１５］。
（４）与其他文化遗产类资源相比，农业文化遗

产更强调系统性、动态性以及遗产地社区的主体

性。 牧民是遗产地草原文化、知识与技术体系、生
物多样性、民俗与饮食文化等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一些地区“空心化”严重，存在

文化不自信、发展前景不明朗等问题，面对这些问

题，可以通过欣赏式探询这一手段将问题研究转变

为关注组织的积极方面，更大程度上提高牧民保护

农业文化遗产的积极性［２７］。
该研究所选取的生境因子及研究方法具有一

定的普适性，研究结果有助于当地及其他草原地区

植保部门提高防控效率，对于减少农药使用量、蝗
虫风险发生强度和生态保护方面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但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问题的复杂性，该研

究尚有如下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１）研究只是利

用短时序的蝗虫发生数据提取了适生区，未进行长

时间序列的监测分析。 （２）对影响因素及风险因子

的选择是有限的，没有考虑鼠害、放牧强度和防治

情况等因素。 （３）关于草原蝗虫对农业文化遗产的

危害关系部分缺乏定量分析，需进一步收集数据，
完善研究方法，通过多因素综合分析，明确草原蝗

虫和其他因素与农业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作用

机制。

４　 结论

（１ ） ＭａｘＥｎｔ 模 拟 结 果 良 好， 平 均 ＡＵＣ 值

为 ０􀆰 ８２６。
（２）决定草原蝗虫发生风险的主要影响因子为

孵化期地表温度、生长期地表温度和产卵期降水。
（３）在孵化期和生长期，蝗虫发生风险随着地

表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在产卵期，蝗虫发生风险与

降水呈负相关，生长期降水在 ３􀆰 ０ ｍｍ·ｄ－１时最适

宜蝗虫生长，超过这一范围蝗虫发生风险与降水呈

负相关。 在孵化期和生长期，蝗虫发生风险随植被

指数的增加而减少。
（４）嘎达布其镇草原蝗虫发生风险等级较高，

需密切关注该地蝗虫发育情况，做到早防早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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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王茹琳，李庆，封传红，等．基于 ＭａｘＥｎｔ 的西藏飞蝗在中国的适

生区预测［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８５５６ － ８５６６． ［ＷＡＮＧ
Ｒｕ⁃ｌｉｎ，ＬＩ Ｑｉｎｇ，Ｆ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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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ｕｓｔａ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 Ｔｉｂｅｔｅｎ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ｘ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Ｊ］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８５５６－８５６６．］

［９］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 Ｊ，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Ｒ Ｐ，ＳＣＨＡＰＩＲＥ Ｒ Ｅ．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
ｔｒｏｐｙ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９０（３ ／ ４）：２３１－２５９．

［１０］ 郭彦龙，赵泽芳，乔慧捷，等．物种分布模型面临的挑战与发展

趋势［Ｊ］ ．地球科学进展，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１２９２－１３０５．［ＧＵＯ Ｙａｎ⁃
ｌｏｎｇ，ＺＨＡＯ Ｚｅ⁃ｆａｎｇ，ＱＩＡＯ Ｈｕｉ⁃ｊｉｅ，ｅｔ ａｌ．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５（１２）：１２９２－１３０５．］

［１１］ 郭安红，王建林，王纯枝，等．内蒙古草原蝗虫发生发展气象适

宜度指数构建方法［ Ｊ］ ．气象科技，２００９，３７（１）：４２－４７．［ＧＵＯ
Ａｎ⁃ｈｏ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ｌｉｎ，ＷＡＮＧ Ｃｈｕｎ⁃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Ｊ］ ．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３７
（１）：４２－４７．］

［１２］ ＳＨＩ Ｙ， ＨＵＡＮＧ Ｗ Ｊ， ＤＯＮＧ Ｙ Ｙ，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Ｌｏｃｕｓ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ｅｒｉｅ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２１８：２８０－２９０．

［１３］ 饶滴滴，刘某承，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景观要素分析的

思考［Ｊ］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２０１９，４（１１）：５３－５６．［ＲＡＯ Ｄｉ⁃
ｄｉ，ＬＩＵ Ｍｏｕ⁃ｃｈｅｎｇ，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２０１９，４（１１）：５３－５６．］

［１４］ 刘洁．基于遥感和 ＧＩＳ 的世界文化遗产风险综合研究［Ｄ］．北
京：中国科学院大学，２０１９．［ ＬＩＵ Ｊ．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ＩＳ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

［１５］ 胡最，闵庆文．构建农业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概念框架探讨

［Ｊ］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２０２１，２３（９）：１６３２－ １６４５． ［ ＨＵ Ｚｕｉ，
ＭＩＮ Ｑｉｎｇ⁃ｗｅ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ｉｇｉ⁃
ｔ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２３（９）：１６３２－１６４５．］

［１６］ 宋梦龙，颜涛，张海龙，等．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的东乌珠穆沁旗生

态演变分析［Ｊ］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２０２１（１１）：５８－６１．［ＳＯＮＧ
Ｍｅｎｇ⁃ｌｏｎｇ， ＹＡＮ Ｔ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ｏｎｇｗｕｚｈｕｍｕｑｉｎ Ｂａｎｎ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Ｄａｔａ［ Ｊ］ ．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１
（１１）：５８－６１．］

［１７］ 周建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蝗灾防治研究［Ｄ］．北京：中国

农业科学院，２００７． ［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Ｘｉｌｉｎｇｕｏｌ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

［１８］ ＮＩＮＧ Ｓ Ｙ，ＷＥＩ Ｊ Ｆ，ＦＥＮＧ Ｊ 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ｎｉｏｎ Ｍａｇｇｏｔ，Ｄｅｌｉａ
Ａｎｔｉｑｕａ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ｉｃｈ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７，１２（２）：ｅ０１７１１９０．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Ｙ Ｒ，ＤＯＮＧ Ｙ Ｙ，ＨＵＡＮＧ Ｗ Ｊ，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ｗ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ｌｌ Ａｒｍｙｗｏｒｍ （Ｓｐｏｄｏｐｔｅｒａ Ｆｒｕｇｉｐｅｒｄａ）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 Ｉｎｓｅｃｔｓ，２０２０，
１１（１１）：８０５．

［２０］ 倪绍祥．环青海湖地区草地蝗虫遥感监测与预测［Ｍ］．上海：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４９ ［ ＮＩ Ｓｈａｏ⁃ｘｉａ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Ｍ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２：４９．］

［２１］ 张显峰，饶俊峰，潘一凡．基于遥感的新疆蝗虫灾害渐进式修

正预测方法 ［ Ｊ］ ．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１ （ １１）： ２０２ － ２０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ｆｅｎｇ，ＲＡＯ Ｊｕｎ⁃ｆｅｎｇ，ＰＡＮ Ｙｉ⁃ｆ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ｎｇｅｌａｎｄ Ｌｏｃｕｓｔ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ｍｏｔｅｌｙ Ｓｅｎｓｅｄ Ｄａｔａ［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１（１１）：２０２－２０８．］

［２２］ 应凌霄，刘晔，陈绍田，等．气候变化情景下基于最大熵模型的

中国西南地区清香木潜在分布格局模拟［ Ｊ］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１６，２４（４）：４５３－４６１． ［ＹＩＮＧ Ｌ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Ｕ Ｙｅ，ＣＨＥＮ Ｓｈａｏ⁃
ｔｉａｎ，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ｉｓｔａｃｉａ Ｗｅｉｎｍａｎ⁃
ｎｉｆｏｌｉａ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
ｍｕｍ⁃Ｅｎｔｒｏｐｙ（Ｍａｘ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Ｊ］ ．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２４
（４）：４５３－４６１．］

［２３］ 段居琦，周广胜．中国水稻潜在分布及其气候特征［ Ｊ］ ．生态学

报，２０１１， ３１ （ ２２）： ６６５９ － ６６６８． ［ ＤＵＡＮ Ｊｕ⁃ｑｉ， ＺＨＯＵ Ｇｕ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３１（２２）：６６５９－６６６８．］

［２４］ 白月明，刘玲，高素华．草原蝗虫气象监测预测与防御对策研

究［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１３：６８．［ＢＡＩ Ｙｕｅ⁃ｍｉｎｇ，ＬＩＵ Ｌｉｎｇ，
ＧＡＯ Ｓｕ⁃ｈｕ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ｇｒａｓｓｈｏｐｐｅｒ 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６８．］

［２５］ 杜桂林，赵海龙，涂雄兵，等．亚洲小车蝗在内蒙古草原宜生区

划分研究［ Ｊ］ ．植物保护，２０１８，４４（ ６）：２４ － ３１． ［ ＤＵ Ｇｕｉ⁃ｌｉｎ，
ＺＨＡＯ Ｈａｉ⁃ｌｏｎｇ，ＴＵ Ｘｉｏｎｇ⁃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Ｏｅｄａｌｅｕｓ ｄｅｃｏｒｕｓ Ａｓｉａｔｉｃｕ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Ｊ］ ．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４（６）：２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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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驱动因素研究

马伟波， 赵立君， 王　 楠， 张龙江， 李海东①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探究城市群尺度减污降碳

的时空驱动特征及其演变特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

碳排放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构建了减污降碳强度指标，并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ＧＴＷＲ）方法和随机森林

（ＲＦ）方法分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人口以及气候变化对减污降碳强度指标的时空驱动特征及驱

动因素重要性变迁特征。 结果表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减污降碳强度呈下降趋势，２７ 个城市平均

减污降碳强度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２３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０５；其中，滁州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平均减污降碳强度仍处于较

高水平的梯队，且其减污降碳强度变幅为 １８􀆰 ６２％。 在考虑时间效应后，ＧＴＷＲ 模型 Ｒ２与调整 Ｒ２均高于 ０􀆰 ９６，与
ＧＷＲ 模型相比，拟合精度和优度提升较大；上海、苏州和浙江 ９ 市受园林绿地面积的负向驱动，导致减污降碳强度

下降。 能源消费总量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３ 个时期的重要性排名均为第 １，同时园林绿地

面积的重要性排名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的第 ５ 逐渐上升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第 ２，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的重要性排名

虽然靠后，但总体上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总体而言，ＧＴＷＲ 模型对减污降碳强度具有较好的时空拟合能力，减污

降碳强度指标时空分异特征显著。 建议长三角城市群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土地利用

结构。
关键词： 减污降碳； 时空效应； 驱动机制； 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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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不断加速，中国城市发展

面临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多重压

力。 中国城市地区排放的 ＣＯ２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

８０％，其主要来源于城市经济、城市建筑和城市交通

等领域的人类活动［１］。 同时，城市也是各类污染物

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

６３􀆰 ９８％［２］，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及其对健康的影响越

来越受到关注［３］。 有研究表明，温室气体与环境污

染物排放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如煤炭等

化石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排放颗粒物、ＳＯ２等空气

污染物，也会排放 ＣＯ２、黑碳等温室气体［４－５］。 因

此，利用该特点，采取相应的手段同时减少污染物

排放（简称“减污”）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简称“降
碳”），是一种高效环境管理策略。 然而，该策略在

城市尺度的应用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价手段。 探究

城市群尺度减污降碳的时空驱动及其演变特征，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服务

于城市可持续发展。
研究表明，城市的空间、人口和经济聚集特征

对碳排放有确定性的影响［５］，而城市化与碳排放之

间存在倒“Ｕ”型曲线，且城市空间集聚在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碳减排［６］。 整体上，人口、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和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对全国城市 ＣＯ２

排放量均为正驱动，但温度和降水量对其有负面影

响［７］；在污染物排放驱动方面，同样表现出稳定的

空间集聚特征，城市化地区各项特征与污染物排放

水平显著相关。 如 ＰＭ２􀆰 ５与土地利用和经济产业结

构均有显著的联系，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存

在差异［８］。 尽管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量化方法可

以提供更为有效的减污降碳技术路径［２，９］，但是减

污降碳的驱动剖析案例仍然较少，对其驱动效应的

内在机制分析不足［１０－１２］。 当前，减污降碳已成为新

时期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核心思想［１３］，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总抓手。 然而，现阶段城市群水平的减

污降碳缺乏测度指标，无法支撑区域减污降碳一体

谋划、部署和考核。
为探究减污降碳评估方法，并剖析其驱动机

制，笔者以长三角城市群（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ＹＲＤＵＡ）为研究对象，基于碳排放水

平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构建减污降碳强度指标，并通

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ＴＷＲ） 和随机森林 （ 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Ｆ）方法分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土地利用

结构、人口以及气候变化对减污降碳强度指标的时

空驱动特征及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变迁特征，以期为

全国城市水平的减污降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
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心区，具有辐射带动长三角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功能。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 ［１４－１５］，长三角城市群包括：上海，江苏省的南

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
浙江省的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
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
庆、滁州、池州、宣城，共 ２７ 市，面积为 ２２􀆰 ４ × １０４

ｋｍ２。 据测算，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ＣＯ２排放量达

１􀆰 ２２×１０１０ ｔ；其中以上海排放量最高，为 １􀆰 ９３×１０９ ｔ，
占长三角总排放量的 １５􀆰 ７４％（图 １） ［１６］。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４２１４ 号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 ＣＯ２排放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ｉｎ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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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数据来源

１􀆰 ２􀆰 １　 减污降碳强度指标

为表征城市减污降碳整体效能，研究构建减污

降 碳 强 度 指 标 （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ＰＣＲ，ＲＩＰＣ），将多种污染物排放效率与温

室气体排放效率纳入到 １ 个指标，计算公式为

ＲＩＰＣ ＝ ∑
４

ｉ ＝ １
Ｅ ｉ × ｑｉ 。 （１）

式（１）中，ＲＩＰＣ为城市减污降碳强度指标，其取值范

围为 ０～１，越接近 ０ 则表示减污降碳的效果越显著，
经济发展的清洁低碳程度更高； Ｅ ｉ 为该城市减污降

碳细分项指标，细分项指标采用 ０～１ 值的归一化方

法以消除极值影响，同时细分项指标可随研究区特

征条件而做出调整； ｑｉ 为细分项指标对应的权重，
权重和为 １，权重确定方法为专家打分法。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减污降碳各细

分领域代表性指标，细分项指标选择工业废水排放

效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效率、工业烟（粉）排放效

率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表 １）。 考虑到当前减污

和降碳工作重要性均非常突出，专家建议对两者权

重均设为 ０􀆰 ５；细分项指标目前仅考虑长三角城市

群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由于颗粒物对空气环境质量

的影响受外来输入影响，因此专家建议将工业烟

（粉）排放效率指标权重设置为 ０􀆰 １２，与工业废水排

放效率相同，同时将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效率权重设

置为 ０􀆰 １４。 工业废水排放效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

效率、工业烟（粉）排放效率细分项指标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细分项指标中碳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县

级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集［１６］，地级市总排放量通过

下辖县（区、市）排放量求和得到，经检验该数据集

对 ＣＯ２排放的拟合精度达 Ｒ２ ＝ ０􀆰 ９９８。 ＧＤＰ 数据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表 １　 减污降碳指标及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ＰＣＲ）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指标类型 细分项指标 计算方法　 单位 权重 数据来源

减污指标 工业废水排放效率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ＧＤＰ ｔ·万元－１ ０􀆰 １２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效率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ＧＤＰ ｔ·万元－１ ０􀆰 １４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工业烟（粉）排放效率 工业烟（粉）排放量 ／ ＧＤＰ ｔ·万元－１ ０􀆰 １２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降碳指标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量 ／ ＧＤＰ ｔ·万元－１ ０􀆰 ５０ 文献［２５］

１􀆰 １􀆰 ２　 驱动因素

为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的时空驱

动特征，该研究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结构、
人口、土地利用结构、能源消费水平和气候变化 ６ 个

方面共 １１ 项具体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表 ２）。 经济

发展水平选择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表征（均为不变价

单位），地区产业结构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

例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表征，人口选择人

口密度和常住人口数量表征，土地利用结构用建设

用地面积和园林绿地面积表征，能源消费水平选择

能源消费总量表征，气候变化影响采用年均气温和

年降水量表征。 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产业结

构、人口、土地利用结构的具体指标数据来源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能源消费总量通

过将能源消费相关指标折算为吨标准煤数据求和

得到，气候变化数据来源于城市气象观测站数据。

表 ２　 减污降碳驱动力因素及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ＰＣＲ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数据来源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人均 ＧＤ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地区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人口 人口密度、常住人口数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土地利用结构 建设用地面积、园林绿地面积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能源消费水平 能源消费总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４—２０１８）》
气候变化 年均气温、年降水量 气象观测站数据

１􀆰 ３　 研究方法

回归分析被广泛应用于驱动分析研究，但传统

的多元线性回归不能比较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该研

究拟采用 ＲＦ 以克服传统方法的不足［１７］。 同时，与
局部空间回归相比，全局空间回归假设所有参数在

空间中都是平稳的或结构稳定的，这并不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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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１８］。 因此，该研究拟采用 ＧＴＷＲ 方法，其允许

不同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变化，并对每个研究单元

进行显著性检验［１８］。
１􀆰 ３􀆰 １　 ＧＴＷＲ 模型

ＧＴＷＲ 在地理加权回归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因

子，既解决了截面数据样本数量有限的问题，还考

虑了时间与空间的非平稳性，能有效估计因子参

数。 模型［１８－１９］为

Ｙｉ ＝ β０（μｉ，ｖｉ，ｔｉ） ＋ ∑ ｋ
βｋ（μｉ，ｖｉ，ｔｉ） Ｘ ｉｔ ＋ εｉ 。

（２）
式（２）中， （μｉ，ｖｉ，ｔｉ） 为长三角城市群第 ｉ 个城市的

时空坐标， μｉ、ｖｉ、 ｔｉ 分别为第 ｉ 个城市的经度、纬度

和时间； β０（μｉ，ｖｉ， ｔｉ） 为第 ｉ 个城市的回归常数，即
模型中的常数项； εｉ 为残差； βｋ（μｉ，ｖｉ，ｔｉ） 为第 ｉ 个
城市的第 ｋ 个回归参数，估计方法为

β^（μｉ，ｖｉ，ｔｉ） ＝ ＸτＷ（μ ｉ，ｖｉ，ｔｉ）Ｘ[ ] －１ＸτＷ（μ ｉ，ｖｉ，
ｔｉ）Ｙ 。 （３）

式（３）中， β^（μ ｉ，ｖｉ，ｔｉ） 为β ｋ（μ ｉ，ｖｉ，ｔｉ） 的估计值；Ｘ为

自变量构成的矩阵；Ｘτ 为矩阵Ｘ的转置；Ｙ为时间尺

度下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测度指标矩阵值；
Ｗ（μ ｉ，ｖｉ，ｔｉ） 为时空权重矩阵。 选择高斯距离函数，
利用 ｂｉ⁃ｓｑｕａｒｅ 空间权重函数得到时空权重矩阵，样
本 ｉ 和样本 ｊ 之间的时空距离 ｄｉｊ 为

ｄｉｊ ＝ δ （ｕｉ － ｕｊ）２ ＋ （ｖｉ － ｖｊ）２ ＋ μ（ｔｉ － ｔｊ）２[ ] 。
（４）

式（４）中， δ 为带宽。 该研究减污降碳强度 ＧＴＷＲ
模型的实现主要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软件， 采用

ＨＵＡＮＧ 等［１８］ 制作的 ＧＴＷＲ 插件，带宽采用 ＡＩＣｃ
优化设置。
１􀆰 ３􀆰 ２　 ＲＦ 方法

ＲＦ 是一种集成学习方法，它由使用数据集的自

举（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独立构造的树组成［２０］，该方法对

过拟合具有鲁棒性，且能充分探测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驱动贡献程度［２１］。 训练一个 ＲＦ 的本质是训

练多个分类与回归树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 ＣＡＲＴ）。 ＣＡＲＴ 是一个二叉树模型，其核心是

切割变量和切割点的选择［２２］。 在 ＲＦ 中， 单棵

ＣＡＲＴ 首先遍历一部分变量和变量数据，然后根据

切割后节点的不纯度，确定最佳切割变量和切割

点，综合所有树的结果得到最终模型。 节点不纯度

的计算公式为

Ｇ（ｘ，ｙ） ＝ １
Ｎｓ

[ ∑
ｙｉ∈Ｘｌｅｆｔ

（ｙｉ － 􀭰ｙｌｅｆｔ） ２ ＋ ∑
ｙｉ∈Ｘｒｉｇｈｔ

（ｙｉ －

􀭰ｙｒｉｇｈｔ） ２ ] 。 （５）

式（５）中， ｘ 为一个分切变量；ｙ 为 ｘ 的分切值；Ｎｓ 为

所有训练样本的数量；Ｘ ｌｅｆｔ 为由ｙｉ（ｙｉ ＜ ｙ） 组成的数

据集；Ｘｒｉｇｈｔ 为由ｙｉ（ｙｉ ＞ ｙ） 组成的数据集；􀭰ｙｌｅｆｔ 和 􀭰ｙｒｉｇｈｔ

分别为Ｘ ｌｅｆｔ 和Ｘｒｉｇｈｔ 的平均值。 该方法虽然降低了单

个 ＣＡＲＴ 在其对应的训练数据集上的表现，但能够

降低所构建的不同树之间的相关性，从而降低多个

决策树平均后减污降碳模型的最终方差。
同时，通过 ＲＦ 可定量测度解释变量的重要性，

因此可通过不同时间点变量重要性的变迁解释变

量的时间效应，提高长三角减污降碳模型时空效应

的解释能力。 ＲＦ 通过袋外误差 （ ｏｕｔ⁃ｏｆ⁃ｂａｇ ｅｒｒｏｒ，
ＯＯＢ）样本来估计变量的重要性，具体公式为

ｐＩＭ（Ｖａｒｉ） ＝
∑

ｎ

ｊ ＝ １
（ｅＢ２，ｉｊ － ｅＢ１，ｉｊ）

ｎ
。 （６）

式（６）中， ｐＩＭ（Ｖａｒｉ） 为变量 ｉ 的重要性值；ｅＢ１，ｉｊ 为根

据ＣＡＲＴ ｊ 中变量 ｉ出袋数据计算的误差；ｅＢ２，ｉｊ 为根据

ＣＡＲＴ ｊ 中变量 ｉ 出袋数据加上噪声干扰计算的误

差；ｎ 为 ＣＡＲＴ 数量。 该研究中，ＲＦ 回归模型采用

Ｒ 软件包 ｒａｎｄｏｍｆｏｒｅｓｔ 和 Ｒ 编程语言实现［２０］，其中

８０％的数据集被随机选为训练集，其余 ２０％数据集

被选为测试集。 该研究通过设置固定随机值，保证

ＲＦ 结果可复现，同时采用 １０ 次结果的均值作为最

终模型精度评价结果。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时空特征

２􀆰 １􀆰 １　 时间变化特征

由图 ２ 可见，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整

体减污降碳强度呈下降趋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

体呈清洁发展趋势。 ２７ 个城市平均减污降碳强度

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２３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０􀆰 ０５，但江苏 ９
市、浙江 ９ 市和安徽 ８ 市减污降碳强度的最低点是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为 ０􀆰 ０４、０􀆰 ０３ 和 ０􀆰 ０７。 从减污降碳强

度下降绝对值来看，安徽 ８ 市最大（０􀆰 ２６），上海次

之（０􀆰 １７），浙江 ９ 市下降幅度最小（０􀆰 １３）。 从减污

降碳强度变化率绝对值来看，安徽 ８ 市仍然最大，为
０􀆰 ０１９ ９；浙江 ９ 市最小，为 ０􀆰 ０１０ ７。 ２００３ 年，浙江 ９
市和上海减污降碳强度总体接近，但浙江 ９ 市在

２００５ 年小幅上升之后才保持下降。 整体来看，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效果非常

显著。
２􀆰 １􀆰 ２　 空间变化特征

图 ３ 展示了 ２７ 个城市减污降碳强度的时空分

布特征。 虽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每个城市整体上减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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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碳强度均呈下降趋势，但在重要节点年份可以观

测不同城市减污降碳强度水平的分异特征。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 年，上海、无锡、温州和合肥的减污降碳强度总

体上均保持较好的下降趋势，其中上海和杭州在

２００３ 年减污降碳强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之后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７ 年均保持较好的下降势头。 滁

州在 ２００３ 年减污降碳强度并不高，但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和 ２０１７ 年的横向比较中，其减污降碳强度始终处于

同时期较高水平；滁州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平均减污

降碳强度仍处于较高水平的梯队中，且其减污降碳

强度变幅为 １８􀆰 ６２％。 与滁州情况类似的还有宣

城、池州和马鞍山。 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减污降碳强度

的变化幅度来看，上海、杭州、合肥、南京和常州的

下降幅度均超过 ９１％，清洁低碳发展趋势较好。

图 ２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变化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ＰＣ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４２１４ 号

图 ３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的时空分布特征

Ｆｉｇ􀆰 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ＰＣ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２􀆰 １􀆰 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城市群减污

降碳强度的 Ｍｏｒａｎｓ′ｓ Ｉ 指数为 ０􀆰 ３２０ ７，且 Ｐ 值通过

显著性检验，Ｚ 值大于 １􀆰 ９６，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减

污降碳强度有较强的空间聚集特征。 从不同时期

来看，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减污降碳强度

的 Ｍｏｒａｎｓ′ｓ Ｉ 指数高于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表明随时间

变化，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空间聚集特征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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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趋势，而空间离散特征趋于强烈。

表 ３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ｒａｎ′ｓ 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ＰＣ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方差 Ｚ 值 Ｐ 值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０􀆰 ７５１ ３ ０􀆰 ００３ ５ １２􀆰 ７９５ ６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０􀆰 ７８０ ５ ０􀆰 ００３ ５ １３􀆰 ２９３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０􀆰 ３５６ ４ ０􀆰 ００３ ２ ６􀆰 ４２４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０􀆰 ３２０ ７ ０􀆰 ０００ ３ １７􀆰 ５８１ ８ ０􀆰 ０００ ０∗∗∗

∗∗∗表示在 １％水平显著。

２􀆰 ２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驱动分析

２􀆰 ２􀆰 １　 数据检验和精度评价

在构建 ＧＴＷＲ 模型前，需对所有变量进行标准

化处理；同时，为避免在回归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需
要对标准化后的所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结果表明，１１ 项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１０，但
ＧＤＰ 和园林绿地面积的膨胀系数较高，分别为 ９􀆰 １６
和 ９􀆰 ３８。 表 ４ 统计了回归模型的精度评价结果，可
以看出，在考虑时间效应后，ＧＴＷＲ 模型 Ｒ２与调整

Ｒ２均高于 ０􀆰 ９６，相比 ＧＷＲ 模型的拟合精度和优度

提升较大，Ｒ２ 提升 ０􀆰 １９３ １，残差下降 ０􀆰 ６４９ ３，且
ＡＩＣｃ 值下降 ３９８􀆰 ２４。 可见，ＧＴＷＲ 回归模型能够较

好地在时空尺度拟合 １１ 项具体驱动指标与减污降

碳强度因变量的线性关系。 ＲＦ 模型的精度评价结

果见表 ５。

表 ４　 减污降碳驱动模型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ＰＣＲ

模型 带宽 ｓｉｇ．值 残差 ＡＩＣｃ 值 Ｒ２ 调整 Ｒ２

ＧＷＲ ０􀆰 ２０５ ９ ０􀆰 ０４３ ７ ０􀆰 ７７４ ５ －１ ２７３􀆰 ８６ ０􀆰 ７６９ ７ ０􀆰 ７６２ ６
ＧＴＷＲ ０􀆰 １２５ ０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１２５ ２ －１ ６７２􀆰 １０ ０􀆰 ９６２ ８ ０􀆰 ９６１ ６

表 ５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的 ＲＦ 模型精度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Ｆ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ＩＰＣＲ ｉｎ ｔｈｅ
ＹＲＤＵＡ

年份 Ｖａｒ 解释程度 ／ ％ 均方根误差 ／ １０－４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７５􀆰 ８６ ７􀆰 ３６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７９􀆰 ９５ ６􀆰 ８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７８􀆰 ６１ ４􀆰 ２３

２􀆰 ２􀆰 ２　 驱动因素回归系数空间特征

图 ４ 展示了 ＧＴＷＲ 局部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２７ 个城市局部回归系数均达显著水平（Ｐ＜０􀆰 ０１）。
ＧＤＰ 与盐城和金华减污降碳强度呈显著负相关；而
安庆、滁州则受到人均 ＧＤＰ 影响最为显著，人均

ＧＤＰ 越高则减污降碳强度越低。 从产业结构来看，
上海、嘉兴、宁波、绍兴、舟山、台州和温州受第二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的正向驱动显著，而滁州、扬
州、南京、马鞍山和常州受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的负向驱动更为显著。 从土地利用结构来看，
上海、苏州和浙江 ９ 市受园林绿地面积的负向驱动，
即其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驱动减污降碳强度下降；
而滁州、合肥、马鞍山、芜湖、铜陵和池州受建设用

地面积的负向驱动。 从人口角度来看，滁州、合肥

和安庆的人口密度对减污降碳强度的负向驱动显

著；常住人口数量对安庆、池州和温州的减污降碳

强度也为负向驱动，但盐城、南通、上海、苏州、无锡

和嘉兴的减污降碳强度则受常住人口数量的正向

驱动。 安庆、池州、铜陵和合肥减污降碳强度受能

源消费总量的负向驱动显著，而绍兴、台州、金华和

温州减污降碳强度则受能源消费总量的正向驱动。
从气候变化响应来看，研究区南部城市的减污降碳

强度受年均气温和年降水量的负向驱动较为显著。
２􀆰 ２􀆰 ３　 驱动因素重要性变迁

表 ５ 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３ 个时期 ＲＦ 模型的 Ｖａｒ 解释程度分别为

７５􀆰 ８６％、７９􀆰 ９５％和 ７８􀆰 ６１％，均超过 ７５％，这意味着

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对各个时期均有较好

的解释能力。 模型精度也很高，３ 个时期的均方根

误差（ＲＭＳＥ）均小于 ８×１０－４。
ＲＦ 模型对变量重要性的测度可消除其他变量

的间接影响。 由表 ６ 可知，能源消费总量在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和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３ 个时期的重要

性均为第 １；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均为第 ２ 重要的影响因

素，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重要性排名下降到第 ３。 园林

绿地面积的重要性排名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的第 ５ 逐

渐上升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第 ２，说明园林面积增加

对降碳和污染物净化的效用在逐渐提升；同时建设

用地面积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 人均 ＧＤＰ 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的重要性排名分别为

第 ３ 和第 ４，但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下降到第 ８；同时，
ＧＤＰ 的重要性排名也呈下降趋势。 虽然人口密度

和人口总量重要性排名靠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气候变化响应方面，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始终是重

要性排名最靠后的影响因素，说明气候变化对减污

降碳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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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２）４２１４ 号

图 ４　 ＧＴＷＲ 模型局部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ＴＷＲ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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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减污降碳强度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变迁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ＰＣＲ

变量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 年

ＧＤＰ １６􀆰 ４０ （７） １８􀆰 ５５ （５） １６􀆰 ８０ （６）
人均 ＧＤＰ ２５􀆰 ５３ （３） １９􀆰 ４３ （４） １３􀆰 ２１ （８）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 ２２􀆰 ２９ （４） １３􀆰 ９３ （９） １０􀆰 ６９ （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 ２６􀆰 ０１ （２） ２６􀆰 ６７ （２） ２６􀆰 ８４ （３）
园林绿地面积 ２０􀆰 ２４ （５） ２３􀆰 ６５ （３） ２９􀆰 ３０ （２）
建设用地面积 １５􀆰 ６３ （８） １７􀆰 ５５ （７） ２１􀆰 ４３ （４）
人口密度 １７􀆰 ４３ （６） １８􀆰 ０２ （６） ２０􀆰 ７０ （５）
人口总量 １５􀆰 ４７ （９） １５􀆰 ７０ （８） １５􀆰 ５５ （７）
能源消费总量 ２９􀆰 ８６ （１） ２８􀆰 ５７ （１） ２９􀆰 ６７ （１）
年均气温 ９􀆰 ２３ （１０） ８􀆰 ５４ （１０） ９􀆰 ８９（１０）
年降水量 ７􀆰 ８１ （１１） ６􀆰 ９８ （１１） ８􀆰 ５０ （１１）
括号外数据为重要性测度值，括号内数据为重要性排名。

３　 讨论

该研究基于碳排放水平和污染物排放数据，通
过权重组合构建减污降碳强度指标，并通过 ＧＴＷＲ
和 ＲＦ 方法分析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

构、人口以及气候变化对减污降碳强度指标的时空

驱动特征以及驱动因素的重要性变迁，尝试探究长

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的驱动机制和空间模式。 可

以发现，建设用地面积和园林绿地面积的重要性不

断上升。 ＨＡＮ 等［２２］ 认为，长三角建设用地的空间

净碳强度显示出显著的跳跃性，碳排放的增长速度

快于城市土地扩张。 笔者与其结论相吻合，这说明

土地利用结构对于减污降碳强度的影响力在迅速

上升，一方面建设用地中污染物排放强度在不断增

加，另一方面园林绿地在碳汇和污染物净化方面的

功能效用更加显著。 笔者研究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存在空间聚集性，人均

ＧＤＰ 和人口密度对减污降碳强度具有负向驱动作

用，这与 ＱＩＮ 等［１０］的结论相吻合。 但上海、嘉兴、宁
波、台州、绍兴、舟山和温州的减污降碳强度随着第

二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的增加而增加，这与 ＱＩＮ
等［１０］全国尺度第二产业占比与 ＣＯ２ 排放量呈正相

关的结论并不完全吻合，这可能源于减污降碳强度

是一个综合碳减排和污染物排放效率的指标，上述

城市在污染物排放效率层面与其他城市有不同的

轨迹。 从污染物排放驱动来看，ＷＡＮＧ 等［８］ 认为，
在省级尺度人均 ＧＤＰ、技术、城市化和人口对环境

污染有显著影响。 笔者与其结论相符，但进一步研

究发现，不同时期这种重要性在发生变化，如人均

ＧＤＰ 的驱动重要性呈下降趋势，即驱动因素的重要

性在发生时空变迁，这与研究尺度相关，在更细分

的尺度上可以捕捉更为细微的减污降碳驱动特征。
无锡与滁州等城市的减污降碳强度处于同一梯队，
但通过分析统计资料可知，２００３ 年无锡和滁州的工

业增加值分别为 ９９２􀆰 ７４ 亿和 １０５􀆰 ５ 亿元，工业发展

差距较大。 因此，减污降碳强度值相对较低不一定

完全是由于经济清洁发展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经

济发展水平低、工业化程度较低。
技术进步不仅能提高经济发展效率，而且对于

减少碳排放和降低污染物排放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２３］。 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非常发达，这其中

隐含了一定程度的碳排放和污染物转移［２４］，该研究

对此还未能有效测度，后期应逐渐完善。 另一方

面，为了更好地开展减污降碳考核评估工作［２５］，在
后期应考虑纳入其他污染物排放效率以及其他温

室气体的排放强度指标。

４　 结论与建议

（１）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地区 ２７ 个城市的平

均减污降碳强度由 ２００３ 年的 ０􀆰 ２３ 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的 ０􀆰 ０５，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整体呈向好趋

势。 长三角城市群减污降碳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

聚集特征，在考虑时间效应后 ＧＴＷＲ 模型对减污降

碳强度的拟合能力迅速提升，减污降碳强度指标时

空分异特征显著。
（２）人均 ＧＤＰ、园林绿地面积、人口密度、常住

人口数量的 ＧＴＷＲ 模型回归系数整体呈负值，说明

其增加可促使减污降碳强度降低。 建议长三角城

市群在推进减污降碳工作时注重人均 ＧＤＰ、园林绿

地面积和人口因素的协同提升。
（３）能源消费总量始终是减污降碳强度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同时地区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等

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建议长三角城市

群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土

地利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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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降温效应的长三角核心城市
城区绿地节能减碳价值研究

仇宽彪， 杜涵蓓， 张龙江， 张卫东①， 李海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基于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这一重要的生态功能，结合遥感影像，采用缓冲区分析及统计分析方法，对长三

角一体化中心区 ２７ 个核心城市的城区绿地的节能减碳量进行估算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区各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绿地均具有显著的降温效应。 城区绿地斑块的平均地表温度（ＬＳＴ）较城区平均低 ２􀆰 １８ Ｋ，降温幅度在 ２􀆰 ９～８􀆰 ３ Ｋ
之间，绿地斑块的降温距离则在 ２７０ ～ ４５０ ｍ 之间。 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 ２７ 个核心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为

２６７ ６５６􀆰 １２ ｔ·ｄ－１，每个城市绿地平均节能减碳量约 ９ ９１３􀆰 １９ ｔ·ｄ－１。 各大城市中，上海市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最

大，达 ４７ ３７４􀆰 ８３ ｔ·ｄ－１，其余依次为温州、宁波、南京、杭州、台州、苏州、无锡和合肥，宣城、绍兴、嘉兴、池州、马鞍

山和安庆等市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均在 ２ ０００ ｔ·ｄ－１以下。 此外，随着到绿地距离增加，城区绿地节能减碳量从

０～９０ ｍ 范围内的 ３ ５６２􀆰 ５４ ｔ·ｄ－１逐渐减少到＞１８０～２７０ ｍ 范围内的 ５４􀆰 ２０ ｔ·ｄ－１。 研究结论可为城市生态建设、
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关键词： 降温效应； 节能减碳； 城市绿地； 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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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ａｖ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 ５６２􀆰 ５４ ｔ·ｄ－１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０－９０ ｍ ｔｏ ５４􀆰 ２０ ｔ·ｄ－１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８０－２７０ ｍ．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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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人

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践行

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１］。 作为碳排放高

居全球首位的国家，中国宣布“将采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和措施，使 ＣＯ２ 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

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碳减排与碳

固定是实现碳净零排放的 ２ 条重要途径。 其中，对
于碳减排而言，节能管理是碳达峰与碳中和的重要

因素［２］；对于碳固定而言，植被则是公认的碳汇类

型。 因此，揭示植被碳汇及其在节能管理中的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的植被碳汇，多从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吸收

利用 ＣＯ２ 从而实现碳固定方面开展研究［３－５］。 同

样，对于城市绿地的碳汇功能的研究也多从吸储

ＣＯ２方面展开。 如张彪等［６］基于光合速率法和生物

量法测算了上海市 ８ 万 ｈｍ２城市森林的固碳功能；
周健等［７］采用材积源生物量方程与净初级生产力

方法对广州市城市森林固碳量进行测算；ＴＲＩＬＩＣＡ
等［８］采用树木生产模型和异速生长方程对波士顿

城市森林的固碳量进行测算。 尽管这些研究均显

示城市植被碳汇年均抵消化学能源碳排放的比例

较低，但城市植被可通过蒸散发作用增大地表潜热

输送量，且改变地表粗糙度，对局地大气环流产生

影响，因此可形成局地的冷岛［９－１１］，而且在其周边一

定范围内也受到该降温效应的影响［１２］。 当前对城

市绿地由于局地降温效应所导致的节能减碳价值

的估算研究还不多见。 ＫＯ 等［１３］和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４］基

于城市绿化林木的遮荫降温以及蒸散发功能，对其

节能作用进行了核算；贾宝全等［１５］ 结合降温距离和

降温幅度，对北京市平原大造林工程的节能量进行

了测算；ＬＩＮ 等［１６］基于冷岛效应对北京市六环内的

城市森林斑块本身及其外围区域的节能减碳量进

行了估算。 不过，以上研究仅针对单个城市的城市

森林或某项城市绿化工程开展节能减碳核算，鲜见

区域城市植被节能减碳量估算方面的研究报道。
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研究一般采用气象站实

测和遥感反演 ２ 种方法，通过降温距离与降温幅度

进行分析。 气象站实测是指在绿地及其周边布设

多个样点，通过实测各样点的温湿度开展降温效应

分析［１７］。 遥感反演方法是指基于遥感影像反演得

到地表温度，通过在绿地外围设置一系列缓冲区，
根据各缓冲区的地表温度量化城市绿地的降温效

应［１８］。 相比于气象站实测方法，遥感方法可以获取

更大时空范围内城市绿地的降温信息。
该研究以长三角核心区 ２７ 个核心城市的城区

绿地为研究对象，采用遥感方法，基于降温效应，结
合降温距离与降温幅度，重点对其外围降温距离内

的节能减碳量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对于厘清城市

植被在碳达峰碳中和中的作用，建立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核心城市涉及沪苏浙皖

２７ 个省（市），具体包括上海，江苏南京、无锡、常州、
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杭州、宁
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总
面积 ２２􀆰 ５ 万 ｋｍ２。 研究区位于 ３３°２７′ ～ ２７°４１′ Ｎ，
１１７°００′～１２２°１９′ Ｅ，属亚热带气候区，年降水量在

１ ０００ ｍｍ 以上，年均温约为 １５ ℃，四季分明，雨热

同期。 北部地处江淮平原、太湖平原和沿江平原，
南部处于东南丘陵地区。 区域水系发达，城区大多

依水而建，分布有长江、淮河、钱塘江、椒江及瓯江

等水系。 土壤以水稻土为主，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为

该地区典型的地带性植被，但由于区域农业开发历

史悠久，地带性植被大多为人工植被所取代，现城

区绿化植被主要有女贞、香樟、白玉兰等。 研究区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密度较大。 该研究主

要针对 上 述 核 心 城 市 的 中 心 城 区， 总 面 积 为

１４ ３１３ ｋｍ２。
１􀆰 ２　 数据源及数据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 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数据、土地利

用数据及基础地理数据等。 其中，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数据

主要用于 ＬＳＴ 反演，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数据，成像时间为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土地利

用 ／覆盖数据主要用于城区绿地提取，来源于清华

大学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全球土地利用数据 （ 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ｅｓｓ．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ｅｄｕ． ｃｎ ／ ｆｒｏｍｇｌｃ１０ ＿２０１７ｖ０１． ｈｔｍｌ），
数据总体精度为 ７２􀆰 ７６％［１９］；基础地理数据则主要

用于各市边界及中心城区边界绘制等。 研究所用

土地利用与遥感影像数据见表 １。
１􀆰 ３　 ＬＳＴ 反演

根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影像数据进行长三角一体化核

心城市地表温度（ ＬＳＴ） 反演，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影像包括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 和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ＩＲＳ 传感器，分别可侦测可

见光谱和近红外部分的信息。 其中，ＴＩＲＳ 包括第 １０
和第 １１ 波段。 已有研究多采用第 １０ 波段进行 ＬＳＴ
反演，该研究采用大气校正法进行 ＬＳＴ 反演，具体

方法参照文献［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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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土地利用与遥感影像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遥感影像

北纬 ／ （ °） 东经 ／ （ °） 条带号 行编号 成像时间

２６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３８ 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２６ １１８ １１８ ０３９ 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２８ １２０ １１８ ０４０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２８ １２２ １１８ ０４１ ２０１６－０７－２０
３０ １１６ １１９ ０３８ ２０１６－０７－２７
３０ １１８ １１９ ０３９ ２０１６－０７－２７
３０ １２０ １１９ ０４０ ２０１６－０７－２７
３０ １２２ １２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７－０７－２１
３２ １１６ １２０ ０３８ ２０１８－０６－０６
３２ １１８ １２０ ０３９ ２０１７－０７－２１
３２ １２０ １２１ ０３８ 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１２１ ０３９ 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１􀆰 ４　 绿地信息提取

针对各市城区范围内的绿地进行降温效应研

究。 数据集将土地覆盖分为农地、林地、草地、灌木

林地、水体、不透水地表、裸地、积雪等类型，空间分

辨率为 １０ ｍ［１９］。 考虑到近年来城市扩张以及房地

产迅速发展，市中心部分地段虽有规划但实际尚未

开工建设，致使该地段存在草本与灌木覆盖，这部

分土地覆盖亦能发挥一定的降温功能，选取城区林

地、草地与灌木林地作为城市植被类型，选取面积

在 １ ｈｍ２以上的斑块进行降温效应分析。
１􀆰 ５　 缓冲区分析

研究采取缓冲区分析法对各市城区绿地的降

温效应进行分析。 首先，选取面积在 １ ｈｍ２ 以上的

绿地斑块，统计各城市绿地斑块的平均 ＬＳＴ；其次，
自绿地斑块边界向外建立 １１ 个环形缓冲区，环形缓

冲区间隔 ９０ ｍ，缓冲区总宽度 ９９０ ｍ；再次，分别统

计各缓冲区平均 ＬＳＴ，并以各缓冲区平均 ＬＳＴ 为纵

坐标，以缓冲区距离为横坐标，采用局部加权回归

方法（ｌｏｃａｌ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ＯＥＳＳ）进行拟合；
最后，根据 ＬＳＴ 变化曲线第 １ 个极大值点出现的位

置，确定城市绿地的降温距离，并以该拐点与绿地

ＬＳＴ 的差值作为绿地的最大降温幅度。
１􀆰 ６　 节能减碳量计算

根据热量计算公式，结合城市绿地的降温距离

和降温幅度，计算各市城区绿地的节能减碳量。 将

绿地外围降温范围视为绿地斑块边界、降温距离以

及特定高度此三者组成的空气柱，根据热量计算公

式，即物体在温度发生一定变化时释放或吸收的热

量，可通过物体比热容、物体质量和温度变化幅度

计算得到。 该研究采用空气比热容，以绿地斑块及

外围降温范围内、高约 ７０ ｍ 的空气柱质量和降温幅

度分别表征物体比热容、物体质量和温度变化幅

度，计算城市绿地降温效应的节能减碳量。
Ｑ ＝ ＣＰ × ρ × Ｐ × Ｌ × Ｈ × ΔＴ 。 （１）

式（１）中，Ｑ 为降温范围内的热量，Ｊ；Ｌ 为降温距离，
ｍ；Ｐ 为绿地斑块周长，ｍ；Ｈ 为绿地与周边温度混合

的高度，取值 ７０ ｍ；ＣＰ为空气比热容，取值 １ ００４􀆰 ６８
Ｊ·ｋｇ－１ ·Ｋ－１； ρ 为空气密度，取值 １􀆰 ２９２ ３ ｋｇ·
ｍ－３。 参照文献［１６］，按照单位发电量的耗煤量 ８６３
ｇ·（ｋＷ·ｈ） －１计算城市绿地的减碳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林地斑块与 ＬＳＴ 整体情况

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 ２７ 个城市的绿地面积占

比在 ３％～４２％之间。 台州、温州、金华、盐城和铜陵

等市绿地占比均在 ３０％以上，而绍兴、泰州、宣城和

嘉兴等市绿地占比则在 １５％以内（图 １）。 受制于各

地地形地貌条件，各市中心城区平均高程也具有一

定程度的变化。 温州与金华两市城区高程超过 ４０
ｍ，而上海、盐城和绍兴等市中心城区平均高程则不

足 １０ ｍ。 各市中心城区绿地面积占比受到地形地

貌的影响。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各市中心城区绿地

面积占比与平均高程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关系（ ｒ ＝
０􀆰 ５３，Ｐ＜０􀆰 ０１），随着高程增加，中心城区绿地占比

也逐渐增大。
２􀆰 ２　 林地斑块降温效应空间分布

２７ 个中心城市，有 １５ 个城市的中心城区 ＬＳＴ
在 ３１７􀆰 ３５～３２０􀆰 ５０ Ｋ 之间；有 ８ 个城市其中心城区

ＬＳＴ 超过 ３２１􀆰 ００ Ｋ，其中马鞍山市 ＬＳＴ 最高，达

３２５􀆰 １１ Ｋ；有 ４ 个城市其中心城区 ＬＳＴ 不足 ３１７ Ｋ，
其中温州 ＬＳＴ 仅 ３１３􀆰 ５０ Ｋ（见图 ２）。 由于研究区

范围较大，Ｌａｎｄｓａｔ 影像来自于多个时段，造成各市

ＬＳＴ 绝对值有一定差异。 该研究尽量使用同一景

ＬＳＴ 影像数据，因研究目的在于绿色开敞空间的降

温幅度，因此 ＬＳＴ 的相对差值可消除由于成像时间

不同而造成的 ＬＳＴ 系统差异。
２７ 个地级市的城市绿地平均 ＬＳＴ 比城区低

２􀆰 １８ Ｋ。 各市城区绿地平均 ＬＳＴ 均低于城区平均

ＬＳＴ。 其中，南京、苏州与安庆的城区绿地平均 ＬＳＴ
仅比城区低 １ Ｋ 以内；宁波、杭州、舟山与台州等沿

海城市城市绿地平均 ＬＳＴ 比城区低 ３􀆰 ５ Ｋ 以上。 对

降温幅度与绿地面积占比的回归分析显示，降温幅

度与绿地面积占比大致呈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ｒ ＝
０􀆰 ５２，Ｐ＜０􀆰 ０１），随着绿地面积占比增大，降温幅度

也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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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区域表示云层覆盖。 ０１—镇江市； ０２—扬州市； ０３—苏州市； ０４—常州市； ０５—泰州市； ０６—南通市； ０７—上海市； ０８—盐城市；

０９—杭州市； １０—绍兴市； １１—宁波市； １２—台州市；１３—温州市； １４—南京市； １５—滁州市； １６—马鞍山市； １７—芜湖市； １８—铜陵市；

１９—池州市； ２０—安庆市； ２１—合肥市； ２２—嘉兴市； ２３—湖州市； ２４—金华市； ２５—无锡市； ２６—宣城市； ２７—舟山市。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绿地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ｔｏｗ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ｒ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７

　 　 缓冲区分析及回归拟合结果显示，各市城区绿

地均有显著的降温幅度，降温幅度在 ２􀆰 ４７ ～７􀆰 ６２ Ｋ
之间。 各地级市中，宁波和台州城区绿地降温幅度

最大，均在 ７􀆰 ０ Ｋ 以上；而宣城、池州、安庆与合肥等

市城区绿地降温幅度仅在 ３􀆰 ０ Ｋ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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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区域表示云层覆盖。 ０１—镇江市； ０２—扬州市； ０３—苏州市； ０４—常州市； ０５—泰州市； ０６—南通市； ０７—上海市； ０８—盐城市； ０９—杭州市；

１０—绍兴市； １１—宁波市； １２—台州市； １３—温州市； １４—南京市； １５—滁州市； １６—马鞍山市； １７—芜湖市； １８—铜陵市；

１９—池州市； ２０—安庆市； ２１—合肥市； ２２—嘉兴市； ２３—湖州市； ２４—金华市； ２５—无锡市； ２６—宣城市； ２７—舟山市。

图 ２　 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城市中心城区地表温度（ＬＳＴ）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ｔｏｗ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ｒ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７

　 　 ２７ 个城市中，有 １９ 个城市的城区绿地降温距

离在 ２７０ ｍ 以内，有 ７ 个城市的城区绿地降温距离

在 ３６０ ｍ 以内，仅有 １ 个城市的城区绿地降温距离

超过 ３６０ ｍ。 由此可见，城区绿地的降温距离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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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 ｍ 以内。
２􀆰 ３　 城市绿地斑块降温效应节能减碳量

由表 ２ 可知，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各大城市绿

地节能减碳量为 ２６７ ６５６􀆰 １２ ｔ·ｄ－１，每个城市绿地

平均节能减碳量约 ９ ９１３􀆰 １９ ｔ·ｄ－１。 若按每年高温

９０ ｄ 计算，则整个夏季研究区各城市绿地节能减碳

量约为２ ４０８􀆰 ９１ 万 ｔ。 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资

料，２０１７ 年研究区中心城区绿地降温效应的节能减

碳量占全年电力消费碳排放的 ５％左右。 这表明，
若城区没有植被，则仅局地降温一项功能，就需多

排放约 ５％的碳以缓解高温。 而各大城市中，上海

市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最大，达 ４７ ３７４􀆰 ８３ ｔ·ｄ－１，

其余依次为温州、宁波、南京、杭州、台州、苏州、无
锡和合肥，其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在 １０ ０００ ｔ·ｄ－１

以上，而宣城、绍兴、嘉兴、池州、马鞍山和安庆等市

城市绿地节能减碳量均在 ２ ０００ ｔ·ｄ－１以下。
绿地斑块外围降温范围内节能减碳量与斑块

自身的节能减碳量大体相似。 研究区各城市中，外
围降温范围内节能减碳量在节能减碳总量中的占

比在 ３１􀆰 ３１％ ～ ７３􀆰 ８５％之间，平均占比为 ４７􀆰 ３２％。
从各市城区绿地外围不同距离节能减碳量来看，随
着到绿地距离增加，城区绿地节能减碳量从 ０～９０ ｍ
范围内的 ３ ５６２􀆰 ５４ ｔ·ｄ－１逐渐减少到＞１８０ ～ ２７０ ｍ
范围内的 ５４􀆰 ２０ ｔ·ｄ－１。

表 ２　 ２０１７ 年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城市绿地降温减碳核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ｌ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ａｖ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２０１７

城市 斑块
外围不同距离区域节能减碳量 ／ （ ｔ·ｄ－１）

０～９０ ｍ ＞９０～１８０ ｍ ＞１８０～２７０ ｍ ＞２７０～３６０ ｍ ＞３６０～４５０ ｍ
节能减碳总量 ／

（ ｔ·ｄ－１）
镇江市 ２ ４６１􀆰 ６８ １ ２５１􀆰 ７７ １４７􀆰 ４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８６０􀆰 ９２
扬州市 ２ １４６􀆰 ３３ １ ４０１􀆰 ６２ ２０２􀆰 ７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７５０􀆰 ６４
苏州市 ６ ７７６􀆰 ９４ ５ ５１３􀆰 ２５ １ ３６８􀆰 ８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３ ６５８􀆰 ９９
常州市 ３ ６５０􀆰 ７０ ４ ２７７􀆰 ３５ １ ３６４􀆰 ６８ １８４􀆰 １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９ ４７６􀆰 ９２
泰州市 １ ２４３􀆰 ４５ １ １７１􀆰 ２９ ２６７􀆰 ７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６８２􀆰 ４５
南通市 ２ ７２０􀆰 ８２ ２ ４０３􀆰 ５３ ６６２􀆰 ６０ ９􀆰 ０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７９５􀆰 ９８
上海市 １８ ６７１􀆰 ８５ ２１ １０８􀆰 ９２ ７ ３３７􀆰 ７４ ２５６􀆰 ３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７ ３７４􀆰 ８３
盐城市 ４ ５６８􀆰 ３７ ２ ６２２􀆰 ８２ ４１５􀆰 ８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６０７􀆰 ０４
杭州市 ９ ４４９􀆰 ９０ ６ １１４􀆰 ６１ ２ １１１􀆰 １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７ ６７５􀆰 ６１
绍兴市 １９３􀆰 １２ ２５２􀆰 ０２ ９９􀆰 ７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４４􀆰 ８５
宁波市 １５ ９８０􀆰 ９６ １１ ５８６􀆰 ２９ ３ ６１５􀆰 ０３ ７４３􀆰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１ ９２５􀆰 ２９
台州市 １０ ４１６􀆰 １４ ４ ６１５􀆰 ８４ １ １７３􀆰 ３３ １５２􀆰 ０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６ ３５７􀆰 ３７
温州市 ２７ ４０８􀆰 １５ ８ １４２􀆰 ４８ １ ５６２􀆰 ２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７ １１２􀆰 ９１
南京市 １２ ３０２􀆰 ５８ ６ ９０８􀆰 ７０ ５４９􀆰 ２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９ ７６０􀆰 ５３
滁州市 １ ５８３􀆰 ７３ ９７６􀆰 ５１ ８０􀆰 ４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６４０􀆰 ６８
马鞍山市 ５２４􀆰 ６０ ７０５􀆰 ２１ ２４９􀆰 ６８ ３４􀆰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５１３􀆰 ５４
芜湖市 ９８９􀆰 ４４ ９５６􀆰 １０ ２２４􀆰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１７０􀆰 ５０
铜陵市 １ ４９３􀆰 ３６ ７６０􀆰 ５５ ５９􀆰 ９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３１３􀆰 ８９
池州市 ７７１􀆰 ８８ ４６２􀆰 ２７ ３１􀆰 ４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２６５􀆰 ６４
安庆市 １ ０１７􀆰 ９２ ６３５􀆰 １０ ３３􀆰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６８６􀆰 １４
合肥市 ５ ７１２􀆰 ５４ ４ ４４１􀆰 ９４ ９４４􀆰 ８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１ ０９９􀆰 ３６
嘉兴市 ３７３􀆰 ８５ ５１１􀆰 ４１ ２５２􀆰 １２ ５６􀆰 ７４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１９４􀆰 １３
湖州市 ２ ８３９􀆰 ９１ １ １６７􀆰 ２３ ３４６􀆰 ２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４ ３５３􀆰 ４３
金华市 ２ ８０３􀆰 １８ ２ ２０１􀆰 １４ ４８７􀆰 ９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５ ４９２􀆰 ２４
无锡市 ６ ８１５􀆰 ０５ ５ ２１６􀆰 ４７ １１３１􀆰 ０７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３ １６２􀆰 ５９
宣城市 １２０􀆰 ４９ １５９􀆰 ４６ ６３􀆰 ６９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４３􀆰 ６３
舟山市 １ ９７８􀆰 ０４ ６２４􀆰 ６８ １９６􀆰 ４３ ２８􀆰 ００ ７􀆰 ６１ １􀆰 ２９ ２ ８３６􀆰 ０４

平均 ５ ３７０􀆰 ９３ ３ ５６２􀆰 ５４ ９２５􀆰 ２０ ５４􀆰 ２０ ０􀆰 ２８ ０􀆰 ０５ ９ ９１３􀆰 １９

总计 １４５ ０１４􀆰 ９９ ９６ １８８􀆰 ５３ ２４ ９８０􀆰 ３１ １ ４６３􀆰 ３９ ７􀆰 ６１ １􀆰 ２９ ２６７ ６５６􀆰 １２

３　 讨论

由于树冠遮荫以及蒸散发作用，城市绿地具有

明显的降温效应。 笔者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中

心区各核心城市内绿地斑块均具有降温效应。 而

且，绿地斑块的降温距离多在 ２７０ ～ ４５０ ｍ 之间，这
与多个城市的研究结果相似［１２，１５，１８］。 城市绿地的

降温效应可通过热量交换对斑块周边温度产生一



·１２８８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定影响，从而形成局地微气候。 城市绿地面积是影

响其降温幅度的重要因素［１２，２１］，城市绿地面积越

大，越容易形成稳定的内部环境，从而具有更大的

降温幅度。
城市植被的降温效应在生态服务功能的相关

研究中有所涉及，但在城市节能减碳中的作用却未

被足够重视。 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可通过 ２ 种途径

形成：一类为植被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 ＣＯ２，
另一类则为城市植被所具有的局地小气候调节等

服务功能所能起到的减碳作用。 如果将前一类称

为直接固碳，则后一类则可称为间接固碳。 该研究

聚焦于城市植被的间接固碳，研究结果说明，如果

城市绿地消失，那么相应生态服务消失必然会导致

城市碳排放量增大。 而且，随着城市森林渐趋成

熟，其所具有的直接固碳功能逐渐减弱，但其所具

有的间接固碳功能则逐渐增强。 由此可见，尽管植

被的直接固碳效应可能较小，但不能忽视其间接固

碳价值，而间接固碳价值的相关研究结果势必也有

助于厘清城市生态建设在碳达峰碳中和方面的

作用。
目前，尚缺少对上述城市市区范围内绿地降温

节能减碳量的核算研究。 但通过与其他城市的比

较，可发现笔者所得核算结果大体在同一量级。 如

ＬＩＮ 等［１６］研究显示，北京市六环内城市绿地的节能

减碳量约为 １４ ３１５􀆰 ３７ ｔ·ｄ－１。 以上海市为例，笔者

研究的核算结果高于北京市，其中原因在于如下几

点：第一，笔者研究采用的是市区所有面积在 １ ｈｍ２

以上的绿地，而北京的研究是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提

取出的绿地，绿地数量可能少于笔者的研究；第二，
由于不同立地条件［２２］、植被覆盖［２３］ 以及几何特

征［２４］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绿地降温效应也存在

差异。

４　 结论

该研究主要针对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所导致

的节能减碳量进行核算研究。 相对于植被通过光

合作用吸储 ＣＯ２这一直接减碳作用而言，通过降温

效应等生态服务功能而引起的节能减碳不容忽视。
尤其是在强调碳达峰碳中和的当下，城市植被所具

有的降温效应在节能减碳方面的贡献应得到更多

的重视。 基于城市绿地的降温效应，采用遥感方

法，对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 ２７ 个核心城市的城区绿

地所具有的节能减碳量进行估算研究，主要结论

包括：
（１）各核心城市中心城区绿地均具有显著的降

温效应，绿地斑块平均 ＬＳＴ 比城区低 ２􀆰 １８ Ｋ，降温

幅度在 ２􀆰 ９～８􀆰 ３ Ｋ 之间，而绿地斑块的降温距离在

２７０～４５０ ｍ 之间。
（２）长三角一体化核心区各大城市绿地节能减

碳量为 ２６７ ６５６􀆰 １２ ｔ·ｄ－１，每个城市绿地平均节能

减碳量约 ９ ９１３􀆰 １９ ｔ·ｄ－１。 各大城市中，上海市城

市绿地节能减碳量最大，达 ４７ ３７４􀆰 ８３ ｔ·ｄ－１，其余

依次为温州、宁波、南京、杭州、台州、苏州、无锡和

合肥，宣城、绍兴、嘉兴、池州、马鞍山和安庆等城市

绿地节能减碳量均在 ２ ０００ ｔ·ｄ－１以下。
（３）绿地斑块外围与斑块自身具有近似的节能

减碳量，且随着到绿地距离的增加，节能减碳量逐

渐减少。
上述研究结果可表征夏季晴朗天气下中心城

区由于降温效应而产生的节能减碳量，但由于不同

气象条件下降温效应存在差异，今后有待开展更为

细致的研究，以精确核算高温季节城区绿地的节能

减碳价值。 此外，由于绿地斑块外围的景观组成及

结构对绿地降温效应有一定影响，因此今后尚需对

节能减碳量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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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土地利用对碳储量的影响及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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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效应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在

碳中和目标下，如何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来达到增碳减排的目的，是当前学术界和相关部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以

江阴市为例，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应的植被碳储量和土壤碳储量变化，并对未来的土地利用结

构提出优化建议，主要结论如下：江阴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面积逐

年增加，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度较小。 由于土地利用变化，江阴市植被碳储量减少 ７􀆰 ５０ 万 ｔ，土壤碳储量减少

０􀆰 ７６ 万 ｔ。 其中，耕地、林地转出导致的碳储量损失最大。 根据江阴市历史土地利用变化，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目标

提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建议。 优化模式下，２０３０ 年江阴市生态系统碳储量将达 ４４５􀆰 ２５ 万 ｔ，较自然增长模式增加

０􀆰 ２９ 万 ｔ。
关键词： 碳储量； 土地利用变化； 优化研究； 江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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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ｉｚ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ｃｈ ｔｏ
４􀆰 ５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 ｉｎ ２０３０，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２ ９００ 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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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变暖对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低
碳减排已成为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关注的焦

点［１］。 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历史遗留的能源结构

问题等原因，我国碳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２］。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７５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

前达到峰值、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此后又在多个

重大国际场合反复重申，并强调要坚决落实。 《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碳排放

达峰后稳中有降”列入中国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

２０２１ 年重点任务之一，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做出明

确部署［３］。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４］。 植

被和土壤在调节全球碳平衡和缓解气候变化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生态系统植

被和土壤的变化，高生物量用地类型如林地、草地

等生态用地向低生物量用地类型的转变往往伴随

着生态系统碳储量的释放［５］。 具体来看，土地利用

变化、毁林等活动已经导致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

向大气的释放。 目前，土地利用的碳排放约占全球

碳排放总量的 １０％，是地球系统重要的碳排放来

源，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是推进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之一［６－１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土地利用变化及

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一直是国内外的学术热

点［１１－１５］。 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杨庆

媛［１６］对我国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与碳排放

的研究表明，土地非农化利用和开发会增加碳排

放；赫晓慧等［１７］ 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动态评估了我

国中原城市群在不同情景下的碳储量变化趋势，结
果显示合理的土地管理政策有助于区域碳蓄积；
ＧＡＯ 等［１８］发现，造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碳储量损

失的主要原因是耕地城市化，且在未来 ４ 种城市扩

张方式下碳储量都将进一步损失。 总体而言，土地

利用变化制约着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碳排放，土地

利用造成的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１０％，而国

土空间格局优化是推进碳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
以土地利用为切入点开展碳源碳汇效应研究，

探索低碳用地发展路径与策略，将对碳中和的实现

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符合国家绿色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需求。 江阴市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

县级市之一，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剧烈，给当地的

土地供应和区域低碳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该研

究以江阴市为例，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

况及其对应的碳储量释放展开研究，并以 ２０１５ 年土

地利用碳储量为基准，为未来江阴市土地利用优化

方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处理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江阴市为江苏省省辖县级市，由无锡市代管，
位于无锡市北侧，介于北纬 ３１°４０′３４″ ～ ３１°５７′３６″，
东经 １１９°５９′～１２０°３４′３０″之间，区位条件优越，长期

位居全国百强县前列。 ２０２０ 年江阴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４ １１３􀆰 ７５ 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２４􀆰 ８８
万元。 ２０２２ 年江阴成为我国 ＧＤＰ 十强县，排名第

２ 位。
１􀆰 ２　 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的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于中科院地理

科学与自然资源研究所，数据精度为 ３０ ｍ，一级土

地利用分类的综合准确率高于 ９３％，二级土地利用

分类的综合准确率高于 ９０％。 笔者仅使用土地利

用一级分类，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
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６ 类。 植被碳密度数

据主要基于笔者所在课题组近年来的 ８００ 多个研究

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植被类型，最终形成了全

国植被碳密度图［１９－２０］，笔者从中截取了江阴市的植

被碳密度图，在 ＡｃｒＧＩＳ １０􀆰 ５ 平台将江阴市植被碳

密度图与土地利用类型图进行交叉分析后，对江阴

市各用地类型的植被碳密度进行了测算。 江苏省

地质调查院和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提供了江阴

市 １４０ 个不同深度土壤剖面的样点数据，包括每个

样点的土壤类型、土壤有机碳（ＴＯＣ）含量、容重、经
纬度、土地利用类型、地表景观等信息。

由于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０５ 年左右，为了使

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提高土地结构优化的准确

性，故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作为历史研究期。
１􀆰 ３　 土壤有机碳估算方法

土壤有机碳密度是指单位面积（１ ｍ２）一定厚

度土层中的有机碳含量，由于排除了面积因素的影

响而以土体体积为基础来计量，土壤碳密度已成为

评价土壤中有机碳的重要指标。 该研究分别计算

表层（０～２０ ｃｍ）土壤碳密度和碳储量，具体计算方

法如下：
（１）首先计算每个样点的碳密度。 对于具有一

定剖面深度 （Ｄ） 的土壤样点而言，其有机碳密度

（ＣＤ） 计算公式为

ＣＤ ＝ ＴＤ × ρ 。 （１）
式（１）中，ＣＤ为深度 Ｄ 处土壤样点的碳密度，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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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３；ＴＤ为深度 Ｄ 处土壤有机质含量，％；ρ 为土壤容

重，ｋｇ·ｍ－３。
（２）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软件将 １４０ 个土壤样点

信息导入数字化后的江阴市土壤图，该图共包含 ４４
个土壤亚类，每个土壤斑块包含了数量不等的土壤

样点，采取空间插值的方法生成不同时期的全境土

壤有机碳密度图。
（３）得到碳密度及各类型土壤面积数据后，即

可求出江阴市总土壤碳储量（Ｃ ｔｏｔａｌ），其计算公式为

Ｃ ｔｏｔａｌ ＝ ∑
ｎ

ｉ ＝ １
Ｃ ｉ × Ｓｉ × Ｄ 。 （２）

式（２）中，Ｃ ｉ为不同土壤亚类的碳密度，ｋｇ ·ｍ－３；Ｓｉ

为不同土壤亚类的面积，ｍ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

由表 １ 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土地利用

发生较大变化，耕地面积逐年增加，建设用地面积

逐年减少；林地和水域面积变化较小，但总体而言

有所增加；未利用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草地面积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期间变化不大，但在 ２０１５ 年有所

减少。 ２０００ 年江阴市耕地占比达 ６７􀆰 ２５％，为江阴

市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次之，但与耕

地面积相比差距较大，仅占 ２２􀆰 ６３％，林地、草地、水
域等占比很小，总共只占 １０％左右。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江阴市耕地面积占比持续下降，同时建设用地占比

增加。 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仍然是耕

地和建设用地，但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了许多，耕
地占比减少到 ５１􀆰 ７１％，建设用地占比则增加到

３７􀆰 ４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林地、草地、水域以及未利

用地占比几乎没有变化。
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表 ２），建设用地的扩张主要是通过占用耕地的方

式实现，建设用地转入面积 ２２１􀆰 ２０ ｋｍ２，其中有

１４９􀆰 ４３ ｋｍ２来自耕地。 从空间分布来看，耕地向建

设用地的转移主要是在原有建设用地的基础上向

外扩张。 耕地由于建设用地的扩张大量减少，还有

部分耕地转化为林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地，转出面

积为 １５７􀆰 ７５ ｋｍ２，转入面积仅为 ５􀆰 ８４ ｋｍ２。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土地利用类型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耕地　 　 ６５７􀆰 ４５ ６７􀆰 ２５ ６０２􀆰 ５５ ６１􀆰 ６３ ５５０􀆰 ７０ ５６􀆰 ３３ ５０５􀆰 ５４ ５１􀆰 ７１
林地　 　 ２６􀆰 ２６ ２􀆰 ６９ ２７􀆰 ４２ ２􀆰 ８０ ２７􀆰 ３９ ２􀆰 ８０ ２９􀆰 ５４ ３􀆰 ０２
草地　 　 ２􀆰 ０４ ０􀆰 ２１ ２􀆰 ０４ ０􀆰 ２１ ２􀆰 ０４ ０􀆰 ２１ １􀆰 ７０ ０􀆰 １７
水域　 　 ７０􀆰 ５８ ７􀆰 ２２ ６９􀆰 １４ ７􀆰 ０７ ６９􀆰 １４ ７􀆰 ０７ ７２􀆰 ５８ ７􀆰 ４２
建设用地 ２２１􀆰 ２０ ２２􀆰 ６３ ２７６􀆰 ３８ ２８􀆰 ２７ ３２８􀆰 ２６ ３３􀆰 ５８ ３６６􀆰 ２７ ３７􀆰 ４６
未利用地 ０􀆰 １５ ０􀆰 ０２ ０􀆰 １５ ０􀆰 ０２ ０􀆰 １５ ０􀆰 ０２ ２􀆰 ０５ ０􀆰 ２１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ｋｍ２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耕地　 　 ４９９􀆰 ７０ ３􀆰 ７４ ０􀆰 ００ ２􀆰 ９５ １４９􀆰 ４３ １􀆰 ６４ ６５７􀆰 ４５
林地　 　 ０􀆰 ０１ ２５􀆰 ６３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４４ ０􀆰 １８ ２６􀆰 ２６
草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６９ ０􀆰 ００ ０􀆰 ３５ ０􀆰 ００ ２􀆰 ０４
水域　 　 １􀆰 ０５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８􀆰 ９８ ０􀆰 ５５ ０􀆰 ００ ７０􀆰 ５８
建设用地 ４􀆰 ７８ ０􀆰 １７ ０􀆰 ００ ０􀆰 ６６ ２１５􀆰 ５１ ０􀆰 ０８ ２２１􀆰 ２０
未利用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１５ ０􀆰 １５

总计　 　 ５０５􀆰 ５４ ２９􀆰 ５４ １􀆰 ７０ ７２􀆰 ５８ ３６６􀆰 ２７ ２􀆰 ０５ ９７７􀆰 ６８

　 　 从空间分布（图 １）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面积增

长最为明显的是建设用地，主要是在江阴北部以及

东部原本的建设用地基础上大面积增加，南部和西

部原有的建设用地也向周边扩张。 林地和草地仅

在江阴中部小面积分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其空间分布

和占地面积基本无变化，但到 ２０１５ 年江阴南部有较

明显的一块区域从建设用地和耕地转化为林地。
未利用地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仅在江阴西部有小面

积分布，２０１５ 年则在北部和东部的建设用地中出现

了新的未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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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江阴市主要土地利用转移类型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２􀆰 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碳储量的影响

对江阴市植被碳密度数据及土地利用数据进

行叠加分析，得出江阴市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有

机碳密度。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

用地的植被有机碳密度分别为 ０􀆰 ５５、１􀆰 ９４、０􀆰 ２１、
０􀆰 ３５、０􀆰 ０１、０􀆰 ０１ ｋｇ·ｍ－２，平均碳密度值为 １􀆰 ７９ ｋｇ·
ｍ－２。 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有机碳密度大小依次

为林地＞耕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建设用地。
根据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以及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碳储量特征，测算出江阴市土

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碳储量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对每一类土地利用类型来说，这里计算的碳储量变

化值仅代表各类用地增量部分的植被碳储量，并没

有考虑土地利用转化前后的碳储量增减（土壤碳储

量计算同理），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

植被碳储量变化见表 ３。
如果不考虑土地利用转化前后的植被碳储量

增减，由于土地利用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植

被有机碳储量减少 ７５ ００９􀆰 ４９ ｔ，土地利用变化造成

了植被有机碳的损失。 各土地利用类型转出类型

汇总分析结果显示，耕地转出类型合计使植被有机

碳储量减少最多，达 ７６ ９６３􀆰 ４１ ｔ，其中耕地转变为建

设用地导致植被碳储量减少 ８０ ６９３􀆰 ９８ ｔ，林地、草地

的转出使植被有机碳储量分别减少 １ ２０６􀆰 ０１、６９􀆰 ３０
ｔ。 建设用地、水域的转出使植被有机碳储量分别增

加 ３ １３７􀆰 ５７、２４􀆰 ９１ ｔ。 其中耕地向建设用地和水域、
林地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草地向建设用地、水
域向建设用地的转化使植被有机碳减少，其中建设

用地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占用使植被有机碳损

失最为严重，应该引起重视。

表 ３　 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碳储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ｔ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耕地　 　 ５ １９２􀆰 ９０ －０􀆰 ３１ －５７８􀆰 ４７ －８０ ６９３􀆰 ９８ －８８３􀆰 ５５ －７６ ９６３􀆰 ４１
林地　 　 －１１􀆰 ２６ ０􀆰 ００ －１􀆰 ４３ －８４０􀆰 ７１ －３５２􀆰 ６１ －１ ２０６􀆰 ０１
草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９􀆰 ３０ ０􀆰 ００ －６９􀆰 ３０
水域　 　 ２１０􀆰 ７８ ０􀆰 ００ －０􀆰 １３ －１８５􀆰 ７４ ０􀆰 ００ ２４􀆰 ９１
建设用地 ２ ５８２􀆰 １２ ３３１􀆰 ７７ ０􀆰 ００ ２２３􀆰 ６９ ０􀆰 ００ ３ １３７􀆰 ５８
未利用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６􀆰 ７４ ６６􀆰 ７４

２􀆰 ３　 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

将江阴市土壤碳密度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平台

进行克里金插值，得到江阴市土壤碳密度分布图

（图 ２）。 再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５ 软件将土壤碳密度图

与土地利用类型图进行叠加分析，分区统计不同土

地利用类型表层（０ ～ ２０ ｃｍ）土壤平均碳密度，得到

江阴市土壤碳储量（表 ４）。
根据江阴市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以及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土壤碳密度差异，测算出江阴市土地利用

变化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表 ５）。 表 ５ 显示，如果

不考虑土地利用转化前后的土壤碳储量增减，由于

土地利用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土壤有机碳储

量减少 ７ ６４１􀆰 ５６ ｔ。 各土地利用转出类型汇总分析

结果显示：耕地转出类型合计使土壤有机碳储量减

少最多，达 ８ １８８􀆰 ４８ ｔ，草地转出类型使土壤有机碳

储量减少 ２２５􀆰 ２８ ｔ，建设用地转出类型使土壤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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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储量减少 ６０􀆰 ９９ ｔ，未利用地转出类型使土壤有机

碳储量减少 ０􀆰 ４７ ｔ。 林地、水域的转出合计使土壤

有机碳储量分别增加 ３６􀆰 ６２、７９７􀆰 ０３ ｔ。 其中耕地向

林地、水域、建设用地，林地向水域、建设用地，草地

向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向水域，未利用地向建设用

地的转化使土壤有机碳减少，不利于碳汇的形成，
其中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使土壤有机碳损失最

为严重，占减少总量的 ９０􀆰 ５０％，应该引起重视。

图 ２　 江阴市土壤碳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２􀆰 ４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整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

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碳储量变化，汇总得到江阴市整

体的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表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江阴市生态系统碳储量整体减少 ８􀆰 ３ 万 ｔ，其中植被

碳储量减少 ７􀆰 ５ 万 ｔ，占生态系统碳储量损失的

９０􀆰 ７５％。 耕地是变化最为剧烈的土地利用类型，主
要是向建设用地的转出，这也导致了最大的碳储量

损失，约 ８􀆰 ８ 万 ｔ。 虽然仅有 ０􀆰 ６３ ｋｍ２的林地发生了

变化，但其导致了 ０􀆰 １２ 万 ｔ 的生态系统碳储量损

失。 这表明在未来对土地利用管理的过程中，应当

进一步重视对林地资源的保护，控制其转出。 同

时，草地的转出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碳储量的损失，
而其他地类的转出则有助于碳储量的有效蓄积。

表 ４　 江阴市土壤碳储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万 ｔ

土地利用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耕地　 　 ２８３􀆰 ７２ ２１８􀆰 １７
林地　 　 １１􀆰 ２６ １２􀆰 ６６
草地　 　 １􀆰 ００ ０􀆰 ８４
水域　 　 ２６􀆰 ８４ ２７􀆰 ６０
建设用地 ９４􀆰 ４３ １５６􀆰 ３７
未利用地 ０􀆰 ０７ ０􀆰 ９３

表 ５　 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对土壤碳储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ｔ

土地利用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计

耕地　 　 －１０８􀆰 ９４ ０􀆰 ５４ －１ ５１１􀆰 ９０ －６ ９１７􀆰 ００ ３４８􀆰 ８２ －８ １８８􀆰 ４８
林地　 　 ０􀆰 ２４ ０ －０􀆰 ４４ －７􀆰 ４６ ４４􀆰 ２８ ３６􀆰 ６２
草地　 　 ０ ０ ０ －２２５􀆰 ２８ ０ －２２５􀆰 ２８
水域　 　 ５４０􀆰 ９２ ０ １􀆰 ０１ ２５５􀆰 １０ ０ ７９７􀆰 ０３
建设用地 ２２１􀆰 ３４ ２􀆰 ９４ ０ －３０７􀆰 ２２ ２１􀆰 ９５ －６０􀆰 ９９
未利用地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７ －０􀆰 ４７

３　 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

３􀆰 １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构建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是指通过土地利用类型、土

地管理方式等人为因素改变地表植被类型，间接改

变土壤物理结构、土壤微生物、土壤团聚体等性质，
从而影响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稳定性，以期提高土

地生态系统有机碳储量。 该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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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模型，并提出优化措施。
模型将土地利用的碳储量或者碳排放量作为目标

函数，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作为决策变量，
模型的一般表达公式为

∑
ｎ

ｊ ＝ １
ａｉｊＸ ｊ ＝ ｂ ｊ

Ｘ ｊ ≥ ０
{ 。 （３）

式（３） 中，Ｘ ｊ 为决策变量，即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ｋｍ２；ａｉｊ为约束系数；ｂ ｊ为约束常数。

求取使目标函数 Ｆ（ｘ） ＝ ∑
ｎ

ｊ ＝ １
Ｃ ｊＸ ｊ ＝ ｍａｘ 的一组

解 Ｘ ｊ{ } ，这组解称为最优解。 其中，Ｃ ｊ 为土地利用

类型 ｊ 的碳密度，ｋｇ·ｍ－３； Ｆ（ｘ） 为土地利用碳储

量，万 ｔ；ｍａｘ 表示此处是在碳储量目标最大化基础

上建立的目标函数。

表 ６　 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ｙｉｎ Ｃｉｔｙ

土地利用转移类型　 　 面积 ／ ｋｍ２ 植被碳储量变化 ／ ｔ 土壤碳储量变化 ／ ｔ 生态系统碳储量变化 ／ ｔ

耕地－林地 ３􀆰 ７４ ５ １９２􀆰 ９０ －１０８􀆰 ９４ ５ ０８３􀆰 ９６
耕地－草地 ０ －０􀆰 ３１ ０􀆰 ５４ ０􀆰 ２３
耕地－水域 ２􀆰 ９５ －５７８􀆰 ４７ －１ ５１１􀆰 ９０ －２ ０９０􀆰 ３７
耕地－建设用地 １４９􀆰 ４３ －８０ ６９３􀆰 ９８ －６ ９１７􀆰 ００ －８７ ６１１􀆰 ００
耕地－未利用地 １􀆰 ６４ －８８３􀆰 ５５ ３４８􀆰 ８２ －５３４􀆰 ７３

小计 １５７􀆰 ７５ －７６ ９６３􀆰 ４１ －８ １８８􀆰 ４８ －８５ １５１􀆰 ９０
林地－耕地 ０􀆰 ０１ －１１􀆰 ２６ ０􀆰 ２４ －１１􀆰 ０２
林地－草地 ０ ０ ０ ０
林地－水域 ０ －１􀆰 ４３ －０􀆰 ４４ －１􀆰 ８７
林地－建设用地 ０􀆰 ４４ －８４０􀆰 ７１ －７􀆰 ４６ －８４８􀆰 １７
林地－未利用地 ０􀆰 １８ －３５２􀆰 ６１ ４４􀆰 ２８ －３０８􀆰 ３３

小计 ０􀆰 ６３ －１ ２０６􀆰 ０１ ３６􀆰 ６２ －１ １６９􀆰 ３９
草地－耕地 ０ ０ ０ ０
草地－林地 ０ ０ ０ ０
草地－水域 ０ ０ ０ ０
草地－建设用地 ０􀆰 ３５ －６９􀆰 ３０ －２２５􀆰 ２８ －２９４􀆰 ５８
草地－未利用地 ０ ０ ０ ０

小计 ０􀆰 ３５ －６９􀆰 ３０ －２２５􀆰 ２８ －２９４􀆰 ５８
水域－耕地 １􀆰 ０５ ２１０􀆰 ７８ ５４０􀆰 ９２ ７５１􀆰 ７０
水域－林地 ０ ０ ０ ０
水域－草地 ０ －０􀆰 １３ １􀆰 ０１ ０􀆰 ８８
水域－建设用地 ０􀆰 ５５ －１８５􀆰 ７４ ２５５􀆰 １０ ６９􀆰 ３６
水域－未利用地 ０ ０ ０ ０

小计 １􀆰 ６０ ２４􀆰 ９１ ７９７􀆰 ０３ ８２１􀆰 ９４
建设用地－耕地 ４􀆰 ７８ ２ ５８２􀆰 １２ ２２１􀆰 ３４ ２ ８０３􀆰 ４６
建设用地－林地 ０􀆰 １７ ３３１􀆰 ７７ ２􀆰 ９４ ３３４􀆰 ７１
建设用地－草地 ０ ０ ０ ０
建设用地－水域 ０􀆰 ６６ ２２３􀆰 ６９ －３０７􀆰 ２２ －８３􀆰 ５３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０􀆰 ０８ ０ ２１􀆰 ９５ ２１􀆰 ９５

小计 ５􀆰 ７０ ３ １３７􀆰 ５７ －６０􀆰 ９９ ３ ０７６􀆰 ５８
未利用地－耕地 ０ ０ ０ ０
未利用地－林地 ０ ０ ０ ０
未利用地－草地 ０ ０ ０ ０
未利用地－水域 ０ ０ ０ ０
未利用地－建设用地 ０ ６６􀆰 ７４ －０􀆰 ４７ ６６􀆰 ２７

小计 ０ ６６􀆰 ７４ －０􀆰 ４７ ６６􀆰 ２７
合计 １６６􀆰 ０２ －７５ ００９􀆰 ４９ －７ ６４１􀆰 ５６ －８２ ６５１􀆰 １０

　 　 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目的是使土地利用结构

趋于合理，该研究选取碳储量为目标效益函数，选
择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作为决策变量，根据当

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建立约束条件，进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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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结构优化设计。 依据前文中确定的主要土地

利用类型，选取以下 ６ 个决策变量：耕地 Ｘ１、林地

Ｘ２、草地 Ｘ３、水域 Ｘ４、建设用地 Ｘ５、未利用地 Ｘ６。
考虑到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对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

用结构进行重新调整。
（１）总面积：江阴市为滨港口花园城市，在不发

生行政区划变化的前提下，总面积基本保持不变。
将江阴市 ２０３０ 年总面积确定为 ９７７􀆰 ６０ ｋｍ２。

（２）耕地：在低碳情景下应强化耕地资源保护，
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一方面建设用地的外

延扩展必然占用大量的耕地资源，耕地数量保持下

降趋势。 随着农村人口的下降，农村居民点用地需

求从理论上是减少的，可以通过土地复垦将其整理

为耕地，所以耕地的减少速度会得到遏制。 以基本

农田保护为原则并结合 ２０００ 年以后的耕地变化速

度，将 ２０３０ 年江阴市的耕地保有量确定为 ３５１􀆰 ５５
ｋｍ２，此保有量主要是根据粮食需求进行的预测，笔
者将其作为耕地的下限，将现有的耕地面积 ５０３􀆰 ３９
ｋｍ２作为 ２０３０ 年耕地面积的上限，据此建立耕地的

约束条件方程：３５１􀆰 ５５≤Ｘ１≤５０５􀆰 ５４。
（３）林地：考虑到生态环境建设要求，森林覆盖

率要不断提高，２０３０ 年林地面积至少应不低于现有

水平（２９􀆰 ５４ ｋｍ２），将此作为林地面积的下限。 根

据 ２０００ 年以后林地面积的平均变化速度，将增加

３􀆰 ２７ ｋｍ２后的林地面积作为 ２０３０ 年林地面积的上

限，即 ３２􀆰 ８２ ｋｍ２， 据此建立林地的约束条件方程：
２９􀆰 ５４≤Ｘ２≤３２􀆰 ８２。

（４）草地：江阴市的草地面积较少，且变化缓

慢。 鉴于草地面积已所剩有限以及政府对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视，未来草地面积减少的趋势会得到遏

制。 据此假设 ２０３０ 年草地面积会有所增加，面积不

低于 １􀆰 ７０ ｋｍ２。 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需要，且依据

２０００ 年以后草地面积的平均增长速度，预计 ２０３０
年草地面积可增加 ０􀆰 ３４ ｋｍ２，将增加后的草地面积

作为 ２０３０ 年面积的上限，即 ２􀆰 ０４ ｋｍ２。 据此建立草

地的约束条件方程：１􀆰 ７０≤Ｘ３≤２􀆰 ０４。
（５）水域：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水域面积发生少量的

变化，期间有增有减，变化不显著。 水域的扩张主

要是受近年来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影响，许多草地被

挖成坑塘；而水域转为耕地是由于随着江苏滨海海

岸线的东移，水产养殖用地（尤其是海水养殖用地）
转为水田用地。 结合 ２０１５ 年实际水域面积，预计

２０３０ 年水域面积不少于 ７２􀆰 ５８ ｋｍ２。 且根据水域面

积的历年变化情况，预计 ２０３０ 年水域面积将增加

２􀆰 ００ ｋｍ２，将增加后的面积作为上限值 ７４􀆰 ４４ ｋｍ２，
建立水域的约束条件方程：７２􀆰 ５８≤Ｘ４≤７４􀆰 ５８。

（６）建设用地：未来经济增长对城镇用地的需

求强劲，城镇用地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按照

２０００ 年以后建设用地的平均增长趋势预测，２０３０ 年

建设用地将达到 ５１１􀆰 ３４ ｋｍ２。 按照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

的增长速度，２０３０ 年建设用地为 ５２１􀆰 ８２ ｋｍ２。 据此

建 立 建 设 用 地 的 约 束 条 件 方 程： ５１１􀆰 ３４ ≤
Ｘ５≤５２１􀆰 ８２。

（７）未利用地：江阴市未利用地面积较小，考虑

土地利用的高效集约化趋势，江阴市 ２０３０ 年未利用

地面积会减少，至少会小于现有未利用地面积，据
此建立未利用地的约束条件方程： ０≤Ｘ６≤２􀆰 ０５。
３􀆰 ２　 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结果优化

根据对各地类有机碳密度的计算结果，建立陆

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最大化的目标函数：ｍａｘ（Ｚ） ＝
４􀆰 ８７Ｘ１＋６􀆰 ２３Ｘ２ ＋５􀆰 １３Ｘ３ ＋４􀆰 １５Ｘ４ ＋４􀆰 ２８Ｘ５ ＋４􀆰 ５４Ｘ６。
根据以上目标函数和各变量的约束条件，采用 Ｌｉｎｇｏ
１４􀆰 ０ 软件对以上方程进行求解，得到 ２０３０ 年江阴

市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表 ７）。

表 ７　 ２０３０ 年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优化方案

Ｔａｂｌｅ ７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ｍａｘｉｍｉｚｅ ｃａｒ⁃
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ｎ ２０３０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 ／ ｋｍ２ 碳储量 ／ 万 ｔ

耕地 ３５８􀆰 ９０ １７４􀆰 ７８
林地 ３２􀆰 ８２ ２０􀆰 ４５
草地 ２􀆰 ０４ １􀆰 ０５
水域 ７２􀆰 ５８ ３０􀆰 １２
建设用地 ５１１􀆰 ３４ ２１８􀆰 ８５
未利用地 ０ ０

合计 ９７７􀆰 ６８ ４４５􀆰 ２５

由表 ７ 可知，在碳储量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下，碳
储量最大为 ４４５􀆰 ２５ 万 ｔ。 ２０３０ 年耕地面积减少，林
地、草地、建设用地面积均增加，水域用地面积保持

不变，未利用面积减少至 ０。 其中，建设用地的碳储

量最大，为 ２１８􀆰 ８５ 万 ｔ；其次为耕地，碳储量为

１７４􀆰 ７８ 万 ｔ；林地和水域的碳储量分别为 ２０􀆰 ４５ 万

和 ３０􀆰 １２ 万 ｔ；草地碳储量最少，为 １􀆰 ０５ 万 ｔ。
３􀆰 ３　 减排效果评价

将 ２０３０ 年江阴市低碳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方案

分别与 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结构、自然增长模式下确定

的 ２０３０ 年土地利用结构进行比较，分析优化方案的

减排效果（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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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减排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８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土地利用类型
土地利用结构 ／ ｋｍ２ 碳储量 ／ 万 ｔ

２０１５ 年现状 ２０３０ 年自然增长模式 ２０３０ 年优化模式 ２０１５ 年现状 ２０３０ 年自然增长模式 ２０３０ 年优化模式

耕地　 　 ５０５􀆰 ５４ ３５３􀆰 ６３ ３５８􀆰 ９０ ２４６􀆰 ２０ １７２􀆰 ２２ １７４􀆰 ７８
林地　 　 ２９􀆰 ５４ ３２􀆰 ８２ ３２􀆰 ８２ １８􀆰 ４０ ２０􀆰 ４５ ２０􀆰 ４５
草地　 　 １􀆰 ７０ １􀆰 ３６ ２􀆰 ０４ ０􀆰 ８７ ０􀆰 ７０ １􀆰 ０５
水域　 　 ７２􀆰 ５８ ７４􀆰 ５８ ７２􀆰 ５８ ３０􀆰 １２ ３０􀆰 ９５ ３０􀆰 １２
建设用地 ３６６􀆰 ２７ ５１１􀆰 ３４ ５１１􀆰 ３４ １５６􀆰 ７６ ２１８􀆰 ８５ ２１８􀆰 ８５
未利用地 ２􀆰 ０５ ３􀆰 ９５ ０􀆰 ００ ０􀆰 ９３ １􀆰 ７９ ０􀆰 ００

合计　 　 ９７７􀆰 ６８ ９７７􀆰 ６８ ９７７􀆰 ６８ ４５３􀆰 ２９ ４４４􀆰 ９６ ４４５􀆰 ２５

　 　 表 ８ 显示，基于碳储量最大化的土地利用结构

方案能提高江阴市的碳储量水平，到 ２０３０ 年其碳储

量比自然增长模式下增加 ０􀆰 ２９ 万 ｔ，说明优化模式

下江阴市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明显增加。

４　 结论

对江阴市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变化及陆

地生态系统土壤和植被的碳储量进行了估算，同时

对未来江阴市土地利用提出了优化方案。 结果

显示：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江阴市 １６􀆰 ９８％的土地面积

发生变化，其中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最为显著。
（２）江阴市土地利用变化共造成生态系统碳储

量减少 ８２ ６５１􀆰 １０ ｔ，主要来自于耕地、林地向外转

出，尤其是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变造成碳储量损失

８７ ６１１􀆰 ００ ｔ。
（３）基于历史土地利用变化，碳储量最大化目

标下的土地结构优化方案可使 ２０３０ 年江阴市生态

系统碳储量较自然增长模式增加 ０􀆰 ２９ 万 ｔ。

５　 建议

为进一步减少人类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未来

需继续重视土地管理从而减少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释放，具体可考虑如下对策：
（１）加强自然林地生态保护，严格控制林地转

出，加强农田林网建设；同时，针对江阴市草地的下

降趋势，要减少对草地的人为破坏，保护原生草地。
（２）改善耕作制度，采取合理的农作物轮作方

式，提高土壤有机碳含量。
（３）加强对建设用地的总量控制，确定江阴市

各城镇的蔓延边界，规范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行

为，防止建设用地扩张破坏原有自然生态系统。
（４）江阴市旅游资源种类丰富，独占性旅游资

源有“徐霞客” “要塞” “华西”等，然而目前优势不

明显，未来应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旅

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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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启事

为了以规范的网络期刊出版方式更快更好地确立作者的科研成果首发权，全面提高学术论文的传播效率和利用价值，本
刊已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简称电子杂志社）签署《ＣＡＪ－Ｎ 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通
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ＣＡＪ－Ｎ）正式出版本刊网络版。 凡经本刊审定录用的稿件（录用定稿）均将首先以本刊网络版

形式首发，后视编排情况发布排版定稿和整期汇编定稿，最后以本刊印刷版形式出版。
录用定稿网络首发之后，在后续的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网络版和印刷版中，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署名、作者单位

以及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修改。 本刊郑重承诺，对于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论文，本刊印刷版将刊出最

终稿。
为了辅助同行专家对稿件的评审以及帮助读者对论文内容的理解，本刊建议作者投稿时提交因印刷版篇幅和载体限制

未能刊发的，能够进一步说明文中实验设计、案例分析、理论推导、观点论证等的补充材料，包括文字资料（．ｄｏｃ，．ｄｏｃｘ）、数据

表格（．ｘｌｓ，．ｘｌｓｘ）、图形文件（．ｊｐｇ， ．ｇｉｆ， ．ｐｎｇ， ．ｔｉｆ， ．ｂｍｐ， ．ａｉ， ．ｅｐｓ 等）、音频文件（．ｍｐ３， ．ｗｍａ， ．ａｖｉ 等）、视频文件（．ｍｐ４， ．ａｖｉ，
．ｗｍｖ 等）、程序代码（．ｔｘｔ）等。 这些补充材料将与原文内容进行组织和封装，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增强论文，通过网刊发布。

ＣＡＪ－Ｎ 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国家教育部主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由我国各类学术期刊组成的连续型网络出版物，每篇网络首发论文将被赋予一个唯一的国际 ＤＯＩ 编码，
而且在版本变动中，其 ＤＯＩ 维持不变。 按国家有关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管理规定，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论文，本刊编辑

部与电子杂志社共同为论文作者颁发论文网络首发证书。 论文作者可以从中国知网下载或打印论文和证书，作为正式发表

的论文提交人事、科研管理等有关部门。
本刊编辑部

１０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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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娄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
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研究

陈　 妍１， 王　 楠２①， 赵立君２， 冯　 阳１， 李海东２ 　 （１􀆰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６； ２􀆰 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村镇生态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步骤。 村镇生态建设过程中的模式总结和影响因素研究，对促进区

域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大娄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以
下简称“大娄山区”）为研究对象，应用主成分分析（ＰＣＡ）研究了村镇生态建设的影响因素，并通过“以面束点”和
“以点带面”的思路进行了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研究。 结果表明：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受人居环境因子

（Ａ１）、经济发展因子（Ａ２）和生态环境因子（Ａ３）综合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因子（Ａ２）对村镇生态建设影响最显著；
选取的大娄山区 １６ 个典型村镇中，娄山关街道（Ｔ５）、丙安镇（Ｔ８）、天台镇（Ｔ９）、茅台镇（Ｔ１３）、黑树镇（Ｔ１４）、以
勒镇（Ｔ１５）和水田镇（Ｔ１６）的村镇建设受生态环境因子（Ａ３）的影响显著。 人居环境因子（Ａ１）和经济发展因子

（Ａ２）也对娄山关街道（Ｔ５）、茅台镇（Ｔ１３）具有显著影响；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包括发展生态经济助推乡村振兴

（Ｌ１）、恢复绿水青山激活乡村振兴（Ｌ２）、改善人居环境赋能乡村振兴（Ｌ３）和创新体制机制巩固乡村振兴（Ｌ４）４
条路径及 １２ 种模式。 研究结果对促进大娄山区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提

供示范案例。
关键词： 村镇生态建设； 乡村振兴； 典型路径； 建设模式； 美丽宜居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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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镇生态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可能会

面临严峻的资源供给紧张、生产环境恶化、生态环

境污染与功能退化等问题［１］。 基于村镇生态安全

评价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探索特色生态建设模

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可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

撑乡村振兴的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撑，对实现村镇

可持续发展和美丽宜居村镇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２－３］。 村镇生态建设模式是指在不同村镇生态建

设过程中，对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生态产业发展方

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发展路径的

理论性概括［４］。 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的形成受区域

主导生态功能、产业发展适宜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和制约，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５］。 从资源禀

赋、制度厚度、产业发展等角度探讨村镇生态建设

机理，重构村镇的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
能够有效解决村镇绿色发展问题，实现村镇生态－
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已有学者以典型村镇发展模式［６－７］、村镇生态

建设和环境治理［８－１０］、村镇转型发展与机理［１１－１２］ 等

为主题探讨重点生态区村镇建设的发展问题。 例

如，张龙江等［７］通过“以点带面”和“以面束点”的研

究思路，探究了村镇建设生态安全约束下的产业适

宜性评价方法，并初步提出了茶产业模式、酒产业

模式、特色农业模式、生态旅游模式、防灾减灾模式

等不同的生态建设模式。 张跃虎［９］ 以太原村镇生

态园林化发展为例，构建了生态绿化型、生态经济

型、生态园林型和园林游憩型 ４ 种发展模式以及小

康生态园林化村、镇 ２ 个标准。 王习明等［１０］ 以海南

省白沙县的美丽乡村建设为例，提出为推进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完善生态补偿机

制、优先安排资金、改造贫困村庄的住房、完善公共

服务体系。 然而，上述研究大多通过质性研究进行

村镇生态发展的理论构建和案例剖析，从定量角度

剖析典型重点生态功能区村镇生态建设的影响因

素并构建发展模式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

以大娄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

区（以下简称“大娄山区”）为例，基于主成分分析法

（ＰＣＡ），定量研究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的影响因

素，并结合数据资料与实地调研，剖析区域村镇生

态建设路径与模式，以期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生
态系统协调演进提供理论参考。 大娄山区位于川

滇黔交界处，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横江水系的分

水岭以及重要的水源涵养区［１３］，受过度垦殖和无序

开发的影响，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和水环境污染突

出、生态系统退化。 研究结果对于如何根据村镇建

设的现状和特点，与当地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

相平衡［１４］，推动实现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的新局

面，促进大娄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也可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示范案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大娄山区及典型村镇概况

大娄山区位于川、滇、黔、渝三省一市接壤地

带，地理位置为 ２６°３５′～２８°１０′ Ｎ，１０４°６０′～ １０７°１２′
Ｅ，总面积 ３􀆰 ２９ 万 ｋｍ２，属西南季风气候区，降水主

要集中在北部，年均降水量为 １ ０８０ ｍｍ。 大娄山区

地势南高北低，海拔介于 １９８～２ ８６５ ｍ 之间，水热条

件较好，生物资源丰富，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为主，
耕地和草地次之。 大娄山区人均耕地少，可利用的

土地极其稀缺，再加上长期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

发利用，村镇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不高［１５］，在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基础设施等

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６］，部分地区属于我国

集中连片特困区，区域生态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及

其他影响要素之间的矛盾较突出［１７］。 行政区主要

涉及重庆市的江津、綦江，贵州省的毕节、遵义，云
南省的昭通，以及四川省泸州市，包括 １７ 个县市、
３５７ 个村镇。 在大娄山区选择 １６ 个在经济水平、生
态资源、文化背景以及产业模式上具有差异性的典

型村镇（表 １、图 １），开展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研究。



　 第 １０ 期 　 陈　 妍等： 大娄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研究 ·１３０１　 ·

表 １　 １６ 个典型村镇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省份 县（市） 编号 村镇 区位及简介 面积 ／ ｋｍ２

四川省 古蔺县 Ｔ１ 二郎镇 位于古蔺县境东北部赤水河西岸、四川省盆地南部，与遵义市习水县接壤，因
当地为郎酒起源地而得名，下辖 ３２ 个行政村

９２􀆰 ９４

Ｔ２ 茅溪镇 位于四川省古蔺县境内，距离古蔺县城 ９３ ｋｍ、茅台镇 ２５ ｋｍ，辖 １ 个社区、１５
个行政村，坐拥“中国白酒金三角”和“中国酱香酒谷”双重黄金位置

１９０􀆰 ０８

Ｔ３ 土城镇 地处古蔺县城东南部，下辖 １ 个社区和 ７ 个行政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土城镇
户籍人口有 ２８ ６４９ 人，拥有“长征文化艺术之乡”称号，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７１􀆰 ４０

Ｔ４ 太平镇 位于古蔺河与赤水河交汇处，太平古镇是国家 ＡＡＡＡ 级旅游景区、国家历史
文化名镇、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１０４􀆰 ００

贵州省 桐梓县 Ｔ５ 娄山关街道 位于遵义市西北部，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辖区常住人口 ９４ ９３５ 人，下辖 ６ 个社区
和 ４ 个行政村，有丰富的文物古迹和长征文化遗址

７３􀆰 ５１

习水县 Ｔ６ 土城镇 地处赤水河中游河畔，辖 ３ 个居委会、１６ 个行政村，具有红军四渡赤水文化
资源

３０７􀆰 ００

Ｔ７ 习酒镇 地处习水县南部，辖 １ 个社区、１０ 个行政村，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习酒镇户籍人口
４０ ８０２ 人，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

８１􀆰 ２８

赤水市 Ｔ８ 丙安镇 位于赤水市中南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贵州省历史文化名镇，为全国 １００
个红色旅游经典地之一

１３４􀆰 ２０

Ｔ９ 天台镇 地处赤水市中部，天台镇辖 ２ 个社区、７ 个行政村，因境内天台山而得名 ９９􀆰 ４４
Ｔ１０ 长岗镇 地处仁怀市东南部，辖 １ 个社区、１０ 个行政村，富含磷、锰等矿产资源 １１５􀆰 ７５

仁怀市 Ｔ１１ 五马镇 地处仁怀市南部，东与长岗镇接壤，下辖 １ 个社区、６ 个行政村，含有丰富的木
材和矿产资源

１５５􀆰 ５０

Ｔ１２ 茅坝镇 地处仁怀市西南部，东与五马镇毗邻，辖 １ 个社区、１２ 个行政村，属典型的农
业大镇

１３９􀆰 ７０

Ｔ１３ 茅台镇 ２０１６ 年之前，城区面积为 ４􀆰 ２０ ｋｍ２，辖 ５ 个居委会 ８ 个行政村。 ２０１６ 年之后
设置新的茅台镇，面积为 ２２４􀆰 ８０ ｋｍ２，辖 ６ 个社区 ２２ 个行政村，集古盐文化、
长征文化和酒文化于一体

８７􀆰 ２０

云南省 镇雄县 Ｔ１４ 黑树镇 地处镇雄县东南部，黑树镇下辖 ５ 个行政村，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８８􀆰 ３５
Ｔ１５ 以勒镇 地处镇雄县东北部，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户籍人口 ８７ ５４０ 人。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以勒镇下辖 ２ 个社区和 １０ 个行政村，境内多葡萄泉（冒沙井）
１７５􀆰 ７５

威信县 Ｔ１６ 水田镇 地处威信县东南部，水田镇下辖 １ 个社区和 ３ 个行政村，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户籍
人口 １８ ６０２ 人，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省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

４５􀆰 ００

图 １　 研究区域典型村镇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２　 研究方法

由于村镇生态建设涉及社会、经济、文化、自然

资源、产业等多重因素，受对象规模和复杂性的限

制，难以将诸多因素共同纳入数学建模进行分析。
采用 ＰＣＡ 法可实现数据“降维”，将多个指标转化

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进而利于对生态建设影响因

素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１８］。 研究首先通过多重数

据，建立基于村镇建设复合生态系统承载力评价指

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 ＰＣＡ 分析，判别村镇生态

建设的主要影响因子，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和资料

收集，总结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实践基础，提炼

村镇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１􀆰 ２􀆰 １　 村镇生态建设影响因素识别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 》和
ＧＢ ／ Ｔ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５《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等，基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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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复合生态系统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１９］，并根

据大娄山村镇发展的现状特征，构建了大娄山区村

镇生态建设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表 ２）。 一级指标

为人居环境因子（Ａ１）、经济发展因子（Ａ２）和生态

环境因子（Ａ３），二级指标共 １４ 个，其中 Ｘ１ ～ Ｘ４ 属

于人居环境因子（Ａ１），Ｘ５ ～ Ｘ９ 属于经济发展因子

（Ａ２），Ｘ１０～Ｘ１４ 属于生态环境因子（Ａ３）。

表 ２　 村镇生态建设的影响因素识别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ａｎｄ ｌｉｖａｂｌ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编号 单位 指标解释

人居环境因子（Ａ１） 居民（村民）委员会数量 Ｘ１ 个 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数量总和

人口密度 Ｘ２ 人·ｈｍ－２ 常住人口数量 ／ 总面积

城镇建成区面积 Ｘ３ ｈｍ２ 指镇域内已成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
区域面积

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 Ｘ４ 个 营业面积 ５０ ｍ２ 以上的商店或超市数量

经济发展因子（Ａ２） 工业总产值 Ｘ５ 万元 反映村镇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

从业人员数量 Ｘ６ 人 村镇参加工作的全部人员数

绿色、有机农产品产值 Ｘ７ 万元 反映村镇生态农业发展水平

生态旅游收入 Ｘ８ 万元 反映村镇生态旅游收入水平

与县城之间的距离 Ｘ９ ｋｍ 百度地图中显示的最短行车距离

生态环境因子（Ａ３） 人均耕地面积 Ｘ１０ ｈｍ２·人－１ 耕地总面积 ／ 总人口

林草覆盖率 Ｘ１１ ％ 林草地面积 ／ 镇域总面积×１００％
土地石漠化状况 Ｘ１２ 非常严重赋值为 １；严重赋值为 ０􀆰 ６；轻微赋值为 ０􀆰 ２；没有赋值为 ０
建成区海拔 Ｘ１３ ｍ 村镇建成区的海拔平均值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Ｘ１４ 亿元·ｋｍ－２ 镇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包括供给服务、调解服务、支持服务和文
化服务

　 　 基于 Ｒ 和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运用 ＰＣＡ 模型定量

揭示大娄山区典型村镇生态建设影响因素与生态

建设水平之间的关系。 基于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主

成分分析，ＫＭＯ 检验值为 ０􀆰 ５３０，且巴特利特球形检

验值为 ２０４􀆰 ０７，表明研究数据满足 ＰＣＡ 分析的显著

性要求。 其次，按特征根值大于 ０􀆰 ９ 的标准提取 ４
个主 成 分， 其 方 差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３９􀆰 ８８２％、
２２􀆰 ８５０％、１􀆰 ９９９％和 １􀆰 ２８８％，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８６􀆰 ２１４％（表 ３），表明提取的 ４ 个主成分能够较好

地解释村镇生态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计算主成分载荷，并基于 Ｒ 软件，通过主

成分分析散点图（ｂｉｐｌｏｔ）实现分析结果的可视化。

表 ３　 主成分累计贡献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
ｎｅｎｔｓ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 ％ 累计贡献率 ／ ％

１ ５􀆰 ５８４ ３９􀆰 ８８２ ３９􀆰 ８８２
２ ３􀆰 １９９ ２２􀆰 ８５０ ６２􀆰 ７３２
３ １􀆰 ９９９ １４􀆰 ２８１ ７７􀆰 ０１３
４ １􀆰 ２８８ ９􀆰 ２０１ ８６􀆰 ２１４

１􀆰 ２􀆰 ２　 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筛选

采用“以点带面”和“以面束点”的思路进行大

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研究［７］（图 ２）。

图 ２　 生态建设模式研究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２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面”即为大娄山区，“点”为具有村镇绿色生态

建设模式的典型村镇。 通过“面”上的大娄山区确

定主导生态功能和区域本底优势，作为开展村镇生

态建设的基础和先天条件；“点”上通过实践形成的

典型村镇的生态建设成效和模式，共同组成具有大

娄山区特色的发展模式，促进大娄山区全面可持续

发展。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空间分析、实地踏

查和资料收集相结合的方法，总结大娄山区村镇生

态建设实践基础［２１－２２］，初步筛选典型村镇，基于村

镇生态建设主要影响因子的差异性，提炼村镇生态

建设和绿色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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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资料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与

生态环境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２０ 年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生态环境数据主要

来源于实地调查、各县（市）环境质量公报数据等，
其中 ＤＥＭ 数据采用 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使命

（Ｓｈｕｔｔｌｅ 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ＴＭ）任务项目

９０ ｍ 的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通过 ＳＲＴＭ 官网

（ｈｔｔｐ：∥ｓｒｔｍ．ｃｓｉ．ｃｇｉａｒ．ｏｒｇ ／ ｓｒｔｍｄａｔａ） 下载，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数据由姜栋栋等［１９］ 计算得到。 １６ 个典型

村镇的影响因素识别指标值见表 ４。

表 ４　 １６ 个典型村镇的影响因素识别指标值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村镇
编号

Ｘ１
Ｘ２ ／

（人·
ｋｍ－２）

Ｘ３ ／
ｈｍ２

Ｘ４ Ｘ５ ／
亿元

Ｘ６ ／
万人

Ｘ７ ／
万元

Ｘ８ ／
万元

Ｘ９ ／
ｋｍ

Ｘ１０
（ｈｍ２·
人－１）

Ｘ１１ ／
％ Ｘ１２ Ｘ１３ ／

ｍ

Ｘ１４ ／
（亿元·
ｋｍ－２）

Ｔ１ １７ ７８􀆰 ７７ １２１ １８ １５０􀆰 ９０ １􀆰 ６８ ６ ６７ ５１ ０􀆰 ０４５ ２５􀆰 ８ ０􀆰 ２ ３２５􀆰 ０ ３􀆰 ９０
Ｔ２ １６ ５３􀆰 ６０ １４６ ６８ ３􀆰 ００ ２􀆰 １４ ３５ ２２ ９３ ０􀆰 ０３８ ５１􀆰 ０ ０􀆰 ６ ４８０􀆰 ０ １􀆰 ７８
Ｔ３ ８ ２７􀆰 ０４ ３９ ４０ ０􀆰 ５５ ０􀆰 ５７ ６ １７ ５８ ０􀆰 ０５９ ４２􀆰 ０ ０􀆰 ２ ４００􀆰 ０ ５􀆰 ７５
Ｔ４ １１ ５４􀆰 ２２ １５０ １８６ ４３􀆰 ６１ １６􀆰 １２ ２３ ２５ ３５ ０􀆰 ０６６ ５６􀆰 ９ ０􀆰 ６ ３００􀆰 ７ ６􀆰 １８
Ｔ５ １７ １ ５０７􀆰 ７７ ８００ １２０ ２６􀆰 ０８ ５􀆰 ５１ ７０ １８２ ３ ０􀆰 ００５ ２６􀆰 １ ０􀆰 ８ １ ６３８􀆰 ７ ７􀆰 ５６
Ｔ６ １９ ７２􀆰 １５ ６５０ ３４ ４􀆰 ８７ １􀆰 ２０ １８ １６８ ３０ ０􀆰 ０６３ ３４􀆰 ７ ０􀆰 ２ ３２５􀆰 １ ５􀆰 ９７
Ｔ７ １１ １３４􀆰 １５ １９２ ２１ ５９􀆰 ３５ ２􀆰 ６８ ４９ １３５ ２６ ０􀆰 ０５１ ４８􀆰 ９ ０􀆰 ２ ８００􀆰 ６ ４􀆰 ６５
Ｔ８ ４ ７􀆰 １０ ５６ １１ ０􀆰 ７１ ４􀆰 ２２ ７ ８０ ２８ ０􀆰 ２０２ ８９􀆰 ６ ０􀆰 ６ ２２８􀆰 ０ ４􀆰 ６６
Ｔ９ ９ ７􀆰 ９３ ３４ ２５ ６􀆰 ７２ １􀆰 ２７ ３５ １２３ ８ ０􀆰 １４０ ７６􀆰 ０ ０􀆰 ２ ２００􀆰 ９ １２􀆰 ５２
Ｔ１０ １１ ９􀆰 ３１ １１ ６ ０􀆰 ８０ １􀆰 ５３ ２０ １０２ ３５ ０􀆰 ０９７ ５２􀆰 １ ０􀆰 ６ ７１０􀆰 ５ ６􀆰 １８
Ｔ１１ ７ ４５􀆰 ９６ ３６ ２９ ４􀆰 ４０ ２􀆰 １６ ７ ７７ ２８ ０􀆰 ０６８ ４６􀆰 ０ ０􀆰 ２ ６０２􀆰 ８ ５􀆰 ７２
Ｔ１２ １３ ７６􀆰 ８０ ６０ ９ １􀆰 １８ ２􀆰 ６４ ０ ６ ３２ ０􀆰 ０６２ ３６􀆰 １ ０􀆰 ２ ４４０􀆰 ６ ５􀆰 ７３
Ｔ１３ ２８ １４８􀆰 ８６ ５７０ ２５０ ４９０􀆰 ００ ６􀆰 ００ ２３３ ２ ５７５ １３ ０􀆰 ０９２ ４４􀆰 ８ ０􀆰 ２ ４００􀆰 ４ ４􀆰 ６１
Ｔ１４ １５ ５３􀆰 ４３ ２００ ５５ ０􀆰 ０５ １􀆰 ４４ １９ ２ ４６ ０􀆰 ０８７ ４７􀆰 ０ ０􀆰 ８ １ ３８０􀆰 ９ ２􀆰 ７３
Ｔ１５ １２ ４５􀆰 ７８ ２６０ ６８ ０􀆰 ４６ ４􀆰 ２８ ５ ３ ５３ ０􀆰 ０６７ １５􀆰 ５ ０􀆰 ８ ８５０􀆰 ９ ２􀆰 ５３
Ｔ１６ ４ １３􀆰 ９４ １００ １０ ３􀆰 ６０ ８􀆰 ６５ ２ １０ ４３ ０􀆰 ０７３ ２５􀆰 ０ ０􀆰 ６ １ １２７􀆰 ９ ２􀆰 １３

Ｔ１～ Ｔ１６ 代表的典型村镇见表 １，Ｘ１～Ｘ１４ 代表的指标含义见表 ２。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村镇生态建设的关键影响因子

由图 ３ 可见，居民（村民）委员会数量（Ｘ１）、城
镇建成区面积（Ｘ３）、综合商店或超市数量（Ｘ４）等

人居环境因子（Ａ１）及工业产值（Ｘ５）、从业人员数

量（Ｘ６）、绿色有机农产品产值（Ｘ７）、生态旅游收入

（Ｘ８）等经济发展因子（Ａ２）对村镇生态建设具有显

著影响。 其次是生态环境因子（Ａ３），研究区属水源

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人均耕地面积

（Ｘ１０）、林草覆盖率（Ｘ１１）、土地石漠化状况（Ｘ１２）
等影响着区域生态系统服务（Ｘ１４）。 随着区域特色

农林产业的发展，退耕还林、退耕还竹工作的推进，
大娄山区石漠化治理成效不断显现，林草覆盖率逐

渐增加，区域生态效益将逐步凸显。
由图 ４ 可见，人居环境因子（Ａ１）、经济发展因

子（Ａ２）和生态环境因子（Ａ３）均是影响村域发展的

主要动力因子。 其中经济发展因子（Ａ２）对村域发

展的影响最大，生态环境因子（Ａ３）次之。 可以看

出，主成分 １ 代表的是人居环境因子（Ａ１）和经济发

展因子 （ Ａ２），主成分 ２ 代表的是生态环境因子

（Ａ３）。 指标 Ｘ１～ Ｘ８ 均与主成分 １ 呈正相关关系，
与县城之间的距离（Ｘ９）与主成分 ２ 呈负相关关系，
即与县城之间的距离越近，人居环境越好、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 人均耕地面积 （ Ｘ１０）、林草覆盖率

（Ｘ１１）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Ｘ１４）与主成分 ２
代表的生态环境因子（Ａ３）呈正相关关系，土地石漠

化状况（Ｘ１２）和建成区海拔（Ｘ１３）与主成分 ２ 呈负

相关关系。
娄山关街道（Ｔ５）、丙安镇（Ｔ８）、天台镇（Ｔ９）、

茅台镇（Ｔ１３）、黑树镇（Ｔ１４）、以勒镇（Ｔ１５）和水田

镇（Ｔ１６）的村镇建设受生态环境因子（Ａ３）的影响

更显著，人居环境因子（Ａ１）、经济发展因子（Ａ２）也
对娄山关街道（Ｔ５）、茅台镇（Ｔ１３）具有显著影响。
其中，丙安镇（Ｔ８）、天台镇（Ｔ９）的生态建设程度主

要受人均耕地面积（Ｘ１０）和林草覆盖率（Ｘ１１）影

响，黑树镇（Ｔ１４）、以勒镇（Ｔ１５）的生态建设程度主

要受土地石漠化状况（Ｘ１２）影响，水田镇（Ｔ１６）的

生态建设程度主要受与县城之间的距离（Ｘ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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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１～Ｘ１４ 代表的指标含义见表 ２。

图 ３　 ４ 个主成分的载荷量分析

Ｆｉｇ􀆰 ３　 Ｌｏａ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Ｔ１～ Ｔ１６ 代表的典型村镇见表 １，Ｘ１～Ｘ１４ 代表的指标含义见表 ２。

图 ４　 村镇生态建设影响因素的主成分分析散点图

Ｆｉｇ􀆰 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２􀆰 ２　 美丽宜居村镇生态建设模式

依据典型村镇的主要影响因子，将大娄山区村

镇生态建设路径划分为生态环境驱动型（Ｐ１）、生态

环境和经济发展双向驱动型（Ｐ２）、人居环境驱动型

（Ｐ３）３ 个一级路径；其次，依据村镇发挥的生产、生
态、文化等多种功能，在一级路径的基础上，从村镇

主导功能视角，将村镇生态建设模式进一步划分为

恢复绿水青山激活乡村振兴（Ｌ１）、发展生态经济助

推乡村振兴（Ｌ２）、改善人居环境赋能乡村振兴（Ｌ３）
和创新体制机制巩固乡村振兴（Ｌ４）４ 个二级路径

（表 ５）。 路径 １ 中，恢复绿水青山激活乡村振兴

（Ｌ１）的主要影响因子是生态环境因子（Ａ３），包含

的典型村镇为娄山关街道（Ｔ５）和黑树镇（Ｔ１４）；路
径 ２ 中，发展生态经济助推乡村振兴（Ｌ２）的主要影

响因子是经济发展因子（Ａ２）、生态环境因子（Ａ３），
包含的典型村镇为土城镇（Ｔ６）、丙安镇（Ｔ８）、茅坝

镇（Ｔ１２）、茅台镇（Ｔ１３）、以勒镇（Ｔ１５）；路径 ３ 中，
改善人居环境赋能乡村振兴（Ｌ３）的主要影响因子

是人居环境因子（Ａ１），典型村镇有长岗镇（Ｔ１０）、
水田镇（Ｔ１６）；路径 ４ 中，创新生态体制巩固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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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Ｌ４）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人居环境因子（Ａ１），典 型村镇有二郎镇（Ｔ１）、土城镇（Ｔ６）。

表 ５　 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路径及其特征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Ｄａｌｏ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一级路径 二级路径 影响因子 典型村镇 基本特征

生态环境驱动型（Ｐ１） 恢复绿水青山激活
乡村振兴（Ｌ１）

Ａ３ Ｔ５、Ｔ１４ 以生态修复、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打造以
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
的生态安全体系，以“先污染后治理”倒逼绿色
重振

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双
向驱动型（Ｐ２）

发展生态经济助推
乡村振兴（Ｌ２）

Ａ２、Ａ３ Ｔ６、Ｔ８、Ｔ１２、Ｔ１３、Ｔ１５ 依托生态环境优势，重在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打造“生
态＋”产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现“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人居环境驱动型（Ｐ３） 改善人居环境赋能
乡村振兴（Ｌ３）

Ａ１ Ｔ１０、Ｔ１６ 重在通过自上而下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改
善生态、生产和生活环境，实现生态利民、生态
惠民

创新生态体制巩固
乡村振兴（Ｌ４）

Ａ１ Ｔ１、Ｔ６ 重在健全村镇政策与机制，加快推进村镇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２３］

Ｔ１～Ｔ１６ 代表的典型村镇见表 １，Ａ１～Ａ３ 及 Ｘ１～Ｘ１４ 代表的指标含义见表 ２。

　 　 由表 ６ 可见，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有 １２
种（Ｍ１～Ｍ１２）。 其中，Ｌ１ 包括以生态复绿为前提的

“荒山变花园”模式（Ｍ１）、以生态增绿为导向的“石
山变绿洲”模式（Ｍ２）和以矿山生态治理为重点的

赤水河流“碧水”模式（Ｍ３）；Ｌ２ 包括以产城融合促

脱贫为动力的“生态旅游＋”模式（Ｍ４）、以发展特色

生态农业促减贫为目标的“田园牧歌”模式（Ｍ５）和
以打造全产业链体系为手段的生态工业型模式

（Ｍ６）；Ｌ３ 包括以全面提升人居环境为导向的“全民

参与”模式（Ｍ７）和以完善基础设施为骨架的美丽

乡村建设模式（Ｍ８）；Ｌ４ 涵盖以协同推进“省内补

偿”和“区域合作”为支撑的赤水河生态补偿模式

（Ｍ９），以农户致富为目标的“合作社＋基地＋农户＋
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Ｍ１０），以增添乡村振兴

新动能为主体的“引凤还巢”模式（Ｍ１１）及以实现

生态保护与脱贫增收为效益的 “生态员制” 模式

（Ｍ１２）。

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讨论

村镇生态建设模式首先建立在区域的社会经

济条件上，村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状况是

影响村镇建设成效的主要因素。 这与宋永永等［２４］

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发现，在村镇尺度，村镇产业

发展越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越高，村镇的发展水

平往往越高。 同时，生态环境因子对村镇生态建设

产生显著影响且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村镇建设

和扩张过程中，一方面，会挤压自然资源和生态空

间，加剧生态安全格局的破碎化程度，直接破坏地

区村镇建设的综合承载力［２５］；另一方面，对生态系

统的保护举措客观上也约束了城镇扩张过程的规

模与速度，环境质量的下降则限制了城镇的发展潜

能，增大了城镇发展的风险［２６］，区域生态安全约束

和影响着村镇生态建设的潜能和空间。
污染问题和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安全问题增

加了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的压力，构成了村镇发

展与区域全局的生态安全之间的冲突［２７－２８］，成为大

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少村镇出现非农化、老
弱化、空废化、污损化、贫困化（“五化”）现象［２９］，村
镇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

烈［３０］。 如何引导绿色村镇生态建设，挖掘村镇生态

建设模式，实现“三生”空间协调和生态宜居，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大娄山区形成的 ４ 条路径 １２
种模式是立足村镇实际，在多重动力综合驱动下的

发展路径。 在村镇生态建设过程中，应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挥好生态保护

与建设对村镇发展的基础性动力作用，不断优化村

镇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激发村镇发展内生动

力，实现村镇生态－社会－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该研究仅对村镇生态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和

发展模式进行初步分析，未来研究需因地制宜，根
据各村镇的发展现状与不足，进一步提升美丽宜居

村镇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例如，丙安镇（Ｔ８）和天台

镇（Ｔ９）的生态建设主要受耕地面积和林草覆盖率

影响，应不断加大生态复绿的力度，提升耕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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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水平；黑树镇（Ｔ１４）和以勒镇（Ｔ１５）需采取科

学有效措施推进石漠化防治，提升区域生态安全，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水田镇（Ｔ１６）应继续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加强村庄道路建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表 ６　 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与典型案例

Ｔａｂｌｅ ６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Ｄａｌｏｕ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二级路径 模式 典型案例

Ｌ１ 以生态复绿为前提的“荒山变花园”模
式（Ｍ１）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天台镇凤凰村：大力实施生态复绿，开启了“荒山变花园，田园
变花园，农村变成了社区，农民成园丁”的生态模式

以生态增绿为导向的“石山变绿洲”模
式（Ｍ２）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通过石漠化综合治理，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实现高
质量发展

以矿山生态治理为重点的赤水河流
“碧水”模式（Ｍ３）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黑树镇：通过赤水河源头的废弃矿山综合治理，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

Ｌ２ 以产城融合促脱贫为动力的“生态旅
游＋”模式（Ｍ４）

“酒旅融合”促“产城融合”：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开创了以酒带旅、以酒促旅、工农
旅一体、产城景融合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旅游业“井喷式”增长

“农旅融合”促“产城融合”：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狠抓农业产业化和乡村旅
游业，打造农旅融合扶贫新的亮点，实现贫困村脱贫出列

“文旅融合”促“产城融合”：贵州省赤水市丙安镇依托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打造红
色产业，同时紧盯生态优势，将“红”与“绿”相融合，发展“文旅活镇”

以发展特色生态农业促减贫为目标的
“田园牧歌”模式（Ｍ５）

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以勒镇：通过特色烤烟种植，成为云南省昭通卷烟厂的优质烤
烟供应基地

贵州省仁怀市茅坝镇：依托土地资源和传统高粱种植优势，着力打造有机高粱标准
化示范基地

以打造全产业链体系为手段的生态工
业型模式（Ｍ６）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以酱香酒生产为核心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Ｌ３ 以全面提升人居环境为导向的“全民
参与”模式（Ｍ７）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水田镇：施行“全民参与”，抓源头治理，实行“逢三大扫除”制
度，实现人居环境整治和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

以完善基础设施为骨架的美丽乡村建
设模式（Ｍ８）

贵州省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依托便捷的交通条件和优质的环境配套，景区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

Ｌ４ 以协同推进“省内补偿”和“区域合作”
为支撑的赤水河生态补偿模式（Ｍ９）

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建立赤水河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率先在长江流域建立第
一个跨省生态补偿机制

以农户致富为目的的“合作社＋基地＋
农户＋贫困户”的产业发展模式（Ｍ１０）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二郎镇：成立柏杨坝农业旅游专合社，大力发展花椒特色产业，
从根本上实现脱贫

以增添乡村振兴新动能为主体的“引
凤还巢”模式（Ｍ１１）

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返乡创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

以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增收为效益的
“生态员制”模式（Ｍ１２）

贵州省遵义市：创新实施坝长制，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了山上就业、家门口脱贫

３􀆰 ２　 结论

以大娄山区为例，综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地
理信息系统、数据资料等方法，分析影响村镇生态

建设的相关因素，并通过“以面束点”和“以点带面”
的思路，提出了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结果

显示：
（１）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的受经济发展因子

（Ａ２）影响最显著。 娄山关街道（Ｔ５）、丙安镇（Ｔ８）、
天台镇（Ｔ９）、茅台镇（Ｔ１３）、黑树镇（Ｔ１４）、以勒镇

（Ｔ１５）和水田镇（Ｔ１６）的村镇建设受生态环境因子

（Ａ３）的影响显著。 人居环境因子（Ａ１）、经济发展

因子（Ａ２）影响也对娄山关街道（Ｐ５）、茅台镇（Ｐ１３）
具有显著影响。 未来研究应根据各典型村镇生态

建设的主要影响因子，继续探讨不同类型村镇建设

生态空间布局与承载力提升技术，增强村镇复合生

态系统的承载力。
（２）大娄山区村镇生态建设包含 ４ 条路径、１２

种模式。 ４ 条路径分别为恢复绿水青山激活乡村振

兴（Ｌ１）、发展生态经济助推乡村振兴（Ｌ２）、改善人

居环境赋能乡村振兴（Ｌ３）和创新体制机制巩固乡

村振兴（Ｌ４）。 １２ 种模式中，Ｍ１～Ｍ３ 属于恢复绿水

青山激活乡村振兴（Ｌ１），Ｍ４ ～ Ｍ６ 属于发展生态经

济助推乡村振兴（Ｌ２），Ｍ７、Ｍ８ 属于改善人居环境

赋能乡村振兴（Ｌ３），Ｍ９～Ｍ１２ 属于发展创新生态体

制巩固乡村振兴（Ｌ４）。
构建多重动力驱动下的村镇发展合力是实现

村域生态－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该研究分析村镇生态建设模式的影响因素和生态

安全制约因子，揭示村镇建设的生态安全调控机

制，提出美丽宜居村镇的“三生”空间优化布局和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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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生态建设模式，进而利于支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

典型村镇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对促进大娄山区生态

建设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国美丽乡村

建设提供示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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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刘传琦，赵翠薇，王涵．贵州省贫困县土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

构建［Ｊ］ ．济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０，３４（６）：６０３－６１３，
６２２． ［ ＬＩＵ Ｃｈｕａｎ⁃ｑｉ， ＺＨＡＯ Ｃｕｉ⁃ｗｅｉ， ＷＡＮＧ Ｈ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４（６）：６０３－６１３，６２２．］

［１６］ 梁晨霞，王艳慧，徐海涛，等．贫困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

析：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例［ 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８（ ６）：
１３８９－ １４０２． ［ 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ｘｉａ，ＷＡＮＧ Ｙａｎ⁃ｈｕｉ，ＸＵ Ｈａｉ⁃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Ｗｕｍ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 Ｊ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３８ （ ６ ）：
１３８９－１４０２．］

［１７］ 张玉韩，张寿庭．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相对贫困地区矿产资源开

发影响要素分析：以乌蒙山片区为例［ Ｊ］ ．地学前缘，２０２１，２８
（３）：４０３－ ４１１． ［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ｈａｎ，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ｔ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
ｄ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ｕｍｅ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Ｔｏｏｌ［Ｊ］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ｓ，２０２１，２８（３）：４０３－４１１．］

［１８］ 李艳双，曾珍香，张闽，等．主成分分析法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

法中的应用［Ｊ］ ．河北工业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８（１）：９４－９７．［ ＬＩ
Ｙ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ＺＥＮＧ Ｚ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９，２８（１）：９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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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姜栋栋，马伟波，邹凤丽，等．乡镇尺度大娄山区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时空变化研究［ Ｊ］ ．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２０，３３（１２）：２７１３－

２７２３．［ＪＩＡＮＧ Ｄｏｎｇ⁃ｄｏｎｇ，ＭＡ Ｗｅｉ⁃ｂｏ，ＺＯＵ Ｆｅ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Ｄａｌｏ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ｔ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Ｓｃａｌｅ［ 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２０，３３（１２）：２７１３－２７２３．］

［２０］ 燕守广，沈渭寿，邹长新，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复合生态系统生

态承载力研究［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６）：５２９－

５３３．［ＹＡＮ Ｓ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ＳＨＥＮ Ｗｅｉ⁃ｓｈｏｕ，ＺＯＵ Ｃｈａｎｇ⁃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６（６）：５２９－５３３．］

［２１］ 于江浩，田莉．基于承载力提升视角的村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

价研究：以北京大兴区采育镇为例［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２１，３７（７）：８４３－８５１．［ＹＵ Ｊｉａｎｇ⁃ｈａｏ，ＴＩＡＮ Ｌ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ｗｎ⁃
ｓｈｉ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ａｉｙｕ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Ｄａｘ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７）：８４３－８５１．］

［２２］ 仁怀市“赤水河流域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与路径研究

［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５０－１５８．
［２３］ 激活“三农”发展新动能：代表委员热议“乡村振兴” ［Ｎ ／ ＯＬ］．

太原日报，２０１９－０２－２７［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Ｊ８ＨＨｍＨＷ５ａ４９Ｃ６ｗｇｈＳｍｈｎｆＡ．

［２４］ 宋永永，薛东前，米文宝，等．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村域发展的

模式与机理［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７，３７（４）：１６７－１７５，１８９．［ＳＯＮＧ
Ｙｏｎｇ⁃ｙｏｎｇ， ＸＵＥ Ｄｏｎｇ⁃ｑｉａｎ， ＭＩ Ｗｅｎ⁃ｂａｏ， ｅｔ 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３７（４）：
１６７－１７５，１８９．］

［２５］ 戴均良，高晓路，杜守帅．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扩张和土地利

用控制［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０，２９ （ １０）：１８２２ － １８３２． ［ ＤＡＩ Ｊｕｎ⁃
ｌｉａｎｇ，ＧＡＯ Ｘｉａｏ⁃ｌｕ，ＤＵ Ｓｈｏｕ⁃ｓｈｕａｉ．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２９（１０）：１８２２－１８３２．］
［２６］ ＬＩ Ｇ Ｄ，ＳＵＮ Ｓ Ａ，ＦＡＮＧ Ｃ Ｌ．Ｔｈｅ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１８，１７４：６３－７７．

［２７］ 张永荐．基于生态安全的山地村镇区域发展建设用地适宜性

评价［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１４．
［２８］ 张瑾青，罗涛，徐敏，等．闽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张对区域生态

安全格局的影响［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 （ １５）：５１１３ － ５１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ｑｉｎｇ，ＬＵＯ Ｔａｏ，ＸＵ 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ｒｂａ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Ｍｉｎ⁃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４０ （ １５ ）：
５１１３－５１２３．］

［２９］ 段学军，王传胜，李恒鹏，等．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承载力测算的

基本逻辑与框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７）：８１７－

８２６．［ＤＵＡＮ Ｘｕｅ⁃ｊｕｎ，Ｗ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ＬＩ Ｈｅｎｇ⁃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
３７（７）：８１７－８２６．］

［３０］ 于光玉，李勤，程伟．乡村振兴视角下宜居村镇建设策略研究：
以山东省淄博市双杨镇为例［ 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１９， ３８ （ ４ ）： ４４ － ４９． ［ ＹＵ Ｇｕａｎｇ⁃ｙｕ， ＬＩ Ｑ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Ｗｅ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Ｌｉｖａｂｌ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ｈｕａｎｇｙａｎｇ Ｔｏｗｎ ｉｎ Ｚｉｂｏ 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３８（４）：４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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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

李雪梅１， 刘　 倩２ 　 （１􀆰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４； ２􀆰 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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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入挖掘大都市边缘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布

局优化以及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获取研

究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９ 年 ４５０ 个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信息，采用空间叠置分析、核密度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等揭

示近 ４０ ａ 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１）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数量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２６ 个减

少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２７ 个。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未变化型村庄 ３５５ 个，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逐渐减少型村庄达 ３２２ 个，未变化型

８１ 个；（２）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呈集聚性特征，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间农村居民点核密度估计值逐渐降低，高密度区

域较少，距离中心城区较近区域基本无农村居民点分布；（３）区位经济、农户行为对农村居民点变化具有直接影响

效应，家庭禀赋和政府政策通过经济发展间接推动农村居民点的变化。
关键词： 农村居民点； 时空特征； 驱动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 大都市边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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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具有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重功能，与城

镇互融、互通，共同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空

间［１］。 我国农村居民点作为农村居民的重要生活

场所［２］，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和发展，空间变化明显，
城乡之间的边际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一套健全的城

乡统筹发展体系［３］，积极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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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都市的扩张趋势明显，城市与乡村之间呈现

出相互交叉和融合之势，特别是边缘区正逐步成为

城市中一定时期内变化最为敏感活跃的地带，边缘

区农村居民点也逐渐成为土地、城市、地理、经济等

多门类专业学科研究的热点。
大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与外郊区的其他农

村居民点不同，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巨大的市场和

资本优势，并且通常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或某些功

能区的转移中担负着产业转移的功能。 近年来，数
学模型和 ＧＩＳ 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农村居民点研究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国内对农村居民点的研究

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４－５］。 众多学者从市域［６］、区
县［７］、乡镇［８］和典型村庄等尺度，采取土地利用动

态度［９］、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分析［１０］、核密

度［１１］、空间热点探测法［１２］、自相关模型［１３］、加权

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１４］、引力模型［１５］ 等，从不同区域、不同尺

度和多学科融合的角度挖掘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

规律［１６－１９］。
大都市边缘区作为中心城区向外围农村扩张

的主要区域，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平衡、村庄类型演

变复杂等特征，目前大都市边缘区的研究关注更细

致的微观变化，如边缘区空间扩展机制、土地利用、
产业发展、乡村类型划分、乡村重构、农村居民点优

化布局等［２０－２３］。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将乡村分为集

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
搬迁撤并类村庄 ４ 类。 研究大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

点时空演变特征，深入揭示其内在的变化规律，有
助于精确识别都市边缘区乡村类型，优化乡村空间

格局，促进乡村合理利用自身资源，制定乡村振兴

战略计划，明确乡村发展方向。 因此，选择北方重

要的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中心天津市作为研究对

象，对天津都市边缘区环城四区 ４５０ 个农村居民点

用地开展研究，揭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变规律，探
究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的主要因素，以期为缓解都

市边缘区城乡用地矛盾、科学制定国土空间规划以

及合理的乡村发展规划、推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提供理论与数据支撑。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北部，地势以平原和洼地为

主，海拔由北向南逐渐下降，地跨海河两岸，是北京

通往东北、华东地区铁路的交通咽喉和远洋航运的

港口［２４］。 天津市属于京津冀一体化城市群之一，现

辖 １６ 个行政区，其中西青区、北辰区、东丽区和津南

区位于中心城区的边缘，受中心城镇辐射的影响较

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环城四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计

达 １ ６６５ 个，建筑业总产值 ８８３􀆰 ２７ 亿元。 受城市扩

张和农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政策的影响，边缘

区农村逐渐城镇化，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农村

居民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天津市都市边缘区即中

心城区周边用地分属西青区、东丽区、北辰区和津

南区，都市边缘区用地变化分别受到所属环城四区

的土地管理与发展规划限制。 为对比反映边缘区

不同行政区的农村居民点变化特征，笔者将研究范

围扩大为天津市中心城区的环城四区。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农村居民点变化幅度及强度

为进一步反映天津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的数

量及规模变化情况，采用农村居民点变化幅度计算

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变化情况，采用单一动态度表征

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强度。 计算公式为

ΔＮ ＝ （Ｎｂ － Ｎａ） ／ Ｎａ × １００％ ， （１）

Ｋ ＝
Ｕｂ － Ｕａ

Ｕａ

× １
Ｔ

× １００％ 。 （２）

式（１） ～ （２）中，ΔＮ 为研究期内农村居民点数量的

变化幅度，％；Ｎａ 为前期农村居民点数量，个；Ｎｂ 为

后期农村居民点数量，个； Ｋ 为研究时段内农村居

民点的单一动态度，％；Ｕａ、Ｕｂ 分别为农村居民点在

研究期初和研究期末的面积，ｈｍ２； Ｔ 为研究时段的

长度，ａ。 Ｋ 值大于 ０，表明农村居民点处于增加状

态；反之，则处于减少状态。 Ｋ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

变化越剧烈。
１􀆰 ２􀆰 ２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是 ＧＩＳ 空间分析中的一种非参数表

面密度估计法［２５］，被广泛运用于农村居民点空间分

布的特征研究［２６］。 村级尺度下，将大都市边缘区的

农村居民点抽象为点状地物，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

不同时期的农村居民点进行密度分析，以便于揭示

农村居民点的空间结构分布及演变趋势特征。 其

计算公式［２７］为

Ｆｎ（ｘ） ＝ １
ｎｈ∑

ｎ

ｉ ＝ １
ｋ
ｘ － ｘｉ

ｈ
。 （３）

式（３）中， Ｆｎ（ｘ） 为农村居民点的核密度估计值； ｈ
为搜索半径，ｋｍ； ｋ 为核密度函数； ｎ 为农村居民点

的样本数； ｘ － ｘｉ 为 ２ 个农村居民点之间的估算距

离，ｋｍ。 核密度的估计中，搜索半径大小的选取是

重点。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运用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工具，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最终确定搜索半径为 ２ ｋｍ，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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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能使研究区域内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图达

到较好的效果。
１􀆰 ２􀆰 ３　 结构方程模型

结构方程模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ＥＭ）
主要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 ２ 种基本模型［２８］。
测量模型由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共同组成，构建农

村居民点变化、农户行为、家庭禀赋、区位经济和政

府政策 ５ 个潜变量，农村居民点规模、农村居民点布

局及建设情况等 ２０ 个观察变量，来探讨天津市边缘

区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因素。
１􀆰 ３　 数据来源与处理

采用天津市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与 ２０１９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影像，通过监督分类、目视解译与实地调研相结

合的方法，在获得土地利用数据的基础上，从中提

取农村居民点用地数据。 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

因素数据主要是采用面对面的结构式访谈方法获

取。 依据距市中心距离［２９］、数据获取真实快捷以及

样本覆盖全面的原则，在每个区分别选取 ５～６ 个乡

镇开展研究。 每个乡镇中农村居民点发展程度不

同，现场实际调研发现，农村居民点集体搬迁现象

明显，因此结合土地利用数据，选取村干部、农户等

不同人群作为调研对象，进行面对面结构式访谈。
调研共回收问卷 ３８６ 份，剔除无效问卷和相关变量

缺失的问卷，最终得到可利用问卷 ３６０ 份。 其中，西

青区 ９８ 份，北辰区 ９１ 份，津南区 ８１ 份，东丽区 ９０ 份。
４２􀆰 ２２％的受访者在 ５１ 岁以上，其中男性占 ５６􀆰 １１％，
女性占 ４３􀆰 ８９％。 从职业类型看，打工者人数占

２４􀆰 ７２％，经商人数占 １１􀆰 １１％，务农人数仅占 ９􀆰 ７２％。
调研发现，由于宅基地搬迁，都市边缘区农户涌入

城市工作，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发生明显变化。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农村居民点时空特征

２􀆰 １􀆰 １　 总体分布

从 １９８０ 和 ２０００ 年天津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现

状（图 １）可以看出，除紧邻中心城区的农村居民点

比较稀疏外，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相对均匀，且
由于天津市多坑塘的自然条件，居民点大多邻水而

居，尤其是津南区海河沿岸，农村居民点沿河呈带

状分布。 而 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点大幅减少，其中西青

区农村居民点数量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６ 减少至 ３２ 个；
北辰区、津南区分别从 １２２、１５３ 减少至 ５０、４２ 个；东
丽区以街道划分，据实地调查，农村居民点已减少

至个位数。 郊区城镇化凸显，农村居民仅分布于远

离中心城区的地带。 ２０００ 年以后，随着天津市对新

农村和示范小城镇建设的深入推动，天津市边缘地

区的农村居民点已经承接了中心城区的大量工业、
商业发展功能，土地与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图 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现状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ｉｎ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２􀆰 １􀆰 ２　 时间特征

天津市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点数量整体呈

下降趋势，１９８０ 年农村居民点为 ４２６ 个，２０００ 年农

村居民点总数为 ４２３ 个，下降 ０􀆰 ７０％。 ２０１９ 年农村

居民点减少至 １２７ 个，下降幅度达 ６９􀆰 ９８％。 农村居

民点面积由 １９８０ 年的 １８ ８８３􀆰 ６４ ｈｍ２ 减少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７３７􀆰 ２５ ｈｍ２。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２ 个阶段的单一动态度均为负值，天津市边缘区农

村居民点面积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变化强度为－１７􀆰 ４９％，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变化强度

达－７６􀆰 ０１％，变化强度逐渐剧烈（表 １）。 这表明随

着边缘区城镇规模扩张加快，以中心城区和镇区为

中心的双重辐射导致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天津市边缘区

农村向城镇化发展，而 ２０００ 年以后边缘区城镇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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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农村居民点逐渐向城镇化发展。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的空间叠置分析统计农村

居民点的斑块面积发现，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存在 ３
种类型。 （１）未变化型，即农村居民点的面积相对

于前期变化不大；（２）减少型，即农村居民点的面积

相对于前期逐渐减少甚至消失；（３）增加型，即农村

居民点的面积相对于前期逐渐扩张。 如表 ２ 所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年间天津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变化不

大，其中 ３５５ 个村属于未变化型，６９ 个属于减少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 ３２２ 个村属于减少型，仅有 ８１ 个村

属于未变化型，２０ 个村属于增加型。 同时，从图 １
可知，农村居民点逐渐减少甚至消失的区域主要集

中分布在中心区附近，其中西青区分布较多，表明

２０００ 年以来天津市边缘区大部分村庄逐渐城镇化，
农村居民点的数量逐步减少甚至完全消失，尤其是

西青区居住、教育、工业等城市用地的开发吞没了

大量农村居民点用地。
２􀆰 １􀆰 ３　 空间特征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９ 年农

村居民点核密度值（图 ２），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

点核密度值逐渐减小，其中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降幅较

大。 １９８０ 年核密度最高值为 １􀆰 ７９ 个·ｋｍ－２，２０００
年核密度最高值为 １􀆰 ７１ 个·ｋｍ－２，２０１９ 年核密度

最高值仅为 １􀆰 ０９ 个·ｋｍ－２。
在空间结构分布上，农村居民点密度整体表现

为西北及东南密，东北及西南疏，呈现多点中高值

集中分布的态势。 １９８０ 和 ２０００ 年核密度估计值分

布大体相似，西北和东南部较为密集。 而 ２０１９ 年农

村居民点的密集分布区域大幅减少，且基本呈多核

破碎化分布，只有西北部呈现出明显的点状聚集。 ３
个时段内天津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值均较

低，且呈不断下降趋势。 研究区内农村居民点较为

稀疏，农村居民点高密度区的减少和空间分布变化

与城镇化发展息息相关。

表 １　 农村居民点变化幅度及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年份 农村居民点数量 ／ 个 变化幅度 ／ ％ 单一动态度 ／ ％

１９８０ ４２６
２０００ ４２３ －０􀆰 ７０ －１７􀆰 ４９
２０１９ １２７ －６９􀆰 ９８ －７６􀆰 ０１

表 ２　 农村居民点变化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年份 未变化型 ／ 个 减少型 ／ 个 增加型 ／ 个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 ３５５ ６９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８１ ３２２ ２０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分布图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２􀆰 ２　 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２􀆰 ２􀆰 １　 模型指标构建

结合研究区自然与经济发展特点、农村与农民

生活特征，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农村居民点

变化、农户行为、家庭禀赋、区位经济和政府政策 ５
个潜变量以及 ２０ 个观察变量。 选取农村居民点核

密度值、农村居民点规模、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建设

情况、宅基地利用状况等指标反映农村居民点变

化；选取受教育程度、生活成本、消费需求、特色文

化保护力度 ４ 个农户主观感知指标反映农户行为与

居民点变化之间的关系；选取家庭非农务工人数、
家庭非农总收入、家庭住宅面积 ３ 个因素作为评判

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家庭禀赋指标；选取城镇辐射

度、交通系统完善度、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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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条件 ５ 个指标反映研究区区位经济状况；选取

土地制度变迁、搬迁住房满意度、养老保险政策、医
疗卫生政策 ４ 个指标揭示政策对农村居民点变化的

影响（表 ３）。

表 ３　 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潜在变量 观察变量

名称 代码 名称 代码

农村居民点变化 ＲＣ 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值 ＲＣ１
农村居民点规模 ＲＣ２
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建设情况 ＲＣ３
宅基地利用状况 ＲＣ４

农户行为 ＦＢ 受教育程度 ＦＢ１
生活成本 ＦＢ２
消费需求 ＦＢ３
特色文化保护满意度 ＦＢ４

家庭禀赋 ＦＥ 家庭非农务工人数 ＦＥ１
家庭非农总收入 ＦＥ２
家庭住宅面积 ＦＥ３

区位经济 ＳＥ 城镇辐射度 ＳＥ１
交通系统完善度 ＳＥ２
城镇化进程 ＳＥ３
经济发展水平 ＳＥ４
教育条件 ＳＥ５

政府政策 ＧＰ 土地制度变迁 ＧＰ１
搬迁住房满意度 ＧＰ２
养老保险政策 ＧＰ３
医疗卫生政策 ＧＰ４

２􀆰 ２􀆰 ２　 问卷信度和效度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样本数据的准确性进行信度

检验核和效度分析，得到数据总体量表的克朗巴哈

系数值为 ０􀆰 ８５７，分量表中农村居民点变化、农户行

为、家庭禀赋、区位经济、政府政策的克朗巴哈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分别为 ０􀆰 ６９７、０􀆰 ７８２、０􀆰 ６５８、
０􀆰 ８３５、０􀆰 ７６５。 ＫＭＯ 值为 ０􀆰 ８３５＞ ０􀆰 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

检验卡方值较大，且统计显著 （ ｓｉｇ． 值 ＝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１），说明问卷设计质量较好，研究所选变量的精

确度较高，可进行分析。
２􀆰 ２􀆰 ３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农村居民点的变化受到外部经济、政策以及居

民自身行为、家庭禀赋等多方面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天津市边缘区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 再

加上国家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天津

市实行宅基地转让、宅基地换房补偿政策以及相应

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对农村居民点变化产生重要

影响。 随着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工作地以及子女

就学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居民纷纷远离原居住地，

对农村居民点的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居民自身

的受教育程度、生活需求与自我感知，也使得居民

越来越追求较好的居住条件与生活水平。 基于上

述研究的支撑理论，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建立

了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影响因素路径理论模型，并提

出以下假设。 Ｈ１：农户行为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

化；Ｈ２：区位经济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Ｈ３：家
庭禀赋通过农户行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
Ｈ４：家庭禀赋通过区位经济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

化；Ｈ５：政府政策通过农户行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

点变化；Ｈ６：政府政策通过区位经济间接影响农村

居民点变化；Ｈ７：家庭禀赋和政府政策之间互相直

接影响。
２􀆰 ２􀆰 ４　 路径分析

将处理好的数据直接导入 Ａｍｏｓ 软件，采用极

大似然估计法并进行模型优化后，得到标准化路径

分析结果（图 ３）。
（１）测量模型路径分析

Ａｍｏｓ 软件输出结果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知，观测

变量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值在 ０􀆰 ０５ 水平显著，其他

１９ 个观测变量在 ０􀆰 ００１ 水平显著。
（２）结构模型路径分析

同理，根据 Ａｍｏｓ 软件的输出结果，对结构模型

进行路径分析，其中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中各

潜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见

表 ５。 由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结构模型路径分

析结果可知，政府政策和家庭禀赋对农户行为的显

著性水平 Ｐ 值分别为 ０􀆰 ３０９、０􀆰 ４０６，远大于显著性

临界值，因而这 ２ 条路径不显著，其余 ５ 条标准化路

径系数值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前文的研究假设得

到了验证。
农户行为与农村居民点变化之间的标准化路

径系数为 ０􀆰 ３６９，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表明农户

行为对农村居民点变化具有直接影响效应，即农户

自身的积极行为会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变化。
区位经济与农村居民点变化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

数为 ０􀆰 ４８３，且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表明区位经济

对农村居民点变化具有直接影响效应，即农村居民

点的地理区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农村

居民点变化。 政府政策与家庭禀赋之间的互动影

响系数为 ０􀆰 ２１５，且通过了 ０􀆰 ００１ 水平的显著性检

验，表明政府政策和家庭禀赋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

向直接影响效应。
政府政策与区位经济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０􀆰 ６３６，区位经济与农村居民点变化之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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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４８３，均在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政府

政策与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 ３０７，
即政府政策通过区位经济对农村居民点变化产生

显著正向的间接影响效应。 家庭禀赋与区位经济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１５１，区位经济与农村居民

点变化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 ４８３，分别在

０􀆰 ０５ 和 ０􀆰 ００１ 水平下显著，家庭禀赋与农村居民点

变化的间接效应系数为 ０􀆰 ０７３，即家庭禀赋通过区

位经济对农村居民点变化起正向间接影响效应。
而政府政策和家庭禀赋与农户行为的标准化路径

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政策和家庭禀

赋特征主要依靠区位经济作为桥梁间接推动农村

居民点的变化。

图 ３　 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图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表 ４　 测量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路径 标准化系数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Ｓ．Ｅ．） 临界比（Ｃ．Ｒ．） 显著性 Ｐ 值

受教育程度（ＦＢ１）→农户行为 ０􀆰 ５０８ １　 　
生活成本（ＦＢ２）→农户行为 ０􀆰 ８８５ ２􀆰 ０４９ ０􀆰 ２２０ ９􀆰 ３２９ ∗∗∗
消费需求（ＦＢ３）→农户行为 ０􀆰 ７５４ １􀆰 ５５４ ０􀆰 １７２ ９􀆰 ０５９ ∗∗∗
特色文化保护满意度（ＦＢ４）→农户行为 ０􀆰 ６３７ １􀆰 ６７２ ０􀆰 ２０１ ８􀆰 ３３４ ∗∗∗
家庭非农务工人数（ＦＥ１）→家庭禀赋 ０􀆰 ５８５ １
家庭非农总收入（ＦＥ２）→家庭禀赋 ０􀆰 ７６４ １􀆰 １３８ ０􀆰 １４５ ７􀆰 ８４３ ∗∗∗
家庭住宅面积（ＦＥ３）→家庭禀赋 ０􀆰 ５５４ ０􀆰 ７８８ ０􀆰 １０７ ７􀆰 ３８３ ∗∗∗
经济发展水平（ＳＥ４）→区位经济 ０􀆰 ５８１ １
城镇化进程（ＳＥ３）→区位经济 ０􀆰 ８３２ １􀆰 ６２３ ０􀆰 １４５ １１􀆰 １９６ ∗∗∗
交通系统的完善度（ＳＥ２）→区位经济 ０􀆰 ７４０ １􀆰 ５５５ ０􀆰 １４９ １０􀆰 ４１６ ∗∗∗
城镇辐射度（ＳＥ１）→区位经济 ０􀆰 ６６１ １􀆰 ２４３ ０􀆰 １３１ ９􀆰 ４９６ ∗∗∗
教育条件（ＳＥ５）→区位经济 ０􀆰 ７４１ １􀆰 ５０６ ０􀆰 １４４ １０􀆰 ４１９ ∗∗∗
土地制度变迁（ＧＰ１）→政府政策 ０􀆰 ６４９ １
搬迁住房满意度（ＧＰ２）→政府政策 ０􀆰 ４９３ ０􀆰 ７４２ ０􀆰 ０９３ ８􀆰 ００９ ∗∗∗
养老保险政策（ＧＰ３）→政府政策 ０􀆰 ７７９ １􀆰 １９４ ０􀆰 １１０ １０􀆰 ８４８ ∗∗∗
医疗卫生政策（ＧＰ４）→政府政策 ０􀆰 ８９９ １􀆰 ３４４ ０􀆰 １２８ １０􀆰 ５３５ ∗∗∗
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建设情况（ＲＣ３）→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８８８ １
农村居民点规模（ＲＣ２）→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７６３ ０􀆰 ９１０ ０􀆰 ０５９ １５􀆰 ５１３ ∗∗∗
农村居民点核密度值（ＲＣ１）→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１２１ ０􀆰 １５７ ０􀆰 ０７４ ２􀆰 １２２ ∗
宅基地利用状况（ＲＣ４）→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７５２ ０􀆰 ７６３ ０􀆰 ０５０ １５􀆰 ２５５ ∗∗∗

∗、∗∗∗分别表示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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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结构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ｔｈ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标准模型假设 标准化系数 系数估计值 标准误（Ｓ．Ｅ．） 临界比（Ｃ．Ｒ．） Ｐ 值

Ｈ１ 农户行为→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３６９ ０􀆰 ７９７ ０􀆰 １３６ ５􀆰 ８７２ ∗∗∗
Ｈ２ 区位经济→农村居民点变化 ０􀆰 ４８３ １􀆰 ０１３ ０􀆰 １３５ ７􀆰 ５２９ ∗∗∗
Ｈ３ 政府政策→区位经济 ０􀆰 ６３６ ０􀆰 ４７４ ０􀆰 ０６７ ７􀆰 ０３０ ∗∗∗
Ｈ４ 政府政策→农户行为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２ １􀆰 ０１８ ０􀆰 ３０９
Ｈ５ 家庭禀赋→农户行为 ０􀆰 ０６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４ ０􀆰 ８３１ ０􀆰 ４０６
Ｈ６ 家庭禀赋→区位经济 ０􀆰 １５１ ０􀆰 １２３ ０􀆰 ０５３ ２􀆰 ３０４ ∗
Ｈ７ 家庭禀赋↔政府政策 ０􀆰 ２１５ ０􀆰 ０４０ ５􀆰 ３９７ ∗∗∗

∗、∗∗∗分别表示 Ｐ＜０􀆰 ０５、Ｐ＜０􀆰 ００１。

２􀆰 ２􀆰 ５　 假设验证结果

从前文可知，经过修正之后模型达到了较好的

拟合效果。 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农村居民点变化影

响因素的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进行了路径分析，最
终对前文提出的农村居民点变化影响因素的 ７ 个假

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 ５ 个理论假设成立。 即农户

行为、区位经济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化，政府政

策和家庭禀赋通过区位经济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

变化，家庭禀赋和政府政策之间相互直接影响，假
设 １、假设 ２、假设 ４、假设 ６ 和假设 ７ 成立；家庭禀

赋、政府政策通过农户行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变

化不成立，假设 ３ 和假设 ５ 未通过检验。

３　 讨论

（１）研究期内天津市都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数

量与用地规模大量减少，与中心城区相邻的农村居

民点已基本转化为城镇用地。 随着城乡统筹和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应正确发挥政策驱动力，
顺应农村居民点变化趋势，制定优惠的搬迁政策，
编制科学有效的村庄规划，实现农村居民点科学有

序变迁，为政府对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做出精准决

策提供支持。
（２）区位经济和农户行为是促进农村居民点变

化的直接影响因素，同时家庭禀赋和经济的发展也

间接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的变化。 天津市都市边缘

区农村居民点的变迁应以增进农民福祉为主要出

发点和落脚点，紧抓政策契机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契

机，结合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转型、基础设施建设

等政策措施，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点空间结构，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３）都市边缘区作为中心城市扩张的热点区

域，承载着产业转移等多重功能。 以中心城区为核

心的建设用地不断向周围扩张的同时，也暴露出土

地利用不集约的问题。 因此在推动城镇化的同时，
应该充分提高和改善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效率，注重

对农村居民点用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４　 结论

（１）研究期内天津市环城四区农村居民点数量

逐渐减少，２０００ 年之后研究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农村居民点个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２３ 个减少到 ２０１９ 年

的 １２７ 个，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减少

１ １４３􀆰 １４ ｈｍ２，表明研究期内研究区农村城镇化发

展迅速，大部分农村居民点消失或搬迁，且农村居

民点空间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
（２）农户行为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点的变化。 在

农户行为对农村居民点变化的观测变量中影响程

度排序为生活成本（０􀆰 ８８５） ＞消费需求（０􀆰 ７５４） ＞特
色文化保护满意度（０􀆰 ６３７） ＞受教育程度（０􀆰 ５０８），
表明生活成本与消费需求越大，农户对改变居住地

点的主观行为越积极，农户希望得到较高的薪资水

平以满足自身及家庭的生活与消费需求，都市边缘

区的特殊地理位置便于周边居民转向城市，进而促

使农村居民点发生变化。
（３）区位经济对农村居民点变化具有直接影响

效应。 区位经济对农村居民点变化的观测变量中

其影响程度表现为城镇化进程（０􀆰 ８３２） ＞教育条件

（０􀆰 ７４１）＞交通系统的完善度（０􀆰 ７４０） ＞城镇辐射度

（０􀆰 ６６１）＞经济发展水平（０􀆰 ５８１），快速城镇化进程

促进天津市边缘区大部分农村居民逐渐融入城市，
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土地利用方式和

农村居民点亦相应发生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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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 Ｇｕｏ⁃ｍｉｎｇ，ＬＩＵ Ｙａｎ⁃ｓｕｉ．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ｓａｎｊｉａ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２９（４）：６５－７１，９７．］

［７］ 　 朱彬，尹旭，张小林．县域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与可达性：以江

苏省射阳县为例［ Ｊ］ ．地理科学，２０１５，３５ （ １２）：１５６０ － １５６７．
［ＺＨＵ Ｂｉｎ，ＹＩＮ Ｘｕ，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ｈｅｙ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５（１２）：
１５６０－１５６７．］

［８］ 　 舒帮荣，李永乐，曲艺，等．经济发达地区镇域农村居民点演变

驱动力空间差异研究：以太仓市陆渡镇和浏河镇为例［ Ｊ］ ．长
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４，２３（６）：７５９－７６６．［ＳＨＵ Ｂａｎｇ⁃ｒｏｎｇ，ＬＩ
Ｙｏｎｇ⁃ｌｅ，ＱＵ Ｙｉ，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ｙ ｏｆ Ｌｕｄｕ ａｎｄ Ｌｉｕｈｅ ｉｎ Ｔａｉｃａｎｇ［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４，２３（６）：７５９－７６６．］

［９］ 　 李冬梅，王冬艳，李红，等．吉中低山丘陵区农村居民点时空演

变［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６，３６（５）：１４３－１５１．［ ＬＩ Ｄｏｎｇ⁃ｍｅｉ，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ｙａｎ，ＬＩ 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Ｊｉｌｉ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１４３－１５１．］

［１０］ 郑先迪，郑华伟，刘友兆．基于 ＧＩＳ 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及影

响因素分析：以盱眙县为例［ Ｊ］ ．土壤通报，２０１９，５０（３）：５５０－

５５４．［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ｄｉ， ＺＨＥＮＧ Ｈｕａ⁃ｗｅｉ， ＬＩＵ Ｙｏｕ⁃ｚｈａ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Ｉ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ｕｙｉ Ｃｏｕｎｔ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５０（３）：５５０－５５４．］

［１１］ ＱＵ Ｙ Ｂ，ＪＩＡＮＧ Ｇ Ｈ，ＺＨＡＯ Ｑ Ｌ，ｅｔ 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８０４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１６６：１２０２－１２１５．

［１２］ 鄂施璇，雷国平，宋戈．松嫩平原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点格局

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２（１８）：２３４－２４０．
［Ｅ Ｓｈｉ⁃ｘｕａｎ，ＬＥＩ Ｇｕｏ⁃ｐｉｎｇ，ＳＯＮＧ 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ａｉｎ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Ｓｏｎｇｎｅｎ Ｐｌａｉｎ［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６，３２（１８）：２３４－２４０．］

［１３］ 胡鑫，谭雪兰，朱红梅，等．长沙市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特征研

究［Ｊ］ ．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３８－１４３．［ＨＵ Ｘｉｎ，ＴＡＮ
Ｘｕｅ⁃ｌａｎ，ＺＨＵ Ｈｏｎｇ⁃ｍｅｉ，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Ｃｉｔｙ［Ｊ］ ．Ａｒｅ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３８－１４３．］

［１４］ 卢德彬，杨建，毛婉柳，等．山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分布特征与空

间重构研究［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２６（２）：２３８－２４６．
［ＬＵ Ｄｅ⁃ｂｉ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ＭＡＯ Ｗａｎ⁃ｌｉｕ，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
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７，２６（２）：２３８－２４６．］

［１５］ 叶函予．基于引力模型的瓦房店市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研

究［Ｄ］．沈阳：沈阳建筑大学，２０１８．［ＹＥ Ｈａｎ⁃ｙ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ｐｔｉ⁃
ｍｉｚｉ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ａｆａｎｇｄｉ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ｚｈ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１６］ ＬＩ Ｎ Ｊ，ＪＩＡＮＧ Ｓ Ｈ．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Ｗｕｌ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ＩＳ ［ Ｊ］ ．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８，１０２（４）：２７４５－２７５７．

［１７］ ＺＨＡＯ Ｑ Ｌ，ＪＩＡＮＧ Ｇ Ｈ，ＭＡ Ｗ Ｑ，ｅｔ 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ｅｅｄ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６１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Ｐｉｎｇｇ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１９，８６：９１－１０３．

［１８］ 姜转芳，颉耀文，李汝嫣，等．基于 ＧＩＳ 的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

点格局演变研究：以甘肃河西地区为例［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

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３）：３２４－３３１．［ＪＩＡＮＧ Ｚｈｕａｎ⁃ｆａｎｇ，ＸＩＥ Ｙａｏ⁃ｗｅｎ，
ＬＩ Ｒｕ⁃ｙａｎ，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Ｏａｓｉｓ ｉｎ Ａｒｉｄ Ａｒｅ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ＩＳ：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ｅｘｉ Ａｒｅａ ｉｎ 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３５
（３）：３２４－３３１．］

［１９］ 徐羽，钟业喜，徐丽婷，等．江西省农村居民点时空特征及其影

响因素研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８，３４（６）：５０４－５１１．
［ＸＵ Ｙｕ，ＺＨＯＮＧ Ｙｅ⁃ｘｉ，ＸＵ Ｌｉ⁃ｔ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３４（６）：５０４－５１１．］

［２０］ 马晓冬，李鑫，胡睿，等．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城市边缘区

“三生”空间划分研究［Ｊ］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９，３８（９）：１３８２－

１３９２．［ＭＡ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 Ｘｉｎ，ＨＵ Ｒｕｉ，ｅｔ ａｌ．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８（９）：
１３８２－１３９２．］

［２１］ 魏超，戈大专，龙花楼，等．大城市边缘区旅游开发引导的乡村

转型发展模式：以武汉市为例［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８，３８（１０）：
２１１－ ２１７． ［ＷＥＩ Ｃｈａｏ，ＧＥ Ｄａ⁃ｚｈｕａｎ，ＬＯＮＧ Ｈｕａ⁃ｌｏｕ，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Ｌ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
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Ｃｉｔｙ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３８（１０）：２１１－２１７．］

［２２］ 周小驰，刘咏梅，杨海娟．西安市城市边缘区空间识别与边界

划分 ［ Ｊ］ ．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１９ （ １０）： １３２７ － １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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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空间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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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云南省滇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的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数据为基础，结合

相关性分析选择潜在的 ＬＵＣＣ 驱动因子，构建 ＦＬＵＳ 模型，模拟研究区内 ２０３５ 年的 ＬＵＣＣ，在此基础上分析 ２０００—
２０３５ 年不同时间段内 ＬＵＣＣ 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格局效应。 结果表明：（１）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由耕地、林地

和草地主导，整体格局较为稳定，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对耕地的大量侵占，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变化速率

明显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快；（２）根据预测，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建设用地主要来源于对林地的侵占，城市扩张有明显的方

向性；（３）大部分县（市、区）土地综合利用程度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实施，存在着土地

利用综合程度下降的现象；利用程度变化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中部和东部的县（市、区），呈现出多中心发展的趋

势；（４）各地区的景观格局指数变化各有不同，总体来看，景观破碎程度增加、多样性降低。 该研究在西部大开发

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探讨了滇中山地城市群的土地利用特征，模拟了未来的土地利用模式，定量分

析了空间格局及其变化效应，对于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目标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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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２）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
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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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ＵＣＣ；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ｐ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自 １９９５ 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ＩＧＢＰ）和全球

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共同联合发起并

提出“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科学研究计划”
以来，ＬＵＣＣ 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ＬＵＣＣ 变化

可以引起区域水文、大气、土壤等要素的相应变

化［１－３］，从而引起区域空间格局的变化，进而改变生

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和价值［４］。 通过建

模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精细刻画已成为监测

ＬＵＣＣ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景观格局演变、识别土地

利用强度变化的关键［５－８］。 掌握土地利用变化格

局、土地利用强度特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
当前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所面临的重要任务［９］。
自“十三五”规划以来，云南省经济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 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云南省经济总量位居全国

第 １８ 位，ＧＤＰ 增速分别为 ９􀆰 ５％和 ８􀆰 ９％，位居全国

第 ３ 位，滇中城市群作为云南省核心经济区正受到

外界更多的关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云南省政府印发了

《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２０２１ 年 ５
月公开了 《 云南省国土空间 规 划 征 求 意 见 稿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要求到 ２０２５ 年，滇中城市群功

能区要基本划分完善，绿色生态格局稳步提升，城
乡空间格局大幅度优化；到 ２０３５ 年，要将滇中城市

群打造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强调

要推进昆明、玉溪同城化发展，积极培育曲靖、红
河、楚雄都市圈。

地处高原地区的滇中山地城市群生态环境脆

弱、地形破碎，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住国

家西南生态屏障的前提下，如何打造集约高效的城

镇空间土地利用格局和构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

当前迫切的任务。 因此，探究当前和模拟预测未来

一定时间段内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演化模式，
揭示土地利用发展规律和探究不同用地类型间的

数量和空间结构关系，对优化土地利用格局、稳定

生态屏障有着重要的意义，可为山地城市群的国土

空间布局优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对于 ＬＵＣＣ 空间模拟分析，将数量预测与空间

分布模拟相结合是重要的方法。 许多国内外学者

做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 ＬＵＣＣ 的预测模拟和空

间表达［１０－１２］、ＬＵＣＣ 驱动力分析［１３－１５］、ＬＵＣＣ 对生态

环境及景观格局变化［１６－１７］ 及对国土空间布局优化

的研究［１８－１９］ 等。 例如，俞龙生等［１６］ 采用景观格局

与梯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城市中心为缓冲区设

立不同的缓冲带，研究了广州市番禺区在快速城市

化背景下土地利用格局的梯度变化及城乡融合区

的特征；郎文婧等［１８］对徐州市进行了土地利用格局

分析和空间扩张模拟，结果表明徐州市土地利用向

着聚集演变，在城市扩张的同时用地结构也同步调

整，城市土地利用景观复杂程度降低，扩张有着明

显的方向性；ＷＡＮＧ 等［１９］以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为

研究区域，揭示其土地利用的景观形态从自然随机

发展为锯齿状，空间格局从规则扩展演变为破碎化

扩展，反映出区域发展中的人类干预作用在不断加

强；ＦＩＲＯＺＪＡＥＩ 等［２０］ 采用基于不同方向的 ＣＡ －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并结合皮尔逊卡方统计、优度指数等方

法对伊朗巴博尔市 １９８５、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间

段内的 ＬＵＣＣ 进行分析，讨论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扩

张方向，并提出相关规划意见；ＬＵＯ 等［２１］研究表明，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ＬＵＣＣ 景观演化的速

率、模式会有很大差异，在初始阶段远高于后期，而
城市化过程对景观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这
一认识有助于在区域尺度上减缓景观破碎化的速

度；ＭＡＮＳＯＵＲ 等［２２］研究了阿曼苏丹国山区城市的

ＬＵＣＣ 变化，模拟了阿曼山区未来城市的发展性质

和趋势，解释了阿曼山区城市的发展对山地景观的

影响程度和时空变化趋势，表明在被山脉所环绕的

山区城市群中，城市通常沿着市中心平坦的土地扩

张，应避免城市的无序蔓延。
在经济较为落后、生境脆弱、土地利用破碎的

滇中山地城市群，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利用时

空特征分析模拟与生境耦合［２３－２５］、土地利用空间优

化［２６］等方面，大多以构建未来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为

目的，而较少定量评估 ＬＵＣＣ 格局变化所带来的空

间演变效应。 鉴于此，笔者利用当前土地利用数

据，结合相关驱动因子，在模拟预测滇中城市群

２０３５ 年 ＬＵＣＣ 的基础上，从数量特征、综合程度演

化、空间转移变化和景观格局变化几大方面分析其

空间结构特征和效应变化。 从现实需求来看，可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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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滇中城市群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有利

于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要求，为政府决策提

供有益数据参考和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滇中城市群地处云南省中部，长江、珠江和红

河上游，位于北纬 ２４°５８′ ～ ２５°０９′，东经 １００°４３′ ～
１０４°４９′之间，以昆明市为中心，包含曲靖、玉溪和楚

雄以及红河州北部 ７ 个县 （市），土地总面积约

１１４ ６００ ｋｍ２。 研究区地形以山地和山间盆地为主，
总体地势呈东南低、西北高，海拔在 １３０～４ ３００ ｍ 之

间，平均海拔约 １ ８４８ ｍ，属于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

气候区。 区内高山、湖泊、盆地相互交错，包括滇

池、抚仙湖、星云湖、阳宗海和杞麓湖 ５ 大高原湖泊，
水资源环境较好。 整体土地利用开发程度较低，利
用潜力大。 《滇中城市群发展规划 （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中明确构建了“一主四副、通道对接、点轴联

动”的空间发展格局，强调要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
南亚交往的重要门户城市群。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滇中

城市群共有人口约 ２ ３０４ 万人，占全省人口的

４７􀆰 ４４％，地区生产总值约 １􀆰 ４１ 万亿元，占全省的

６０􀆰 ７％，是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极。 近些年来随着内

部交通网络的完善、产业联系度的加强、城镇化水

平的提高，经济条件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对自然资

源的需求压力也逐渐上涨，经济建设的需求和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９）１８２２

图 １　 研究区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２　 数据源及处理

研究涉及的数据如表 １ 所示。 其中 ＬＵＣＣ 数据

包含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共 ３ 期，经重分类后分为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大

类，经验证，各期 ｋａｐｐａ 系数均在 ０􀆰 ８ 以上。 结合相

关研究，选择社会经济、自然和交通等类型的 １１ 个

潜在驱动因子，采用欧式距离法计算得到研究区范

围内各个像元到达铁路、高速公路、城镇中心点、河
流的距离，劳动力数量以县（市、区）为单位，使用克

里金插值法处理为栅格数据，坡度、坡向由数字高

程模型（ＤＥＭ）计算得到。 为保证试验区域数据的

一致性，采用统一的 ＵＴＭ 投影系统，并将所有变量

因子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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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数据属性１）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数据 栅格（３０ ｍ） 文献［２７］

社会经济 人口密度 栅格（１ ｋｍ） 文献［２７］
ＧＤＰ 分布 栅格（１ ｋｍ） 文献［２７］
城镇分布 矢量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劳动力数量 栅格插值 统计年鉴

交通条件 铁路分布 矢量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高速公路分布 矢量 文献［２７］

自然条件 土壤类型 栅格（１ ｋｍ） 文献［２７］
ＤＥＭ、坡度、坡向 栅格（３０ 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

河流分布 矢量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
１）括号内数据为空间分辨率。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选择

为避免所选取驱动因子的主观性，消除空间自

相关影响，通过 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 指数分析所选取驱动力

因子与 ＬＵＣＣ 的相关性，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 ｒ 检

测各因子之间的相关性，以消除空间自相关的

影响［２８］。

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 ＝
χ２

ｎ × ｍｉｎ ［（ ｒ － １）（ ｓ － １）］
，

（１）

ｒ ＝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Ｙｉ － 􀭵Ｙ）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 （２）

式（１） ～ （２）中， χ２ 为卡方检验结果； ｒ、ｓ 为行列数；
ｎ 为样本数。 当 ０􀆰 ４≤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１ 时，为较强相

关；当 ０􀆰 １５≤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０􀆰 ４ 时，为弱相关，当 ０≤
Ｃｒａｍｅｒ′ｓ Ｖ＜０􀆰 １５ 时，表示无相关性。 （Ｘ ｉ，Ｙｉ）为第 ｉ

个样本值； 􀭵Ｘ 和 􀭵Ｙ 为 ｎ 个样本的均值； ｒ 取值范围为

［－１，１］，越接近 １，表示 Ｘ与 Ｙ的相关性越强。 最终

选取海拔、坡度、ＧＤＰ、劳动力数量、距铁路距离、距
公路距离、距城镇中心距离、距河流距离 ８ 个因子作

为驱动力输入模型。
２􀆰 ２　 Ｍａｒｋｏｖ 与 ＦＬＵＳ 模型构建

通常采用马尔可夫链（Ｍａｒｋｏｖ）来预测未来一

定时间段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像元总量，假设基于

无后效性，即后一个时刻的土地利用状态仅取决于

前一个时刻的利用状态［２９］。 利用 Ｍａｒｋｏｖ 过程，结
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计算未来一定时间段内

土地利用在数量上的变化，可表示为

ｓｔ ＋１ ＝ ｐｉｊ × ｓｔ ， （３）

Ｐ ＝

ｐ１１ ｐ１２ … ｐ１ｎ

ｐ２１ ｐ２２ … ｐ２ｎ

︙ ︙ ︙
ｐｎ１ ｐｎ２ … ｐｎｎ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 （４）

式（３） ～ （４）中， ｐｉｊ 为 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转换为 ｊ 类

的概率， ０≤ ｐｉｊ ＜ １且∑
ｎ

ｊ ＝ １
ｐｉｊ ＝ １（ ｉ，ｊ ＝ １，２，３，…，ｎ）；

Ｐ 为各地类转移概率矩阵； ｓｔ ＋１ 和ｓｔ 分别对应前后时

刻土地利用类型。
ＦＬＵＳ 模型建立在系统动力学模型和元胞自动

机模型的基础上，融合了人工神经网络算法（ＡＮＮ）
和轮盘赌选择机制，ＡＮＮ 能够整合不同驱动力因

素，轮盘赌机制能有效处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自

然作用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下发生相互转化时的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３０－３２］。 ＦＬＵＳ 模型能够通过 ＡＮＮ
整合各类非线性驱动力因子，建立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关系来模拟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出现的适宜性概率及空间分布。 ＡＮＮ 包括输入

层、隐藏层和输出层，每个 ＣＡ 中的一个变量都分别

对应一个神经元。

ｐ（ｐ，ｋ，ｔ） ＝ ∑ ｉｊ
ｗ ｊ，ｋ × ｓｉｇｍｏｉｄ ｎｅｔ ｊ（ｐ，ｔ）[ ] ＝

∑ ｊ
ｗ ｊ，ｋ × １

１ ＋ ｅ －ｎｅｔ ｊ（ｐ，ｔ）
， （５）

ｓｉｇｍｏｉｄ ＝ １
１ ＋ ｅ －ｎｅｔ ｊ（ｐ，ｔ）

， （６）

ｎｅｔ ｊ（ｐ，ｔ） ＝ ∑ ｉ
ｗ ｉ，ｊ × ｘｉ（ｐ，ｔ） 。 （７）

式（５） ～ （７）中， ｎｅｔ ｊ（ｐ，ｔ） 为隐藏层神经元 ｊ 收到的

信号，即 ｔ 时刻第 ｊ 类土地中的栅格 ｐ 发生的变化；
ｘｉ（ｐ，ｔ） 为训练时间 ｔ 内元胞 ｐ 上输入神经元 ｉ 相关

联的第 ｉ 个变量； ｗ ｉ，ｊ 与 ｗ ｊ，ｋ 分别为输入层和隐含层

与隐藏层和输出层之间的自适应权值；ｓｉｇｍｏｉｄ 为隐

藏层和输出层间的激活函数。 利用训练数据集对

ｗ ｊ，ｋ 和 ｗ ｉ，ｊ 进行训练，建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可以

用于计算栅格 ｐ 在 ｔ 时间出现土地类型 ｋ 的概率。
以滇中城市群 ２０１０ 年 ＬＵＣＣ 为基期，在不设置

土地利用情景模式的情况下，以随机采样方式选取

５％的像元为 ＡＮＮ 训练样本，隐藏层设置为 ６ 层，得
到各类型土地利用适宜性概率分布，采用 ５×５ 摩尔

邻域，设置最大迭代次数为 ３００，得到 ２０２０ 年土地

利用模拟数据。 经过多次实验，将栅格重采样到

３６０ ｍ 空间分辨率时，模拟精度最高，并与 ２０２０ 年

实际 ＬＵＣＣ 对比验证，其 ｋａｐｐａ 系数为 ０􀆰 ８１，达到模

拟要求。 在此基础上，结合 Ｍａｒｋｏｖ，计算出 ２０３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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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用地总像元数量，不设置土地利用情景模式，
进行滇中城市群 ２０３５ 年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模拟。
２􀆰 ３　 ＬＵＣＣ 空间格局分析

结合模拟的 ２０３５ 年 ＬＵＣＣ，分别从用地数量特

征、综合利用程度演化、空间转移变化和景观变化

几个方面讨论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土地利用格局

变化特征，具体方法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空间格局研究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分析类型 分析方法 分析意义

用地数量特征分析［３３］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描述研究时间段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变化情况

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 描述研究时间段内土地利用数量综合变化情况

综合利用程度演化［３４］ 土地利用综合程度 描述土地的综合利用程度

空间转移变化［１０］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描述时间段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相互转换关系

土地利用信息图谱 描述时间段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相互转换关系

景观变化［２３］ 景观格局指数 描述景观结构组成特征及景观格局变化

３　 结果分析

３􀆰 １　 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模拟分析

空间模拟结果如图 ２ 所示。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滇

中城市群各土地利用类型延续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

变化趋势，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耕地、草地分别减少

３８６􀆰 ５１ 和 ６５０􀆰 ８４ ｋｍ２，林地、建设用地分别增加

２６２􀆰 ２１ 和 ８６０􀆰 ４１ ｋｍ２。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类型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５

　 　 从城市扩张方向来看，昆明市主要变化区域集

中在安宁市、呈贡区、晋宁区和宜良县等周边县

（区、市），而主城区的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西山

区由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特殊地形，难以再向

外扩展，所以发展方向主要是向南面扩展；曲靖市

主城区麒麟区、沾益区扩张显著，具有明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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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效应，而周边县（市、区）扩张较为缓慢；楚雄州

建设用地变化较大的是楚雄市区、元谋县和禄丰

县，但从整体上看楚雄州各县（市、区）变化不大；玉
溪市发生较大变化的有红塔区、通海县和江川区；
红河州扩张较为明显的是蒙自市和开远市。
３􀆰 ２　 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数量模拟分析

统计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所占比例，如表 ３～４ 所示。 从整体情况来

看，研究区维持着以耕地、林地和草地主导的土地

利用格局，面积占比超过 ９０％，各类用地面积占比

变化较为稳定。 从单一动态度看来，耕地面积在各

时间段内以 ０􀆰 １０％的速率减少；林地除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动态度为负值外，总体为正，而草地在各个时间

段内均为负值。 耕地和草地的单一动态度均为负

值，说明耕地和草地的面积在减少，主要原因为自

２０００ 年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滇中城市群经济

发展迅速，城镇化进程加快，使得以建设用地为主

的生产生活用地快速扩张，对耕地和草地的侵占加

剧。 从综合动态度看来，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明显高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说明在此时间段内土地利用变化程

度较为明显，处于城市快速发展时期。 滇中城市群

３５ ａ 间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

异。 对建设用地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每个县 （市、
区）面积均为增长态势，增长显著的地区主要集中

在昆明市和曲靖市以及南部的蒙自市，其中官渡

区、呈贡区、晋宁区、西山区、蒙自市、麒麟区增长面

积均超过 ３０ ｋｍ２。 对于耕地而言，面积显著增加的

地区为沾益区、宣威市、开远市和谋定县，而官渡

区、安宁市、晋宁区、呈贡区、麒麟区、蒙自市、楚雄

市面积显著减少，均超过 ２０ ｋｍ２。 林地面积有所增

加的县（市、区）有 ２４ 个，草地面积有所增加的有 ９
个。 根据预测，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建设用地面积显著增

加的地区有麒麟区、沾益区、呈贡区、个旧市、安宁

市，均超过 ４０ ｋｍ２。 耕地面积增加的县（市、区）有
１９ 个，其中增加较多的是弥勒县、陆良县、罗平县、
富源县、沾益区等。 林地面积显著减少的是安宁

市、呈 贡 区、 盘 龙 区、 个 旧 市， 均 超 过 ５０ ｋ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面积变化的综合动态度分别为 ０􀆰 ０２％、０􀆰 ０７％、
０􀆰 ０４％和 ０􀆰 ０５％。

表 ３　 滇中城市群不同时期土地利用面积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用地类型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５ 年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耕地 ２３ ０５６􀆰 ２３ ２０􀆰 ７０ ２２ ８１９􀆰 ８９ ２０􀆰 ４９ ２２ ５９９􀆰 ２１ ２０􀆰 ２９ ２２ ２１２􀆰 ７１ １９􀆰 ９４
林地 ５４ ７４７􀆰 ９６ ４９􀆰 １５ ５４ ８３８􀆰 ６４ ４９􀆰 ２４ ５４ ６８１􀆰 ７１ ４９􀆰 １０ ５４ ９４３􀆰 ９２ ４９􀆰 ３３
草地 ３０ ３１６􀆰 １８ ２７􀆰 ２２ ３０ ２７５􀆰 ８８ ２７􀆰 １８ ２９ ９２０􀆰 ６１ ２６􀆰 ８６ ２９ ２６９􀆰 ７７ ２６􀆰 ２８
水域 １ ３１１􀆰 ０３ １􀆰 １８ １ ３１８􀆰 ６８ １􀆰 １８ １ ４６２􀆰 ２０ １􀆰 ３１ １ ３９１􀆰 ９１ １􀆰 ２５
建设用地 １ ７８５􀆰 ３６ １􀆰 ６０ １ ９６３􀆰 ６４ １􀆰 ７６ ２ ５５３􀆰 ４３ ２􀆰 ２９ ３ ４１３􀆰 ８４ ３􀆰 ０７
未利用地 １６２􀆰 ７３ ０􀆰 １５ １６２􀆰 ７６ ０􀆰 １５ １６０􀆰 ６７ ０􀆰 １４ １４７􀆰 ３５ ０􀆰 １３

表 ４　 滇中城市群不同时期土地利用面积的年度变化率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ｒｅａ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用地类型
年度变化率 ／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耕地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１１
林地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３
草地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０􀆰 ０７ －０􀆰 １５
水域 ０􀆰 ０６ １􀆰 ０９ ０􀆰 ５８ －０􀆰 ３２
建设用地 １􀆰 ０１ ３􀆰 ００ ２􀆰 １５ ２􀆰 ２５
未利用地 ０􀆰 ０１ －０􀆰 １３ －０􀆰 ０６ －０􀆰 ５５

综上可知，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较多的地区则是

林地、草地减少较多的地区。 地处山地的呈贡区、
红塔区、蒙自市、个旧市建设用地快速增加，其原因

是云南省推行山地城镇模式，推进建设用地向着山

地发展，使得地处山地的县（市、区）得到快速发展，

而处于昆明主城区的五华区、盘龙区、官渡区建设

用地开发程度较高，增加幅度较少。
３􀆰 ３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程度模拟分析

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与自

然环境的综合效应，是土地利用开发程度的综合体

现。 以县（市、区）为单位分别统计研究区范围内 ４
个时间段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和其变化量， 结

果如图 ３～４ 所示。
结果表明，大部分县（市、区）的土地利用综合

指数呈上升趋势，说明建设用地的增加使得利用程

度不断提高。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以五华区、官渡区、呈
贡区、安宁市、盘龙区、西山区、麒麟区增长最为明

显，变化热点主要集中在以昆明市为中心的中部地

区。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以呈贡区、晋宁区、安宁市、麒
麟区、沾益区、红塔区、个旧市、蒙自市等地增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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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显著，变化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的

部分地区。 而在南华、大姚、双柏、永仁等县（市、
区），由于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影响，林地和草地面

积增加导致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有所下降。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各县（市、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变化热点图

Ｆｉｇ􀆰 ３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５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各县（市、区）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指数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５

３􀆰 ４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转移变化模拟分析

通过不同时期的土地利用演化信息图谱（图 ５）
可以统计出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转移特征。 从整

个范围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主

要以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相互转换为特征。
从表 ５ 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地转入了 ８４０􀆰 ９７

ｋｍ２，主要来源于耕地、林地和草地，其中耕地转入

占比超过 ５０％。 耕地、林地和草地分别转出了

１ １１９􀆰 ０６、９２０􀆰 ３３ 和 １ １５８􀆰 ８６ ｋｍ２，主要转换为草地

和建设用地。 从表 ６ 来看，后 １０ ａ 中，建设用地转

入了 ６６６􀆰 ０７ ｋｍ２，主要来源于耕地和草地。 耕地转

出最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麒麟区、官渡区、蒙自市、



　 第 １０ 期 　 李　 星等：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空间模拟研究 ·１３２５　 ·

楚雄市、安宁区、呈贡区、罗平县，转为林地和草地

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峨山县、元江县、姚安县、罗平

县、宣威市，说明这几个县（市）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的实施取得较大的成效。 转为建设用地的地区主

要集中在呈贡区、晋宁区、安宁市、麒麟区、楚雄市，
说明中心城区和周边地区仍然是耕地占用的活跃

区域，具有明显的聚集效应。 从表 ７ 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间土地利用变化不明显，发展较为缓慢，大
部分土地保持着原有利用类型。 ２０１０ 年以后，城镇

化进程加快，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土地利用变化速

率有所加快。 从表 ８ 来看，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建设用地

将会转入 ９０３􀆰 １４ ｋｍ２，其中林地贡献率将会达到

８０％以上，而耕地的贡献率减少，演化特征发生转

变，表明城市扩展方向将会有所改变。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演化信息图谱

Ｆｉｇ􀆰 ５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５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５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ｋｍ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２１ ９３６􀆰 ８９ ２８６􀆰 ９０ ２６３􀆰 １２ ６７􀆰 ９５ ４９７􀆰 ２５ ３􀆰 ８４ １ １１９􀆰 ０６
林地 ２６７􀆰 ０２ ５３ ８２６􀆰 ５４ ４６９􀆰 ２２ ６９􀆰 ７４ １１３􀆰 ５５ ０􀆰 ７９ ９２０􀆰 ３３
草地 ３１９􀆰 ５１ ５４８􀆰 ５６ ２９ １５５􀆰 ４２ ７５􀆰 ６２ ２１２􀆰 ７３ ２􀆰 ４４ １ １５８􀆰 ８６
水域 ２３􀆰 ３５ １２􀆰 ２８ １９􀆰 ００ １ ２３９􀆰 ９８ １５􀆰 ８２ ０􀆰 ５５ ７１􀆰 ００
建设用地 ４９􀆰 ５１ ６􀆰 １１ １０􀆰 ４２ ６􀆰 ３０ １ ７１２􀆰 ４５ ０􀆰 ５７ ７２􀆰 ９１
未利用地 ２􀆰 ７９ ０􀆰 ８３ ２􀆰 ６５ ２􀆰 ３６ １􀆰 ６１ １５２􀆰 ４７ １０􀆰 ２４

合计 ６６２􀆰 １９ ８５４􀆰 ６８ ７６４􀆰 ４１ ２２１􀆰 ９６ ８４０􀆰 ９７ 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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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ｋｍ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２１ ９５５􀆰 ０６ ２３５􀆰 １１ １９８􀆰 ８６ ６７􀆰 ６２ ３５９􀆰 １３ ３􀆰 ８５ ８６４􀆰 ５６
林地 ２６２􀆰 ９３ ５４ ０８８􀆰 １８ ３１７􀆰 ０８ ６３􀆰 ５３ １０５􀆰 ０４ ０􀆰 ７９ ７４９􀆰 ３７
草地 ３０５􀆰 ３８ ３３７􀆰 ８８ ２９ ３６９􀆰 ５０ ７３􀆰 ９８ １８５􀆰 ０１ ２􀆰 ２３ ９０４􀆰 ４７
水域 ２１􀆰 ６８ １２􀆰 ６９ ２０􀆰 ３３ １ ２４８􀆰 ０７ １５􀆰 ３１ ０􀆰 ５５ ７０􀆰 ５６
建设用地 ５１􀆰 ２５ ６􀆰 ５４ １１􀆰 ５３ ６􀆰 ３８ １ ８８７􀆰 ３６ ０􀆰 ５７ ７６􀆰 ２８
未利用地 ２􀆰 ７８ ０􀆰 ８３ ２􀆰 ５３ ２􀆰 ３６ １􀆰 ５７ １５２􀆰 ６７ １０􀆰 ０７

合计 ６４４􀆰 ０２ ５９３􀆰 ０４ ５５０􀆰 ３３ ２１３􀆰 ８６ ６６６􀆰 ０７ ７􀆰 ９９

表 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７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０ ｋｍ２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２２ ７９５􀆰 ７３ ５２􀆰 ８７ ６５􀆰 ９８ ３􀆰 ３２ １３８􀆰 ３１ ０􀆰 ０１ ２６０􀆰 ５０
林地 ４􀆰 ７７ ５４ ５７０􀆰 ８８ １５３􀆰 ８３ ８􀆰 ７０ ９􀆰 ７９ ０􀆰 ００ １７７􀆰 ０８
草地 １４􀆰 ７１ ２１４􀆰 ７２ ３０ ０５４􀆰 ０４ ３􀆰 １０ ２９􀆰 ４２ ０􀆰 ２１ ２６２􀆰 １５
水域 ４􀆰 ６８ ０􀆰 １７ １􀆰 ９１ １ ３０３􀆰 ５７ ０􀆰 ７１ ０􀆰 ００ ７􀆰 ４７
建设用地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７８５􀆰 ３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未利用地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５ １６２􀆰 ５５ ０􀆰 １８

合计 ２４􀆰 １７ ２６７􀆰 ７６ ２２１􀆰 ８５ １５􀆰 １２ １７８􀆰 ２８ ０􀆰 ２１

表 ８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８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２０ ｔｏ ２０３５ ｋｍ２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３５ 年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合计

耕地 ２１ ４４６􀆰 ２１ １００􀆰 ４４ ６５４􀆰 ５２ １１􀆰 ６６ ９５􀆰 ４３ １􀆰 ６４ ８６３􀆰 ６９
林地 ６１５􀆰 ６５ ５２ ９４２􀆰 ０３ ９４􀆰 ６１ ３􀆰 ６２ ７３５􀆰 ６５ ０ １ ４４９􀆰 ５３
草地 ８４６􀆰 ５５ １ ８９１􀆰 ４７ ２７ １４９􀆰 ４３ ０􀆰 ６５ ６５􀆰 ８４ ０ ２ ８０４􀆰 ５０
水域 ４９􀆰 ９０ ７􀆰 ５２ １４􀆰 ９０ １ ３７８􀆰 ８１ ５􀆰 ３１ ０ ７７􀆰 ６３
建设用地 ３􀆰 ９２ １􀆰 ４３ １９􀆰 ０５ ０􀆰 ７８ ２ ５１６􀆰 ８８ ０ ２５􀆰 １７
未利用地 ３􀆰 ７６ １􀆰 ０４ ５􀆰 ８３ ０ ０􀆰 ９１ １４７􀆰 ３６ １１􀆰 ５３

合计 １ ５１９􀆰 ７７ ２ ００１􀆰 ８９ ７８８􀆰 ９２ １６􀆰 ７１ ９０３􀆰 １４ １􀆰 ６４

３􀆰 ５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化模拟分析

借鉴相关研究，选取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形状

指数（ＬＳＩ）、蔓延度（ＣＯＮＴＡＧ）、聚合度（ＡＩ）、香农

均匀度（ＳＨＥＩ）、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共计 ６ 个

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的变

化特征，计算结果如图 ６ 所示。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各
州（市）的景观格局指数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不同

的变化趋势。 从 ＬＰＩ 指数来看，各州（市）均呈现为

缓慢上升的趋势，且楚雄州和玉溪市明显高于其他

３ 个州（市），２０３５ 年两地的林地 ＬＰＩ 指数分别为

５７􀆰 ８４ 和 ５６􀆰 ３８，明显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表明

林地优势度越来越明显。 从 ＬＳＩ 指数来看，各个州

（市）均表现为持续下降，表明空间景观斑块形状越

来越规则。 从 ＣＯＮＴＡＧ 和 ＡＩ 指数来看，各州（市）
呈现出递增趋势，且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明显上升，说明

空间斑块破碎度降低，连片效应越来越明显。 从

ＳＨＥＩ 和 ＳＨＤＩ 指数来看，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减少较为明显，说明单一优势类型越

来明显，景观多样性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景观格

局演变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异。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以滇中城市群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的 ＬＵＣＣ
数据为基础，首先根据滇中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数量

变化构建 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预测 ２０３５ 年的土地利用数

量特征，然后选择相应的土地利用驱动力因子构建

ＦＬＵＳ 模型，获得 ２０３５ 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特征，
最后结合预测的土地利用数据，从用地数量特征、
利用程度变化、空间转移变化和景观指数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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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探讨了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和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 年 ２ 个时段

的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变化特征及规律。 从整体

上看来，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格局变化较为稳定，
但从各州（市）看来，局部地区有着剧烈的变化，这
与相应的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不同州（市）的城市规

划和开发程度有关。 现阶段处于快速发展期，在生

态文明示范建设和生态战略行动的背景下，如何平

衡发展建设和生态平衡两大问题是当前的迫切任

务。 因此，滇中城市群未来土地利用空间布局需要

制定城市扩张边界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

田保护界线等空间控制区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继续

执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协调滇中城市群和生态环

境的平衡发展。

ＬＳＩ—形状指数，ＬＰＩ—最大斑块指数，ＣＯＮＴＡＧ—蔓延度，ＡＩ—聚合度，ＳＨＥＩ—香农均匀度，ＳＨＤＩ—香农多样性指数。

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３５ 年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Ｆｉｇ􀆰 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３５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

性，共选择了 ８ 个驱动因子进行模型构建，但是驱动

和制约 ＬＵＣＣ 的因素众多且复杂，在未来的研究中

若能从客观的政策方面以及定量的规划红线方面

选取更多的驱动因子，则可使模拟精度得到更大提

高。 另一方面，在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分析中，尺度

是影响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后续加入尺度的变化

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４􀆰 ２　 结论

（１）从数量和空间变化上探讨了滇中城市群的

过去、当前和未来土地利用数量和空间变化所带来

的效应，发现在不同时间段内各地区的变化存在着

明显的空间差异性。 昆明市、曲靖市等在滇中城市

群中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

明显，特别是根据预测得到的 ２０３５ 年土地利用空间

分布状况来看，建设用地扩张的方向性明显，快速

城市化仍然是当前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保证经济发

展建设的同时，也要防止城市的无序性扩展。
（２）从各地类占比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

地面积增加了 ４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增加了 １０％，发
展较为滞后，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增加了 ３０％左右，后
１０ ａ 明显处于快速发展期。 到了 ２０３５ 年，相比于

２０２０ 年，林地面积占比略微有所提升，建设用地面

积增长了 ３４％左右，其他各类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幅

度不大，将会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以耕地、林地和

草地主导的空间格局。 滇中城市群大部分县（市、
区）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均在逐渐上升，利用程度

变化热点区域集中在以昆明市为中心的中部和以

曲靖市为中心的东部部分地区以及红河州的蒙自

市和个旧市等地区，同时热点地区周围县（市、区）
的土地利用综合程度增长也较快。 ２０１０ 年后综合

利用程度热点地区的变化明显受到云南省“城镇山

上”政策的影响，滇中城市群正朝着曲靖、红河都市

圈的多中心方向发展。
（３）从景观变化方面来看，土地利用景观格局

指数有着明显的规律性。 ＡＩ、ＬＰＩ、ＣＯＮＴＡＧ 指数逐

年上升， ＬＳＩ、 ＳＨＥＩ、 ＳＨＤＩ 呈下降趋势，且 ２０２０—
２０３５ 年间的变化幅度明显大于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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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破碎度增加、联通性下降、斑块形状越来越规

则，主要原因是由于建设用地的扩张对自然景观进

行有规划的切割，使得优势景观类型对总体景观格

局的影响力不断减弱。 因此，在今后的发展建设

中，需要明确区域内的功能分区，积极构建以林地

和草地为主的生态屏障，确保景观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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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耕地驱动力研究［ Ｊ］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２０２１，２９（２）：
３２５－３３９． ［ ＨＡＮ Ｈａｉ⁃ｑ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ｕ⁃ｈｏｎｇ，ＮＩＵ Ｌｉｎ⁃ｚｈ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１５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２１， ２９ （ ２ ）：
３２５－３３９．］

［１６］ 俞龙生，符以福，喻怀义，等．快速城市化地区景观格局梯度动

态及其城乡融合区特征：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Ｊ］ ．应用生态

学报，２０１１，２２ （ １）：１７１ － １８０． ［ ＹＵ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ＦＵ Ｙｉ⁃ｆｕ，ＹＵ
Ｈｕａｉ⁃ｙｉ，ｅｔ ａｌ．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ａｋｏｔ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Ｐａｎｙｕ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２（１）：
１７１－１８０．］

［１７］ ＭＡＣＩＥＬ Ａ Ｍ，ＣＡＭＡＲＡ Ｇ，ＶＩＮＨＡＳ Ｌ，ｅｔ ａｌ． Ａ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３３
（１）：１７６－１９２．

［１８］ 郎文婧，李效顺，卞正富，等．徐州市区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分析

及其空间扩张模拟［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７，３３（７）：
５９２－５９９．［ Ｌ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ｎｇ，ＬＩ Ｘｉａｏ⁃ｓｈｕｎ，ＢＩＡＮ Ｚｈｅｎｇ⁃ｆｕ，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Ｘ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ｉ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３（７）：５９２－５９９．］

［１９］ ＷＡＮＧ Ｌ，ＷＵ Ｌ， ＺＨＡＮＧ Ｗ．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ａｎｔ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第 １０ 期 　 李　 星等： 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空间模拟研究 ·１３２９　 ·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１８（３）：７４９－７６３．
［２０］ ＦＩＲＯＺＪＡＥＩ Ｍ Ｋ，ＳＥＤＩＧＨＩ Ａ，ＡＲＧＡＮＹ Ｍ，ｅｔ ａｌ．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
ｂ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ｉｔｉｅｓ，
２０１９，９３：１２０－１３５．

［２１］ ＬＵＯ Ｔ， ＺＨＡＮＧ Ｔ Ｈ， ＷＡＮＧ Ｚ Ｆ， ｅｔ 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１４２（２）：

［２２］ ＭＡＮＳＯＵＲ Ｓ，ＡＬ⁃ＢＥＬＵＳＨＩ Ｍ，ＡＬ⁃ＡＷＡＤＨＩ 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ｍａｎ
Ｕｓｉｎｇ ＧＩＳ ａｎｄ ＣＡ⁃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 Ｊ］ ．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９１：１０４４１４．

［２３］ 林伊琳，赵俊三，张萌，等．滇中城市群国土空间格局识别与时

空演化特征分析［ Ｊ］ ．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１９，５０（８）：１７６－ １９１．
［ＬＩＮ Ｙｉ⁃ｌｉｎ，ＺＨＡＯ Ｊｕｎ⁃ｓａｎ，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９， ５０ （ ８ ）：
１７６－１９１．］

［２４］ 农兰萍，王金亮，玉院和．基于改进型遥感生态指数（ＭＲＳＥＩ）
模型的滇中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研究［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

报，２０２１，３７（８）：９７２－ ９８２． ［ＮＯＮＧ Ｌａｎ⁃ｐｉｎｇ，ＷＡＮＧ Ｊｉｎ⁃ｌｉａｎｇ，
ＹＵ Ｙｕａｎ⁃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ＲＳＥＩ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８）：９７２－９８２．］

［２５］ 陈仙春．基于 ＣＬＵＥ－Ｓ 模型的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模拟

［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２０． ［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ｃｈｕ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ＬＵＥ－Ｓ Ｍｏｄｅｌ ［ 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Ｋｕｎｍ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

［２６］ 林伊琳，赵俊三，陈国平，等．基于 ＭＣＲ⁃ＦＬＵＳ⁃Ｍａｒｋｏｖ 模型的区

域国土空间格局优化［ Ｊ］ ．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１，５２（４）：１５９－

１７０，２０７．［ＬＩＮ Ｙｉ⁃ｌｉｎ，ＺＨＡＯ Ｊｕｎ⁃ｓａｎ，ＣＨＥＮ 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Ｏｐ⁃
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Ｓｐａ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ＣＲ⁃
ＦＬＵＳ⁃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２１，５２（４）：１５９－１７０，２０７．］

［２７］ 徐新良，刘纪远，张树文，等．中国多时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遥

感监测数据集（ＣＮＬＵＣＣ）［ＤＢ ／ ＯＬ］∥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数据中心数据注册与出版系统．［２０２１－０８－２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 ／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７８ ／ 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０１．

［２８］ 林丽，樊辉，金缘．山区县域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多尺度多模型

模拟对比：以云南省勐腊县为例［ Ｊ］ ．山地学报，２０２０，３８（４）：
６３０－６４２． ［ ＬＩＮ Ｌｉ， ＦＡＮ Ｈｕｉ， ＪＩＮ Ｙｕａｎ．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ｅ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ｏｕｓ Ｃｏｕｎｔ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ｎｇｌａ Ｃｏｕｎｔｙ ｉｎ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Ｊ］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３８（４）：６３０－６４２．］

［２９］ ＧＡＯ Ｔ， ＨＵＡＮＧ Ｊ Ｊ， ＺＨＯＵ Ｈ，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ｋｏｖ Ｍｏｄｅｌ［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４，５５６ ／ ５５７ ／ ５５８ ／ ５５９ ／ ５６０ ／
５６１ ／ ５６２：８９４－８９８．

［３０］ 黎夏，叶嘉安．基于神经网络的元胞自动机及模拟复杂土地利

用系统［Ｊ］ ．地理研究，２００５，２４（１）：１９－２７．［ＬＩ Ｘｉａ，ＹＥ Ｊｉａ⁃ａｎ，
ｅｔ ａｌ．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２４（１）：
１９－２７．］

［３１］ 吴欣昕，刘小平，梁迅，等．ＦＬＵＳ－ＵＧＢ 多情景模拟的珠江三角

洲城市增长边界划定［ Ｊ］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２０（４）：
５３２－５４２．［ＷＵ Ｘｉｎ⁃ｘｉｎ，ＬＩＵ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ＬＩＡＮＧ Ｘｕｎ，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ＬＵＳ⁃ＵＧＢ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２０（４）：５３２－５４２．］

［３２］ ＬＩ Ｘ，ＬＡＯ Ｃ Ｈ，ＬＩＵ Ｙ Ｌ，ｅｔ ａｌ．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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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景观异质性是维持耕地系统生物多样性及多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 为探明非耕地对耕地系统景观

异质性的作用，以辽宁省昌图县为研究区，在划定网格单元的基础上，采用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Ｑ）表征其景观异质

性，通过冗余分析、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及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非耕地斑块对景观异质性及影响。 结果表明：当不同网

格单元非耕地比例相近时，景观异质性存在明显差异；当非耕地比例为 ８％时，景观异质性差异最大。 林地、草地、
农村道路、水域及沟渠 ５ 种非耕地类型对景观异质性均有极显著正向影响（Ｐ＜０􀆰 ０１），其中林地对景观异质性的影

响程度最大。 景观异质性不同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斑块的平均最近邻体距离指数（ＥＮＮ＿ＭＮ）存在显著性差异

（Ｐ＜０􀆰 ０５）。 非耕地斑块连通性越强，景观异质性也越强。 研究结果可为严守耕地红线背景下的耕地生态管护提

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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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系统是以耕地资源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系

统和以人类活动（包括技术、耕作制度等）为主体的

社会经济系统共同形成的复合系统［１－２］。 从土地利

用的角度出发，可将耕地系统视为一个具有一定

长、宽、高的有机立体空间，其长和宽通常由耕地规

模决定，高度则由耕层厚度及种植的作物决定［２］。

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耕地系统由耕地要素与

其周边和内部的林地、草地、沟渠等自然和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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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耕地要素共同组成，非耕地是动植物栖息的主要

场所，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３］。 然而随着现代农业的高速发展，大
量非耕地斑块从耕地周边消失，结构简单、类型单

一的耕地系统使得景观异质性受到严重制约［４］。
景观异质性是指在一个景观系统中景观要素类型、
组合及属性在空间或时间上的变异性［５］，异质性强

对维持耕地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维护耕地生态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景观异质性一般通过多个指

数表达，如 Ｓｈａｎｎｏｎ 多样性指数、最大斑块指数及连

接度指数等［８－９］。 通过多个指数表征景观异质性较

为繁琐，缺乏综合性，采用单一指数表征景观异质

性如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１０］、基于高分辨率 ＮＤＶＩ 数据

的变异函数模型等［１１］更为简洁，易于表达景观异质

性特征。
景观异质性与研究尺度有关，尺度问题一直是

景观生态学关注的重点［１２－１３］。 区域不同，研究尺度

也不同，如李莹莹等［１４］ 比较了多种尺度的网格，得
出 ３ ｋｍ×３ ｋｍ 的网格在兼顾环巢湖多水塘地区空

间特征与运算效率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杨庚

等［１５］在综合考虑平朔矿区大小及斑块平均面积等

因素的基础上，采用 ０􀆰 ５ ｋｍ×０􀆰 ５ ｋｍ 的规则网格划

分样区；梁佳欣等［１６］ 借助半变异函数理论，得到南

四湖湿地适宜的研究尺度为 １ ｋｍ。 以上研究均表

明，不同区域的适宜研究尺度不具有普适性。 在景

观生态学中，耕地系统尚无明确的空间范围定义，
因此需综合考虑研究区面积及斑块平均大小等多

种因素来确定研究尺度。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构建一定比例的非耕地能

够提高景观异质性，然而提高非耕地比例，景观异

质性并非持续增强，高比例的非耕地仍会出现景观

异质性弱的现象，且非耕地比例相近时，因其斑块

数量、结构及类型不同，景观异质性存在明显差

异［１７－１８］。 基于此，该研究以辽宁省内典型玉米种植

区———铁岭市昌图县为研究区，探讨不同非耕地比

例下耕地系统景观异质性的差异，明确各类非耕地

对景观异质性的影响程度，探明景观异质性强弱差

异最大时对应的非耕地比例及显著影响景观异质

性的非耕地斑块特征，以期定量分析非耕地斑块与

景观异质性之间的关系，为昌图县低非耕地比例营

造强景观异质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 （ ４２° ３３′ ～ ４３° ２９′ Ｎ，

１２３°３２′～１２４°２６′ Ｅ）位于辽宁省最北部，松辽平原

南端，辽、吉、蒙交界处，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区，四季分明，雨热同期。 地貌自东向西由低山丘

陵向辽河平原过渡，主要分布的土壤类型为暗棕

壤、黑土、草甸土、风沙土，种植作物以玉米为主，是
东北典型玉米种植区。 昌图县耕地集中连片分布，
田块形状较为规整，周边仅存在少量以阔叶林为主

的防护林体系及其他非耕地，景观结构相对单一，
亟需调整各类景观要素，提升景观异质性。

图 １　 研究区区位图

Ｆｉｇ􀆰 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 ２　 研究尺度及非耕地类型划定

以昌图县 １ ∶ ５ ０００ 精度的土地利用数据为数

据源，采用 ＡｒｃＭａｐ １０􀆰 ３ 软件中的渔网工具设定边

长 ０􀆰 ５、１、１􀆰 ５、２ ｋｍ 这 ４ 种尺度的网格划分研究区。
昌图县非耕地斑块面积较小且分布零散，景观生态

学研究认为，景观样本面积为斑块平均面积的 ２ ～ ５
倍时能综合反映景观格局信息［１９－２０］。 为保证研究

尺度既不丢失细碎非耕地斑块信息，又能综合反映

样本景观格局，且避免样本数量过多，综合比较 ４ 种

尺度网格后，选取 １ ｋｍ 为研究尺度，将研究区划分

成 ４ ０９３ 个网格，并根据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将非

耕地景观划分为林地、草地、水域、沟渠及农村道路

５ 种类型，其中林地包括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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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水域包括河流水面、水库水面及坑塘水面。 ５
种景观类型涵盖了研究区内所有的非耕地类型，具
有一定代表性［２１－２２］。 计算每个网格单元的非耕地

总面积比例及不同非耕地类型的面积比例，昌图县

４ ０９３ 个网格单元中，仅有 ８６７ 个网格非耕地比例在

１５％以上，非耕地比例不足 １５％的网格有 ３ ２２６ 个，
约占网格总数的 ７９％。 为保证样本数量充足，避免

各非耕地比例区间样本数量差异过大，选取 ０～１５％
为主要研究区间，探寻低非耕地比例营造强景观异

质性的方法。
１􀆰 ３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计算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是一种通过

单一指标综合表征景观异质性的方法，其计算分为

２ 个步骤：首先将每个网格等分成 ４ 个区域，建立质

量维度－描述符，采用语义相异法计算网格内 ４ 个

区域之间的语义距离。 语义相异法是一种不确定

空间的参数化表达方法，在早年间已经得到应

用［２３－２４］，其计算公式为

ｄ（ＣＡ，ＣＢ） ＝ ∑ ｜Ｕ｜

ｉ
Ｗｉ（ＳＡｉ

－ ＳＢｉ
） ２ 。 （１）

式（１）中，ｄ（ＣＡ，ＣＢ）为区域 Ａ 与区域 Ｂ 之间的语义

距离；Ｕ 为每个网格等分的区域数量；Ｗ 为描述符的

权重，由于各描述符变化范围不同，景观异质性涉

及的角度较多，难以比较各描述符的重要程度，选
择层次分析法及熵权法等主、客观赋权法均存在较

大困难，因此笔者采用均权法赋值，更能体现公正

性与客观性［２５］；Ｓ 为每个概念空间中经计算指标得

到的具体分值。 计算得到 ４ 个区域之间的语义距离

后，即可计算二次熵指数 Ｑ，用于表示每个网格的景

观异质性，其计算公式为

Ｑ ＝ ∑
Ｕ

Ａ
∑
Ｕ

Ｂ
ｄ（ＣＡ，ＣＢ）ｐＡｐＢ 。 （２）

式（２）中，ｐＡ 与 ｐＢ 分别为区域 Ａ 与区域 Ｂ 的面积占

比。 计算过程均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２、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及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软件中完成。 计算得到二次熵指数后，
将其划分为强（ ＞ ２ ～ ２􀆰 ５）、较强（ ＞ １􀆰 ５ ～ ２）、中等

（＞１～１􀆰 ５）、较弱（＞０􀆰 ５～１）及弱（０～０􀆰 ５）５ 个等级，
再进行后续特征分析。
１􀆰 ４　 景观指数的选取与计算

景观指数包括景观单元特征指数和景观整体

特征指数 ２ 个部分，前者用于描述斑块面积、数量、
周长等基本特征，后者则包括反映景观整体特征的

构型指数及多样性指数等［２６－２７］。 笔者将土地利用

矢量数据转换为分辨率 ５ ｍ 的栅格数据进行景观指

数计算，选取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表征景观的形状

特征，选取聚集度指数（ＡＩ）表征景观中不同斑块之

间的粘合程度，选取景观分离度指数（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表征景观的破碎程度，选取

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ＤＩ）表征景观的多样性，以上 ５
个指数分别从不同方面反映景观异质性；另选取斑

块密度（ＰＤ）、景观分割指数（ＳＰＬＩＴ）表征耕地系统

中非耕地斑块的破碎程度，选取平均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ＭＮ）表征非耕地斑块的形状特征，选取景

观结合度指数（ＣＯＨＥＳＩＯＮ）、聚集度指数（ＡＩ）表征

非耕地斑块的粘合程度，选取斑块平均最近邻体距

离指数（ＥＮＮ＿ＭＮ）表征不同非耕地斑块之间的连

通性。 整个计算过程均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２ 及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软件中完成。
１􀆰 ５　 数据分析

首先对不同非耕地比例下景观异质性差异最

大的样本网格进行回归分析，通过 ２ 个拟合模型得

出景观异质性差异最大时所对应的非耕地比例；其
次采用冗余分析（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ＤＡ）定量研

究不同非耕地类型对景观异质性的影响；最后通过

独立样本 ｔ 检验探讨异质性差异较大的网格单元中

非耕地的结构特征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景观异质性特征分析

通过绘制箱线图（图 ２）分析昌图县 ５ 个景观异

质性强弱等级中非耕地比例的特征。 在景观异质

性弱 的 网 格 单 元 中， 非 耕 地 比 例 平 均 值 约 为

５􀆰 ９０％；在景观异质性强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比例

平均约为 ９􀆰 １０％；异质性较弱及中等的网格单元中

非耕地比例平均值较为接近，分别为 ７􀆰 １６％ 及

７􀆰 ４８％；景观异质性较强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比例

略大 于 异 质 性 较 弱 及 中 等 的 网 格 单 元， 约 为

８􀆰 １０％。 不同网格单元景观异质性最低值约为

０􀆰 １４，非耕地比例为 １􀆰 ６７％；最高值约为 ２􀆰 ４７，非耕

地比例为 ５􀆰 ４２％。
在 ５ 个景观异质性强弱等级中，非耕地比例的

最大值均在 １４􀆰 ５％左右，但非耕地比例的最小值存

在差异，景观异质性强的网格非耕地比例最小值为

４􀆰 ０２％，明显高于其他 ４ 个等级，说明强景观异质性

需要较高比例的非耕地作为支撑。 整体来看，景观

异质性越强，非耕地比例平均值越高。 景观异质性

相同时，非耕地比例的高低存在明显差异。 低比例

的非耕地可以营造较强的景观异质性，非耕地比例

较高时，也存在景观异质性弱的情况，因此两者之

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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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景观异质性强弱等级下非耕地比例箱线图

Ｆｉｇ􀆰 ２　 Ｂｏｘｐｌｏｔ ｏｆ 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２􀆰 ２　 景观异质性强弱差异及变化幅度分析

从研究区 ０～ １５％非耕地比例区间中提取出异

质性强及异质性弱的样本网格（图 ３），由于样本网

格的非耕地比例并不连续，为探究 １ ｋｍ 尺度下任意

且相同非耕地比例景观异质性差异的一般规律，采
用回归分析得到非耕地比例与景观异质性的拟合

模型，通过 ２ 个拟合模型得出相同非耕地比例下景

观异质性差异的最大值。 异质性强的样本网格共

２３９ 个，拟合模型为 ｙ ＝ ２􀆰 ２ × ［１ － ｅ －６８􀆰 ７４（ｘ－０􀆰 ０１）］， 其

中 ｙ 表示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ｘ 表示非耕地比例，模型

拟合优度约为 ０􀆰 ８５７ ９，表明非耕地比例对景观异质

性的解释程度达到 ８５􀆰 ７９％，具有较好的拟合性。
异质性弱的样本网格共 １０４ 个，拟合模型为 ｙ ＝
１􀆰 ３５ｘ ＋ ０􀆰 ２３， 模型拟合优度约为 ０􀆰 ４９１ ２。

图 ３　 不同非耕地比例的景观异质性差异

Ｆｉｇ􀆰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由图 ４ 可知，在任意非耕地比例下，景观异质性

值都不确定，均存在强弱差异。 非耕地比例在 ０ ～
５％区间时，相同比例下景观异质性差异随非耕地比

例的增加逐渐增大，在 ５％ ～ ８％区间内景观异质性

差异随非耕地比例增加而缓慢增大。 非耕地比例

为 ８％时，景观异质性相差最大，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约

为 １􀆰 ８４，表明在此比例下，景观异质性的提升空间

最大，不增加非耕地面积比例，通过优化配置非耕

地的组成及结构，景观异质性提升效果最为显著。
非耕地比例超过 ８％后，景观异质性差异又逐渐缩

小，因此在 ０ ～ １５％的比例区间内，非耕地比例为

５％～８％时在生产及生态空间上效益最高。
２􀆰 ３　 非耕地组成对景观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对二次熵指数、５ 个景观指数与非耕地景观的

相关性进行 ＲＤＡ 排序，结果见表 １。 ＲＤＡ 前 ４ 个排

序轴的特征值之和为 ０􀆰 ４８，第 １、第 ２ 排序轴的特征

值分别为 ０􀆰 ４７７ ２ 和 ０􀆰 ００２ ７，２ 个排序轴共计解释

了 ４７􀆰 ９９％的景观异质性差异和 ９９􀆰 ９７％的非耕地

类型与景观异质性差异的关系，说明第 １、第 ２ 排序

轴较好地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第 １、第 ２ 排

序轴上，景观异质性差异与非耕地类型比例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 ０􀆰 ７０２ ０ 和 ０􀆰 ３３５ ８，进一步说明不同非

耕地类型与景观异质性差异的关系较为密切。 冗

余分析表明，４ 个排序轴对不同非耕地类型组成与

景观异质性差异关系的解释程度达 ４８％；蒙特卡洛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检验显示，第 １ 轴与前 ４ 轴代表的不

同非耕地类型和景观异质性之间呈极显著相关（第
１ 轴 Ｆ ＝ ３００􀆰 ０，Ｐ ＝ ０􀆰 ００２；前 ４ 轴 Ｆ ＝ ６０􀆰 ８，Ｐ ＝
０􀆰 ００２），表明排序结果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非耕地

类型与景观异质性之间的关系。

表 １　 ＲＤＡ 排序轴的特征值、异质性与非耕地景观的相关

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ＲＤＡ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ａｘｉｓ

排序
轴

特征值
累计解释

异质性变异 ／
％

异质性与
非耕地景观的

相关系数

累计解释异质
性与非耕地景观
关系变异 ／ ％

１ ０􀆰 ４７７ ２ ４７􀆰 ７２ ０􀆰 ７０２ ０ ９９􀆰 ４２
２ ０􀆰 ００２ ７ ４７􀆰 ９９ ０􀆰 ３３５ ８ ９９􀆰 ９７
３ ０􀆰 ０００ １ ４８􀆰 ００ ０􀆰 １３０ ６ ９９􀆰 ９９
４ ０ ４８􀆰 ０１ ０􀆰 １６３ ９ １００􀆰 ００

偏冗余分析（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ＤＡ）结果（表 ２）显示，林
地、农村道路、水域、草地及沟渠 ５ 种非耕地类型对

景观异质性强弱的影响达极显著水平（Ｐ＜０􀆰 ０１），５
种非耕地类型共同解释了 ４８％的景观异质性差异。
其中林地的单独解释率最高，达 ２８􀆰 ３％；沟渠的解

释率最低，为 １􀆰 ２％。
选择这 ５ 种非耕地景观类型绘制 ＲＤＡ 二维排

序图，结果见图 ４。 图 ４ 中带箭头的线段表示景观

异质性及不同非耕地类型，箭头所处的象限表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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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轴的正负相关性，线段间的夹角表示两变量间

的相关性，线段的长度表示各变量间的解释或被解

释程度［２８］。 林地、草地、水域、农村道路及沟渠 ５ 种

非耕地类型比例均与第 １ 排序轴正相关，其中林地

比例与第 １ 排序轴相关性最强；草地与农村道路比

例与第 ２ 排序轴呈正相关，且农村道路与第 ２ 排序

轴的正相关性强于草地，林地、沟渠及水域与第 ２ 排

序轴呈负相关，且水域比例与第 ２ 排序轴的负相关

性最强。 由此说明，第 １ 排序轴主要反映林地、草地

比例的综合变化情况，第 ２ 排序轴主要反映农村道

路及水域比例的综合变化情况。 从因子之间的关

系来看，５ 种非耕地类型与二次熵指数的夹角均为

锐角，表明 ５ 种非耕地类型比例与景观异质性均呈

显著正相关。 二次熵指数与第 １ 排序轴的夹角极

小，表明两者的相关性最强，景观异质性的差异可

以通过第 １ 排序轴较好地说明。

表 ２　 不同非耕地景观类型对景观异质性独立影响作用的

偏 ＲＤＡ 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Ｄ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
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非耕地景观类型 解释率 ／ ％ 伪 Ｆ 统计量 Ｐ 值

林地 ２８􀆰 ３ １３１􀆰 ０ ０􀆰 ００２
农村道路 ８􀆰 ５ ４４􀆰 ６ ０􀆰 ００２
水域 ８􀆰 ４ ５０􀆰 ６ ０􀆰 ００２
草地 １􀆰 ６ ９􀆰 ９ ０􀆰 ００６
沟渠 １􀆰 ２ ７􀆰 ８ ０􀆰 ００６

图 ４　 ４ 景观异质性－非耕地类型－耕地系统整体

水平上景观指数的 ＲＤＡ 二维排序图

Ｆｉｇ􀆰 ４　 Ａ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ＤＡ ｓｏｒｔｉｎｇ ｐｌｏ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ｎｏ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２􀆰 ４　 非耕地结构对景观异质性的影响分析

对景观异质性差异较大的网格单元中表征非

耕地斑块结构特征的 ６ 个景观指数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 ３）显示，除斑块平均最近邻体距离指

数（ＥＮＮ＿ＭＮ）外，其他景观指数并无显著性差异。

表 ３　 景观异质性强弱差异较大的样本网格中非耕地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ｎｏｎ⁃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ｇｒ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景观指数 方差类型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平均值等同性 ｔ 检验

Ｆ 值 Ｐ 值 ｔ 值 自由度 ｓｉｇ．值（双尾） 标准误差

斑块平均最近 假定等方差 ３􀆰 ４７５ ０􀆰 ０６３ ２􀆰 ４７１ ３２７􀆰 ０００ ０􀆰 ０１４ ０􀆰 ５９８
邻体距离指数 不假定等方差 ２􀆰 ９７７ ３１１􀆰 ３５２ ０􀆰 ００３ ０􀆰 ４９６

斑块密度 假定等方差 ０􀆰 ９６３ ０􀆰 ３２７ －１􀆰 １５４ ３３３􀆰 ０００ ０􀆰 ２４９ ６􀆰 ３３２
不假定等方差 －１􀆰 １２２ １８５􀆰 ７９０ ０􀆰 ２６３ ６􀆰 ５１５

平均形状指数 假定等方差 １􀆰 １２５ ０􀆰 ２９０ １􀆰 ０７５ ３３０􀆰 ０００ ０􀆰 ２８３ ０􀆰 ０６７
不假定等方差 １􀆰 ４１１ ３２７􀆰 ４０３ ０􀆰 １５９ ０􀆰 ０５１

粘合度指数 假定等方差 ０􀆰 ７４４ ０􀆰 ３８９ －０􀆰 ７９３ ３３０􀆰 ０００ ０􀆰 ４２８ １􀆰 ０３０
不假定等方差 －０􀆰 ７８０ １９１􀆰 ９００ ０􀆰 ４３６ １􀆰 ０４８

分割度指数 假定等方差 １􀆰 ６６４ ０􀆰 １９８ －０􀆰 ３７２ ３３３􀆰 ０００ ０􀆰 ７１０ ５ ０７９􀆰 ４１５
不假定等方差 －０􀆰 ３３１ １５３􀆰 ９６５ ０􀆰 ７４１ ５ ７１４􀆰 ４７７

聚集度指数 假定等方差 １􀆰 ８３７ ０􀆰 １７６ －０􀆰 ２２３ ３３３􀆰 ０００ ０􀆰 ８２４ １􀆰 ９０９
不假定等方差 －０􀆰 ２２５ ２０２􀆰 ２５４ ０􀆰 ８２２ １􀆰 ８９５

　 　 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 Ｐ＞０􀆰 ０５，可认为景观异质

性强弱不同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斑块的ＥＮＮ＿ＭＮ
方差相等，双尾显著性概率 ｓｉｇ．值 ＝ ０􀆰 ０１４＜０􀆰 ０５，即

不同景观异质性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斑块的

ＥＮＮ＿ＭＮ 存在显著性差异。 ＥＮＮ＿ＭＮ 表示的是非

耕地斑块之间最近的平均距离，是非耕地连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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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度量［２９］，非耕地斑块之间的连通性越强，景观

异质性就越强。

３　 讨论与结论

３􀆰 １　 讨论

景观异质性是许多基本生态过程和物理环境

过程在空间和时间尺度连续系统上共同作用的产

物，会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多种属性［３０］。 该研究采

用 Ｒａｏ 二次熵指数表征景观异质性，相比于常用的

景观格局指数，其对景观异质性的定量表征具有综

合性的特点，是一个潜在的景观设计、规划和管理

程序的支持工具［３１］。 研究表明，昌图县 ０ ～ １５％非

耕地比例区间内，景观异质性最高值约为 ２􀆰 ４７，最
低值约为 ０􀆰 １４，在任意非耕地比例下，景观异质性

均为不确定值，非耕地比例相近时，景观异质性存

在明显差异。 ＰＥＮＫＯ 等［３２］ 研究表明，因非耕地斑

块数量及类型不同，景观异质性强弱也不同；ＷＥＩＳ⁃
ＳＴＥＩＮＥＲ 等［３３］研究也指出，以自然或半自然的小斑

块为主的景观异质性较强。 因此不增加非耕地的

比例，也可通过改善其结构，使景观异质性达到较

强水平。 独立样本 ｔ 检验结果表明，景观异质性不

同的网格单元，非耕地斑块的 ＥＮＮ＿ＭＮ 指数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即可以通过提升非耕地斑块之

间的连通性来提升景观异质性。 张永生等［３４］ 的研

究也表明，非耕地斑块越集中，越有利于麦田中生

物多样性的增加。 由于昌图县农民有意识地将耕

地集中耕作，使耕地斑块相互镶嵌，在空间上成连

续性分布的形态，而非耕地斑块受到耕地集中连片

经营的影响，破碎化严重，不同非耕地类型之间连

通度低，难以形成整体系统发挥其生态效益，因此

景观异质性受到严重制约。 高度连通的非耕地可

以促进资源、物种、物质及能量的流动与传播，通过

提升非耕地斑块的连通度来提升景观异质性，既能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又能保障粮食产量，是符

合我国国情的新思路、新方法。
在调整非耕地时，不仅要提升其连通性，也要

注重提升其多样性。 研究采用冗余分析得出林地、
草地、农村道路、水域及沟渠 ５ 种非耕地类型均对景

观异质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Ｐ＜０􀆰 ０５），其中林地对

景观异质性的解释率最高，达 ２８􀆰 ３％，因此增加林

地的比例，增强景观异质性的效率最高。 这可能是

由于林地边界并不规则，各类生物可以与外界进行

频繁的物质交流，因此景观异质性增强幅度较大。
ＭＡＲＡＣＡＨＩＰＥＳ 等［３５］研究也表明，保存和保护河岸

林地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河岸边的林地可以

提供遮荫并调节区域小气候，是维持生物多样性和

涵养水源的基础。 提升林地的比例虽然经济成本

高且树木生长缓慢，但长久来看可使景观异质性显

著提升，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进而充分保护耕地

中的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耕地生态系统稳定具有

积极意义。 农村道路虽对增强景观异质性有积极

作用，但作用程度不及林地，甚至会对耕地生态系

统会造成负面影响。 费娴等［３６］研究指出，道路附近

的节肢动物数量及多样性均高于远离道路处，因此

道路边缘会吸引节肢动天敌，由于车辆行驶形成

“生态陷阱”，造成动物的非正常死亡。
保障耕地面积是设计规划耕地系统景观格局

的前提。 该研究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当网格单元的

非耕地比例超过 ５％后，相同非耕地比例景观异质

性差异增加较为缓慢，可以实现低比例营造强异质

性。 当非耕地比例达 ８％时，景观异质性差异最大，
在此比例下提升非耕地斑块连通性、增加林地比

例，景观异质性提升效果最为明显。 为反映昌图县

的特点，笔者选取 ０～ １５％非耕地比例研究区间及 １
ｋｍ 的研究尺度，为保证研究结论及方法的普适性，
在今后对于其他地区的研究中，适宜的研究区间及

尺度有待进一步探索。
３􀆰 ２　 结论

（１）非耕地比例在 ０ ～ １５％区间内，昌图县不同

网格单元景观异质性最低值约为 ０􀆰 １４，最高值约为

２􀆰 ４７，非耕地比例相近时，景观异质性存在明显差

异。 ８％是 １ ｋｍ 网格尺度下景观异质性差异最大时

对应的非耕地比例，在 ５％ ～ ８％的非耕地比例区间

内优化布局非耕地的组成及结构，景观异质性提升

效果最为明显。
（２）林地、农村道路、水域、草地及沟渠 ５ 种非

耕地类型对景观异质性有极显著的正向影响（Ｐ＜
０􀆰 ０１），５ 种非耕地类型共同解释了 ４８％的景观异质

性强 弱 差 异， 其 中 林 地 的 单 独 解 释 率 最 高，
达 ２８􀆰 ３％。

（３）景观异质性不同的网格单元中非耕地斑块

的 ＥＮＮ＿ＭＮ 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 ０５）。 非耕地斑

块连通性越强，景观异质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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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绿洲不同退耕年限土壤微生物量的变化特性

王理德１，２，３，４， 何洪盛４， 韩福贵１，２，３①， 陈思航１， 宋达成１，２，３， 王梓璇１，２，３， 闫沛迎１ 　 （１􀆰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２􀆰 甘肃省河西走廊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甘肃 武威　 ７３３０００； ３􀆰 甘肃民勤荒漠草地生

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 甘肃 民勤　 ７３３３００； ４􀆰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 为探讨不同退耕年限对土壤微生物特性的影响，以民勤绿洲不同年代退耕地（１、２、３、４、５、８、１５、２４ 及 ３１ ａ）
９ 个样地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尺度代替时间尺度的方法，对民勤绿洲不同年限（１～ ３１ ａ）退耕地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的变化特征及季节动态变化规律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 结果表明：（１）同一年限退耕地的土壤微生物量变化规

律均为表层高于深层。 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最高可达 ９７９􀆰 １３ ｍｇ·ｋｇ－１，而 １０ ～ ２０、＞２０ ～ ３０ 和＞３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土壤最高只有 ６１０、４８０ 和 ３２７􀆰 ７４ ｍｇ·ｋｇ－１，分别占表层含量的 ６２％、４９％和 ３３％。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和

生物量磷具有类似的规律，土壤微生物量表聚现象明显。 （２）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与生物量氮总体上随着退耕年

限的增加呈波动减小的状态，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磷呈波动式上升的趋势。 （３）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含量随季节的

动态变化规律比较明显：冬季最小，秋季最大，夏季与春季居中，表层（０ ～ １０ ｃｍ）土壤变化幅度较大。 （４）微生物

生物量氮的季节动态呈现出倒“Ｖ”型分布的状态，总体变化规律与微生物生物量碳相似。 （５）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磷含量基本为秋季、夏季较大，春季居中，冬季最小。 ３ 月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磷居中，６ 或 ９ 月达到峰值，１２ 月下降

到最低值。 （６）通过研究可以推断，退耕 ５ ａ 左右是民勤绿洲退耕地恢复治理过程中的关键时期。
关键词： 民勤绿洲； 退耕地； 微生物生物量； 变化特征； 季节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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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勤是我国典型的干旱沙区，这里曾经是一片

植被茂盛、水源充足的天然绿洲［１］。 然而，随着民

勤绿洲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和人工绿洲的增加，用
水量增加，地下水严重超采、矿化度逐渐增加，严重

影响了该地区自然植被的生长，加剧了土地沙漠化

与盐渍化［２－３］，再加上关井压田导致大片土地弃耕

而撂荒，这些退耕地如果没有科学、合理、有效的保

护方式，就会被风蚀沙化从而形成新的沙尘源，造
成恶性循环，严重破坏民勤绿洲土壤生态系统［４］，
因此，如何合理保护和恢复民勤绿洲退耕地是亟待

解决的生态问题。
土壤是生态系统中许多生态过程的载体和植

物生长的基质［５］，其生物学性质是反映土壤生态系

统恢复程度的重要指标［６］。 在营养库中虽然只占

一小部分，但它既是养分的“库”，同时又是养分的

“源”，是土壤生态系统的核心，直接或间接参与调

节土壤有机质转换［７］、能量流动［８］、土壤肥力形

成［９］、养分循环［１０］及污染物的降解［１１］ 等，特别是在

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中占据主导作用，具
有复杂的生物化学活性［１２］。 同时对土壤的演化具

有重要的影响，在土壤生态环境恢复中极具影响

力［１３］。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是活的土壤有机质，是土

壤活性大小的标志［１４］，虽然在土壤有机质中仅占

１％～５％，但是它不仅是调节其他养分的关键，而且

还是有机质与土壤养分转化的动力，可以快速反映

土壤质量的变化情况［１５］，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是评价

土壤肥力和质量状态的重要参数［１６］。
目前，土壤微生物特性对土壤生态系统演变所

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关注［１７－１９］，
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２０－２１］。 国内外对

土壤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生物与植物群落

的关系［２２－２３］、与土壤条件的关系［２４－２６］、与不同施肥

方式 的 关 系［２７－２８］、 与 不 同 土 壤 管 理 方 式 的 关

系［２９－３０］、与土壤酶的相互关系［３１］。 但是对于干旱

绿洲退耕区土壤微生物量较少进行系统研究，特别

是干旱区退弃耕地土壤微生物量季节变化规律的

研究较少，更没有把微生物量的研究与退弃耕地修

复紧密结合越来。
基于此，笔者采用空间尺度代替时间尺度的方

法，对民勤不同年限 （１～３１ ａ）退耕地土壤微生物生

物量的变化特征和季节动态变化规律进行了系统

研究，探讨民勤绿洲退耕地土壤微生物量的变化规

律，旨在为民勤绿洲退耕地土壤修复提供实践参

考，为该区域的生态恢复、管理及可持续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概况

试验样地选在甘肃省民勤县北部的西渠镇黄

辉村与自云村，地理坐标为北纬 ３９°０１′３０″ ～ ３９°０３′
２８″，东经 １０３°３５′５７″ ～ １０３°３７′５６″。 年降水量大约

１１０ ｍｍ，主要集中在秋季，年平均蒸发量为 ２ ６４４
ｍｍ 左右，年均温度 ７􀆰 ４ ℃，主要土壤类型是灰棕漠

土。 样地中主要草本植物有：蒙古猪毛菜（ Ｓａｌｓｏｌａ
ｉｋｏｎｎｉｋｏｖｉｉ ）、 碱 蓬 （ Ｓｕａｅｄａ ｇｌａｕｃａ ）、 田 旋 花

（Ｃｏｎｖｏｌｖｕｌｕｓ ａｒｖｅｎｓｉｓ）、白茎盐生草（Ｈａｌｏｇｅｔｏｎ ａｒａｃｈ⁃
ｎｏｉｄｅｕｓ ）、 骆 驼 蓬 （ Ｐｅｇａｎｕｍ ｈａｒｍａｌａ ）、 藜

（ Ｃｈｅｎｏｐｏｄｉｕｍ ａｌｂｕｍ ）； 灌 木 植 物 有： 盐 爪 爪

（Ｋａｌｉｄｉｕｍ ｆｏｌｉａｔｕｍ）、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ｃｈｏｂｅｒｉ）、红砂

（Ｒｅａｕｍｕｒｉａ ｓｏｎｇａｒｉｃａ）、小果白刺（Ｎｉｔｒａｒｉａ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
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ｎｓｅ）等。
１􀆰 ２　 样地设置及土样采集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通过对民勤县相关政府部门和

当地居民走访和查阅，明确研究区土地退耕时间，
采用时空替代法，选择没有因自然因素变化而改变

地形，或者微地形变化较小、植物均匀生长、没有人

为因素干扰引起土壤物质再分配的退耕地为研究

样地。 在保证样地沙土母质相同的情况下，选择退

耕时间（离 ２０１２ 年检测时间）为 １、２、３、４、５、８、１５、
２４ 及 ３１ ａ 的 ９ 个样地，每个试验样地面积为 １ ｈｍ２

（表 １）。 使用 ＧＰＳ 定位，在每个样地内按“Ｓ”形方

法选取 ５ 个土样采集点，并做好标记［３２］。
２０１２ 年 ３、６、９ 及 １２ 月，在试验样地中已固定

的“Ｓ”形 ５ 个样点上挖土壤剖面，土壤样品分别从



·１３４０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８ 卷

０～１０、＞１０ ～ ２０、＞２０ ～ ３０、＞３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采集，为
了更加具有代表性，把同一个试验样地所取的 ５ 个

土样按照相同土层分别均匀混合，在每个样点上取

３ 个重复土样。 将 １ ～ ２ ｋｇ 混合均匀的土样装进恒

温采样箱的无菌袋中，带回实验室进行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的测定和系统分析。

表 １　 样地基本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退耕年限 ／ ａ 海拔 ／ ｍ 经纬度 群落优势种 伴生种

１ １ ３０４ ３９°０３′２８″ Ｎ，１０３°３６′０３″ Ｅ 藜、田旋花、五星蒿（Ｅｃｈｉｎｏｐｉｌｏｎ ｄｉｖａｒ⁃
ｉｃａｔｕｍ）、骆驼蓬

骆驼蒿 （ Ｐｅｇａｎｕｍ ｎｉｇｅｌｌａｓｔｒｕｍ）、 虎尾草
（Ｃｈｌｏｒｉｓ ｖｉｒｇａｔａ）、虫实 （ Ｃｏｒｉｓｐｅｒｍｕｍ ｈｙｓ⁃
ｓｏｐｉｆｏｌｉｕｍ）、萹蓄（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ｅ）等

２ １ ３０３ ３９°０３′２５″ Ｎ，１０３°３６′０９″ Ｅ 苦苣菜 （ Ｓｏｎｃｈｕｓ ｏｌｅｒａｃｅｕｓ）、骆驼蒿、
白茎盐生草、宽叶独行菜 （ Ｌｅｐｉｄｉｕｍ
ｌｏｔｉｆｏｌｉｕｍ）

西伯利亚滨藜（Ａｔｒｉｐｌｅｘ ｓｉｂｉｒｉｃａ）、藜、虎尾
草、大戟（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等

３ １ ２９７ ３９°０２′３６″ Ｎ，１０３°３６′０９″ Ｅ 骆驼蒿、白茎盐生草、宽叶独行菜、顶
羽菊（Ａｃｒｏｐｔｉｌｏｎ ｒｅｐｅｎｓ）

黄花矶松（Ｌｉｍｏｎｉｕｍａｕｒｅｕｍ）、芦苇（Ｐｈｒａｇ⁃
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骆驼蓬、画眉草（Ｅｒａｇｒｏｓｔｉｓ
ｐｉｌｏｓａ）等

４ １ ３０５ ３９°０２′３４″ Ｎ，１０３°３６′１３″ Ｅ 骆驼蓬、顶羽菊、骆驼蒿、碱蓬 芦苇、虎尾草、白茎盐生草等

５ １ ３０４ ３９°０２′０９″ Ｎ，１０３°３５′５８″ Ｅ 黑果枸杞（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白茎
盐生草、宽叶独行菜、骆驼蓬

群心菜（Ｃａｒｄａｒｉａ ｄｒａｂａ）、铁线莲（Ｃｌｅｍａｔｉｓ
ｆｌｏｒｉｄａ）、骆驼蒿、虎尾草等

８ １ ３０４ ３９°０２′５４″ Ｎ，１０３°０７′５４″ Ｅ 黑果枸杞、白茎盐生草、骆驼蓬、骆
驼蒿

芦苇、顶羽菊、黄花矶松、芨芨草 （ Ａｃｈ⁃
ｎａｔｈｅｒｕｍ ｓｐｌｅｎｄｅｎｓ）等

１５ １ ３０４ ３９°０１′４５″ Ｎ，１０３°３７′０２″ Ｅ 黑果枸杞、白茎盐生草、骆驼蒿、黄花
矶松

西伯利亚滨藜、蒙古猪毛菜、宽叶独行菜、
五星蒿等

２４ １ ３０６ ３９°０２′３４″ Ｎ，１０３°３６′２４″ Ｅ 黑果枸杞、盐爪爪、红砂、芦苇 白茎盐生草、白刺、骆驼蒿、画眉草等

３１ １ ３０６ ３９°０２′３４″ Ｎ，１０３°３６′１３″ Ｅ 黑果枸杞、盐爪爪、红砂、骆驼蒿
白刺、雅葱（ Ｓｃｏｒｚｏｎｅｒａ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ａ）、白茎盐
生草、骆驼蓬等

２０１１ 年的退耕年限为离检测时间 １ ａ，余类推。

１􀆰 ３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测定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用氯仿熏蒸法［３３］ 测定。 先

将试验样地内取回的土样进行 ７ ｄ 预培养，然后取

出 ３ 份，每份土样 １０ ｇ，分别装进 ３ 个 ５０ ｍＬ 烧杯

中，另外准备 ２ 个装有 １ 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 溶液和无乙

醇氯仿的烧杯，将这 ５ 个烧杯装入底部放有水浸过

滤纸的干燥器中，将干燥器用凡士林密封，用真空

泵抽气，直到三氯甲烷沸腾 ２ ｍｉｎ 以上。 确保干燥

器不漏气的情况下，将阀门关闭，在 ２５ ℃无光情况

下，搁置 ２４ ｈ，再用真空泵抽气，直至三氯甲烷气味

消失。
１􀆰 ３􀆰 １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ＭＢＣ）测定［３３］

土壤试验样品经氯仿熏蒸后，用 ０􀆰 ５ ｍｏｌ·Ｌ－１

Ｋ２ＳＯ４和 Ｋ２Ｃｒ２Ｏ７－Ｈ２ＳＯ４ 外加热法测定微生物生物

量碳（ＭＢＣ，ＢＭＣ）。
ＢＭＣ ＝（Ｅｃ－Ｅｃ０） ／ ０􀆰 ３８。 （１）

式（１） 中，Ｅｃ 为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碳量，ｍｇ·
ｋｇ－１；Ｅｃ０ 为没有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碳量，ｍｇ·
ｋｇ－１；０􀆰 ３８ 为校正系数。
１􀆰 ３􀆰 ２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ＭＢＮ）测定［３３］

土样经三氯甲烷熏蒸后，用 ０􀆰 ５ ｍｏｌ·Ｌ－１ Ｋ２ＳＯ４

溶液萃取，应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微生物生物量氮

（ＭＢＮ，ＢＭＮ）。
ＢＭＮ ＝（ＥＮ－ＥＮ０） ／ ０􀆰 ５４。 （２）

式（２） 中，ＥＮ 为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氮量，ｍｇ·
ｋｇ－１；ＥＮ０ 为没有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氮量，ｍｇ·
ｋｇ－１；０􀆰 ５４ 为校正系数。
１􀆰 ３􀆰 ３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磷（ＭＢＰ）测定［３３］

土壤样品经过三氯甲烷熏蒸后，采用 ０􀆰 ５ ｍｏｌ·
Ｌ－１ ＮａＨＣＯ３（ｐＨ 值＝ ８􀆰 ５）溶液进行萃取，然后采取

钼锑抗显色法，对微生物生物量磷测定 （ ＭＢＰ，
ＢＭＰ）。

ＢＭＰ ＝（ＥＰ－ＥＰ０） ／ ０􀆰 ５４。 （３）
式（３） 中，ＥＰ 为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磷量，ｍｇ·
ｋｇ－１；ＥＰ０ 为没有熏蒸土样液体中有机磷量，ｍｇ·
ｋｇ－１；０􀆰 ５４ 为校正系数。
１􀆰 ４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加权平均值计算

Ｇｍ ＝ ∑
ｎ

ｋ ＝ １
Ｖｉｋ × ωｉｋ ， （４）

ωｉｋ ＝
Ｖｉｋ

∑ ｉｋ
。 （５）

式（４） ～ （５）中，Ｇｍ为土壤微生物量加权平均值；Ｖｉｋ

为土壤微生物量；ωｉｋ为权重系数；ｉ ＝ １，２，…，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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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为处理个数；ｋ 为土层深度，ｋ ＝ １，２，３，４，分别表示

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３０～４０ ｃｍ 土层。
１􀆰 ５　 数据分析与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统计

整理和分析数据，不同年代退耕地微生物生物量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进行差异显著

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不同退耕年限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沿剖面分布

规律

　 　 由图 １ 可以看出，相同退耕年限的土壤 ＭＢＣ、
ＭＢＮ 及 ＭＢＰ 含量均随土层的加深而减小，０～１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 ＭＢＣ、ＭＢＮ 及 ＭＢＰ 含量高于或者显著

高于其他 ３ 层（＞１０ ～ ２０、＞２０ ～ ３０、＞３０ ～ ４０ ｃｍ），可
见民勤绿洲退耕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随着土壤深

度的增加，其含量逐渐降低，在总生物量中，表层生

物量占比最大，表聚现象突出。
图 １ 表明，在 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随着退耕年限的

不断增加，土壤 ＭＢＣ 含量在退耕前期逐渐减小，在
８～３１ ａ 内逐渐增大，在退耕 ８ ～ ３１ ａ 期间， ０ ～ １０、
＞１０～２０ 及＞２０ ～ ３０ ｃｍ 土层的土壤 ＳＭＣ 最大值分

别为 ９７９􀆰 １３、６１０􀆰 ００ 和 ４８０􀆰 ２２ ｍｇ·ｋｇ－１；在＞３０ ～
４０ ｃｍ 土层中，ＭＢＣ 含量随退耕年限的增大而逐渐

减小，第 １ 年时最高，为 ３２７􀆰 ７４ ｍｇ·ｋｇ－１；ＭＢＮ 含

量的变化趋势表现为在退耕前 ４ ａ 先增大，在 ４～８ ａ
慢慢减小，到退耕 ８～３１ ａ 期间逐渐稳定。 在退耕第

４ 年时样地内各土层 ＳＭＮ 含量达到最高值，从上到

下分别为 ２１５􀆰 ５０、１８４􀆰 ４９、１６９􀆰 ００ 和 １３８􀆰 ２３ ｍｇ·
ｋｇ－１；土壤 ＭＢＰ 含量在 ０ ～１０ ｃｍ 土层呈先增大（１～
４ ａ）后减小（４～３１ ａ）的变化规律，退耕第 ４ 年含量

最高，最大值为 １６８􀆰 ３５ ｍｇ·ｋｇ－１；随着退耕年限的

增加，＞１０～４０ ｃｍ 土层土壤 ＭＢＰ 含量的变化表现为

退耕前 ２ ａ 先减小，随后逐渐升高，最后趋于降低。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土层间某指标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２０１１ 年的退耕年限为离检测时间 １ ａ，其余类推。

图 １　 不同土层不同退耕年限的土壤微生物量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为了更加准确地研究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在不

同年限退耕地及不同土层深度中的变化，同时各土

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平均数能包含长期变动趋

势，采用加权平均值来分析研究不同年限退耕地土

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变化规律（表 ２），不同年限退耕

地相同土层中的土壤 ＭＢＣ 含量成波动式变化，加权

平均的最大值出现在退耕 ２４ ａ（６２９􀆰 ８８ ｍｇ·ｋｇ－１），
最小值出现在退耕 ３ ａ（１７７􀆰 ７９ ｍｇ·ｋｇ－１）。 退耕

１～３ ａ 逐渐减小，然后再逐渐增大，到 ２４ ａ 趋于平

稳。 土壤 ＭＢＮ 含量的变化表现为：随着退耕年限的

增加，土壤 ＭＢＮ 含量呈先波动式减小，再波动式增

大，最后再波动式减小的趋势，直到退耕 ２４ ａ 趋于

稳定。
在退耕 １～２ ａ 时，土壤 ＭＢＮ 含量逐渐减小，随

后大幅度增加，到退耕 ４ ａ 时，加权平均值达到最大

值 １８３􀆰 ７３ ｍｇ·ｋｇ－１，然后相对趋于平稳再下降，到
退耕 １５ ａ 前后，加权平均值降低到最小值 ７９􀆰 ９２
ｍｇ·ｋｇ－１。 土壤 ＭＢＰ 含量总体表现为：随着退耕年

限的增加，ＭＢＰ 含量呈波动式增大、再波动式减小

的趋势。 退耕 ５～８ ａ 时，加权平均值达到了最大值

１２１􀆰 １２ ｍｇ·ｋｇ－１，然后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大，土壤

ＭＢＰ 含量逐渐减小，最后逐渐稳定。 总体来讲，民
勤绿洲退耕地土壤 ＭＢＰ 含量随着自然演变年限的

增加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ＭＢＣ ／ ＭＢＮ 含量比呈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退耕 ８ ａ 时比值最大（６􀆰 ７４）。
２􀆰 ２　 不同退耕年限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季节性变

化特征

　 　 从图 ２ 可以看出，民勤绿洲不同年限退耕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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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 ＭＢＣ 含量的季节动态变化规律大致相似，秋季最

大，夏季与春季居中，冬季最小。 大致呈现出从 ３ 月

开始土壤 ＭＢＣ 含量呈升高趋势，到 ９ 月达到峰值，
然后又持续降低，１２ 月下降到最低值。 ０ ～ １０ ｃｍ 土

层土壤 ＭＢＣ 含量变化幅度较大，＞３０～４０ ｃｍ 土层的

土壤 ＭＢＣ 含量变化幅度逐渐变小。 土壤 ＭＢＮ 含量

的季节动态变化表现为：在不同年限退耕地变化趋势

均呈现为倒“Ｖ”型分布格局，３—９ 月逐渐增大，９ 月

达到峰值，然后又持续减小，１２ 月下降到最低值。
在整个生长季，样地表层土壤 ＭＢＮ 含量变幅较

大。 不同年限退耕地 ＭＢＰ 含量的季节动态大致相

似，秋季与夏季较大，春季居中，冬季最小。 总体呈

从 ３ 月开始土壤 ＭＢＰ 含量逐渐升高，到 ６ 月或者 ９
月达到峰值，然后又持续降低，１２ 月下降到最低值。
退耕初期季节变化幅度逐渐增大，退耕 ５ ａ 时 ０ ～ ２０
ｃｍ 土层 ６ 月变化幅度达到最大值，然后逐渐减小，

退耕 １５ ａ 后土壤 ＭＢＰ 含量季节变化极小。

表 ２　 不同年限退耕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ｉｔ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退耕年限 ／
ａ

ｗ（微生物生
物量碳） ／

（ｍｇ·ｋｇ－１）

ｗ（微生物生
物量氮） ／

（ｍｇ·ｋｇ－１）

ｗ（微生物生
物量磷） ／

（ｍｇ·ｋｇ－１）

微生物生
物量碳 ／
氮比

１ ４１２􀆰 ７６ １１１􀆰 ５５ ８２􀆰 ２３ ３􀆰 ７
２ ３６９􀆰 ２３ ９０􀆰 ２４ ７８􀆰 ９４ ４􀆰 ０９
３ １７７􀆰 ７９ １３９􀆰 ０７ １１１􀆰 １４ １􀆰 ２８
４ ３２０􀆰 ７９ １８３􀆰 ７３ １１０􀆰 ８ １􀆰 ７５
５ ２９８􀆰 ６７ ９５􀆰 ６６ １２０􀆰 ２２ ３􀆰 １２
８ ５９４􀆰 ５１ ８８􀆰 １７ １２１􀆰 １２ ６􀆰 ７４

１５ ２６８􀆰 ４９ ７９􀆰 ９２ １１３􀆰 １９ ３􀆰 ３６
２４ ６２９􀆰 ８８ １０３􀆰 ９７ ９０􀆰 ２３ ６􀆰 ０６
３１ ６００􀆰 ９７ １０４􀆰 ７２ ７７􀆰 ６８ ５􀆰 ７４

表中数据均为不同土层（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３０ 及＞３０～４０ ｃｍ）各指

标的加权平均值。 ２０１１ 年的退耕年限为离检测时间 １ ａ，其余类推。

３、６、９、１２ 月代表实际检测时间。 ２０１１ 年的退耕年限为离检测时间 １ ａ，其余类推。

图 ２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随季节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ｓｅａｓｏｎ



　 第 １０ 期 　 王理德等： 民勤绿洲不同退耕年限土壤微生物量的变化特性 ·１３４３　 ·

３　 讨论

土壤微生物的功能可通过微生物生物量来反

映［３４］，同时微生物生物量与其所处土壤环境密不可

分［３５］。 在民勤绿洲退耕地恢复过程中，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随着土层的加深而逐渐减小。 由图 １ 可以看

出，在 ４ 个土层中，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占比较大的是

０～ １０ ｃｍ 土层。 方差分析显示，各土层对 ＭＢＣ、
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的影响显著 （Ｐ ＜ ０􀆰 ０５）。 马文文

等［３６］、文都日乐等［３７］ 研究结果也呈现出类似的规

律。 这主要是由于土壤表层有少量的枯枝落叶凋

落物及其所产生的腐殖质，有机质含量高［３８］，再加

上表层温度条件和通气状况良好，微生物生长旺

盛，代谢活跃［３９］。 另外，好氧菌大多居于土壤表层，
活性较强，随着土层的加深，生境条件越来越差，好
氧菌逐渐减少，代谢活动较弱的厌氧菌逐渐占主导

地位，使深层的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减少，微生物生

物量的分布发生变化，出现了明显的表聚性［４０］。
随着退耕地恢复时间的增加，土壤 ＭＢＣ 与

ＭＢＮ 含量呈先波动下降，最终走向平衡的态势，
ＭＢＰ 含量总体上呈波动上升的趋势。 在退耕地恢

复的前几年，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指数都比较

大［４１－４２］，土壤 ＭＢＣ、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也较高，随恢复

年限的增加，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下降［４２］，
ＭＢＣ、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也逐渐减小。 比较研究区 ９
个样地发现，ＭＢＣ 含量的最大值在退耕后 ２４ ａ 左右

出现，为 ６２９􀆰 ８８ ｍｇ·ｋｇ－１。 而这个时候，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居中；退耕 ４ ａ 的土层中，ＭＢＮ 含量达到最大值

（１８３􀆰 ７３ ｍｇ·ｋｇ－１），ＭＢＣ、ＭＢＰ 含量居中；退耕 ８ ａ
的样地中 ＭＢＰ 含量最大（１２１􀆰 １２ ｍｇ·ｋｇ－１），ＭＢＣ、
ＭＢＰ 含量居中。 微生物生物量是土壤养分的重要

来源，是土壤中活的有机质［４３］。 在退耕后的 ２４ ａ
期间出现土壤 ＭＢＣ 含量的最大值，可见 ＭＢＣ 的积

累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退耕后的 ４ ａ 内，土壤

ＭＢＮ 含量的加权平均值达到最大值，这说明土壤肥

力水平最好的时间是退耕 ４ ａ，到退耕 ５ ａ 时又恢复

到退耕 ３ ａ 时的状况，可见退耕 ５ ａ 左右是土地修复

的关键时期，为了防止土地的沙漠化及其盐渍化，
在土地退耕 ５ ａ 左右要进行合理的人工干预，这与

项目组前期研究结果相似［４１］；土壤 ＭＢＰ 含量的最

大值出现在退耕后的 ５～８ ａ，但波动范围较小，退耕

中期（３ ～ １５ ａ ） 土壤 ＭＢＰ 含量的加权平均值在

１１０～１２０ ｍｇ·ｋｇ－１之间，由此可见，退耕年限的延长

对 ＭＢＰ 的影响较小，这可能与磷在土壤中的存在形

态较为复杂有关，而且土壤磷分布受成土母质中矿

物成分、地貌、土地使用程度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几
乎不受自然环境和植被的影响［３６，４４］。 土壤 ＭＢＣ、
ＭＢＮ、ＭＢＰ 是土壤活性养分的库，能敏锐地反映环

境因子的变化［４５］。
土壤 ＳＭＢＣ ／ ＳＭＢＮ 比 ≥ ３０ 和 ＳＭＢＣ ／ ＳＭＢＮ

比≤２０ 分别表示土壤微生物生长受到氮源和碳源

的限制，当 ＳＭＢＣ ／ ＳＭＢＮ 比 ＝ ２５ 时对土壤微生物生

长最有利［４６］，在不同年限退耕地土壤中， ＳＭＢＣ ／
ＳＭＢＮ 比介于 １􀆰 ２８ ～ ６􀆰 ７４，说明碳源供给数量是土

壤微生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 相关性分析也显

示，土壤微生物量与土壤养分呈不同程度的相关

性［４７］，其中与土壤有机质呈极显著相关。 然而土壤

是较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土壤微生物量还会受温

度、气温、土壤容重等因素的影响，应综合考虑。
土壤微生物生物量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这

主要是由于气温、凋落物以及土壤微生物与植物对

养分的竞争等原因造成的，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
土壤 ＭＢＣ、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的季节变化规律也不

同［４８］。 就是在相同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生境的土壤

中 ＭＢＣ、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的季节变化规律也不一

样［４９］。 民勤绿洲退耕地土壤 ＭＢＣ、ＭＢＮ、ＭＢＰ 含量

的季节变化规律具有较大差异。 不同年限退耕地

ＭＢＣ 含量的季节动态大致相似，秋季最大，夏季、春
季居中，冬季最小。 从 ３ 月开始随月份的增大 ＭＢＣ
含量逐渐增大，到 ８—９ 月达到峰值，然后随月份的

增大又逐渐减小，１２ 月降为最低值。 这是因为进入

春季，地温回升，土壤微生物数量增加、活性提高，
解冻后土壤中原有的可溶性有机碳利用分解加强，
较多的营养物质被微生物固定［５０］，土壤 ＭＢＣ 含量

逐渐升高。 不同年限退耕地土壤 ＭＢＮ 含量的季节

动态变化显现出倒“Ｖ”型分布状况，从 ３ 月开始随

月份的增大 ＭＢＮ 含量逐渐增大，到 ６ 或者 ９ 月到达

峰值，后又连续减小，１２ 月减小到最低值。 这一结

果与 ＧＡＲＣＩＡ 等［５１］ 的研究结果相似。 从 ３ 月开始

土壤 ＭＢＰ 含量逐渐升高，到 ６ 或 ９ 月达到峰值，然
后随着月份的增加又持续降低，１２ 月下降到最低

值。 退耕初期季节变化幅度逐渐增大，退耕 ５ ａ 的

时候，０～２０ ｃｍ 土层 ６ 月变化幅度达到最大值，然后

变化幅度减小，尤其在退耕 １５ ａ 后，ＭＢＰ 含量季节

波动幅度很小。 这是由于 ３ 月植被快速萌发，摄取

了土壤中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土壤可溶解有机

碳、氮、磷含量急剧减小。 在某一水平上造成了与

微生物间的营养需求竞争局面，减少了微生物的营

养可获取量，抑制其生存和繁殖，因此 ＭＢＣ、ＭＢＮ、
ＭＢＰ 含量均降低。 进入 ５—６ 月，由于气温升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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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植物根系活动能力的变强，致使有机质矿化作用

变大，养分富裕，根系分泌物丰富，微生物生物量增

大。 土壤取样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下旬，正好是研究

区降水量增加的时候，此时又有大量的植物枯枝落

叶积累，中午温度较高，所以研究区大量的植物枯

枝落叶、地表湿润、温度较高等自然现象都有利于

增强土壤微生物活性，促进土壤中营养物质的输入

以及碳水化合物从地上逐渐向地下转移，土壤中微

生物可使用的有机质逐渐增加，故土壤微生物生物

量出现峰值［４０］。 冬季土壤温度比较低，低温抑制了

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其代谢随之变缓，因此土壤微

生物生物量下降。 在退耕的初期，不同年限退耕地

土壤 ＭＢＰ 含量的季节变化幅度逐渐增加，然后季节

变化幅度逐渐减小，尤其是退耕 １５ ａ 后，土层 ＭＢＰ
含量波动较小，基本无季节变化。 这可能是由于退

耕后期，土壤的盐碱化程度加重， ｐＨ 值明显升

高［５２］，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壤 ＭＢＰ 含量对季节

变化的敏感性，使土壤 ＭＢＰ 含量在退耕后期随着季

节的不同几乎没有变化。

４　 结论

在甘肃民勤绿洲退耕地自然恢复过程中，相同

年限退耕地表层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显著高于深层

土壤；土壤 ＭＢＣ 与 ＭＢＮ 含量随着退耕年限的增加，
逐渐减小，土壤 ＭＢＰ 含量则表现为波动式上升的趋

势，土壤微生物生长的主要限制因子是碳源。 不同

年限退耕地土壤 ＭＢＣ 含量的季节动态变化大致相

似，冬季最小，夏季与春季居中，秋季最大。 ＭＢＮ 含

量的季节动态呈现出倒“Ｖ”型分布的状态，从 ３ 月

开始随月份的增大 ＭＢＣ 含量逐渐升高，到 ６ 或者 ９
月到达峰值，然后随月份的增大又连续减小，１２ 月

减小到最低值。 土壤 ＭＢＰ 含量基本表现为秋季、夏
季较大，春季居中，冬季最小。 在不同的生境中，各
类生态因子的共同作用以及关键生态因子的主导

位置的不同，土壤 ＭＢＣ、ＭＢＰ 含量的季节变化可能

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目前影响干旱沙区退耕地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变化因子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今后还需加强这方面

的研究。 但是，从土壤微生物特性来看，退耕 ４ ａ
时，土壤的熟化程度和土壤肥力水平达到了最好状

态。 退耕 ５ ａ 后，土壤的肥力呈相对下降的趋势。
因此，退耕 ５ ａ 左右是土地修复、利用及荒漠化治理

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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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絮凝强化的微气泡气浮技术应急
高效处理富营养化地表水

谷　 原１， 郭仕禹２， 赵文涛２， 宛　 勇２， 隋　 倩１① 　 （１􀆰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７； ２􀆰 同

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 针对富营养化地表水突发水华及磷污染问题，研发了一种用于应急除藻除磷的基于絮凝强化的微气泡气

浮技术，利用高速摄像技术揭示了装置内的微气泡尺寸和空间分布规律，对混凝剂种类、有效物质含量和投加量

进行优化，实现了在投加单一混凝剂条件下对富营养化地表水藻类、总磷和浊度的高效去除。 结果表明：所开发

的气浮装置在溶气压力为 ０􀆰 ３２ ＭＰａ 条件下可稳定产生微气泡，气泡在上升和水平流动过程中尺寸逐渐变大，但
平均直径仍在适用于气浮除藻的最优范围（２１􀆰 ６～３４􀆰 ４ μｍ）。 采用聚合氯化铝（ＰＡＣ）为混凝剂（氧化铝含量 ｗ 为

２９％、投加量为 ４０ ｍｇ·Ｌ－１）进行强化后，在该技术条件下，气浮时间设置为 １１􀆰 ８ ｍｉｎ，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浊
度、总磷、叶绿素 ａ、ＣＯＤ 的去除率分别达（９３􀆰 ２±１􀆰 ７）％、（８５􀆰 ３±０􀆰 ７）％、（７９􀆰 ４±２􀆰 ０）％、（７８􀆰 ５±１􀆰 ５）％和（５８􀆰 ９±
１３􀆰 ５）％，实现了同步高效除藻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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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全国监测营养化状况的湖泊（水库）
中，富营养湖泊（水库）占比由 ２３％增加至 ２９％［１］，
整体形势依旧严峻。 富营养化水体中藻类大量繁

殖、暴发，不仅破坏水质生态平衡，影响旅游、水产

养殖等行业，藻细胞破裂释放的藻毒素对人体健康

有极大的威胁，影响饮用水安全［２］。 因此，开发能

高效除藻的应急处理技术，对保护生态环境与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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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针对水华暴发的应急处理技术主要包括

机械打捞、超声、气浮、膜过滤等物理方法［３－４］ 以及

混凝、化学药剂、水力空化等化学方法［５－６］。 微气泡

气浮技术因可产生与藻细胞接近甚至更小的微米

气泡，具有水中停留时间长、传质效率高、能产生自

由基等特点［７］，表现出较好的除藻效果。 例如，叶
建锋等［８］采用微气泡气浮工艺处理淀山湖蓝藻暴

发期水样，叶绿素 ａ 的去除率可保持在 ６２％ ～７３％。
王建等［９］研究表明，与传统加压溶气气浮相比，微
纳米气泡法对巢湖含藻水中总磷（ＴＰ）、总氮（ＴＮ）、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和悬浮固体（ＳＳ）的去除效果更

好。 相对于单一的气浮除藻工艺，气浮与混凝联用

可强化同步除藻除磷，获得更好的处理效果［１０］。 研

究表明，投加多种混凝剂和助凝剂可以达到较好的

处理效果［１１］，然而多种类大剂量地投加混凝剂可能

造成二次污染，不适用于地表水尤其是水源水处

理。 因此，筛选高效低毒的单一混凝剂，开发基于

絮凝强化的微气泡气浮技术，高效处理富营养化地

表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应用前景。 此外，目前针

对微气泡气浮处理地表水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对

藻类的处理效果，如何进一步强化工艺实现同步除

藻除磷，并评价其去除高风险痕量污染物的能力，
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该研究采用基于集成溶气系统的微气泡气浮

技术，并利用高速摄像技术测量所研制气浮装置内

微气泡尺寸和空间分布规律，从混凝剂种类、有效

物质含量和投加量 ３ 个方面对絮凝强化过程进行优

化，并在最优条件下考察其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

类、总磷、浊度等及高风险痕量污染物的处理效果，
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应急除藻除磷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装置与方法

１􀆰 １􀆰 １　 微气泡气浮装置

微气泡气浮装置主要由水箱、混凝池、气浮池

和溶气系统组成（图 １）。 该装置设计处理水量为

１ ０００ Ｌ·ｈ－１，总停留时间为 １３􀆰 ８ ｍｉｎ。 其中，混凝

池分为 ２ 级，内设 ２ 台搅拌器，总停留时间为 １􀆰 ９
ｍｉｎ；气浮池由接触区、分离区和出水区组成，总停留

时间为 １１􀆰 ８ ｍｉｎ。 分离区内装有可拆卸斜板，斜板

高 １５ ｃｍ，板间距为 ２ ｃｍ，与水平方向夹角为 ６０°；集
成溶气系统主要由溶气泵、溶气包和溶气释放器组

成，溶气释放器位于接触区高 １５ ｃｍ 处。
实验所用原水取自实际河道。 原水从水箱进

入混凝池后通过加药泵投加混凝剂，经混凝后的水

从底部流入气浮池接触区，与溶气释放器释出的溶

气水相遇。 絮体与微气泡碰撞、黏附后在气浮池分

离区进行分离，浮渣通过刮渣机刮入排渣槽，部分

清水经溶气泵加压与吸入的空气充分溶解达到高

压饱和，通过溶气释放器减压释放，供气浮使用，其
余出水则通过大孔槽进入气浮池出水区后经溢流

堰流出。
实验开始后，向装置中注入原水，启动装置，在

实验工况下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观察气浮池内微

气泡尺寸及分布，采集原水和出水测定各项水质指

标。 每个实验组设置 ２ 组平行实验。

１—进水流量计，２—水箱，３—混凝池，４—搅拌器，５—气浮池接触区，６—气浮池分离区，７—气浮池出水区，８—刮渣机，９—排渣槽，

１０—斜板，１１—回流水流量计，１２—气体流量计，１３—溶气泵，１４—溶气包，１５—压力表，１６—排气阀，１７—溶气释放器。

图 １　 微气泡气浮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

１􀆰 １􀆰 ２　 混凝气浮药剂性能评价装置

混凝气浮性能评价装置由混凝系统、溶气系统

和气 浮 柱 组 成。 混 凝 系 统 采 用 六 联 搅 拌 仪

（ＭＹ３０００－６Ｍ，武汉梅宇仪器公司）控制搅拌强度

和搅拌时间。 溶气系统由空气压缩机、压力溶气

罐、水泵等组成。 气浮柱有效容积为 １ Ｌ。
向搅拌杯中加入原水（ｐＨ 中性），启动运行程

序，其中快速混合阶段搅拌速度为 ５００ ｒ·ｍｉｎ－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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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１ ｍｉｎ；絮凝阶段搅拌速度为 １５０ ｒ·ｍｉｎ－１，时间

为 ４ ｍｉｎ。 结束后立即取 ５００ ｍＬ 混凝后的水倒入气

浮柱，迅速打开溶气水释放阀，向气浮柱中注入 ２００
ｍＬ 溶气水（溶气压力为 ０􀆰 ４ ～ ０􀆰 ６ ＭＰａ），气浮反应

时间为 ２ ｍｉｎ，完成后取中部清液测定各项水质指

标。 每个实验组设置 ２ 组平行实验。
１􀆰 ２　 实验试剂

为尽可能减少混凝剂投加对地表水可能造成

的二次污染，以高效低毒的铁系和铝系混凝剂为筛

选对象。 具体包括：聚氯化铝（ＰＡＣ），Ａｌ２Ｏ３含量 ｗ
分别为 ２２％、２４％、２６％和 ２９％，河南爱尔福克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聚合硫酸铁（ＰＦＳ），全铁含量 ｗ≥
１４％，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聚合硫酸铝铁

（ＰＡＦＳ），密度≥ １􀆰 ３ ｇ·ｃｍ－３，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

公司；硫酸亚铁（ＦＳ），ＦｅＳＯ４·７Ｈ２Ｏ 含量 ｗ≥ ９８％，
Ｆｅ 含量 ｗ≥ １９􀆰 ７％，深圳市长隆科技有限公司；硫
酸铝（ＡＳ）和三氯化铁（ＦＣ）为分析纯化学试剂，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其他实验试剂还包括

鲁哥氏液、碳酸镁、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丙酮、甲醇

和氮气。
１􀆰 ３　 检测内容与分析方法

１􀆰 ３􀆰 １　 常规污染物

（１）浊度：采用浊度仪（２１００Ｎ，哈希）直接测定。
（２）ＣＯＤ：依据 ＨＪ ／ Ｔ ３９９—２００７《水质 化学需

氧量的测定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采用哈希 ＣＯＤ
试剂，在快速消解仪（ＤＲＢ２００，哈希）和分光光度计

（ＤＲ５０００，哈希）中对未经过滤的水样直接测定。
（３）总磷：采用哈希总磷试剂，在快速消解仪和

分光光度计中对未经过滤的水样直接测定。
（４）藻数量：依据 ＣＪＪ ３２—２０１１《含藻水给水处

理设计规范》中藻数量的测定方法，采用显微镜视

野计数法，水样加入鲁哥氏液固定静沉 ２４ ｈ，浓缩后

用 ０􀆰 １ ｍＬ 浮游藻类计数框在光学显微镜（ＣＸ３１，奥
林巴斯）下放大 ４００ 倍进行计数。

（５）叶绿素 ａ：依据文献［１２］中的测定方法，水
样经乙酸纤维滤膜（０􀆰 ４５ μｍ，沃特曼）过滤后，将滤

膜在冰箱内干燥 ６～８ ｈ，加入少量碳酸镁粉末和 φ＝
９０％的丙酮充分研磨后放入离心机，离心后的上清

液在分光光度计中读取 ７５０、６６３、６４５ 和 ６３０ ｎｍ 波

长处的吸光度。
１􀆰 ３􀆰 ２　 高风险痕量污染物

采用固相萃取－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联用法分

析。 加入 φ ＝ ５％的甲醇后的水样经玻璃纤维滤纸

过滤，加入 １００ μＬ（１ ０００ μｇ·Ｌ－１）的内标溶液和 ２
ｇ·Ｌ－１ Ｎａ２ＥＤＴＡ，调节 ｐＨ 值为 ３。 依次使用 １０ ｍＬ

甲醇和 １０ ｍＬ 高纯水通过 ＳＰＥ 小柱进行活化和平

衡。 水样以 ３ ～ ５ ｍＬ·ｍｉｎ－１的流速通过 ＳＰＥ 小柱

后，用 ５０ ｍＬ φ＝ ５％的甲醇水混合液淋洗 ＳＰＥ 小柱

２ 次并继续抽真空 ２ ｈ，除去柱中水分。 最后用 ９ ｍＬ
甲醇溶液进行洗脱，收集洗脱液于 １０ ｍＬ 具塞玻璃

刻度离心管，由高纯氮吹扫洗脱液定容至 １ ｍＬ，过
尼龙滤膜后移至自动进样瓶中，待色谱分析。

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用仪（ＬＣＭＳ－８０５０，
岛津）对样品进行测定。 色谱柱为 Ｓｈｉｍ－ｐａｃｋ ＧＩＳＴ
Ｃ１８ 型超高效液相色谱柱。 采用梯度洗脱，流动相

分别为 Ａ 相（含 φ ＝ ０􀆰 １％的甲酸和 ２ ｍｍｏｌ·Ｌ－１乙

酸铵的高纯水）、Ｂ 相（甲醇），样品分析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 通过多反应选择监测（ＭＲＭ）模式对目标化合

物定量分析。 程序控制、数据采集和处理均在 Ｌａｂ－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软件中进行。 具体色谱和质谱参数参见文

献［１３］。 ６５ 种物质的方法检出限分布在 ０􀆰 ０４ ～
４􀆰 ７０ ｎｇ·Ｌ－１之间，方法定量限分布在 ０􀆰 １４ ～ １５􀆰 ７
ｎｇ·Ｌ－１之间。
１􀆰 ３􀆰 ３　 微气泡尺寸及分布

采用高速摄像机（１Ｆ００５Ｍ，千眼狼）和变倍镜

头记录微气泡的上浮过程，使用计算机中的高速视

频目标跟踪测量软件，将拍摄的视频按照 ３０ ｓ 的时

间间隔提取图片，然后使用 Ｎａｎ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ｒ 软件对气

泡数量和直径进行统计，并采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

描述微气泡尺寸的分布，采用算术平均直径 ｄ１０作为

微气泡尺寸的平均直径。 拍摄时高速摄像机分辨

率为 ８００×６００，曝光时间为 ５００ μｓ，变倍镜头工作距

离为 ９０ ｍｍ，放大倍率为 １００。
１􀆰 ４　 数据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与处

理，并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２０２０ 软件中绘图。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微气泡气浮装置内微气泡尺寸分布规律

微气泡尺寸直接影响着气泡与絮体的碰撞、黏
附概率和上升速度［１４］，进而影响对污染物的去除效

果［１５］，研究装置内微气泡尺寸及分布的变化规律对

理解微气泡气浮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溶气压力

为 ０􀆰 ３２ ＭＰａ 条件下，分别测量微气泡气浮装置内

接触区高度 Ｈ 为 １５（溶气释放器附近）、３０ 和 ４５
ｃｍ，分离区水平距离 Ｌ 为 ０、１５、３０、４５ 和 ６０ ｃｍ（垂
直高度为 ４５ ｃｍ）处微气泡尺寸及分布的变化情况，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接触区内微气泡随着高度的增加

尺寸分布范围逐渐增加，分离区内微气泡随着水平

距离的增加尺寸分布范围逐渐增加。 曲线峰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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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呈下降且向右移动的趋势，但总体上仍集中在

相对较窄的尺寸范围。

Ｈ 为接触区高度，Ｌ 为分离区水平距离。

图 ２　 接触区和分离区不同位置下微气泡直径分布变化

Ｆｉｇ􀆰 ２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不同位置下微气泡平均直径的变化情况显示，
接触区高度为 １５、３０、４５ ｃｍ 时，微气泡平均直径分

别为 ２１􀆰 ６、２３􀆰 ９、２５􀆰 ７ μｍ，这与张义科等［１６］ 气浮池

接触区内微气泡粒径随高度升高而增大的结论一

致。 装置内的静水压力随深度增加而变大，高度的

增加使微气泡受到的静水压力变小，且微气泡在上

浮过程中相互碰撞而发生聚并，导致微气泡尺寸变

大。 分离区水平距离为 ０、１５、３０、４５、６０ ｃｍ 时，微气

泡 平 均 直 径 分 别 为 ２７􀆰 １、 ２８􀆰 ５、 ３２􀆰 ３、 ３３􀆰 ４、
３４􀆰 ４ μｍ。

一般而言，气泡越小，浮速越小，对水体扰动也

较小，但气泡也不是越小越好。 气浮过程中的分离

效率高度依赖于藻细胞与气泡之间的碰撞和黏附

效率［１７］，当气泡尺寸与藻细胞直径（３～３０ μｍ）相当

时，能更好地与藻细胞发生黏附，实现气浮的去

除［８］。 也有研究指出，控制微气泡直径在 １０ ～ １００
μｍ 内（平均直径 ４０ μｍ 左右）能取得更好的净水效

果［１８］。 综上，在所研制微气泡气浮装置中，气泡在

上升和水平流动过程中尺寸虽然略增加，但平均直

径仍处于适宜范围内（３ ～ １００ μｍ，且主要分布在

３０～４０ μｍ），有利于藻类及其他污染物的去除。
２􀆰 ２　 高效混凝剂的筛选和性能评价

尽管在高藻浓度下直接采用微气泡气浮技术

能实现良好的除藻效果，但也可能存在因藻细胞尺

寸过小、受藻类有机物（ＡＯＭ）干扰、与气泡同性电

荷静电相互作用使其碰撞和黏附作用下降等原因，
最终影响微气泡气浮技术对富营养地表水应急除

磷除藻的稳定性。 因此，以高效低毒的单一混凝剂

为对象，从混凝剂种类、有效物质含量和投加量 ３ 个

方面进行优化，通过絮凝强化作用提升微气泡气浮

技术处理富营养地表水的有效性。
２􀆰 ２􀆰 １　 不同混凝剂种类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分别以 ＰＡＣ、ＰＦＳ、ＰＡＦＳ、ＡＳ、ＦＳ 和 ＦＣ 为混凝

剂，考察混凝－气浮系统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总
磷和浊度的去除效果，实验结果如图 ３ 所示。

投加量为 ３０ ｍｇ·Ｌ－１，混凝时间为 ５ ｍｉｎ。

图 ３　 不同混凝剂种类对藻、总磷浓度和

浊度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 ３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ｗｈ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相比于其余 ５ 种混凝剂，ＰＡＣ 去除效果最优，
对藻、总磷和浊度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 ８４􀆰 ５％、
６３􀆰 ７％和 ７９􀆰 ６％。 ＦＳ、ＦＣ 对藻的去除效果也较好，
但由于出水存在一定的余铁量，造成色度高、出水

不清，对浊度的去除效果较差。 ＡＳ 对总磷和浊度的

去除较好，但对藻的去除率仅 ５０％。 袁俊等［１８］研究

表明，在 ＰＡＣ（Ａｌ２Ｏ３含量 ｗ 为 ２８％）、ＡＳ、ＦＣ 这 ３ 种

混凝剂中，ＡＳ 对富藻水的去除效果最佳，但投药量

较大（４００ ～ ６００ ｍｇ·Ｌ－１），远高于该研究的投加量

（３０ ｍｇ·Ｌ－１），可能是其去除效果较好的原因之一。
但 ＡＳ 投加量大可能导致药剂使用成本增加，且可

能影响水体的酸碱性等。 因此，选择 ＰＡＣ 作为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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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絮凝强化工艺的混凝剂。
２􀆰 ２􀆰 ２　 不同氧化铝含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混凝剂中有效物质的含量是表征混凝剂产品

性能的重要参数。 在相同投加量的条件下，考察氧

化铝含量分别为 ２２％、２４％、２６％和 ２９％时，混凝－气
浮系统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总磷和浊度的去除

效果，结果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氧化铝含量对藻、总磷和

浊度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ｌ２Ｏ３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随着氧化铝含量的增加，藻、总磷和浊度的去

除率逐渐增加，当氧化铝含量为 ２９％时去除效果最

好，去除率分别为 ９５􀆰 ８％、９３􀆰 ２％和 ８８􀆰 ８％。 这与柳

怡等［１９］研究中氧化铝含量越高的 ＰＡＣ 除浊效果越

好的结论一致。 此外，氧化铝含量高的 ＰＡＣ 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投加量，同时其他杂质成分更少，
有利于减少二次污染。
２􀆰 ２􀆰 ３　 不同混凝剂投加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选用氧化铝含量为 ２９％的 ＰＡＣ 为混凝剂，在
ＰＡＣ 投加量为 １０～６０ ｍｇ·Ｌ－１的条件下考察混凝－
气浮系统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总磷和浊度的去

除效果，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当投加量由 １０ ｍｇ·Ｌ－１

增加至 ４０ ｍｇ·Ｌ－１ 时，藻去除率由 ７２􀆰 ５％增加至

８９􀆰 ２％，总磷去除率由 ２１􀆰 ５％增加至 ８５􀆰 ３％，浊度去

除率由 ４４􀆰 ４％ 增加至 ７０％ 以上；当投加量由 ４０
ｍｇ·Ｌ－１进一步增加至 ６０ ｍｇ·Ｌ－１时，除藻率变化不

明显，总磷和浊度的去除率有所下降。

图 ５　 不同 ＰＡＣ 投加量对藻、总磷和

浊度处理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 ５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Ｃ ｄｏｓａｇｅ

天然水体中的藻和悬浮颗粒一般带负电荷，
ＰＡＣ 的加入使藻和悬浮颗粒所带电荷降低，双电层

受压缩，从而形成絮体。 ＰＡＣ 在絮体表面进一步水

解生成多核羟基配合物，具有较强的吸附架桥性

能，使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进一步增加。 而 ＰＡＣ 投加

量过大会造成胶体颗粒电荷性改变，发生再稳现

象［２０］。 同时，混凝剂吸附在胶体颗粒周围会导致胶

体颗粒表面出现空位饱和，也会导致再稳现象的发

生。 因此，适当增加投加量可明显改善出水效果，
但过量投加反而会影响出水水质。
２􀆰 ３　 对富营养化地表水的处理效果

当进水流量为 １ ０００ Ｌ·ｈ－１，混凝过程投加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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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Ｌ－１氧化铝含量 ｗ 为 ２９％的 ＰＡＣ，气浮过程回

流水流量为 １ ０００ Ｌ·ｈ－１、溶气压力为 ０􀆰 ３２ ＭＰａ
时，对原水和出水水质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１。 浊

度、总磷、ＣＯＤ、藻和叶绿素 ａ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８５􀆰 ３％、７９􀆰 ４％、５８􀆰 ９％、９３􀆰 ２％和 ７８􀆰 ５％，显著优于

不投加混凝剂的微气泡气浮除藻效果。 当采用微

气泡气浮工艺处理淀山湖蓝藻暴发期水样时，在溶

气压力 （ ０􀆰 ６５ ～ ０􀆰 ７０ ＭＰａ） 远高于该研究 （ ０􀆰 ３２
ＭＰａ）条件下，叶绿素 ａ 去除率为 ６２％ ～ ７３％［８］，低
于该研究去除效果。 贾伟建等［２１］探究了混凝－气浮

对低浊高藻水库水的处理，在最优条件下，其对藻

类的平均去除率为 ９３􀆰 ７％，笔者的研究与其相似，
但其对 ＣＯＤ 的平均去除率仅为 ４３％。

表 １　 絮凝强化微气泡气浮技术对浊度、总磷、ＣＯＤ、藻和叶绿素 ａ 的处理效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ｙ， ＴＰ， ＣＯＤ， 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ｌｌ ａ ｂｙ ｔｈｅ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项目 浊度 ／ ＮＴＵ ρ（总磷） ／ （ｍｇ·Ｌ－１） ＣＯＤ ／ （ｍｇ·Ｌ－１） 藻计数 ／ １０８ Ｌ－１ ρ（叶绿素 ａ） ／ （ｎｇ·Ｌ－１）
原水 ７􀆰 ６±０􀆰 ４ ０􀆰 ０８±０􀆰 ０１ ２７􀆰 １±２􀆰 ３ ２􀆰 ００±０􀆰 ０２ １０４􀆰 ５±１􀆰 ７
出水 １􀆰 １±０􀆰 １ ０􀆰 ０２±０􀆰 ００ １１􀆰 １±３􀆰 ７ ０􀆰 １４±０􀆰 ０３ ２２􀆰 ５±１􀆰 ６

去除率 （８５􀆰 ３±０􀆰 ７）％ （７９􀆰 ４±２􀆰 ０）％ （５８􀆰 ９±１３􀆰 ５）％ （９３􀆰 ２±１􀆰 ７）％ （７８􀆰 ５±１􀆰 ５）％

　 　 研究表明，气浮产生的微气泡在收缩并发生破

裂时，气液界面的消失会引发剧烈变化，导致界面

上能量释放，生成羟基自由基，可能促进水中有机

污染物的氧化降解［２２］。 因此，选择 ６５ 种高风险痕

量污染物，比较其在微气泡气浮前后的浓度水平，
评价工艺对痕量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性能。 在原水

中共检出 １３ 种目标高风险痕量污染物，浓度范围为

０􀆰 ６７～１１􀆰 ７ ｎｇ·Ｌ－１（图 ６），而其余 ５２ 种目标高风险

痕量污染物浓度低于方法定量限。

ＳＩＸ—磺胺二甲基异 恶唑，ＣＲＯ—克罗他米通，

ＴＨＰ—茶碱，ＡＣＥ—扑热息痛，ＣＢＺ—卡马西平，ＲＴＭ—罗红霉素，

ＳＤ—磺胺嘧啶，ＴＰ—甲氧苄啶，ＣＴＭ—克拉红霉素，ＥＴＭ—脱水红霉素，

ＢＦ—苯扎贝特，ＳＤＭ—磺胺二甲氧哒嗪，ＧＬＩ—格列齐特。

图 ６　 原水和出水中高风险痕量污染物的质量浓度

Ｆｉｇ􀆰 ６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ｒａｗ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经过处理后，大多数目标高风险痕量污染物出

水浓度与原水浓度接近。 考虑到原水中高风险痕

量污染物浓度较低，现有分析方法的误差范围一般

在 ２０％左右，低于 ２０％的浓度变化有可能是分析误

差所致。 因此，该装置对高风险痕量污染物无明显

去除作用。

３　 结论

（１）采用基于集成溶气系统的微气泡气浮技

术，该技术在低溶气压力下，产生分布均匀的微气

泡，利用高速摄像技术测量了气浮装置内微气泡尺

寸和空间分布规律，尽管在气泡上升和水平流动过

程中微气泡尺寸分布范围逐渐变大，平均直径由

２１􀆰 ６ 增加至 ３４􀆰 ４ μｍ，但仍处于适宜藻类和其他污

染物去除的气泡尺寸范围。
（２）相比其他常用的低毒铁系和铝系混凝剂，

ＰＡＣ 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总磷和浊度去除效果

最佳。 氧化铝含量越高，去除效果越好。 在 １０ ～ ６０
ｍｇ· Ｌ－１ 投加量范围内， ＰＡＣ 最佳投加量为 ４０
ｍｇ·Ｌ－１。

（３）在最佳混凝剂条件下，絮凝强化的微气泡

气浮装置在溶气压力为 ０􀆰 ３２ ＭＰａ、气浮时间 １１􀆰 ８
ｍｉｎ 的操作条件下对富营养化地表水中藻、叶绿素

ａ、浊度、总磷、ＣＯＤ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达 ９３􀆰 ２％、
７８􀆰 ５％、８５􀆰 ３％、７９􀆰 ４％和 ５８􀆰 ９％，可实现同步高效

除藻除磷，但对原水中检出的 １３ 种高风险痕量污染

物去除作用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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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泥－厨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蚓堆肥
工艺及应用环境风险评估

韦茜佳１，２，３， 周若昕１，２，３， 李娜英１，２，３， 李　 浩１，２，３， 韩智勇１，２，３① 　 （１􀆰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

室，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２􀆰 国家环境保护水土污染协同控制与联合修复重点实验室，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３􀆰 成都理工大

学生态环境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５９）

摘要： 在垃圾分类背景下，污泥、厨余和存量垃圾资源化利用成为城市有机固体废物管理的重要环节。 通过正交

试验研究污泥－厨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蚓堆肥的最佳工艺，并利用堆肥的植物生长试验和潜在生态风险模型

评价堆肥肥效以及堆肥应用的环境风险。 结果表明，污泥、厨余垃圾和存量垃圾混合堆肥可以显著改善物料理化

性质和蚯蚓生长状况，但厨余垃圾的添加比例超过 ５０％时会影响蚯蚓生长繁殖。 多元物料蚯蚓堆肥最佳工艺组

合如下：污泥和厨余垃圾质量比为 ７ ∶ ３，存量垃圾添加比例为 ５％，蚯蚓接种数量为 ３３ 条·ｋｇ－１。 蚯蚓堆肥及其混

合土的 ｐＨ 值、种子发芽指数、有机质、总养分及重金属含量均满足 ＮＹ ／ Ｔ ５２５—２０２１《有机肥料》和 ＣＪ ／ Ｔ ３４０—
２０１６《绿化种植土壤》标准要求，其施加比例为 ２０％时，黑麦草的生长状况最佳；施加比例为 ５０％时，有机质、总氮、
总磷和速效钾含量增量最大，分别为 １０７􀆰 ００ ｇ·ｋｇ－１、６􀆰 ６９ ｍｇ·ｇ－１、５􀆰 ９６ ｍｇ·ｇ－１和 ０􀆰 ４２ ｍｇ·ｇ－１。 施加比例从 ０
增至 ５０％，单一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系数随之升高，综合潜在生态风险系数从 １７􀆰 ４２ 升至 ３３􀆰 ８２，环境风险程度均

为轻微生态危害；Ｃｕ 是土壤中最主要的潜在风险重金属单体（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Ｅｒ ＝ １７􀆰 ６９），以堆肥施加比例

２０％连续施用 ３０ 季，会使 Ｃｕ 的生态风险指数由 １０􀆰 ６９ 升至 ３５􀆰 ０４，之后积累效应不明显（Ｅｒ ＝ ３５􀆰 ０９）。 由此可见，
污泥－厨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蚓堆肥可成为城市有机固体废物管理中安全、有效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关键词： 蚯蚓堆肥； 污泥； 厨余； 存量垃圾； 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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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ｎｉｃ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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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垃圾分类大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各种新型

处理技术和工艺，加强对城市有机固体废物包括生

活污泥、生活垃圾、存量垃圾等的资源化处理，已受

到广大科研人员关注。 污泥作为城镇污水处理的

终端副产物，Ｎ、Ｐ 含量丰富，含水率、有机质含量以

及微生物活性均较高，年产量高达 ６ ０００ 万 ｔ，且年

均增速超过 １０％［１－２］。 但由于污泥存在大量病原

菌、难降解有机物及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而被禁

止农用，目前主要的处置方式仍是填埋，因此如何

实现污泥高效资源化利用面临着巨大挑战［３－４］。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底，我国 ４５􀆰 ５９％的城市垃圾以卫生填埋

的方式进行处理，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我

国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置手段［５－６］，对老旧垃圾填埋

场的整治、开采及填埋场中存量垃圾的处理处置也

是目前城市固体废物亟需解决的问题。 存量垃圾

筛下物（类土物质）是填埋场开采的主要成分之一，
其粒径较小、持水能力强、孔隙率高、容重低，不含

高浓度、高风险的有毒物质，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生

物资源，但利用难度较高［７－８］。 同时，厨余垃圾作为

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产量约为 ９ ０００
万 ｔ［９］，由于其具有高含水率、丰富的有机物以及易

腐烂等特点，处理处置难度较高。
目前，国内外主要采用回收、填埋、堆肥和焚烧

４ 种方式处理有机垃圾，４ 种方式均有一定的优势，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１０－１２］。 好氧堆肥工艺成

熟且产品肥效稳定，但降解环节耗能较高，占地面

积大，肥料易导致土壤碱化［１３］。 大量文献表明，蚯
蚓堆肥是一种高效可行且具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有

机固废处理技术。 也有研究指出，有机垃圾不宜单

独堆肥，进行多元物料混合堆肥可弥补单一物料存

在的缺陷［１４－１６］。 ＧＡＲＧ 等［１７］ 利用污泥、牛粪、和沼

气厂泥浆混合后进行蚯蚓堆肥，加速了堆肥腐熟，
且堆肥产品矿化程度高、稳定性好。 ＤＡＳ 等［１８］研究

了污泥、牛粪和土壤进行蚯蚓堆肥的可行性，结果

表明 ３ 种物料混合基质适宜蚯蚓生长，且富含植物

营养元素。 ＢＨＡＴ 等［１９］研究证明，牛粪与污泥进行

混合堆肥，可消除有毒气体，有效提高蚯蚓存活率

和生长状况。 ＹＡＤＡＶ 等［２０］ 的研究结果同样证明，
在控制好物料配比的前提下，多元物料混合可以显

著提升蚯蚓堆肥过程中酶和微生物的活性。 现有

研究中，污泥常与畜禽粪便、植物废弃物组合进行

蚯蚓堆肥，而污泥、厨余垃圾、存量垃圾 ３ 种物料混

合蚯蚓堆肥鲜有研究报道，其堆肥产品的风险也尚

不清楚。
综上，目前对于城市有机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

用技术还有待探索，研究有效、经济、可行的有机固

体废弃物处理方法，对于有机肥生产、能源回收利

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污泥、存量垃圾和厨余垃圾分

别是目前主要的城市有机固体废物，研究污泥－厨
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蚓堆肥工艺及其应用效果

和风险，可为城市有机固体废物管理提供更多安

全、有效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污泥取自成都市某污水处理公司，试验前进行

预堆肥，将含水率降至 ７０％左右。 厨余垃圾取自某

大学中央厨房，主要为菜皮、菜叶、菜头及果皮，堆
肥前利用破碎机粉碎；存量垃圾取自成都市某垃圾

填埋场，现场粗筛后过 ０􀆰 ３５ ｍｍ 孔径筛，取筛下物

（类土物质）备用。 原料理化性质见表 １。
蚯蚓为赤子爱胜蚓（Ｅｉｓｅｎｉａ ｆｏｅｔｉｄａ），取自成都

市某污水处理公司。 选用两侧开孔（孔径 ５ ｍｍ）的
长方形黑色透明塑料饲养箱（２２􀆰 ６ ｃｍ×１５􀆰 １ ｃｍ×
１１􀆰 ０ ｃｍ）作为蚯蚓堆肥反应器。 蚯蚓堆肥产品风

干后研磨过 ２ ｍｍ 孔径筛备用；供试土壤取自某大

学周边的农田土，风干后研磨过 ２ ｍｍ 孔径筛。 黑

麦草（Ｌｏｌｉｕｍ ｐｅｒｅｎｎｅ）为美利达多年生品种，购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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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盛辉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１􀆰 ２　 试验方法

１􀆰 ２􀆰 １　 蚯蚓堆肥

研究采用正交试验，对污泥和厨余垃圾混合质

量比（Ａ）、存量垃圾添加比例（Ｂ）、蚯蚓接种数量

（Ｃ）分别设置 ４ 个水平并进行堆肥试验（表 ２）。 堆

肥期间温度控制在（２３±２） ℃，含水率维持在 ７０％
左右，堆肥周期为 ４５ ｄ。 试验期间每 １５ ｄ 取 １ 次

样，观察蚯蚓的生长状况，统计蚯蚓数量并称重记

录。 堆肥物料采用多点混合采样，样品用于测定物

料的有机质含量及种子发芽指数。

表 １　 堆肥原料理化性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ｔ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供试材料
含水率 ｗ ／

％ ｐＨ 值
电导率 ／

（μＳ·ｃｍ－１）
种子发芽
指数 ／ ％

ｗ ／ ％ ｗ ／ （ｍｇ·ｋｇ－１）
有机质 总氮 总磷 Ｃｒ Ｃｕ Ｎｉ Ｚｎ

污泥　 　 ７１􀆰 ７９ ７􀆰 ７０ ７９９ ７５􀆰 ３１ ４０􀆰 ８１ ２􀆰 ５２ １􀆰 ３１ ６５􀆰 ４１ １９６􀆰 ２２ １１􀆰 ３９ ４６９􀆰 ９６
厨余垃圾 ８０􀆰 ６７ ６􀆰 ５２ ９３３ ２８􀆰 ８５ ８８􀆰 ２９ ２􀆰 ４７ ０􀆰 ３０ １９􀆰 １８ ２０􀆰 ６６ ＮＤ ７０􀆰 ８２
存量垃圾 — ７􀆰 ８０ ８９０ ８８􀆰 １９ １８􀆰 ８２ ０􀆰 ４０ ０􀆰 １５ １３０􀆰 ９４ ２０３􀆰 ６９ ５５􀆰 ７７ ４４１􀆰 ３２

ＮＤ 为未检出； “—”表示无数据。

表 ２　 各处理对应的因素及水平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处理
污泥质量与厨余
垃圾质量比 Ａ

存量垃圾添加
比例 Ｂ ／ ％

接种蚯蚓数量 Ｃ ／
（条·ｋｇ－１）

Ａ１Ｂ１Ｃ１ １ ５００ ∶ ０ ０ ０
Ａ１Ｂ２Ｃ２ １ ５００ ∶ ０ ５ ２５
Ａ１Ｂ３Ｃ３ １ ５００ ∶ ０ １０ ５０
Ａ１Ｂ４Ｃ４ １ ５００ ∶ ０ ２０ ７５
Ａ２Ｂ１Ｃ２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０ ２５
Ａ２Ｂ２Ｃ１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５ ０
Ａ２Ｂ３Ｃ４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１０ ７５
Ａ２Ｂ４Ｃ３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２０ ５０
Ａ３Ｂ１Ｃ３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０ ５０
Ａ３Ｂ２Ｃ４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５ ７５
Ａ３Ｂ３Ｃ１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１０ ０
Ａ３Ｂ４Ｃ２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２０ ２５
Ａ４Ｂ１Ｃ４ ７５０ ∶ ７５０ ０ ７５
Ａ４Ｂ２Ｃ３ ７５０ ∶ ７５０ ５ ５０
Ａ４Ｂ３Ｃ２ ７５０ ∶ ７５０ １０ ２５
Ａ４Ｂ４Ｃ１ ７５０ ∶ ７５０ ２０ ０

１􀆰 ２􀆰 ２　 蚯蚓堆肥的林业应用

盆栽实验采用直径 １６􀆰 ５ ｃｍ、高 １０􀆰 ５ ｃｍ 的花

盆，每盆装 １ ｋｇ 土壤和最佳工艺所得堆肥产品的混

合物，堆肥施加比例分别为 ０、５％、１０％、２０％、３０％、
４０％和 ５０％，每个比例设 １ 个盆栽试验和 １ 个平行

试验，分别播撒 ５０ 粒黑麦草种子。 将盆栽置于冷光

源植物生长箱中培养，定期浇水，使持水量保持在

最大田间持水量的 ７０％。 ５０ ｄ 后收获黑麦草，测定

其生长状况，并采集各盆栽土样测定土壤性质。
１􀆰 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蚯蚓生长指标为蚯蚓日增重倍数（Ｍａ），计算公

式为

Ｗａｖｇ，ｔ ＝
Ｗｔ

ｎ
， （１）

Ｍａ ＝
Ｗａｖｇ，ｔ － Ｗａｖｇ

ｔ
。 （２）

式（１） ～ （２）中，Ｗａｖｇ，ｔ为堆肥 ｔ 天的蚯蚓平均体重，ｇ；
Ｗｔ为堆肥 ｔ 天的蚯蚓总重，ｇ；ｎ 为蚯蚓总条数，条；
Ｗａｖｇ为蚯蚓初始平均体重；ｔ 为堆肥天数，ｄ。

堆肥及土壤样品有机质含量参照 ＨＪ ７６１—
２０１５《固体废物有机质的测定 灼烧减量法》测定，总
氮含量参照 ＨＪ ７１７—２０１４《土壤质量 全氮的测定

凯氏法》测定，总磷含量参照 ＨＪ ６３２—２０１１《土壤 总

磷的测定 碱熔－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速效钾含

量采用醋酸铵浸提－火焰光度法测定；种子发芽指

数参照 ＣＪＪ ５２—２０１４《生活垃圾堆肥处理技术规范》
中萝卜种子培养法测定。

植物收获后，用直尺测量得到株高和根长，杀
青烘干后采用硝酸－高氯酸消解法进行消解；堆肥、
土壤和植物样品重金属含量采用高压密闭消解－火
焰光度法测定［２１］。
１􀆰 ４　 评价方法

１􀆰 ４􀆰 １　 综合评分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正交试验堆肥结束时的蚯

蚓日增重倍数、种子发芽指数（ＧＩ，ＩＧ）及有机质降

解率 ３ 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２２－２４］，综合评分公式为

Ｓ ＝
Ｍａ

Ｍａ，ｍａｘ

＋
ＩＧ

ＩＧ，ｍａｘ

＋ Ｃ
Ｃｍａｘ

。 （３）

式（３） 中， Ｓ 为综合得分；Ｍａ 为蚯蚓日增重倍数；
Ｍａ，ｍａｘ为蚯蚓日增重最大倍数；ＩＧ为种子发芽指数；
ＩＧ，ｍａｘ为种子发芽指数最大值； Ｃ 为有机质降解

率，％；Ｃｍａｘ为有机质最大降解率，％。
１􀆰 ４􀆰 ２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采用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对土壤重金属进行

生态风险评价［２５］，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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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 ＝ ∑Ｅ ｉ
ｒ ， （４）

Ｅｒ
ｉ ＝ Ｔｉ

ｒ × Ｃ ｉ
ｆ ， （５）

Ｃ ｆ
ｉ ＝ Ｃ ｉ ／ Ｃ ｉ

ｎ 。 （６）
式（４） ～ （６）中，ＩＲ为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ＲＩ）；
Ｅ ｉ

ｒ 为单一重金属 ｉ 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Ｔｉ
ｒ 为重金

属 ｉ 的毒性响应系数，Ｚｎ、Ｃｒ、Ｃｕ、Ｎｉ、Ａｓ 分别为 １、２、
５、５、１０［２６］； Ｃ ｉ

ｆ 为重金属 ｉ 的污染指数； Ｃ ｉ 为土壤中

重金属 ｉ 的含量实测值，ｍｇ·ｋｇ－１； Ｃ ｉ
ｎ 为某重金属土

壤背景参考值，ｍｇ·ｋｇ－１，采用四川省土壤背景值作

为参考。
根据 Ｅ ｉ

ｒ 和 ＩＲ值的不同，可将单因子潜在生态风

险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进行分级，分级标准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生态风险评价指数与分级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ｓ

生态风险程度
单因子潜在生态

风险指数 Ｅｉ
ｒ

综合潜在生态
风险指数 ＲＩ

轻微 ＜４０ ＜１５０
中等 ４０～ ＜８０ １５０～ ＜３００
较重 ８０～ ＜１６０
重度 １６０～ ＜３２０ ３００～ ＜６００
严重 ≥３２０ ≥６００

１􀆰 ５　 数据分析

采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进行试验数据处理和

极差分析，采用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绘图，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对

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显著性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蚯蚓日增重倍数

蚯蚓日增重倍数如图 １ 所示。 Ａ４ 处理组的蚯

蚓生长状况较差，除 Ａ４Ｂ３Ｃ２ 在前 １５ ｄ 的蚯蚓日增

重倍数为正数外，其余 Ａ４ 处理组在 ０～４５ ｄ 均为负

数。 堆肥结束时，Ａ４Ｂ１Ｃ４、Ａ４Ｂ２Ｃ３ 和 Ａ４Ｂ３Ｃ２ 的蚯

蚓日增重倍数分别为－ ５􀆰 ３５ × １０－３、－ ４􀆰 ０２ × １０－３ 和

－１􀆰 １３×１０－３，表明添加 ５０％厨余垃圾的 Ａ４ 处理组

中蚯蚓生长状况较差，存活率较低。 这是因为厨余

垃圾含量过高，导致堆体的电导率及氨氮含量过

高，堆体中氧含量下降，有机物质发生了厌氧降解，
产生了甲烷、氨、乙酸等易导致蚯蚓死亡的气体［２７］。
ＧＡＲＧ 等［２８］ 研究表明，适宜蚯蚓堆肥的 ｐＨ 值为

７􀆰 ５ 左右，而 Ａ４ 处理组堆肥期间 ｐＨ 值在前 ３０ ｄ 均

低于 ７，之后缓慢上升并稳定在 ７􀆰 ３ 左右，偏低的

ｐＨ 值也可能是蚯蚓生长状况不良的原因之一。
Ａ１ 处理组的蚯蚓日增重倍数在前 ３０ ｄ 达最大

值，范围为 ８􀆰 ８０×１０－３ ～ ９􀆰 ５９×１０－３，随后降低；Ａ２、
Ａ３ 处理组的蚯蚓日增重倍数在前 １５ ｄ 达最大值，
范围分别为 ９􀆰 １０ × １０－３ ～ １􀆰 ３７ × １０－２、１􀆰 ２０ × １０－２ ～
１􀆰 ７６×１０－２，随后降低，３０ ｄ 后又逐渐增加。 这可能

是由于堆肥物料中加入蚯蚓后，前期营养物质充

足，蚯蚓适应环境后快速生长繁殖，体重明显增加，
随着蚯蚓堆肥的进行，堆肥底物中的营养物质逐渐

被消耗，蚯蚓的食物以及可利用的营养元素减

少［２９］，导致蚯蚓体重下降及部分死亡；Ａ２ 和 Ａ３ 之

后又上升可能是因为一些不易被降解利用的营养

物质经微生物降解后被蚯蚓吸收，从而促进了蚯蚓

的生长。
除 Ａ４ 处理组外，Ｃ４ 各处理日增重倍数均值

（８􀆰 ２６ × １０－３ ） 大于 Ｃ３ （８􀆰 ２３ × １０－３ ） 和 Ｃ２ （６􀆰 ７６ ×
１０－３），表明在堆肥前期，蚯蚓接种数量越多，蚯蚓日

增重 倍 数 越 大。 蚯 蚓 堆 肥 结 束 时， Ａ２Ｂ３Ｃ４、
Ａ２Ｂ４Ｃ３、Ａ３Ｂ１Ｃ３ 和 Ａ３Ｂ２Ｃ４ 的蚯蚓日增重倍数分

别为 ９􀆰 ０６ × １０－３、 ９􀆰 ３７ × １０－３、 ９􀆰 ７２ × １０－３ 和 ９􀆰 ７９ ×
１０－３，均大于 ９×１０－３，表明这几组处理更有利于蚯蚓

生长。

各处理对应的因素及水平见表 ２。

图 １　 不同处理组蚯蚓日增重倍数变化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ｗｏｒｍ′ｓ ｄａｉｌ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ａｉ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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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堆肥过程中理化指标变化

２􀆰 ２􀆰 １　 有机质

有机质含量变化如图 ２ 所示。 整个堆肥过程中

有机质含量均呈下降趋势，在堆肥后期下降较为缓

慢并逐渐趋于稳定。 在堆肥初期，初始物料中有机

质含量最高的是 Ａ４Ｂ１Ｃ４ （ ５２􀆰 ４６％）， 最低的是

Ａ１Ｂ４Ｃ４（３０􀆰 ０９％）。 不同有机质含量物料的比例直

接影响了堆肥物料有机质含量，物料有机质含量随

厨余垃圾添加量的增加而增高，随存量垃圾添加量

增加而降低。 堆肥结束时，各处理有机质含量都有

明显下降。 其中 Ａ３（１９􀆰 ３８％）、Ａ４（２２􀆰 ６５％）处理

组的有机质平均降解速率明显高于 Ａ１（１４􀆰 １４％）、
Ａ２（１０􀆰 ３７％）；未添加蚯蚓处理 Ｃ１（１３􀆰 ３８％）的有

机质 平 均 降 解 速 率 明 显 低 于 投 加 蚯 蚓 的 Ｃ２
（１５􀆰 ６０％）、Ｃ３（１８􀆰 ８６％）、Ｃ４（１８􀆰 ６９％）处理，说明

向堆肥中投加蚯蚓能加速有机质的降解，且初始物

料比例直接影响蚯蚓对有机物的降解速率［３０］。
有机质的降解主要发生在堆肥前期和中期，蚯

蚓肠道能调节微生物的生物活性以及群落结构，加
快微生物的生长及繁殖，强化微生物对有机物的降

解作用［３１－３２］。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蚯蚓和微生物迅

速将污泥中的易降解有机物转化为自身生长所需

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是因为蚯蚓活动增大了物料

的孔隙度以及物料和微生物的接触面积，提高了微

生物对有机物的降解速率。

各处理对应的因素及水平见表 ２。

图 ２　 不同处理组堆肥过程中有机质含量变化

Ｆｉｇ􀆰 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２􀆰 ２　 种子发芽指数

如图 ３ 所示，在初始堆肥物料中，各处理 ＧＩ 平
均值表现为 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Ｂ１＞Ｂ２＞Ｂ３＞Ｂ４，表明随

着厨余垃圾和存量垃圾的增加，种子发芽指数均有

所下降，初始物料的 ＧＩ 值为 ４９％ ～ ７５％，随着堆肥

的进行，各处理 ＧＩ 值均有明显上升。
在堆肥前 １５ ｄ，Ａ１、Ａ２ 处理 ＧＩ 值增长速率较

慢，主要是因为堆肥初期有机质快速降解产生的有

机酸使堆肥物料具有植物毒性［３３］。 在 １５ ～ ４５ ｄ，各
处理 ＧＩ 值均有明显增长，这归因于有毒化合物

（盐、重金属、有机酸等）的分解和转化［３４］。 堆肥结

束时，各处理 ＧＩ 值均达 ８０％以上，其中 Ａ４Ｂ１Ｃ４ 的

ＧＩ 值最低，为 ８６％；Ａ３Ｂ２Ｃ４ 的 ＧＩ 值最高，为 １３６％，
说明堆肥产品不具备植物毒性，且基本达到腐

熟［３５］。 Ａ４ 处理组初始及堆肥全过程的平均 ＧＩ 值

（９６􀆰 ８３％）均明显低于其他处理，这可能跟物料中

厨余垃圾含量过高有关。 在相同的厨余垃圾和污

泥配比下，未加蚯蚓的 Ｃ１ 处理组明显低于添加蚯

蚓的处理组，说明添加蚯蚓能明显提高物料的种子

发芽指数，减少植物毒性，可能是蚯蚓的活动协调

了氨氮和硝酸盐氮含量，调节了堆体 ｐＨ 值［３６］。
２􀆰 ３　 堆肥工艺分析

２􀆰 ３􀆰 １　 最佳工艺筛选

由图 １、３ 可知，未加蚯蚓的 Ｃ１ 处理组有机质降

解率均值最低，且污泥和厨余垃圾质量比为 １ ∶ １ 的

Ａ４ 处理组蚯蚓日增重倍数为负数，故 Ｃ１ 处理组、
Ａ４ 处理组不参与蚯蚓堆肥最佳工艺优化。 用综合

评分法对试验进行极差分析和方差分析（表 ４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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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素对蚯蚓堆肥的影响次序依次为污泥和厨余

垃圾配比（２􀆰 ７５８） ＞蚯蚓接种比（２􀆰 ４３３） ＞存量垃圾

添加 比 （ ２􀆰 ３８１ ）， 蚯 蚓 堆 肥 最 优 工 艺 组 合 为

Ａ３Ｂ２Ｃ３，即污泥和厨余垃圾质量比为 ７ ∶ ３，存量垃

圾添加比例为 ５％，蚯蚓接种数量为 ３３ 条·ｋｇ－１。
污泥和厨余垃圾配比会显著影响蚯蚓堆肥效果，存
量垃圾添加比和蚯蚓接种量对蚯蚓堆肥无显著

影响。

各处理对应的因素及水平见表 ２。

图 ３　 不同处理组堆肥过程中种子发芽指数变化

Ｆｉｇ􀆰 ３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Ｉ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 ４　 正交试验极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ｔｅｓｔ

处理
污泥与厨余垃圾

质量比 Ａ
存量垃圾添加
比例 Ｂ ／ ％

蚯蚓接种数量 Ｃ ／
（条·ｋｇ－１）

日增重倍数
种子发芽

指数
有机质
降解率

综合
评分

Ａ１Ｂ２Ｃ２ １ ５００ ∶ ０ ７５ ２５ ０􀆰 ５３６ ０􀆰 ７３６ ０􀆰 ４９１ １􀆰 ７６３
Ａ１Ｂ３Ｃ３ １ ５００ ∶ ０ １５０ ５０ ０􀆰 ５７０ ０􀆰 ８０７ ０􀆰 ８３１ ２􀆰 ２０９
Ａ１Ｂ４Ｃ４ １ ５００ ∶ ０ ３００ ７５ ０􀆰 ６０６ ０􀆰 ７５６ ０􀆰 ６７８ ２􀆰 ０３９
Ａ２Ｂ１Ｃ２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０ ２５ ０􀆰 ６５１ ０􀆰 ７１９ ０􀆰 ３６６ １􀆰 ７３５
Ａ２Ｂ３Ｃ４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１５０ ７５ ０􀆰 ９２５ ０􀆰 ８４４ ０􀆰 ４８１ ２􀆰 ２５０
Ａ２Ｂ４Ｃ３ １ ３５０ ∶ １５０ ３００ ５０ ０􀆰 ９５７ ０􀆰 ８３０ ０􀆰 ４５５ ２􀆰 ２４１
Ａ３Ｂ１Ｃ３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０ ５０ ０􀆰 ９９３ ０􀆰 ８６９ ０􀆰 ９８５ ２􀆰 ８４８
Ａ３Ｂ２Ｃ４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７５ ７５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Ａ３Ｂ４Ｃ２ １ ０５０ ∶ ４５０ ３００ ２５ ０􀆰 ８８５ ０􀆰 ９２６ ０􀆰 ６１６ ２􀆰 ４２７

Ｔ１ ６􀆰 ０１１ ４􀆰 ５８３
Ｔ２ ６􀆰 ２２７ ４􀆰 ７６３ ５􀆰 ９２５
Ｔ３ ８􀆰 ２７５ ４􀆰 ４５９ ７􀆰 ２９８
Ｔ４ ６􀆰 ７０７ ７􀆰 ２９０
Ｘ１ ２􀆰 ００４ ２􀆰 ２９２
Ｘ２ ２􀆰 ０７６ ２􀆰 ３８１ １􀆰 ９７５
Ｘ３ ２􀆰 ７５８ ２􀆰 ２２９ ２􀆰 ４３３
Ｘ４ ２􀆰 ２３６ ２􀆰 ４３０
Ｒ ０􀆰 ７５４ ０􀆰 １５２ ０􀆰 ４５８

最优方案 Ａ３ Ｂ２ Ｃ３
Ｔ１ ～Ｔ４ 为因素 Ａ、Ｂ、Ｃ 的第 １～４ 水平对应的综合评分之和； Ｘ１ ～Ｘ４ 为因素 Ａ、Ｂ、Ｃ 的第 １～４ 水平对应的综合评分均值； Ｒ 为 Ｘ１ ～Ｘ４ 的极差。

２􀆰 ３􀆰 ２　 最佳工艺验证

根据上述得到的最佳工艺进行蚯蚓堆肥，４５ ｄ
后测定蚯蚓日增重倍数、种子发芽指数及堆肥前后

的有机质降解率，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最佳工艺

Ａ３Ｂ２Ｃ３ 的蚯蚓日增重倍数、有机质降解率及种子

发芽指数均高于正交试验中效果最好的 Ａ３Ｂ２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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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试验数据方差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ＯＶＡ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方差来源
Ⅲ类平
方和

自由度 均方 Ｆ 值 Ｐ 值

污泥与厨余垃圾比 Ａ ０􀆰 ８７３ ２􀆰 ０００ ０􀆰 ４３７ ２０７􀆰 ３４６ ０􀆰 ０４９
存量垃圾添加比例 Ｂ ０􀆰 ０３６ ３􀆰 ０００ ０􀆰 ０１２ ５􀆰 ７６２ ０􀆰 ２９５
蚯蚓接种数量 Ｃ ０􀆰 ３２３ ２􀆰 ０００ ０􀆰 １６１ ７６􀆰 ６０２ ０􀆰 ０８１
误差 ０􀆰 ００２ １􀆰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总计 ４８􀆰 ３７５

表 ６　 蚯蚓堆肥最佳工艺效果验证

Ｔａｂｌｅ ６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ｖｅｒｍｉ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处理
蚯蚓日增
重倍数

有机质降解率 ／
％

种子发芽指数 ／
％

Ａ３Ｂ２Ｃ３ １􀆰 ０２×１０－２ ２７􀆰 ０１ １３９􀆰 ４７
Ａ３Ｂ２Ｃ３ 平行 ０􀆰 ９９×１０－２ ２８􀆰 ４７ １３８􀆰 ３１
Ａ３Ｂ２Ｃ４ ０􀆰 ９８×１０－２ ２４􀆰 ９０ １３６􀆰 ７５

２􀆰 ４　 蚯蚓堆肥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２􀆰 ４􀆰 １　 黑麦草株高和根长

黑麦草收获后其生长形态、株高及根长如图 ４
所示。

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株高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处理间根长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４　 不同堆肥施加比例对黑麦草生长的影响

Ｆｉｇ􀆰 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ｇｒｏｗｔｈ

与对照组相比，施加比例为 ５％ ～４０％堆肥产品

处理黑麦草株高显著增加，增幅为 １１％ ～３９％，施加

比例为 ５０％处理株高降低 １２％，说明适当施用蚯蚓

堆肥能促进黑麦草的生长，但施用过多则会抑制生

长，这与 ＪＯＳＨＩ 等［３７］的研究一致。 根长变化情况和

株高类似，与对照组相比，施加比例为 １０％和 ２０％
处理根长最长，分别增加 ４９％和 ３９％，施加比例为

５０％处理根长则降低 ４０％，这是因为土壤中添加过

多的蚯蚓堆肥导致营养物质和重金属含量过高，从
而影响了黑麦草的正常生长。 有研究表明，施用蚯

蚓堆肥可提高土壤有机质、氮、磷含量，促进植物根

系的发育和活性，并促进植物对水分和养分的吸

收［３８－３９］。 此外，蚯蚓堆肥还具有类似激素的作用，
可促进根的生长，增加根长及根生物量，促进植物

生长发育［４０］。
２􀆰 ４􀆰 ２　 黑麦草重金属含量

如表 ７ 所示，随着蚯蚓堆肥施加比例的增加，黑
麦草茎叶 Ｃｒ、Ｃｕ、Ｚｎ、Ｎｉ、Ａｓ 含量均呈上升趋势，Ｃｒ、
Ｃｕ、Ｚｎ、Ｎｉ、Ａｓ 含量分别由 ０􀆰 ２７、１􀆰 ８４、９􀆰 ２３、０􀆰 ５０、
０􀆰 ０２０ ｍｇ· ｋｇ－１ 上升至 ０􀆰 ５０、 ３􀆰 ５１、 １４􀆰 ３９、 ０􀆰 ８１、
０􀆰 ０３８ ｍｇ·ｋｇ－１。 其中，Ｚｎ 含量最高，Ａｓ 含量最低，
可能是由于栽培用土中 Ｚｎ 的土壤背景值 （ ８６􀆰 ５
ｍｇ·ｋｇ－１）较高，作为堆肥原料的污泥中 Ｚｎ 含量也

最高，不稳定态占比较大（３０％ ～ ６５％） ［４１］，导致其

更易被植物吸收利用。

表 ７　 黑麦草茎叶重金属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７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ｖｅｓ

施加比例 ／
％

ｗ ／ （ｍｇ·ｋｇ－１）
Ｃｒ Ｃｕ Ｚｎ Ｎｉ Ａｓ

０ ０􀆰 ２７ １􀆰 ８４ ９􀆰 ２３ ０􀆰 ５０ ０􀆰 ０２０
５ ０􀆰 ３３ ２􀆰 １４ ９􀆰 ５８ ０􀆰 ５１ ０􀆰 ０２４

１０ ０􀆰 ３２ ２􀆰 ４９ １０􀆰 ５９ ０􀆰 ６１ ０􀆰 ０２６
２０ ０􀆰 ３６ ２􀆰 ８９ １２􀆰 ７７ ０􀆰 ７２ ０􀆰 ０３１
３０ ０􀆰 ４２ ３􀆰 ０３ １４􀆰 ２５ ０􀆰 ７７ ０􀆰 ０３４
４０ ０􀆰 ４１ ３􀆰 ３４ １３􀆰 ４５ ０􀆰 ７２ ０􀆰 ０３３
５０ ０􀆰 ５０ ３􀆰 ５１ １４􀆰 ３９ ０􀆰 ８１ ０􀆰 ０３８

２􀆰 ５　 蚯蚓堆肥对土壤的影响

２􀆰 ５􀆰 １　 蚯蚓堆肥及土壤特性

由表 ８ 可知，污泥－厨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

蚓堆肥的 ｐＨ 值、种子发芽指数、有机质、总养分及

重金属含量符合 ＧＢ ／ Ｔ ２３４８６—２００９《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泥处置园林绿化用泥质》相关要求，施加 １０％
堆肥的土壤各项指标符合 ＣＪ ／ Ｔ ３４０—２０１６《绿化种

植土壤》中Ⅱ级标准，说明蚯蚓堆肥可用于园林绿

化，提高土壤肥效。 同时，尽管污泥被禁止作为农

用有机肥的原料，但其部分指标仍满足 ＮＹ ／ Ｔ ５２５—
２０２１《有机肥料》要求。
２􀆰 ５􀆰 ２　 土壤有机质及营养物质含量

施加蚯蚓堆肥能明显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随
着施加比例的增加，有机质含量也相应提高。 添加

５％、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蚯蚓堆肥处理土壤

有机 质 含 量 分 别 增 加 １􀆰 ０７％、 ２􀆰 ３４％、 ４􀆰 ３４％、
７􀆰 １１％、８􀆰 ５６％、１０􀆰 ７０％，相比对照组提高 ０􀆰 １７ ～
１􀆰 ７２ 倍。 黑麦草收获后，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相比种

植前均有所下降，各处理的有机质含量分别下降

３􀆰 １６％、 ４􀆰 ６８％、 ４􀆰 ８３％、 ４􀆰 ３９％、 ４􀆰 ４８％、 ４􀆰 ７３％、
２􀆰 ８５％，其中对照组有机质含量降幅最低（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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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施加蚯蚓堆肥后，总氮、总磷以及速效

钾含量均随施加比例的增加有不同程度升高（图
５）。 施加比例为 ５０％处理总氮、总磷和速效钾含量

增幅最大，分别达 ６􀆰 ６９、５􀆰 ９６ 和 ０􀆰 ４２ ｍｇ·ｇ－１。 收

获黑麦草后，各处理的土壤总氮、总磷及速效钾含

量均有所降低，总氮含量降幅为 ５􀆰 ４８％ ～ ２５􀆰 ９２％，
总磷含量降幅为 ２􀆰 ２９％ ～ １３􀆰 ００％，速效钾含量降幅

为 １􀆰 ９３％ ～ ９􀆰 ６５％。 其中，施加比例为 ２０％处理总

氮、总磷和速效钾含量降幅最为明显。

表 ８　 蚯蚓堆肥指标与肥料施用标准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ｏｍｐ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处理 ｐＨ 值
种子发芽
指数 ／ ％

有机质
含量 ／ ％

总养分
含量 ／ ％

ｗ ／ （ｍｇ·ｋｇ－１）
Ｃｄ Ｃｒ Ｃｕ Ｚｎ Ｎｉ Ｐｂ Ａｓ Ｈｇ

土壤 ８􀆰 ７６ ８４􀆰 ０ ６􀆰 ２２ ０􀆰 ２２ ＮＤ ７４􀆰 ２９ ５０􀆰 １０ ９１􀆰 ４０ ７􀆰 ４３ ＮＤ ５􀆰 ５０ ＮＤ
１０％堆肥混合土 ８􀆰 ２０ ９２􀆰 ０ ８􀆰 ５６ ０􀆰 ４５ ＮＤ ７７􀆰 ２８ ６６􀆰 ５０ １２９􀆰 ４０ １０􀆰 ０６ ＮＤ ５􀆰 ９７ ＮＤ
蚯蚓堆肥 ７􀆰 ５３ １０６􀆰 ２ ３３􀆰 ４６ ５􀆰 ３４ ＮＤ ９９􀆰 ２１ ２１８􀆰 ２５ ５４９􀆰 ６０ ４１􀆰 １７ ＮＤ ６􀆰 ６５ ＮＤ

ＧＢ ／ Ｔ ２３４８６—２００９ ５􀆰 ５～７􀆰 ８ ＞７０ ≥２５ ≥３􀆰 ００ ＜２０ ＜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２００ ＜１ ０００ ＜７５ ＜１５
ＮＹ ／ Ｔ ５２５—２０２１ ５􀆰 ５～８􀆰 ５ ≥７０ ≥３０ ≥４􀆰 ００ ≤３ ≤１５０ ≤５０ ≤１５ ≤２
ＣＪ ／ Ｔ ３４０—２０１６ ５􀆰 ０～８􀆰 ３ １􀆰 ２～８􀆰 ０ ≤０􀆰 ８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８０ ≤３００ ≤３０ ≤１􀆰 ２
ＮＤ 表示未检出。

图 ５　 黑麦草种植前后土壤养分含量的变化

Ｆｉｇ􀆰 ５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ｉ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２􀆰 ５􀆰 ３　 土壤重金属含量

随着蚯蚓堆肥施加比例的增加，Ｃｒ、Ｃｕ、Ｚｎ、Ｎｉ、
Ａｓ 含量均明显增加。 ５ 种重金属中，含量最高的是

Ｚｎ，其次是 Ｃｒ 和 Ｃｕ（表 ９）。 黑麦草收获后，与种植

前相比，各处理土壤重金属含量均有所下降，且各

处理土壤重金属含量随蚯蚓堆肥施加比例的增加

而上升的趋势不变。
２􀆰 ６　 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如表 １０ 所示，各处理各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

数 Ｅｒ均小于 ４０，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ＲＩ 均小于

１５０，风险程度均为轻微生态危害。 ５ 种重金属中，
Ｃｕ 对土壤环境的潜在生态风险最大（Ｅｒ ＝ １７􀆰 ６９），

其次是 Ａｓ（Ｅｒ ＝ ６􀆰 ４５），Ｃｒ、Ｚｎ、Ｎｉ 的潜在生态风险指

数较低，Ｅｒ为 １􀆰 ０６ ～ ４􀆰 １８。 随蚯蚓堆肥施加比例的

增加，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均有所升高，单一重金属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和综合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最高

的均是施加 ５０％蚯蚓堆肥的处理，与未施加蚯蚓堆

肥的土壤相比，Ｃｒ、Ｃｕ、Ｚｎ、Ｎｉ、Ａｓ 的潜在生态风险指

数 分 别 上 升 １６􀆰 ５８％、 １１９􀆰 ５８％、 ２１３􀆰 ２３％、
２６５􀆰 ５０％、２１􀆰 ９７％， 综 合 潜 在 生 态 风 险 指 数 上

升 ９４􀆰 １０％。
蚯蚓堆肥施用次数的增加会导致重金属潜在

生态风险上升，但由于堆肥本身重金属含量相对较

低，其 Ｃｕ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最大值为 ３５􀆰 ０９，蚯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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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肥施加比例为 ２０％时，Ｃｕ 对土壤环境的生态风险

前期随着施加次数增加迅速升高，累计施加 ３０ 次后

趋于稳定（Ｅｒ ＝ ３５􀆰 ０４），此后生态风险将不再随施用

次数增加产生明显变化，并最终维持在轻微水平

（Ｅｒ ＝ ３５􀆰 ０９）；当施加比例为 １０％时，风险程度也均

为轻微生态危害。 鉴于黑麦草的生长状况在施加

比例为 １０％和 ２０％时无显著差异（图 ４），实际应用

以蚯蚓堆肥施加比例 １０％为宜。

表 ９　 种植黑麦草前后土壤重金属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９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ｙｅｇｒａｓ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重金属 种植前后
不同施加比例处理的重金属含量 ／ （ｍｇ·ｋｇ－１）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Ｃｒ 前 ７４􀆰 ２９ ７６􀆰 ４９ ７７􀆰 ２８ ７８􀆰 ０６ ７９􀆰 ９８ ８３􀆰 １１ ８６􀆰 ６１

后 ７０􀆰 ２８ ７２􀆰 １２ ７２􀆰 ８９ ７３􀆰 １７ ７４􀆰 ９３ ７６􀆰 ３４ ７９􀆰 ６０

Ｃｕ 前 ５０􀆰 １０ ５６􀆰 ８２ ６６􀆰 ５０ ７８􀆰 ０６ ８６􀆰 ８４ ９４􀆰 ０５ １１０􀆰 ０２
后 ４９􀆰 １６ ５２􀆰 ８８ ５９􀆰 ４７ ７６􀆰 ９２ ８３􀆰 ９９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３􀆰 ８６

Ｚｎ 前 ９１􀆰 ４０ １０５􀆰 １１ １２９􀆰 ４０ １７１􀆰 ９４ ２０８􀆰 ４１ ２４１􀆰 ６９ ２８６􀆰 ２８
后 ８５􀆰 ３４ １００􀆰 ４８ １１９􀆰 ５３ １４６􀆰 ８３ １７５􀆰 ３２ ２０８􀆰 ４９ ２３５􀆰 ８２

Ｎｉ 前 ７􀆰 ４３ ８􀆰 ９６ １０􀆰 ０６ １５􀆰 ８１ １８􀆰 ７４ ２２􀆰 ９７ ２７􀆰 １５
后 ７􀆰 ３７ ８􀆰 １７ ９􀆰 ６１ １２􀆰 ０２ １４􀆰 ３３ １９􀆰 ００ ２３􀆰 ２７

Ａｓ 前 ５􀆰 ５０ ５􀆰 ５２ ５􀆰 ９７ ６􀆰 １６ ６􀆰 ３７ ６􀆰 ４４ ６􀆰 ７１
后 ４􀆰 ８９ ５􀆰 ０２ ５􀆰 ３５ ５􀆰 ５７ ５􀆰 ６７ ５􀆰 ８６ ６􀆰 ０４

表 １０　 施加不同比例蚯蚓堆肥的土壤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Ｅｒ）评价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ｉｌ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ｓ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ｍｉｃｏｍｐｏｓｔ

重金属
毒性响应
系数 Ｔｒ

土壤背景值 Ｃｎ ／
（ｍｇ·ｋｇ－１）

不同施加比例处理的 Ｅｒ

０ ５％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Ｃｒ ２ ７９􀆰 ００ １􀆰 ８８ １􀆰 ９４ １􀆰 ９６ １􀆰 ９８ ２􀆰 ０２ ２􀆰 １０ ２􀆰 １９
Ｃｕ ５ ３１􀆰 １０ ８􀆰 ０６ ９􀆰 １３ １０􀆰 ６９ １２􀆰 ５５ １３􀆰 ９６ １５􀆰 １２ １７􀆰 ６９
Ｚｎ １ ８６􀆰 ５０ １􀆰 ０６ １􀆰 ２２ １􀆰 ５０ １􀆰 ９９ ２􀆰 ４１ ２􀆰 ７９ ３􀆰 ３１
Ｎｉ ５ ３２􀆰 ６０ １􀆰 １４ １􀆰 ３８ １􀆰 ５５ ２􀆰 ４３ ２􀆰 ８８ ３􀆰 ５３ ４􀆰 １８
Ａｓ １０ １０􀆰 ４０ ５􀆰 ２９ ５􀆰 ４６ ５􀆰 ７４ ５􀆰 ９３ ６􀆰 １３ ６􀆰 ２０ ６􀆰 ４５

ＲＩ １７􀆰 ４２ １９􀆰 １２ ２１􀆰 ４３ ２４􀆰 ８７ ２７􀆰 ４１ ２９􀆰 ７５ ３３􀆰 ８２

３　 结论

（１）污泥中添加厨余垃圾和存量垃圾能够有效

改善物料的理化性质，提高其肥料价值，并促进蚯

蚓生长。 蚯蚓堆肥能够加速有机质的降解速率，提
高种子发芽指数，加速堆肥的腐熟。

（２）污泥和厨余垃圾配比会显著影响多元物料

蚯蚓堆肥效果，堆肥最佳工艺组合如下：污泥和厨

余垃圾质量比为 ７ ∶ ３，存量垃圾添加比例为 ５％，蚯
蚓接种数量为 ３３ 条·ｋｇ－１。

（３）污泥－厨余－存量垃圾多元物料蚯蚓堆肥各

指标满足 ＧＢ ／ Ｔ ２３４８６—２００９ 和 ＮＹ ／ Ｔ ５２５—２０２１
标准的相关要求，施加 １０％堆肥的混合土壤各项指

标符合 ＣＪ ／ Ｔ ３４０—２０１６ 中Ⅱ级标准。
（４）施用蚯蚓堆肥能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总

磷、总氮和速效钾含量，施加比例为 ２０％时黑麦草

生长状况最佳，但施加比例大于 ４０％时会对植物生

长起抑制作用。
（５）土壤和黑麦草中重金属含量均随蚯蚓堆肥

施加比例的上升而明显增加，其潜在生态风险均为

轻微水平，堆肥按 ２０％比例多季施用，不会使生态

风险超过轻微水平；综合肥效和生态风险，堆肥施

加比例宜设定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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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ＧＡＲＧ Ｖ Ｋ，ＳＵＴＨＡＲ Ｓ，ＹＡＤＡＶ 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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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３）：１０２３－１０３０．

［３０］ ＳＵＴＨＡＲ Ｓ． Ｖｅｒｍｉ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Ｔｒａｓｈ Ｕｓｉｎｇ Ｅｐｉｇｅｉｃ Ｅｉｓｅｎｉａ ｆｅｔｉｄａ （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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